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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表A：本报告涉及的政策问题和主要结论 

 

本报告展示了新经济建模对研究低碳转型相关政策

问题的价值。通过与政策利益相关者合作，本报告

对15项来自全球、区域和国家的真实案例进行了分

析，展示了新经济建模方法如何为决策者提供重要

洞见，还就如何评估和选择不同的建模方法以及如

何进行使用提供了指导。 

新一代的经济模型能提供信息，推动能源转型的成功

决策。政府使用的大多数模型都基于均衡假设，即在

没有外部冲击的情况下，经济是稳定的，行为者没有

理由改变战略。对于某些政策问题，这可能是一种合

适的建模方法。但如果状态之间的动态变化过程很重

要，这些模型就不合适了。脱碳需要经济体中每个排

放行业的系统转型。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行为者有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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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理由改变战略，新技术涌现，市场结构发生变

化。尽管均衡模型仍然很有价值，例如可以回答 

“净零经济会怎么样？”之类的问题，但非均衡模

型作为一种补充工具也很重要，特别是针对“我们

如何实现目标”这样的问题。 

新模型有助于制定成本效益高的脱碳政策。有一类模

型对特定时间点的经济状况进行计算和比较，还有一

类模型对经济变化的过程进行模拟，两者对政策问题

提供的答案是不同的。本报告的案例分析介绍了一系

列新模型，并就四类政策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键发现。

它们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重点关注巴西、中国、

印度和英国等四国。表A总结了主要研究结果，后面

的政策要点部分提供了进一步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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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问题 主要结论 

发展方向：是否应该脱碳？成本有多

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 针对不同国家、使用不同方法进行的多个案例分析都表明，脱碳可

能提供净就业机会，考虑到相关地区的具体经济结构，可能推动经

济的整体增长。 

 提高目前设想的转型速度是更优的。 

 在某些转型情景下，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或负面成本，我们能确

定这些影响可能出现的特定时间段、行业或职业，以及与其他发

展目标的联系。 

技术选择：应该专注于哪些技术？对

行业的影响是怎样的？ 

 政策制定者应尽量消除对零排放技术的壁垒，随着部署的扩大，这

些技术的性能会提高，成本会降低，包括太阳能、风能、电解槽和

电池。政策制定者应塑造市场，以加快技术创新和增长。 

 各国基于自身现状，将关注不同的技术。 

 化石燃料向其他能源转型的不同性质，会产生可预测和可管理的影

响。 

政策选择：哪些政策最能支持我们的目

标？ 

 对于实现减排和关键能源技术的创新，投资于零排放技术往往比给

化石燃料定价更有效。 

 监管可以非常有效地将投资重新分配给零排放技术，加速其改进并

降低成本。 

 硬性技术规定或政府采购是启动某一行业的有效政策，可以使其他

政策更高效。 

 将碳定价纳入一揽子政策是有效的做法（收税比进行总量控制和碳

交易的方式更加有效）。 

 政策支持的时机是关键，迟来的支持会增加不必要的锁定效应。 

 政策支持通常可以实现收入或财政中立。 

政策设计：应该如何设计这项政策？  当财政补贴或税收水平使零排放技术成本足以与化石燃料相竞争

时，其成效可能会尤为显著。 

 强制规定采用零排放技术，可能比要求提高化石燃料的效率更有效

（尽管两者结合可能是最好的）。 

 如果快速减排超过了排放配额的调整，应设计排放交易方案，防止

在减排上“刹车”。 

 



 
 
 
 
 
 
 
 
 
 

 

新模式可以为低碳转型提供更多的洞见。除了选择

技术组合或部署清洁技术的政策外，新一代模型还

可以提供转型期内社会、环境和宏观经济方面的

广泛洞见，有助于厘清以下问题：不同行业就业

机会的增加或减少，劳动力缺少哪些技能，转型如

何影响贸易平衡，以及如何取代化石燃料的税收。 

新一代模型已经面世。案例分析采用多种建模方

法，包括：（i）数据分析法，如系统映射和经

济复杂性；（ii）宏观经济模型法，如能源-环境

-经济宏观计量模型（E3ME）及其在特定行业

的扩展；（iii）详细的经济系统动态模型；（iv）

经过实证验证的基于主体的模型；以及（v）能

源系统延伸模型。多样性的方法可以确保我们不

依赖于单一类型的建模。这些方法都假设经济处

于变化状态，模拟变化过程，以便政策能够理解

和影响其过程。这些方法基于自下而上、结构现

实、实证验证的经济模型；20或30年前这些方

法刚出现时所做出的承诺正在兑现。 

通过采用不同的方法，提出不同的政策问题，可以

获得方法论方面的两个经验。首先，学者、分析师

和政策制定者携手合作，同时共同开发合适的模型

并分析真正的政策问题，具有巨大的价值；这种工

作模式不断创造价值，提升使用新经济模型的能力。

第二，决策者要求在模型中全面体现政策及实施，

这显示了详细的政策分析和评估的巨大价值。 

经济建模具有进一步改善的巨大潜力，可以从以下

三方面推进： 

 

1．学习实践中的有效方法：随着新建模方

法的应用和完善，可以深入了解哪些方法最

有效，分析师和决策者如何最好地利用这些

方法、进行能力建设。 

2．开发强大的思维工具：新经济模型的使

用和经济理论的发展互相促进，尤其是关于

创新和结构变化的过程，从上一份报告《制

定能源转型政策的十项原则》，到可以用来

思考技术和经济体系的经验法则，如反馈、

指数变化、临界点等。  

3．增加创新和透明度：随着对新经济建模

需求的增长，我们希望看到新的方法论创新。

模型开发及其使用的透明度和清晰度也将提

高，可以扩大新方法的使用，加快模型开发

的创新。  

政府和国际组织可以加快新建模方法的出现和发

展。政府是政策分析的最大客户；通过采购和资

助新模型的开发，可以刺激学术界对这些新方法

投入时间和智力资本。政府可以培训官员学习非

均衡模型开发和系统映射、风险机会分析等补充

分析技术，以提升自身利用新一代模型的制度能

力。 

本报告的主要受众包括分析师、建模人员、研究人

员和学者，他们在政府、多边组织和私营部门内开

展能源转型和能源及气候政策研究。本报告也能为

政策团队和决策者提供价值，因为它总结了新经济

模型的重要成果，并帮助读者理解为什么不同类型

的分析提供了不同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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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highlights 

Here, we present a selection of policy findings from the case studies in this report. 

The purpose of this section is not to provide a summary, but to give some examples 

that illustrate the potential of new economic models to address new questions and 

provide better answers to the policy problems of energy innovation and transition. 

Readers can refer to the case studies to find more detail on the methods, results, 

limitatio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each of these pieces of analysis. 

EEIST 

 

 
 
 
 
 
 
 
 
 

转型的步伐 

案例研究《基于实证的能源技术成本预测》发现，

快速转型到零排放的能源系统（包括电力、交通、

建筑和工业的能源使用）的成本可能低于慢速转

型，以全球整体而言，与“一切照旧”的情景相

比，可以节省约12万亿美元（图1）。这与减排

越多成本越高的传统观点截然相反。造成这种差

异的原因是，此研究使用了一种更现实的表现方

式，即清洁技术的成本随着其部署的增加而下降。 

 
 
 
 
 
 

电力部门 

案例分析《势不可挡：可再生能源与边际定价》

表明，市场设计的选择对于实现低成本、可再生

电力的机会至关重要（图2）。尽管在研究的国家

中，到2030年带有储能功能的太阳能发电成本可

能是煤电的一半，但如果市场价格由边际供应单 

图1：2050年年度系统成本预测分布. 
 

 
 

 

 

 

 

 

 

位（可能仍由化石燃料提供）决定，电价仍可能

居高不下。替代的市场设计，即发电加权平均平

准化成本（WALC）可能会导致较低的价格，有

助于更好地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 

 

图2：中国电价、GDP和就业与参考情景（REF-MOA）的百分比差异比较。HighFF =高化石燃料情景；HighVRE =高可变可再生能源

情景；REF =参考情景；MOA =优序法；WALC =加权平均平准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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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本报告的案例分析中精选了一些政策结论。本节的目的不是进行总结，而是给出一些例子，说明新

经济模型具有很大潜力，能就能源创新和转型的政策问题回答新问题、提出好答案。读者可以参考案例分

析，深入了解每一项分析的方法、结果、局限性和政策含义。 

政策要点 

电价 就业 GDP 

中国与REF-

MOA情景的区

别度：% 

 

场景 

未
来
愿
景 

2050年的系统成本（吨 美元[2020]） 

 

无过渡 

缓慢过渡 

快速过渡 



 
 
 
 
 
 
 
 
 

零排放车辆 

案例分析《激活电动汽车的成本临界点》展示

了如何使用模拟模型来比较单独或组合的政策

选择。我们发现，零排放车辆硬性规定和能效

法规往往可能是推动零排放车辆转型的最具成

本效益的政策，补贴次之，税收则是迄今为止 

成本效益最低的选项（图3）。研究还发现，同

时作用于零排放车辆供给和需求的政策组合可

以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而其他政

策组合达到的效果则低于其各部分之和。这些

发现只出现在模拟可能结果而不是计算“最优”

解决方案的模型中。 

电力和工业中的氢 

案例分析《印度氢、氨行业耦合建模》展示了有

关基础设施政策选择带来的风险和机遇：是将

氢气和氨气生产厂家连接到电网，还是将其建

成仅与当地工业承购商相连的‘孤岛’电厂。研究

发现，与‘孤岛’方法相比，‘并网’的方式不仅能

使氢气和氨气的生产成本降低10-25%（图4），

而且还能将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能力的需求减少 

约200-300吉瓦，并在能源安全和电力供应对天

气变化的韧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以上发现源于

该模型对电力和工业行业之间动态互动的探索：

绿氢和绿氨通过提供储能和可调度电力提高电力

系统的效率；较低的电力成本反过来又使绿氢和

绿氨的生产成本降低。政策选择诸如如何支付氢

能发电厂的并网费用，可决定出现哪种替代基础

设施配置。

图3：不同政策假设下的政策激励和电动汽车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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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不同情景下氢的平准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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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土地利用 

案例分析《支持可持续农业集约化》发现，在

没有重大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农户之间对短期

利润和市场份额的竞争可能会导致土壤退化，

并对长期的粮食安全带来严重风险。研究发现，

让农民更好地利用有关可持续做法的信息并鼓

励他们接受新技术可以显著增加农业系统向可

持续性转型的机会（图5）。重要的是，研究结

果表明，如果在转型早期实施政策干预，则更

有可能有效；如果太晚，技术发展的分歧可能

会导致不可避免地陷入不可持续农业实践的锁

定情景。这些发现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该 

模型将农民刻画为拥有多种资源和知识的经

济行为者，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行事，其行 

为影响市场，反过来又受到市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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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转型 
碳定价 

我们在以前的报告中指出，传统观点认为碳定价

是最具成本效益的脱碳方式，这取决于均衡假设

而这与低碳转型涉及创新和结构变化过程的现实

相悖。案例分析《实现快速、平稳脱碳和可持续

增长的政策选择》从全球角度审视碳定价。研究

发现，当单独作为政策工具应用时，低水平的碳

定价无法实现与低于2℃控温目标一致的低碳转

型，而符合这一目标的高水平碳定价可能造成经

济不稳定，导致失业、破产激增和经济衰退。该 

研究表明，包括补贴和监管在内的政策组合

可以更有效地让经济走上可持续增长的道路。 

案例分析《最具成本效益的碳定价形式是什

么？》发现，与传统观点相反，两种最常见的碳

定价形式—税收和排放交易计划（ETS）的成本效

益并不相同。通过建模发现，在相同的碳价之

下，与排放交易机制相比，税收有望实现更快

的减排（图6）。这些政策选择之间的差异也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所适用的市场结构。

以上发现是通过使用模型和技术达成的，所用

的模型和技术不做均衡假设，而是探索政策、

技术、公司和市场的动态互动。. 

ntext of uncertainty, whose actions influence the 

market and are in turn influenced by the market. 

 
较晚转型：超调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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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模拟中达到零排放的时间(显示最小值、最大值和平均值)(以年为单位)。水平条表示每个场景的多个模型运行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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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模型的三次不同的单次运行，举例说明了模型中观察到的主要动态类型:向可持续农业的快速转型、超调(或较晚转型)和常规锁定。对于每次运行，总需求和总供

给之间的距离以及食品价格动态都会显示出来。x轴代表模型模拟中的时间步长，y轴代表相对于初始值(设置为等于100)的变化。红色区域对应粮食短缺的时期。 

 

 

 
 

1 Diaz-Anadon et al. (2022). Ten Principles for Policymaking in the Energy Transition: Lessons from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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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竞争力 

案例分析《中国出口的绿色复杂性和竞争力》

表明，基于贸易模式，对经济中不同产品间关

系网络结构的理解，可以用来预测一个国家可

能获得工业竞争力的新领域（图7）。我们发现， 

中国在清洁技术方面的竞争力超过了在制造业的

整体竞争力。中国近期在电动汽车出口领域变得

有竞争力，有机会提升竞争力的领域包括环境监

测技术。 

工作和技能 

案例分析《印度净零排放的经济影响》和

《印度经济脱碳》（图8）使用了不同的建

模方法，两者都发现，与一切照旧的情况相

比，低碳转型可能为整个印度创造额外的就

业岗位。这一发现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

这些模型并未假设在整个经济体中，投资以

最优方式分配给资产，或者人们以最优方式

被分配工作。相反，这些模型考虑了非生产 

案例分析《劳动力市场转型模型：以巴西生产力转

移为例》研究人们的技能将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他

们从岗位流失行业转移到创造岗位的行业的能力。

用这种现实的制约因素来模拟劳动力市场，可以

深入了解技能差距在何处会成为低碳转型的障碍，

以及在哪些领域（哪些行业）最有可能出现失业。

研究发现，在巴西，在经济增长主要由农业生产

率增长驱动的情景下，人们由于难以转换到新岗

位而可能面临失业风险的职业数量，高于增长主

要由制造业生产率驱动的情景。这些发现可以为 

图7：中国绿色出口产品分为当前优势(左)和潜在机会(右)。产品圈的大小表明中国目前显示的比较优势；颜色代表产品类别。. 

 

中国：当前优势 中国： 潜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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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资本和失业的现实前景。虽然化石燃料行

业的就业岗位大量流失，但发电、服务和建

筑等行业的就业增长足以抵消这些损失。 

劳动力再培训和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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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相对于参考情景，长期脱碳情景下的宏观经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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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IST 

introduction 

The call for change 

This report represents a major effort to demonstrate 

and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value of a range of new 

economic modelling on specific energy topics and 

climate policy questions, in partnership with policy 

stakeholders in key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energy 

transition. Many researchers, policymakers and 

practitioners have been making the case for new 

economic modelling of the energy transition for some 

time. These calls have focused on three key areas: 

1. The need for new approaches to climate policy 

appraisal.2
 

2. The need for better modelling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dynamics.3 4
 

3. The need to better model the underlying dynamics 

of the transition at national and global scales.5
 

These calls for new analysis are underpinned by a 

range of specific concerns about current analysis and 

decision-making frameworks, from purely technical 

modelling arguments to specific issues around the 

energy transition and how to model it appropriately, 

to wider arguments about how policy appraisal 

should be conducted and decisions made. These 

concerns are often overlapping and intertwined. 

We attempt to summarise them in Table 1. It is 

important to emphasise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models and analysis address different subsets of 

these concerns; no single approach meets them all. 

2 Mercure, J-F. et al. (2021). Risk-opportunity Analysis for Transformative Policy Design and Appraisal.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70: 102359. 

3 Way, R. et al. (2022). Empirically Grounded Technology Forecasts and the Energy Transition. Joule: 6(9), 2057-2082. 

4 Peñasco, C. et al. (2021). Underestimation of the Impacts of Decarbonisation Policies on Innovation to Create Domestic Growth Opportunities. C-EENRG Working 

Papers, 2021-6: 1-16. 

5 Grubb, M. et al. (2021). The New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Transition: Evaluating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EEIST report to CO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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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为什么要对能源转型做新的经济建模？ 

 

理论：能源转型领域 建模：概念性和技术性建模 政策：政策评估和决策 

⚫ 边际经济分析不适用于应对气候

变化所要求的转型性结构变化。 

⚫ 现有的理论、模型和决策框架假

设均衡或有效的自我优化经济，

且具有一个内在的偏见，即政策

行动是有成本的。 

⚫ 基于均衡的理论和模型通常既不

模拟结构转型也不模拟创新，因

此假设经济结构是静态的，错误

地暗示只有大的价格变化才能阻

止排放。 

⚫ 我们对私营部门在转型中的作用

缺乏了解，人们通常将其视作公

共财政的缺口。 

⚫ 真正的机构应该得到体现。 

⚫ 模型应在结构上切合实际（即尽可能真实

地反映经济行为体之间的流通和关系）。 

⚫ 模型应捕捉不平衡6和路径依赖的动态。 

⚫ 模型应捕捉反馈循环和临界点。 

⚫ 模型应捕捉异质性和交互作用。 

⚫ 模型应捕捉不确定性和“肥尾”概率分布。 

⚫ 经济决策应使用现实的个人行为（有限理

性或启发式）进行建模。 

⚫ 模型应经过实证检验，提高预测的可信

度。 

⚫ 许多现有模型使用的技术路径未得到充分

检验或是随意武断的。 

⚫ 技术动态应以内生方式建模。 

⚫ 通常需要对分布影响进行建模。 

⚫ 决策时应考虑到不确定性、风险和机

遇，不应局限于狭义的“最佳猜测”成

本效益。 

⚫ 需要考虑更广泛的政策选择，仅模拟

碳价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模拟更广泛

的政策组合，这些政策在现实世界中

在政治上具有更高的可行性，可能需

要同时实施多种互补的政策。 

⚫ 应根据政策对经济内部变化过程的可

能影响（其如何影响创新和结构变化

动态7）来评估政策，而不仅仅是基

于固定时间点的预测结果。 

⚫ 为了给政策决策提供信息，我们需要

更多的概率性“预报型”模型（即模拟

和预报将来的可能性，89而不是确定

“ 最 佳 ” 解 决 方 案 或 路 径 的 优 化 模

型）。 

 

 

以往的EEIST报告指出了如何对能源转型建模的

关键信息。第一份报告《创新和转型的新经济

学：评估机遇和风险》10 概述了需要新方法的

原因，使用了标准经济分析所不推荐的政策方

法，认为迄今为止在低碳转型中取得的成功是 

 

以难以预料的方式发生的，如果事前政策评估建

模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成功，我们需要新的方法，

用新的技术来补充传统的成本效益评估，理解转

型变革的风险和机遇。 

 

 

 
 
 

 
 

6 Here we are referring to disequilibrium as a property of complex systems, not the capability of models to be out of equilibri um or not. 

7 Peñasco, C. et al. (2021).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Outcomes and Trade-Offs of Ten Types of Decarbonisation Policy Instruments. Nature Climate Change 11.3: 257- 

265. 

8 Meng, J. et al. (2021). Comparing Expert Elicitation and Model-Based Probabilistic Technology Cost Forecasts for the Energy Transi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8.27: e1917165118. 

9 Farmer, J.D, and Lafond, F. (2016). How Predictable i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Research Policy 45.3: 647-665. 10 https://eeist.co.uk/eeist-reports/ 

10 https://eeist.co.uk/eeist-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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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变革 

 

本报告通过与全球能源转型关键国家的政策利益相关

者合作，展示并证明了一系列对具体能源议题和气候

政策问题进行新经济建模的价值。一段时间以来，许

多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从业人员都在为能源转型

的新经济建模提供依据。呼吁集中在以下三个关键领

域： 

1.新的气候政策评估方法。2 

2.改进对技术和创新动态的建模。34 

导言 

3.改进对国家和全球范围内转型的潜在动态的建模。5 

 

上述呼吁的背景是对当前分析和决策框架的具体关

切，不仅包括纯技术建模论证、能源转型和如何适当

建模的具体问题，还包括应如何进行政策评估和决策

的广泛论证。我们试图将这些重叠和交织的问题在表

1中进行总结。不同类型的模型和分析分别适用于这

些问题的不同子集；没有单一的方法可以满足所有的

需求。 



 

 

 
 
 
 
 
 
 
 
 

第二份报告《能源转型政策制定的十项原则》11

提出了能源转型政策制定的新循证原则，认为政

府使用的许多经济原则、模型和决策工具是为了

在“边际”或增量变化的背景下使用而设计的，在

这种背景下，技术、市场和其他经济结构相对稳

定。当政策的目标和背景包括广泛的创新和结构

变革时，如在能源转型中，就需要不同的原则和

工具。 

本报告的正文力求简洁明了，重点展示了这些新

的原则和建模方法在实践中可以带来的价值，并

没有深入讨论是否需要新的方法，其他研究人员

已经完成了后者。例如，Farmer等人（2015）12

概述了现有的综合评估模型分类及其经济成分。

他们详细讨论了四个主要缺点：(i)这些模型如何

处理不确定性（ii）聚集、异质性和分布影响的

体现；（iii）技术变革的代表性；(iv)缺乏气候变

化对经济影响的现实损害函数。 Mercure等人

（2016年）13确定了现有优化和均衡经济模型的

五个缺点：(i)规范性、基于优化的性质，(ii)过分

依赖于行为主体的完全理性，(iii)无法说明行为

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并捕捉相关的自我强化过程，

(iv)无法表示多个解决方案和路径依赖性，以及(v)

无 法 正 确 说 明 行 为 主 体 的 异 质 性 。 此 外 ，

Mercure等人（2021年）14介绍了EEIST项目的工

作，概述了成本效益分析的扩展形式，称为“成

本-机会分析”，评估目标或背景为转型变化的政

策选项，如低碳转型政策。他们还描述了这种类

型的分析和决策支持如何需要新的经济建模。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也谈到了这

些问题。15IPCC概述了使用早期综合评估模型进

行成本效益分析的范围，更加强调使用可以捕捉

动态而非静态效率的模型（即“考虑惯性、学习和

各种额外的‘路径依赖’来源”16），以及使用本报

告中的复杂性和系统方法。其他组织试图对气候

经济模型和综合评估模型17的大型生态系统进行

概述和分类，并呼吁进行不同类型的改革，如努

力增加理解和参与。18 

兑现新经济建模的承诺 

呼吁变革比实际开发和应用新的模型、实现设

想的价值（即更现实、可用和细粒度的政策建

议）要容易得多。本报告通过与全球能源转型

关键国家的政策利益相关方合作，努力展示和

证明了一系列新经济模型在具体专题和政策问

题上的价值。 

本报告包含了15个新经济建模方法在巴西、中国、

印度、英国和全球的应用案例分析。每个案例分

析都讲述了一个近期或正在进行中的项目，项目

将新经济建模运用于政策利益相关者的实时政策

问题和议题。通过案例分析法，我们展示和思考

建模方法、目的和背景的多样性。每个案例都解

释了新的建模方式、研究结果及其政策相关性。

每个案例都涉及到新的建模是否以及为何对现存

问题和之前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新见解。. 

因此，本报告是对其他系列报告的补充，提供了

大家所呼吁的详细新经济建模和政策讨论。. 

本报告的受众以及阅读方法 

本报告比之前的两份报告更加专业，主要面向

在政府、国际组织、学术界和第三部门工作的

分析师和建模者；直接、详细地呈现了新经济

方法如何提供价值，能做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

本报告提供了相关政策主题的见解，并阐明了

不同建模方法给出某些答案和建议的原因，希

望能对政策团队有所帮助。 

在进行案例分析建模的同时，我们还反思了最有

前景的模型类型，思考它们之间的差异、优缺点，

以及如何在工作中进行评估、选择和采用这些模

型。 

⚫ 如果读者想进一步了解这些模型的作用，建议

先阅读你认为最有意义的案例分析（按国家或

涉及的政策主题）。接下来，阅读不同类型模

型的简介也会有所帮助。 

⚫ 如果读者考虑使用本文介绍的建模方法，建议

阅读如何上手的实践部分。 

本报告不是教学手册，不会直接教读者使用模型

的技术细节。我们的核心使命是提升世界各地机

构使用这些建模方法的能力，展示其价值，倡导

新经济建模和决策的基本理念。如果您对培训或

更详细的指导感兴趣，请访问

https://eeist.co.uk/training/或与我们联系。19 

本报告的其余内容 

下一节重点关注政策问题的类型，以及新经济建

模在哪些方面适用于这些问题。接下来解释“新经

济建模”的确切含义，介绍模型的类型。然后我们

通过实践来探索如何选择和开始使用新经济建模

方法。本节概述了不同类型模型适用的领域，如

何采用这些方法，如何克服技术和体制限制，以

及如何倡导新经济建模方法。此后的一节中，我

们关注案例分析建模本身。根据涉及的一系列政

策主题，案例分析分为以下几类：全球能源转型、

电力和工业部门、运输、农业、转型的影响、国

家脱碳计划和金融。每一个案例分析都论述了建

模的过程，介绍了政策背景、研究结果的相关性

以及这些研究相对于以往的工作所提供的新价值。

最后讨论了从整体的案例分析中我们能学到什么，

并概述了我们对未来五年能源转型新经济建模的

愿景。 

 
 
 

 

11 https://eeist.co.uk/eeist-reports/ 

12 Farmer, J.D. et al. (2015). A Third Wave i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Environ Resource Econ 62: 329–357. 

13 Mercure, J-F. et al. (2016). Modelling Complex Systems of Heterogeneous Agents to Better Design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Policy.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37: 
102-115. 

14 Mercure, J-F. et al. (2021) Risk-opportunity Analysis for Transformative Policy Design and Appraisal,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70: 102359.  

15 Grubb, M. et al. (2022): Introduction and Framing. In IPCC, 2022: Climate Change 2022: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I to the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P.R.  Shukla. Et al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and New York,  NY,  USA.     doi: 
10.1017/9781009157926.003 16 Ibid. page 33 

17 Nikas, A. et al. (2019). A Detailed Overview and Consistent Classification of Climate-Economy Models. In: Doukas, H. et al. (eds) Understanding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in Energy and Climate Policy. Springer, Cham. https://doi.org/10.1007/978- 3-030-03152-7_1. 

18 Doukas, H. and Alexandros N. (2020). Decision Support Models In Climate Policy.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80.1: 1 -24 

 
 
 
 
 
 
 
 
 
 

15 https://eeist.co.uk/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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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question and new economic mode lling 

 

 
 

EEIST 
 

 

 

 

解决关键的能源和气候政策问题 

在深入研究何为新经济建模方法及其本报告中的应用之前，需要概述不同方法适用的政策问题。

理想情况下，政策问题应该是新经济建模的驱动力。政策问题允许研究人员确定一个主题和目标，

进而帮助我们确定合适的方法（更多信息见下文），或方法的组合，可以提供对这些政策问题的

见解，促进决策和产生影响。如果在构建或应用模型时没有将政策问题作为出发点，那么就存在

一个非常严重的风险，即可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没有产生对决策有用的工具或分析。 

 
表2：政策问题的分类和新经济模型的应用 

 

政策问题的类型 

有效的分析通常是具体的，侧重于以下一个或

所有方面：背景、部门、技术、地理和政策决

策。政策决策的焦点可能在规模上有所不同，

有宏观类型的问题，如“经济脱碳需要成本

吗？”；也有中观层面的问题，如“我们应该关

注哪些技术？”或者，“哪种政策工具最有效？” 

最后，深入到微观层面的问题，如“我们应该

如何设计这种具体的政策工具？”表2列出了这

些广泛的政策问题、本报告中的相关案例以及

适用于每个问题的建模类型。20该表并未详尽

列出所有类型的政策问题；还存在其他类型的

问题，比如关于单个项目的微观问题，但本报

告对此不作关注。 

 

 
 
 
 
 
 
 
 
 
 
 
 
 
 
 
 
 
 
 
 
 
 
 
 
 
 
 
 

 

20 At this stage, the types of modelling are defined on broad terms. More specific types are enumerated in the later sections. 

20 

21 See the section ‘What are new economic models?’ f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se types of models.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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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政策层次） 

范围 政策问题示例 案例分析示例 适用的方法 21
 

发展方向和速度 整个经济体 

 
 
 
 
 
 
 
 

 

⚫ 是否应该脱碳？ 

⚫ 脱碳需要多少成本？ 

⚫ 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

什么？ 

⚫ 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会

对财政和就业产生何

种影响？应该如何监

管？ 

⚫ 应该以怎样的速度向

公路运输过渡？ 

⚫ 基于实证的能源技术

成本预测 

⚫ 印度经济脱碳：政策

和影响 

⚫ 中国淘汰煤炭的经济

社会后果 

⚫ 绿色经济的复杂性和

竞争力 

⚫ 中国、印度和巴西可

再生能源的必然趋势

和边际定价 

⚫ 印度净零排放的经济

影响 

⚫ 预测型模型，假设经济

不进行自我优化，可以

从国内生产总值、就

业、投资和贸易等维度

评估未来的结果。  

⚫ 考虑某个国家在新兴技

术方面的竞争潜力的分

析方法。 

技术选择 各行业内 ⚫ 电力行业应使用太阳

能还是煤电？ 

⚫ 公路运输应该采用电

动汽车、生物燃料、

氢燃料电池汽车还是

混合动力汽车？ 

⚫ 中国、印度和巴西的

可再生能源的必然趋

势和边际定价 

⚫ 基于实证的能源技术

成本预测 

⚫ 绿色经济的复杂性和

竞争力 

⚫ 预测型模型，可以模拟

技术的长期发展，评估

技术选择的可行性和可

能的影响。 

⚫ 对技术学习率及其与净

零排放目标的兼容性进

行定量评估。 

⚫ 对不同技术的优缺点进

行定性和定量评估。 

⚫ 优化模型，可以在固定

时间内找到成本最低的

技术组合。 

 

 



 

 

 
 
 
 
 
 
 
 
 

进入政策实施和评估阶段之后，我们开始以事

后模式运作，评估政策已经产生的实际影响。

在这里，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方法是最有效的，

提供了所需的数据分析技术来根据真实数据评

估影响。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方法可以来自新

的经济学方法或已有的方法。事后评估的关键 

挑战是建立一个反事实，说明如果没有政策 

会发生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能源政策

干预来说，用控制组做实验提供反事实的方法

是不可行的，也是不道德的。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选择使用新的经济预报型模型来提供反事

实，类似于用事前模式评估政策情景。 

 

图9 政策周期（改编自Mercure，20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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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处于政策周期的哪一阶段？ 

探讨政策问题的类型以及建模方法在何处产生价值

的另一种方式是考虑政策周期（图9）。我们知道，

政策周期是对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理想化体现，有如

下作用：将政策制定过程分成不同的阶段，每个阶

段意味着不同类型的分析。政策周期没有很好地捕

捉到支持政策的分析所具有的迭代性质；根据效用、

重点和实证数据，通常会有一个持续的调整和改进

过程。事实上，周期中的步骤也不一定是连续的，

比如，可能有箭头将政策实施与议程设置联系起来。

最后，政策周期也掩盖了政策历史和环境的重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政策可以引发其他政策，或者

将国家锁定在某些政策路径上。certain policy 

paths 

 

尽管如此，政策周期有助于我们思考在哪个阶段

可以使用什么类型的分析。在议程设置阶段，优

化方法（我们不将其归类为新经济建模）可以发

挥作用。使用这些方法来探索在一组技术约束和

假设下，成本方面的最佳终点，可能有助于设定

可能的范围。随着周期进入到政策制定和决策阶

段，我们相信新的经济模拟方法会脱颖而出，这

些方法可以预测政策行动可能导致的后果。利用

这些类型的模型，可以对政策效力和影响进行有

效的事前评估，还可以基于这些模型了解实现目

标的可能途径，而不局限于设定目标应该是或可

能是什么。优化模型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

不是它们的设计初衷。21
 

 
 

政策问题有多明确？ 

我们知道，政策过程并不像政策周期所表明的那

样简单，在实践中，政策问题的表达也并不总是

清晰或明确的。此外，不同的决策者群体或团队

可能有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有争议。25

政策制定者随时都可能面临一长串的问题，但并

不总是清楚哪些问题最重要，或者哪些问题最适

合不同的分析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在政策团队

和分析师之间快速迭代非常有效，探索应该关注

什么类型的问题以及应该如何对其建模。

 

 

系统映射26在这种情况下是很有效的。依托这一方法，

我们可以快速描述政策背景和政策，讨论假设，开始

定性探讨问题，并与其他决策者和团体一起完成所有

工作。系统映射就其自身而言是有效的，此外，与“开

始一项重要的定量模型，却在中途意识到政策问题不

够明确，或者建模者未能在分析中引入关键利益相关

者”相比，系统映射也更加可取。在政策问题不明确的

情况下，我们建议使用系统映射来进行正式分析。

 
 

21 See the section ‘What are new economic models?’ f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se types of models.  

22 Mercure, J-F. et al. (2021). Risk-Opportunity Analysis for Transformative Policy Design and Appraisal.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70: 102359. 

23 Mercure, J-F. (2022). Complexity Economics f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ambridge Studies on Environment,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Governance. 

24 This point is further discussed in our previous report Ten Principles for Policy Making in the Energy Transition, pages 13 and 37. https://eeist.co.uk/eeist-reports/ 

25 Royston, S. et al. (2023). Masters of the Machinery: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modelling within European energy policy. Energy Policy 173, 113386 

26 Barbrook-Johnson, P. and Penn. A (2022). Systems Mapping: How to Build and Use Causal Models of Systems. Palgr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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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政策问题示例 案例分析示例 适用的方法 21
 

政策选择 针对各技术/

目标 

⚫ 推广太阳能应用，应

使用税收、补贴、技

术授权、能效法规、

采购还是其他方法？ 

⚫ 为 推 广 电 动 汽 车 应

用，应该采用能效法

规、电动汽车硬性规

定、购买激励措施、

税收还是上述措施的

结合？ 

⚫ 印度经济脱碳：政

策和影响 

⚫ 激活电动汽车的临

界点 

⚫ 预测型模型，可以详细

表示不同的政策类型，

并可以根据实证模拟政

策单独使用和组合使用

的效果。 

⚫ 风险-机会分析22（成本-

效益分析的扩展形

式）。 

政策设计 对各项政策

而言 

⚫ 清洁技术补贴政策该

实施上网电价还是差

价合约？ 

⚫ 碳 价 应 采 取 何 种 形

式？税收还是总量管

制和排放交易计划 

⚫ 电力市场的设计如何

影响结果？ 

⚫ 碳定价最有效的形

式是什么？ 

⚫ 中国、印度和巴西

可再生能源的必然

趋势和边际定价 

⚫ 预测型模型，可以详细

表示不同的策略设计并

模拟其效果。 

⚫ 定性模型，可以对政策

设计的进行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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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新经济模式”？ 
图10多种新经济模型：当从左向右看时，我们从在数据中寻找结构或模式的方法移动到在模拟和测试这些数据中构建结构

的方法。纵轴强调了各方法所用的假设和理论的重要性，这一重要性在目光从左向右移动时也随之增加 

什么是“新”？ 

新经济模式”可以简单地指最近开发的模型，但

这里的“新”是指直接受复杂性经济学和系统思维

理论和方法影响的模型。这些学科并不是全新的，

但它们在越来越广泛的经济主题中的应用以及精

细数据的使用（即公司层面、不同消费者、更精

细的技术、更频繁的时间尺度）才刚刚开始。它

们共同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表1所列问题的概念框

架和方法。可以开发以下模型：捕捉不平衡、路

径依赖、自我强化变化和反馈循环以及临界点的

模型；强调经济主体之间差异和相互作用的模型；

以及允许有限理性和经验决策规则的模型。这些

可以视为对现有方法的扩展和补充，这些方法通

常由均衡清算市场、代表性和同质主体以及健全

知识、理性和最优决策特征的假设主导。 

不同类型的模型 

本报告借鉴了难以归类的不同模型。一个重要的

区别是“数据”和“模型”。 简单来说，“数据”是 

来自现实世界指标的测量值；为研究中的具体案

例提供了背景，并为真实世界现象的描述提供了

一个锚点，代表了从概念角度对数据行为的解释

——对这些数据未来可能表现的探索——并且通

常基于特异性方法的假设。模型和数据的组合可

以提供个案的分析，最重要的是，可以让模型挑

战系统中的过去性能，并对某些条件下的未来行

为提出预测。 

我们可以将新的经济模型分为两种：一种是直

接基于数据的模型（例如对现有数据上应用分

析和统计方法来对未来进行推断），另一种是

旨在通过动态模拟来模仿现实世界的运作（例

如，相对于现实现象的运作而言，预期的结构

关系具有意义），并以数据为依据，进行比较。 

在大多数情况下，模型往往是两者的混合体，

结合了数据分析和模拟建模的元素。然而，为

了列举一系列新的经济方法，我们可以根据其

在制定模型结构和使用数据方面的偏好将其分

为两类——见图10和表3。

 
数据模型 
和分析 

在构想“基于”型数据结构关系前，优先考虑数据

收集和分析 

  

 

 
 
 
 
 
 
 
 
 
 
 
 
 
 
 
 
 
 
 
 
 

这两类是： 

1. 在尝试开发模型结构来阐明数据之前，优先考虑

分析和理解数据的模型。这里，我们纳入“数据

模型”和 "非均衡宏观计量模型"，前者通常受制

于静态假设（即不改变的假设，或基于时间快照

的假设）分布在图9的左侧；后者尽管优先分析

数据以建立正式关系，但也可以整合现实世界系

统的新动态假设，与系统未来性能的非线性相联

系。. 

 
动态和模拟模型 

  

在将行为与数据进行比较前，优先构想因果

关系和结构  

 
 
 
 
 
 
 
 
 
 
 
 
 
 
 
 
 
 

 

 

 

2. 优先制定模型结构来解释过去事件和数据的模型。

我们一般可以称之为“动态和仿真模型”，包括动

态系统建模、系统动态模型和基于主体的系列模

型。这些模型的逻辑意味着，对过去数据模式的

认知有助于识别因果结构（通常是难以量化的变

量，例如社会行为），也可以直接从数据中获得

信息（即参数化），并通过模拟（即验证）与现

有时间序列进行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为影

响现实世界政策而构建的模型和方法都利用了现

有数据。

 
 

27 In an economic context, it is simplest to think of this as models not characterised by return to equilibrium states, or using market clearing assumptions. 

28 Path dependency is often encapsulated by stating ‘history matters’. That is, where a system has been and where it is now, constrain future directions and possibilities.  

29 Feedback loops, where an increase (or decrease) in one factor increases (decreases) another, which in turn increases (decreases) the original factor, create reinforcing 

or ‘runaway’ change. 

30 Owing to the proximity to a tipping point, small changes in a system or model can produce large or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ou tcomes. 

31 Any individual model may not explicitly try to include all these aspects. This can make a model unmanageable or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ough these trade-offs are 
becoming less pronounced with advances i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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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假设与数据结构 

的相关性 

   
基于主体 

的模型 

 

系统动态模型 

（或动态系统） 

 

未来技术转型

（FTT）模型 

 
 
 
 
 
 
 
 

探索情景时的灵活性 

 
 
 
 
 
 

 
经济 

复杂性 

 
 
 
 
 

随机经验

曲线 

 
 

非均衡宏观

经济计量学 

系统映射 
  

 



 

 

 
 
 
 
 
 
 
 
 

表3近一步描述了这些方法的类型，指出了每个建模方法及其优缺点。 

表3：新经济模型的具体示例 32
 

 

 
类型：数据模型/分析                     类型：动态和仿真模型 

 

名称 描述 优点 缺点 案例研究实例 

未来技术转型
（FTT）模型 

使用描述技术吸收的S

型 曲 线 与 Rogers-

Wright综合定律的方

程式。考虑到部署和

成本之间的自我强化

反馈，对能源技术扩

散和成本进行预测。 

 

可用于模拟和预测政策的动态

效果，例如技术扩散和成本。

可以测试各种政策选择，并可

以显示哪些政策组合实现的效

果大于其部分之和，哪些政策

组合获得的效果较小。. 

部门间的互动有限，需求侧

政策（在E3ME模型中）和供

给侧政策（FTT模型中）之间

的互动有限。 

所有E3ME-FTT模型案

例分析。 

  

  

  

  

  

   

系统动态建模（和

动态系统建模） 

代示系统的多个部件

和结构动力学的仿真

方法。可以通过加强

环和非线性关系模拟

不平衡行为。可以捕

捉临界点。 

表示系统的非线性和非平衡聚

合动态。有助于区分自我强化

和自我限制的政策方法，以及

确定不同部门政策之间或经

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权衡和

协同作用。建立良好的共享

体，围绕方法论制定规范。 

聚合模型-不适合对异质主体

交互产生的动态进行建模。

需要预先知道所关注系统的

动态结构。 

印度能源转型的系统动

态模型 

 

英国绿色金融模式 

基 于 主 体 的 模 型

（ABM） 

表示个体彼此之间的

交互及其环境的模拟

方法。可以在复杂系

统中生成涌现特征。 

复杂系统的“同类最佳”结构

的现实表现。可以显示不同类

型的消费者、公司或投资者等

主体如何响应政策。可用于在

事先未知的情况下发现经济系

统的动态结构（识别不同经济

行为体和政策相互作用产生的

系统行为）。有助于了解市场

设计的选择。 

对数据要求高（即需要细粒

度数据进行设置，需要时间

序列数据进行验证），有时

计算量大（即运行缓慢）。

开发技术上困难且耗时（例

如难以追踪突发现象的原因

和后果） 

劳动力市场ABM模型

将劳动力模拟为在巴西

劳动力市场上流动的主

体。 

宏观经济ABM模型用

于快速、平稳脱碳和可

持续增长的政策选择。 

中国电力部门的碳定价

ABM模型。 

 

32 Most of the case studies in this report fall neatly into one of the categories in this table or are a hybrid or combination of categories. However, one does not. Modelling Sector 
Coupling of Hydrogen and Ammonia in India presents a ‘complexity-extended’ traditional energy system model, which we do not give its own category here. 

33 ‘Economic complexity’ here refers to the specific stream of literature on using trade data to understand the sophistication of different national economies. It is an unhelpful term 
because it is so generic and often confused with ‘complexity economics’, but it is the recognised term for this work, so we use it. 

34 Technically, E3ME and FTT are specific models, not classes of models. However, owing to their central position in the EEIST project, and new economic modelling more broadly, 
we give it its own category here. 

35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and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We do not introduce these well-known approaches here. For an introduction see 
Burfisher, M. E. (2011). Introduction to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Wickens, M. (2012). Macroeconomic Theory: A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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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描述 优点 缺点 案例研究实例 

系统映射 使用网络来表示和分析系

统中各因素间的因果影

响。通常用于利益相关者

参与的活动。 

直观、易用的方式表示系统中

的一系列关系和影响。有助于

识别政策的动态影响，例如区

分自我放大和自我限制的政

策。可以利用多种证据和数据

来源。与构建仿真相比，资源

消耗更少，但也可以为动态模

型的开发提供信息。 

尽管模型试图捕捉反馈和

动态，但模型本身是静态

的（即不探索结构如何变

化，或动态如何发挥）。

大型映射可能运转不灵，

让人难以理解。 

中国ETS和碳税定性系统

图。 

 

巴西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能源转型的数据驱动系

统映射。 

经济复杂性 利用贸易数据和其揭示的

经济结构来了解一个经济

体能够发展比较优势的方

向。 

有助于了解一个经济体的当前

状况和“邻近的可能”（即合

理的产品转型路径）。可用于

通报产业战略或发展战略。 

提出了一国可以在哪些方

面发展竞争优势，但没有

说明如何发展。仅基于出

口数据，因此忽略了内部

消耗。 

用于理解中国绿色技术

出 口 的 绿 色 复 杂 性 测

度。 

随机经验曲线 利用赖特和摩尔定律，根

据过去的部署（或时间）

和成本趋势，对能源技术

成本进行预测。 

对能源技术成本进行实证验证

的概率预测。该方法进行了广

泛的技术测试，并与专家预测

方法进行比较。 

目前仅在全球层面实施。

无法深入了解这些变化发

生的原因。 

 

基于实证的能源技术成

本预测使用这种方法，

并将结果代入到一个简

单的能源系统模型中。 

非均衡宏观经济

计量学-E3ME 

根据历史数据模式，将不

同经济变量和部门之间的

关系表示为一组方程式。

计量经济学模型。 

可用于确定低碳转型的可能宏

观经济结果。与CGE和DSGE模

型不同，它不受资源优化分配

和充分就业等限制性假设的约

束。使用良好并记录在案。 

相对聚合的模型。不适用

于模拟异质个体相互作用

产生的动态过程。虽然它

不受限制性假设的约束，

但它本身并不包括对融资

可及性的限制，这在现实

中是一个制约因素。严重

依赖数据和数据质量。无

法模拟突然的系统变化。 

所有E3ME-FTT模型案例

分析。 

 

    
     

 



 

 

 

 
 

EEIST 
 

 

 

 

如何选择和使用新经济模型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新经济模型，以及它们可以用来解决哪些类型的政策问题。在本

节中，我们概述了如何开始选择方法，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开始使用这些方法。这些选择需要

使用所有方法，无论是否是新的，但由于我们在本报告中概述的方法不如其他方法成熟，因

此值得详细思考这些问题。 

项目目的和目标（总结见表4）：每个项目的目的

和目标可能非常不同，目的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变化，或被不同的参与者以不同的方式看待。

尽管如此，所有能源转型建模项目的核心都需要

明确各种目的问题。例如： 
 

1. 考虑到一些限制因素，我们是在努力确定一个理想的

结束转型状态，还是想确定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的政策？ 

2. 我们更看重哪一项：（i）定量产出，（ii）得到利益

相关者的理解和认同，或（iii）两者都同等？ 

我们会有更具“探索性”的目的，开启更多的选择，

并尝试新方法。然而，如果一项政策设计已经确

定，并且我们想对其进行详细评估，或者想了解

现有政策在未来几年可能产生的影响，目标就会

较狭隘，侧重于详细探索可能的未来。这将意味

着我们更可能需要一种久经考验的方法。 
 

关键资源是数据。许多建模方法对数据的要求

很高，并且依赖于可用的正确数据。用于不同

目的的模型的效用往往会随着我们启动和验证 

选择最合适的建模方法 

在选择要使用的建模方法时，很少有简单的最佳

或最坏选择。考虑到特定的问题和目的，有些方

法是不合适的，而在适当的选择中，会有不同背

景下的利弊。诀窍在于，考虑到目的、目标、资

源、可用数据和背景以及代表的经济和能源系统 

的特点，找到最“合适”的方法。即使考虑到所有

这些因素，也可能没有明显的选择。在时间和资

源允许的情况下，部署或组合多种方法通常是有

益的。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显示出结

果的稳健性，即不同方法的结果是否相同？

 

3. 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告知发展方向、技术选择、政策

选择还是政策设计？ 
 

除了直接目的之外，还有项目资源和背景、其他

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目标以及数据的可用性和质

量。这些都与项目意图相互作用，以不同的方式

约束或增强它。 

例如，我们在政策过程中所处的阶段可能会影响

选择。如果一项政策处于设计或讨论的早期阶段， 

  

 

 
图11概述了项目目的、系统特性和建模方法在确定模型适当性方面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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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项目目标的不同方面如何决定最适合的建模方法 

 

方面 可能的情况 最合适的方法/模型 

意图与目标 探索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自下而上或结构现实的模型，如E3ME、ABM、能源系统模型。 

最佳结果 基于过程的综合评估模型。 

理解、政策选择和认同 较简单或定性的模型，如系统映射。 

详细的政策分析 以精确和有意义的不同方式表现不同政策的模型，如FTT或很适用

的ABMs。 

宽度系统行为 较简单的模型，如系统动态模型，或相对简单的能源系统模型。 

时间和资金 资源需求度高 较大的模型，如E3ME或ABMs。 

资源需求度低 相对较简单的模型，如系统动态、系统映射，或已经很适合需求

的大型模型。 

可用数据 数据丰富 数据需求量大的模型，如应用ABMs，数据驱动的系统映射。 

数据贫乏 定性模型，如系统映射。 

背景 政策周期前期 为不同的方法和不太成熟的方法提供更多空间；重视提升系统行

为理解的模型。 

政策周期后期 强制使用久经考验的模型和具有定量输出的模型；更需要测试政

策选择的特殊性。 

有争议的政策领域 允许质疑假设和得到认同的方法，如系统映射；重视使用一系列

模型以比较不同假设的产出。 
 

32   These  are  the  more  detailed  cohort  of  IAMs,  such  as  AIM-Enduse,  GCAM,  IMACLIM,  IMAGE,  MESSAGE-GLOBIOM,   and  REMIND.  For  a  discussion  of  these  models,  see:  Wilson, C. 
et al. (2021). Evaluating Process-based 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 of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Climatic Change. 1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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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资源是数据。许多建模方法对数据的要求很高，

并且依赖于可用的正确数据。用于不同目的的模型的

效用往往会随着我们启动和验证模型数据的数量和质

量而起伏。然而，有些方法更适合在低数据背景中工

作。当我们有数据时，模型的过度拟合（即生成一个

模型或分析，该模型或分析与某一特定数据集对应良

好，但与其他数据集不对应，或在预测中表现不佳）

是新方法和传统方法的共同问题。当方法本身存在特

定问题，容易过度拟合时，可能会发生上述情况。也

可能发生在对潜在社会现象的理解不够充分的情况

下，导致在社会和经济关系稍有不同的情况下，通用

性有限（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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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特征：能源转型受到不同的经济、社会、生

态和技术系统的影响，其本身也会对这些系统产

生影响。我们很少要对所有系统建模，而当需要

时，会对其中一些系统进行更详细的建模。根据

目的以及系统特点对问题和目标的重要性，也可

能想以不同的方式建模（即以不同的方法表示不

同的元素，或强调某些部分较多）。在决定对能

源转型的哪些方面进行建模时，应该经常问自己

几组结构性问题。 

1. 需要对单个机构、技术或经济部门进行建模，

还是可以将其汇总？技术变革重要吗？是否

需要单独考虑能源行业以外的知识或技术发

展？是想用特定行业的变化来模拟情景或政

策，还是想了解特定行业的影响？如果是，

就包括行业，如果不是，可以简化掉。  

2. 需要对能源需求和能源供应进行何种程度的建

模？或者换句话说，需要何种程度上对能源系

统和经济建模？我们很可能想二者选其一，当

重点放在一个时，另一个可以用简单的模型。 

3. 需要对金融系统建模吗？获得信贷或投资的过

程在系统行为中重要吗？如果不包括金融系统，

能做有用的建模吗？ 

对想涵盖的系统如何建模还有第二组问题： 

1. 是否需要对消费者、公司和投资者等行为者

之间的异质性和互动建模，或者是否可以将

其行为按组别进行汇总？如果可以，或许该

对其建模，如果不行，可以简化掉。 

 
 
 
 
 

 

2. 对（子）系统进行内生性还是外生性建模？

换言之，是否要对（子）系统的内部动态建

模，以及它如何受到模型中其他因素的影响，

还是可以将其简化，或将其视为静态？例如，

要为技术创新建模吗？关键问题包括子系统

是否有良好的数据和我们是否对它具有良好

的理解，子系统对研究问题或系统行为的重

要性。我们可能想内生性地来表示子系统，

并捕捉它和模型的其他部分间的反馈。 

3. 如何建立人类行为和决策的模型：使用理性

预期，还是使用有限理性、其他社会规则或

决策方法？是否认为理性预期决策模型适合

我们的情况，或者它是否系统性地忽略了重

要的决策/动态？ 

4. 要捕捉系统的哪些行为特征，如路径依赖性、

突发行为、技术互补性和依赖性、临界点或

反馈？有没有特定概念驱动了系统中的行为，

我们想详细了解？例如，路径依赖、反馈或

临界点。 

5. 该如何捕捉不确定性？多数情况下，“模型

结构不确定性”可能比“参数不确定性”更

重要，因此选择一种能够代表和结合前者的

建模方法很重要。灵敏度分析就成为了探索

模型结构不确定性的关键工具。 

最后，我们要清楚所讨论的系统动态是众所周知

的、不确定的还是有争议的。这可能会对最合适

的研究方法产生影响。如果动态有争议，我们更

希望使用定性或参与性的方法和利益相关者一起

来解决问题。而如果动态是公认的，我们很有可

能成功地使用定量模拟方法。项目目标很重要，

理想情况下应该始终认识到系统动态和行为的感

知状态。

 

 
 
 

有关预测、预报和实证验证的思考 

多数情况下，建模者和政策制定者都有兴趣使用

模型来预测政策将如何影响结果。一定要清晰理

解对预测和预报的期望，用户往往对是否能或是

否应该以某种方式使用模型有不同的期望。在讨

论期望之前，需要定义术语，这些术语经常以不

同的方式使用。所谓“预测”是指通过将世界的可

能状态收窄来降低随机性。预测是关于不同状态

的可能性的陈述；不一定是关于未来。例如，根

据理想气体定律，在知道某一时间点的体积的情

况下，可以预测给定时间点的气体容器的压力。

预报则是专门对未来的预测。 

实证验证指的是用许多不同的方法来测试一个模

型能否给出良好的预测或预报。基于对系统机制

和结构的数据或理论的理解，可以通过合理的模

型设计来进行实证验证。也可以通过测试模型的

输出与真实数据进行验证，以了解其预测或预报

的效果。人们经常辩论这两种验证类型之间的平

衡问题。 

预测只有在准确的情况下才有价值。这意味着实

证验证必不可少。在使用模型进行预测、检验其

质量、验证了模型之后，我们才知道其是否有用。

对照明显的基准（如随机猜测）进行测试非常重

要，令人惊讶的是，许多经济模型都无法战胜简

单的零模型。 

模型不仅仅用于预测。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能

想用模型来理解给定系统的逻辑。系统的各个部

分如何影响其他部分？定性模型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入门方法。但随着建模的发展，我们常常想让

模型更加量化，更加可靠。实证验证的关键作用

在于分辨模型是否具有现实性。即使是在声称现

实的情况下，如果模型无法进行良好的预测，也

应该质疑以此为基础的分析。 

 
 
 
 

 

从这个角度来看，区分模型对样本内数据的拟

合程度和对样本外数据的预测程度是很重要的。

所谓“样本内”，指的是模型建立时可用的数据，

用于估计其参数。相反，“样本外”指的是在建

立模型时不可用的新数据。过度拟合是指模型

在样本中数据拟合度好，但在样本外预测结果

较差。从这个角度来看，通常情况下，越简单

的模型越好，因为它需要拟合的参数更少，不

太可能被过度拟合。 

过度拟合不仅仅事关预测。对于政策评估，人

们总是倾向于认为，与现有数据非常吻合的复

杂模型更现实，因此应该提供更好的答案。然

而，衡量模型现实性的标准不仅应是设计，还

应是预测的质量。考虑到这一点，简单的模型

往往更可靠，对于策略分析也是如此。 

经济建模很难，做出精准预测需要花费大量时

间和精力。不幸的是，我们经常被迫根据不充

分的模型做出重要决定。我们的理念是合理地

广泛测试模型，了解其准确性，管理期望值，

以便用户了解模型的用途及其可靠性。 

如何开始使用这些方法 

我们希望各国政府、多边组织、私营部门和民

间社会的经济学家、分析师和政策制定者多加

利用本报告中提出的建模方法。可以利用这些

方法进行大量新的及时的分析，对此的需求也

在不断增长。 

使用过程中可能遭遇潜在的概念、实践和体制

方面的制约。我们自己和合作者都遇到了此问

题，认真思考了如何克服它们，而不是按孤例

来处理。在本节中，我们将仔细考虑可能存在

的障碍以及如何克服它们，以应用新的经济建

模，在合适的框架中产生最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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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制约因素：概念、实践和制度 

核心的概念约束可能是新经济模型与现有方法

直接竞争的看法。现有的经济方法在许多领域

都是成功的，并因其清晰性和定量严谨性而受

到推崇。相较于其他社会科学，经济学在政策

制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它在培训和教

育中也有一套既定的原则和工具，所以在财政

部、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中有许多支持者。 

重要的是选择适合特定目的和背景的经济理论、

模型和决策框架。与其将不同的经济方法视为竞

争者或对手，不如将其视为补充，根据我们的目

的、不同方法从理论视角或作为分析工具时与当

前问题的契合程度，在不同的环境下使用。 

 
 

表5：对新经济模型的普遍抵制 

尽管如此，倡导新经济模型的人可能会遭到一

些经济学家和（更广泛的）建模者的抵制，应

该准备好参与深入的对话，讨论使用这些方法

的利弊，以及如何将其结合起来。在表5中，我

们尝试对此进行总结，提出了若干具有潜在建

设性的回应。 

对于用新经济模型能达成的工作质量，实际约

束通常比概念约束更重要。主要的实际约束往往

是数据。这里介绍的建模方法，尤其是基于主体

的模型（ABM），数据需求量大；也就是说，需

要用大量的数据进行分析，这些数据通常是分散

的、历时性的，要对其进行初始化、校准和验证。

附录列举了本报告中许多案例分析的准确数据要

求，希望这有助于精确理解我们所说的“数据需

求量大”的含义。即使模型数据需求小，也可能

需要与其他模型不同的数据，然而这些数据无法

立即取得。 

除了数据，新经济模型的产出可能不及机构

所习惯的类型或精度（例如，对特定指标或

变量的估计或图形）。然而，现有模型的某

些精度可能不真实。新经济模型通常采用随

机和/或系统性的方法，有利于探索不确定性，

因此将提供产出的范围和估计，而不是点预

测。这反过来又需要更具概率性的方法来进

一步分析。在使用一种新方法之前，要检查

产出的内容及形式，并思考如何在组织工作

流程中使用这些产出。 

制度约束是适用于特定机构的实际约束和概

念约束的组合。一些机构本身是规避风险的，

可能会避免使用未经测试的方法，也会避免

相比已用或充分了解的方法效率更低的方法。

机构可能青睐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多用途”模

型，因为它比专业模型更容易保存和维护。

对于专业模型来说，用来维护的资源和技能

更为稀缺，要获得批准更难。 

组织文化、培训和构造也可能围绕现有的方法

或模型建立；基础设施架构支持现有模型的使

用（例如团队结构、培训、负责部分模型的专

职人员、定期报告和围绕分析时间表组织的活

动）。此外，可能有许多建模工作在齐头并进，

这些工作后来被整合在一起（例如，在短期、

中期和长期时间范围内运行经济预测）。用新

方法取代其中一环可能会导致不兼容。这可能

是非常严重的壁垒，如果将其视为直接的替代

品，任何方法都无法克服这种影响。这种情况

下，多种工作并行往往是唯一的出路，但可能

被视为不必要的额外工作。 

如何推进？ 

考虑到明显的机会和潜在的限制，如何推进新

经济建模方法的采用？以下是基于我们的认识 

而提出的初步建议清单： 

1. 小处着手，逐步提升。利用试点研究和小型项

目，专注于感兴趣的具体政策问题，展示新经济

模型如何增值。这使得机构能够进行学习并逐步

提升。 

2. 以系统映射为切入点。37使用系统映射这种直观

且易于启动的课题研究方法，分析政策问题的动

向。这可以让大家看到课题的复杂性，以及如何

用不同的方式思考。系统映射如果执行良好，可

以（i）直接为政策提供信息，无需构建量化模型，

（ii）显示为什么非均衡模型可能有用，以及（ iii）

迈出转向量化新经济模型的第一步。 

3. 成为倡导者。在你的机构内部和周围建立一个倡

导者（或用户）联盟，将志同道合的人联系起来。

实践这些方法，阐明其价值和互补性，影响现有

支持者之外的人。通过试点以及与使用这些方法

的外部团体合作，来累积合法性和可信度。广泛

收集这些方法产生价值的例子（例如本报告）。 

4. 提升能力和专业知识。致力于转型的组织需要

会使用这些方法的人才。思考他们所需的培训和

能力建设，机构该如何提供或获取相关资源。思

考如何调整招聘或采购流程，以鼓励大家对这些

方法产生兴趣。 

5. 提供个性化指导。目前已经有通用指南，但针对

个别组织的个性化指导也很有用。我们特别建议

制定政策分析指南，区分哪些原则和工具适用于

边际变化，哪些适用于非边际（包括转型）变化。

 
 

 
 

37 Here, we are referring to the specific method ‘systems mapping’ (see Barbrook-Johnson, P. and Penn, A. 2022. Systems Mapping. Palgrave), but this could also apply 

to systems thinking more widely. For an introduction for civil servants, se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systems-thinking-for-civil-servants 

对新经济模型的普遍抵制 如何回应并进行建设性讨论 

新经济模型批评了经济学的“稻

草人谬误”，许多批评已经在最

近的工作中得到了解决（对关于

主流经济学过时的理解进行了批

评）。 

这是最需要回应的抵制。无论在什么具体环境或问题中，都要尝试深入挖掘，了解

最近的工作是什么，以及它是否能应对新经济模型提出的批评。常见的问题之一是

对单个建模项目的目的感到困惑，这让讨论变得模糊不清。明确新经济模型的目的

往往与现有方法不同，这可以化解许多争论。围绕术语或概念的使用也常产生误

解，因此深入挖掘和仔细比较各种方法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这通常也是使用新方

法的第一步。 

现有的经济假设和框架很有价

值，所以不应被抛弃。 

我们并不主张放弃现有的工作，而是应选择适用于具体情况的方法。在需要或正在

进行转型（如整个系统）或结构变革的情况下，基于边缘性假设（即干预措施不会

影响技术能力、市场结构或广泛经济领域）的分析是不合适的。能源转型是转型变

革的突出代表，在对其进行建模时，我们应该极为谨慎地使用边际方法。 

新的经济模型经过良好测试，不

能完全信赖。 

在过去10年中，本报告中提出的复杂性经济学和系统方法已在一系列政策领域得到

了很好的检验。然而，我们倡导的许多技术在能源和气候变化政策中并没有完全立

足。政策显然需要在低碳转型方面取得更快的进展，目前占主导地位方法的局限性

已得到充分证明，有充分的理论相信新方法将优势显著。这些方法在决策中的影响

力逐步扩大，获得了更多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工作人员的支持。本报告提供了政策

制定者在重要背景下使用这些方法的例子。利用新经济模型的主要组织包括：联合

国、经合组织、欧盟、世界银行、中国能源研究所、世界资源研究所、英格兰银行

以及英国政府的商业和能源部门。 

 

http://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systems-thinking-for-civil-servants


 

 

EEIST 

Case studies of new economic 
modelling applications 

 本节介绍了本报告的核心贡献：收集了15个运用新经济模型的案例分析，用于分析全球和国

家能源和气候政策问题。这些案例分析可以单独或结合起来进行阅读。每个案例都包含了关键

点，如当前的政策主题、方法论细节、结果和影响（包括在适当情况下与其他分析的比较），

但没有遵循严格的公式。每个案例都介绍了工作中涉及的政策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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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列举了本报告中的所有案例分析。我们按照涉及的政策主题进行了分组：全球能源转型、电

力和工业部门、运输、农业、转型的影响、国家脱碳计划和金融。 

表6：案例分析概述 

 

组别 名称 区域 政策问题 建模方法 主要发现 

全球能源转

型 

基于实证的能源技

术成本预测 

全球 能源转型的成本是

多少？ 

概率性能源技术成

本预测和简单的能

源系统模型 

能源转型可为全球经济节省数万亿

美元。 

实现快速、平稳脱

碳和可持续增长的

政策选择 

全球 哪些气候政策方案

能更好地促进和维

持能源转型而不破

坏经济体系和公共

预算的稳定？ 

基于主题的模型 单纯的碳定价是无效的，但化石燃

料禁令、公共建设补贴和电气化标

准的政策组合显示出良好的减排潜

力，同时促进增长和保持宏观财政

稳定。 

电力和工业

部门 

中国、印度和巴西

可再生能源的必然

趋势与边际定价 

巴西、

中国、

印度 

利用可变可再生能

源的障碍和电力市

场的设计会如何影

响未来电力系统的

电价？ 

E3ME-FTT：电力 克服可变可再生能源（VRE）使用

的障碍可能会导致电价进一步降

低。与加权平均水平化成本

（WALC，即预期寿命成本，而不

是边际成本）大致一致的电价机制

可能适应VRE的进一步使用。政策

制定者的重点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减

少障碍，并形成适合由VRE技术主

导的电力系统市场。 

印度氢、氨行业耦

合建模 

印度 印度绿氢和绿氨基

础设施的建设能否

促进向净零电网的

过渡？ 

复杂性扩展的能源

系统模型 

 

目前的政策是有代价的，它使我们

走上了将新兴的氢和氨部门与电网

脱钩的道路。如果在设计系统时考

虑到部门耦合，就有机会建立更有

弹性、成本更低的系统。 

最具成本效益的碳

定价形式是什么？ 

中国 中国最具成本效益

的碳定价形式是什

么？ 

定性系统映射练习

和基于主体的模型 

排放交易计划的设计应避免引入对

排放的平衡反馈。如果没有平衡反

馈，碳税将更具成本效益。电力行

业的竞争（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

明确的价格信号）是让碳定价政策

最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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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名称 区域 政策问题 建模方法 主要发现 

交通 激活中国、印度、

欧洲和美国电动汽

车的临界点 

中国、印

度、欧洲

和美国 

不论是单独的还是组

合的政策，哪些在推

动电动汽车转型方面

最有效？就道路运输

部门的成本和宏观经

济后果而言，快速转

型与慢速转型相比怎

么样？ 

E3ME-

FTT：运输 

在主要市场，电动汽车（EV）和

内燃机汽车（ICEV）之间的成本

平价临界点即将到来。电动汽车补

贴可以实现收入中立，只需对内燃

机汽车征收少量税，即可缩小电动

汽车和内燃机汽车之间的成本差

距。当单独使用时，法规在推动向

电动汽车转型方面比财政激励措施

更具成本效益，也有助于制定高效

的一揽子政策。与慢速转型相比，

快速转型到电动汽车可以节省成

本。向电动汽车转型对大型石油进

口国的宏观经济影响可能更为积

极，对大型石油出口国更为消极。 

农业 支持可持续农业集

约化：全系统

ABM方法 

全球 机构是否应该支持可

持续集约化，哪些因

素使这种干预更加紧

迫？ 

基于主题的

模型 

机构应该促进和激励可持续农业的

发展，早期支持是最有益的。如果

配套政策出台得太晚，技术差距就

会拉大，从而造成锁定。 

能源转型的

影响 

劳动力市场转型模

型：以巴西生产力

转移为例 

巴西 不同驱动因素和排放

结果的增长路径会如

何影响巴西职业水平

的失业率？ 

基于主题的

模型 

低排放增长路径与高排放增长路径

相比，面临较高失业率的职业数量

较低。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与巴西

国家自主贡献的目标更一致，并减

少劳动力市场摩擦。 

中国及煤炭转型的

社会后果 

中国 中国逐步淘汰煤电对

财政和就业有什么影

响？ 

微观分析模

拟模型38 

摆脱煤炭的转型会带来就业和财政

损失，但考虑到目前的补贴量，这

很可能已经是一种财政消耗。 

 
 
 
 
 
 
 
 

38 Microsimulations have much in common with agent-based models, representing individual actors, but they do not typically model interactions between actors.  

36 37 

组别 名称 区域 政策问题 建模方法 主要发现 

国家脱碳计

划 

印度2070年净零

排放的经济影响 

印度 印度到2070年实现净

零排放对宏观经济有

什么影响？ 

E3ME-FTT：电

力 

到2070年，太阳能将成为主导

技术。向净零经济转型对印度

的宏观经济产生了净正面效

益。这也可能导致化石燃料相

关行业的就业机会大幅减少，

超过200多万个工作岗位面临

风险。不过，其他行业的就业

机会将增加，如发电、建筑和

服务。 

印度经济脱碳：政

策和影响 

印度 印度经济去碳化最具

影响力的政策是什

么？对经济增长和就

业可能产生什么影

响？ 

系统动态模型 在创造净成本节约和实现更好

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成果的同

时，去碳化是可能的。 

数据驱动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与能源转

型互动的系统映射 

巴西 能源转型将为可持续

发展目标带来哪些风

险和机遇，如何管理

它们？ 

系统映射（数据

驱动） 

出乎意料的是，风能与一系列

健康、水和卫生成果相互作

用。 

中国出口的绿色复

杂性和竞争力 

中国 各国在哪些产品上具

有比较优势，能源转

型如何影响这些产

品？ 

绿色复杂性指数

/经济复杂性 

长期的战略性政策可以推动一

国占据潜在的比较优势领域。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成功地

做到了这一点，作为绿色产品

出口国，中国的崛起甚至强于

其作为全球领先制造商的崛

起。 

金融 缩小英国的绿色金

融差距 

英国 英国低碳电力转型是

否与旨在缩小绿色金

融差距的政策的同时

实施，对宏观经济有

什么影响？ 

系统动态模型 缩小绿色金融缺口的政策方案

叠加低碳电力情景，带来了共

同效益，即电力系统成本和失

业率的降低以及国内生产总值

的增长。 

巴西可再生能源投

资的退出期权 

巴西 “退出路径”分析如

何支持可再生能源项

目的私人融资。 

金融建模 个别可再生能源项目财务评估

的不确定性是债权人申请退出

路径的关键驱动因素，尽管巴

西对此了解较少，但该项目的

评估方法对推动巴西可再生能



 

 

 
 

全球能源转型 
 
 
 

 

案例分析： 

基于实证的能源技术成本预测 
Rupert Way（牛津大学）、Matthew Ives（牛津大学，Penny Mealy（世界银

行/牛津大学），J. Doyne Farmer（牛津大学）。 

 

 

 

政策问题：能源转型的成本是多少？ 

区域：全球 

方法：使用随机经验曲线来进行概率能源技术成本预测、建构简单的能源

系统模型 

关键发现：能源转型可能为全球经济节省数万亿美元，如果转型迅速，节省

的资金会更多。 

交流互动：这项工作范围覆盖全球，已在大量政策和合作媒体中广泛宣传。亮

点包括：包含在英国政府的净零审查中，在加州能源委员会上介绍，与白宫

和美国国务院官员进行探讨，并在世界各地的媒体（如英国广播公司、《亚

洲时报》、《卫报》、《纽约客》、彭博社）上发表。 

 
摘要：作者将充分验证过的预测能源技术成本的数据分析方法与简单的能源系统

模型相结合，以考虑全球范围内能源转型所需的成本。与许多传统模型相比，

作者发现能源转型，尤其是快速转型，可能会为全球经济节省数万亿美元。

介绍 

关于如何以及何时实现全球能源系统去碳化的

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可能成本估计的影响。

由于低估了可再生能源成本的改进和部署率，

大多数能源经济模型产生的能源转型方案都高

估了成本。 

本案例分析39提出了能源技术的概率成本预测，

该方法已在50多项技术的数据中进行了统计验证。

使用这种方法来估计能源系统成本，我们发现快

速的绿色能源转型可能会带来数万亿的净节约。

即使不考虑减少气候损害或制定气候政策带来的

好处，到2050年转型到净零能源系统也可能具有

经济效益。这种预测成本的方法也有助于为不同

行业去碳化技术的政策选择提供参考。 

方法 

对于正在优化成本的技术，改进率非常一致。40

对于这些技术，有两种主要的基于历史数据定量

预测成本的方法。第一种是摩尔定律的广义形式，

即成本作为时间的函数呈指数级下降。第二种是

莱特定律，即预测成本作为累积产量的幂律而下

降。我们关注赖特定律，因为它符合基本直觉，

即付出的努力越多，效果越好。我们确实使用摩

尔定律重复了所有的建模实验，发现定性结论是

相似的。 

莱特定律通常用于生成点预报，这意味着预报是

经验的确定函数，没有误差估计。早期引入误差 

条时并没有提供先验的函数形式，这使得样本外

测试的数据要求过高。41 42最近推导出了先验误差

估计，将预报准确性作为历史改善率和波动率以

及可用于预报的数据点数量的函数来进行预测。

43基于全面的回溯测试，证明该方法可以生成未

来成本的可靠概率估计。这是通过选择过去和现

在的参照日期来完成的，只使用当时可用的数据，

对每个参考日期在未来最多20年内所有时间范围

进行预报。我们使用了50种不同技术的历史数据，

基于大约6000次预报，实证观察到的预报准确性

与所有时间跨度上的先验估计密切吻合，最长可

达20年。我们在这项工作中的主要贡献是将这种

方法系统地应用于能源转型，它被称为随机经验

曲线或随机莱特定律。 

测试成本预报方法 

为了测试随机经验曲线方法预报能源技术成本的

准确性，我们将其应用于太阳能、风能、电池和

聚合物电解质膜（PEM）电解器的历史数据（见

图12）。使用每个预报年度之前的数据来估计参

数，然后使用后续年份的观测部署数据，根据经

验生成预报。对太阳能、风能和电池的预报是合

理的：大多数未来价值都在95%的置信区间（CI）

内，与先验误差估计一致。由于数据集少，历史

波动性大，对电解槽的预测没有那么准确，但置

信区间反映了出了这一点。 

 
 
 
 
 
 
 
 
 

 

40 Farmer, J.D and Lafond, F. (2016). How Predictable i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Res. Policy 45: 647-665. 

41 Nagy, B. et al. (2013). Statistical Basis for Predict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PLoS One, 8 (2013): Article e52669.  

42 Alberth, S. (2008). Forecasting Technology Costs Via the Experience Curve—Myth or Magic? Technol. Forecasting Soc. Change, 75, 952-983. 

43 Lafond, F. et al. (2018). How Well do Experience Curves Predic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 method for making distributional forecasts. Technol. Forecasting Soc. 
Change 128 (2018): pp. 10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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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随机经验曲线预测方法的历史表现。定期进行预报，使用先前的成本和部署数据来校准模型，并使用“未来”部署数

据来生成预报。显示了预报中位数和95%置信区间（CIs），颜色表示预报年份，从最早（深蓝色）到最近（红色）。成本

是太阳能和风能的LCOE，以及电池和电解器的容量成本。这里假定P2X电解器为PEM电解器 

图13：历史光伏成本预测和最低成本。（A） 黑点显示全球平均LCOE。红线是国际能源署报告的LCOE推测；44深蓝色线

是2014年报告的综合评估模型（IAM）LCOE推测；45淡蓝色线条是2018年报告的IAM推测。46 47IAM的推测起源于

2010年，尽管是在随后几年完成的。所显示的推测完全是 “高技术进步”的成本轨迹，来自于最积极的减缓方案，与这些

模型中使用的最大预计成本削减相对应。插图将2010年至2020年光伏系统投资成本的预计复合年下降率直方图与实际发生

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基于2905种可以获得数据的情景）。48（B） 在各种IAM中实施的光伏系统最低成本。颜色表示最低

成本报告的年份，从1997年（深绿色）到2020年（浅绿色）不等。还展示了观察到的光伏系统成本。提供了用2.5的常数

因子衡量光伏组件的成本，作为参考 

 
  

  

 

  

 

 

 

 

 

 

 

 

 

 

 

 

 

将这些预报的准确性与有影响力的全球能源经

济模型的产出进行比较，很有启发性。综合评

估模型（IAMs）用于评估政策，并在经济主体

做出最佳决策的假设下，生成与给定气候目标

一致的部署和成本情景。其输出通常被称为 

 
 
 
 
 
 
 
 
 
 
 

 

“推测”，以表明它们并非预报。图13强调了这

一点。图13A显示了国际能源署（IEA）的世界

能源模型和几个IAM过去对太阳能光伏能源成本

的推测，并将其与观测数据进行了比较。 

展示的推测与气候政策最积极、技术创新率最高

的方案相对应，即关键绿色技术部署率最高、成

本下降最乐观的方案。尽管如此，推测的成本一

直远高于历史趋势。 

这清楚地表明，将推测视为有条件的预报是个坏

主意。相比之下，随机经验曲线方法产生了可靠

的有条件预报，正确率未知（2010年发表的一

份关于2020年太阳能成本的预报，使用莱特定

律的确定性版本，确实比当时的IAM或IEA的任

何推测都要准确得多）。我们在这项工作中的目

标之一是说明预报对规划能源转型很有用。 

莱特定律广泛用于生成IAM中的技术成本推测。

然而，它通常与具体约束结合使用，如部署速率

限制和最低成本，即假设成本永远不会更低的固

定水平。由于IAM使用成本来确定部署（反之亦

然），并且许多IAM允许完美预测，因此，为了

防止由于莱特定律造成的成本急剧下降，导致关

键绿色技术的部署速度超过物理或社会的合理性，

限制是必要的。很难知道哪些约束是现实的，这

产生了对结果产生巨大影响的特定选择。施加过

强的约束可能是这些模型的推测与历史记录不符

的重要原因。 

44 IEA. World Energy Outlook 2021. Technical report.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21).  

45 Riahi, K. et al. (2015). Locked into Copenhagen Pledges — Implications of Short-Term Emission Targets for the Cost and Feasibility of Long-Term Climate Goals. 
Technol. Forecasting Soc. Change 90 (2015): 8-23. 

46 Krey, V. et al. (2019). Looking Under the Hood: A Comparison of Techno-Economic Assumptions Across National and Global 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 Energy, 
172 (2019): 1254-1267. 

47 Huppmann, D. et al. (2019). IAMC 1.5°C Scenario Explorer and Data Hosted by IIASA. Technical report, IIASA (2019).  

48 Riahi, K. et al. (2015). Locked into Copenhagen Pledges — Implications of Short-Term Emission Targets for the Cost and Feasibility of Long-Term Climate Goals. 
Technol. Forecasting Soc. Change 90 (2015): 8-23. 

49 Ferguson, C.D. et al. (2010). A US Nuclear Future? Nature, 467: 39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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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技术成本预报。（A–D）主图显示了太阳能光伏、风能、电池和PEM电解器在快速转型情景下的成本预报分布；50%

置信区间（CI）为深蓝色，95%置信区间为浅蓝色。还显示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近期和过去的推测（红线），对应IAM和IEA

做出的 “乐观”减缓方案（见图13）。就电池而言，展示了锂离子消费者电池和锂离子电动汽车电池组，尽管它们的成本现在

已经趋同；我们的预报是基于消费者电池，而IEA的推测是基于电动汽车电池。右侧图表中的方框图比较了无转型、慢速转

型和快速转型情景下2050年的成本预报。插图显示了历史经验曲线和预测，学习率与情景无关，垂直线表示每种技术在各情

景中沿着概率经验曲线下降的程度。E–G显示了基于AR（1）时间序列模型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概率成本预报 

 

 
    

 

 

 

 

 

 

 

 

 

 

 

 
  

 
 

 

 

 

 

 

 

 

 

 

 

 

 
 

 
 

单个技术的概率成本预报 

我们应用了迄今为止讨论过的方法预报未来的

能源成本和价格。为了生成经验曲线预报，根

据历史数据估计了每种技术的参数。然后，我

们为每种技术的未来部署作为时间函数设定了

情景，并预测了未来成本的分布。我们定义了

三种具有代表性的部署情景。第一种情景与到

2050年左右能源系统摆脱化石燃料的转型一致，

因此我们将这种部署情景称为“快速转型”。第二

种情景与到2070年左右淘汰化石燃料一致，因

此我们将其称为“慢速转型”。最后一种方案与化

石燃料继续主导能源系统一致，因此我们将其

称为“无转型”。 

图14显示了七种重要能源技术的概率预报。图

14A–D的主图显示了快速转型情景中关键绿色

技术的预报，这些预报是使用莱特定律的随机

版本完成的。插图显示了成本与经验的关系，

并强调在所有情景中，成本中位数作为经验的

函数显示了一致的变化。图14A-D的侧图说明，

根据莱特定律，预报分布取决于情景；因此，

在快速转型中，我们可能会更快地实现更低的

成本。每一项莱特定律技术最初都遵循当前成

本呈指数级下降的趋势，但随着部署速度的下

降，进展会放缓。为了生成化石燃料成本预报，

根据观测数据校准了自回归模型（AR（1））。

对于化石燃料来说，模型参数取决于过去的数

据，但预报与部署无关，因此每种技术在所有

情景中都有单独的预报。 

图14还显示了IAM和IEA研究报告的未来成本推

测。我们只展示了其最乐观的推测。与图13所 

示模型的历史行为一致，相对于历史趋势，成

本推测较高，也都大大高于我们的推测中位

值。. 

与这些成本推测相对应的部署与我们进行预报

时的部署不同，因此它们不具有完全可比性。

然而，正如箱形图所示，这些差异在我们所有

的情景中都存在，包括“无转型”情景。这表明，

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的成本预报都明显

低于有影响力的能源经济模型中使用的。 

从单一技术到全系统成本 

为了预测绿色能源转型的可能成本，并探索单个

技术成本的不确定性如何扩散到系统成本，基于

明确的技术部署情景，我们构建了一个简单、透

明的全球能源系统模型。采用上文介绍的三种转

型情景。有关情景和简单能源系统模型的实施的

更多细节，请参见Way等人的报告。 

为了将我们的概率技术成本预报方法应用于特定

情景，我们采用了蒙特卡洛方法，模拟了许多不

同的未来成本轨迹，然后对未来成本进行指数折

现，计算出该情景到2070年的预期净现值成本

（NPC）。图15A展示了各情景下每年的系统成 

本。黑色箱线图表示全部成本预报分布，而彩色

条显示各技术组的支出中值。这表明，在快速转

型方案中，支出是如何从化石燃料迅速转移到关

键的绿色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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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情景成本。（A） 彩色条显示了每种情况下化石燃料和非化石燃料技术的年支出中位数，单位为万亿美元。箱线图显示了年度总支出

的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IQR），盒须从方框中延伸到IQR的1.5倍。（B）每种情景下2050年的年度系统成本的预测分布。（C）每个方案的

净现值成本预测分布，固定贴现率为2%。（D） 相对于无转型情景，每个情景的预期净现值成本，是贴现率的函数。插图展示了作为贴现率

的函数，快速转型和缓慢转型的净现值低于无转型的概率 

 
  

图15B展示了2050年的年度系统成本预报分布。

用低成本的关键绿色技术迅速取代化石燃料技术，

尤其是在电力和运输领域，导致2050年快速转型

情景下的预计年度能源系统成本比无转型情景下

低5140亿美元，尽管快速转型可能的成本分布更

广。2050年后，如图15A所示，虽然中位数和四

分位间距（IQR）保持相对较低，但相对于无转

型情景，快速转型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如果成

本处于不确定性范围的上限，将使用更便宜的替

代品；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是我们这种研究方法

的缺点。 

图15C显示了在2%的固定贴现率下，每个方案的

NPC预测分布。尽管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但

快速转型的NPC可能比无转型低很多。相比之下，

慢速转型不如快速转型便宜。因为目前化石燃料

的高支出持续了几十年，而关键绿色技术的节约

要晚得多才能实现。尽管如此，与“无转型”方案

相比，它也能节省开支。与图15B类似，快速转

型的NPC分布比无转型的NPC更宽。尽管这是由

更高的技术不确定性造成的，由于与扩大关键绿

色技术相关的预期成本下降，这种增加的不确定

性被分布的左移所补偿。 

图15D展示了相对于无转型情景，每种情景的预

期NPC如何随贴现率变化的。插图显示，无论贴

现率如何，快速转型方案的NPC低于无转型的可

能性约为80%。先前的分析表明，快速转型到清

洁能源技术是否具有良好的经济意义取决于贴现

率。但在这里，我们展示了一个惊人的结果：在

所有合理的折扣率下，快速转型可能便宜得多。

例如，使用《斯特恩报告》中建议的1.4%的社会 

贴现率，预计当前净现值约为12万亿美元。如

果采用较高的5%的贴现率，预期节省的资金约

为5万亿美元。 

结论 

过去40年来，人们认为绿色能源转型将耗资巨大，

这是应对气候变化不力的主要原因。这种悲观主

义与过去技术成本优化的趋势相悖，并有可能让

人类的能源未来陷入昂贵而危险的局面。虽然支

持快速绿色转型的论点列举了避免气象灾害、减

少空气污染和降低能源价格波动等好处，但提出

这些好处的同时，往往会分析转型带来的成本。

我们的分析表明，可能不存在取舍的问题：一个

更环保、更健康、更安全的全球能源系统也可能

成本更低。更新预期以更好地与历史证据相一致，

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关于气候政策的辩论，并大

大加快世界各地能源系统的去碳化进程。 

虽然对一些IAM假设持批评态度，但我们认为我们的 

方法是对这些假设的补充，是直接建立在历史趋势的

基础上，从而为IAM的推测提供了平衡。我们已经证

明，IAM中常用的约束可能是其预测与历史数据不匹

配的重要原因。未来可以探索减弱约束条件如何改变

其推测。我们想强调的是，与IAM不同，我们并没有

试图找到最佳解决方案。可能还有其他方案比快速转

型方案更便宜，快速转型方案是为了探索（在充分快

速的部署下）快速转型是否可以实现净成本节约，如

果可以，可能性有多大。 

 
 
 
 
 
 
 
 

 

50 Stern, N. (2007).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全球能源转型 
 
 
 

 

案例分析: 

实现快速、平稳脱碳和可持续增长

的政策选择  
Francesco Lamperti（比萨圣安娜高等学校），Andrea Roventini（比萨圣安

娜高等学校） 

 

 
政策问题：在保持经济体系和公共预算稳定的情况下，哪些气候政策组合

更有利于促进和维持能源转型？ 

范围：全球 

方法：基于主体的模型 

主要发现：单独实行碳定价政策对低于2℃的控温目标无效，而化石燃料禁令、

公共建筑补贴和电气化标准政策的组合虽然会对财政造成（轻微）影响，但在减

少排放增长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同时还能促进增长、维持宏观金融稳定。可以

在政策组合中加入少量碳税，进一步加快转型，抵消其对公共预算的影响。  

交流互动：本案例研究得益于利益相关方、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在多轮互动中频

繁提供的各种反馈（特别是在巴西）。因此，部分研究问题、测试的政策工具和结

果变量是与政策利益相关者共同决定的。 

介绍 

气候影响正在迅速恶化，在目前的排放轨迹下，

很可能会破坏社会经济和自然系统的稳定。51,52应

对全球变暖、实现可持续增长，需要不同的政策

组合；然而，目前商定的承诺不足以实现《巴黎

协定》的目标。为了减少排放，各经济体必须降

低碳强度，淘汰化石燃料能源和相关实物资本，

并在三十年以内推动气候技术革命。若处理不当，

向低碳经济的转型要么动作迟缓，要么过于突然，

由此可能造成高昂且系统性的转型成本。53,54,55,56

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强调需要在快速转型、由此产

生的宏观经济摩擦57,58以及长期增长机会之间找到

合理的平衡。59尽管人们普遍认为，采取气候行

动、减轻不受控制的气候变化风险的需求非常迫

切，但是，当前缺乏引导有效、有序转型的恰当

政策组合60，且过度依赖政治上可接受性低的政

策工具，如碳定价，引发了人们对转型前景的担

忧。61,62,63
 

Lamperti64等人和Wieners65等人采用了一个根据

全球经济进行校准、且基于宏观金融主体的综

合评估模型，将其看作模拟实验室，在一个持

续失衡的复杂演变经济中比较了替代气候政策

组合，考察了在不破坏经济体系和公共预算稳

定的情况下，促进和维持转型以及利用技术机

会的能力。结果显示，仅靠碳定价政策无法有 

效实现低于2摄氏度的控温目标。目前的碳税水平

确实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而如果作为唯一的政

策，能够带来快速转型的高碳价很可能导致宏观

经济的不稳定性。相反，如果监管和投资补贴以

及绿色能源技术的研发相结合，经济则有望走上

双赢的可持续增长之路。我们的模型切实考虑到

了深度不确定性和路径依赖下的内生技术变革，

而传统方法忽略了这些因素。我们的结果源于不

同的政策组合，这些政策比碳价更直接地解决了

更广泛的快速制度变革障碍，而碳价只关注碳的

外部性，主要通过市场信号发挥作用。在政策组

合中，碳税可以有效地用于资助绿色公共支出，

同时又不会阻碍增长前景。以任务为导向的政策

是气候政策的一个配合工具，有望促进向新的低

碳增长路径转变66,67。此外，还需要投资来提高政

府的长期能力和动态能力，以便在面对气候变化

和其他紧迫的社会挑战时，能够及时调整公共应

对措施（Lamperti等，2019b）。虽然其范围在绝

对意义上是有限的（Lamperti等，2021），但是适

时的信贷和宏观审慎政策在面临气候风险时可以

促进宏观金融稳定，同时适度减缓排放增长 

（Lamperti等，2021）。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结

果表明，基于可信的政策目标的政策组合和投资，

以及政府以任务为导向和承担风险的态度，有望

实现快速脱碳、高就业率和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双

赢道路。 

. 
 

 

 

摘要：作者使用动态模拟来检验替代性气候政策组合能够以何种方式促进和维持能

源转型、实现减排，同时不破坏经济体系和公共预算的稳定。作者使用一个基于宏

观金融主体的综合评估模型，根据全球经济进行校准，模拟一个不断发展的复杂经

济体中的政策组合，其中，不同的公司相互作用，处于持续的不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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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为了检验替代气候政策在短期和中长期对宏观

经济的风险和机遇，我们采用了反乌托邦的DSK

模型。DSK模型是一个基于主体的模拟实验室，

模拟了与环境和气候动态互动、共同发展的全

球经济（见图16）。该模型包含不同的且相互

作用的消费品和资本品，其生产需要能源和劳

动力投入，也可能需要银行提供的信贷。生产

资本品的公司还会开展研发活动，提高生产流

程效率。在电力行业，能源工厂利用低碳能源

或者化石燃料为经济提供电力。公司决定生产

数量、员工数量、投资、外部融资金额以及如

何寻找新技术；银行决定提供的信贷额度，信

贷条件和客户，此外，银行还要求政府发行债

券；消费者则赚取工资和股息，需要的是最终

商品。政府实施财政、创新和能源政策，央行

实施货币和宏观审慎政策。人为排放来自商品

和能源的生产。累积排放量通过一个单一的气 

 
候模型与温度上升联系在一起。该模型提供了气

候损害的随机微观基础，模拟了一系列不同的冲

击，这些冲击影响了企业、消费者和能源工厂的

若干特征（(Lamperti等，2018、2019）70。该模

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熊彼特式”的增长引擎

与“凯恩斯式”需求管理手段和由不同商业银行组

成的金融部门相结合，其中，“熊彼特式”的增长

引擎以“奈特式”不确定性和路径依赖下的内生技

术变革为特征。上述所有特征都是根据有限理性

主体在面对不断演变的环境生态时的行为惯例和

去中心化互动所构建的，经过了实证验证，见

Fagiolo等人（2019）71。在该模型中，有效的脱

碳取决于政策对创新速度和方向的影响，也取决

于政策在应对市场中不对称信息时发生作用的方

式。 

结果和政策洞察 

在Wieners 等人（2022）的图中，我们分析了

DSK模型中实施的多个碳税计划（见表7和图

17）。我们认为，碳税会带来两种结果，一是

逐渐抬高化石燃料价格（模仿成本收益综合评

估文献所建议的政策），二是导致化石燃料价

格的迅速上涨72。结果非常清楚：单独实施碳

定价，效益和风险并存（见图17）。一方面，

过低的碳税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引发电力和工业

部门的绿色转型。我们发现，当政策制定者依

赖低于化石燃料价格100%的碳税时，实现2℃

温控目标的相对可能性接近于零。换句话说，

提高化石燃料价格一倍大致上是最低的政策门

槛，能为摆脱对排放密集型技术的路径依赖带

来可见的效果。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仅通过

提高碳价格，很难克服技术搜索和采用过程中

的惯性。由于围绕创新和寻找新技术过程的深

度不确定性，价格无法作为快速引导技术变革

的信号。对于能源密集型行业来说是如此，对 

济提供全面保障。结合上述两个结果，Wieners

等人发现，加快碳定价的步伐（通常在DICE和其

他主流综合评估模型中提倡，案例参见Nordhaus，

2019,2014）73，存在短期无效性与长期经济不稳

定性增加的风险，使转型更加困难。这些发现指

出，应适度、谨慎采用碳定价，并呼吁一个更广

泛的政策组合，将碳税与其他政策相结合。 

An ample set of policy instruments focusing 

on quantities, regulation, innovation, nudging, 

social influenc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mixed approaches,74 75 is usually left out of the 

macroeconomic assessment of climate policy. 

To fill this gap, we tested a large ensemble of 

combinations, including subsidies to green power 

plant construction, R&D subsidies to low-carbon 

technologies, regulations banning fossil fuel power 

plants and standards imposing electrification. All 

the instruments were further coupled with carbon 

taxation to single out policy synergies (see Table 7 

图16： Wieners等人的DSK模型格式化展示（2022） 
于能源成本相对较低的行业来说更是如此。另

一方面，高碳价可能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性，

导致失业率急剧上升，企业破产激增，从而转

化为暂时性但长期的衰退。碳定价不仅增加了

生产的可变成本，也增加了技术采用的难度；

加剧了金融脆弱性，降低了总需求。碳价格高

到一定程度，足以将化石燃料价格提高约2.8

倍时（这时能源转型的速度能达到2℃控温目

标的所需条件），更有可能出现危机。尽管针

对企业（支付成本）或家庭（维持消费）的减

税计划缓解了这一不利影响，但却并没有为经 

for the main results). Our study complements the 

ecological macroeconomic analysis of policies for the 

transition,76 77 78 79 offering a bottom-up perspective 

wherein the process of technical change under deep 

uncertainty and p 

ance. First of all, our results reveal a positive effect 

of command-and-control policies forbidding fossil-

fuel plant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the use of fossil 

fuel. Both policies (labelled as B and E in Table 7) are 

implemented as regulations establishing a ban to 

be enforced after a grace period, with non-

compliant firms being fin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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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于数量、监管、创新、推动、社会影响、信息披

露和混合方法74,75的大量政策工具通常被排除在气候

政策的宏观经济评估之外。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我们

测试了大量组合，包括对绿色电厂建设的补贴、对低

碳技术研发的补贴、禁止化石燃料电厂的法规以及实

施电气化的标准。所有工具都将进一步与碳税相结

合，突出政策协同作用（主要结果见表7）。我们的

研究补充了转型政策的生态宏观经济分析76,77,78,79，

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的视角，在这一视角下，深度不

确定性和路径依赖下的技术变革过程是制度变革的关

键驱动力。此外，我们提供了多个维度的替代政策方

案对比，包括脱碳过程的速度和宏观金融表现的几个

指标。首先，研究结果表明，禁止化石燃料工厂建设

和化石燃料使用的命令与控制政策具有积极影响。这

两项政策（在表7中标为B和E）都是规定在宽限期后

实施禁令，违规公司将面临罚款和逐出市场的处罚。

此类手段在政策领域越来越常见（例如，英国自2025

年起禁用燃气锅炉），需要揭示这类政策会产生何种

大规模的宏观影响。宽限期帮助企业适应新规，新规

是可靠的，可以被经济主体立即内化。这些政策促进

了能源和制造业对低碳技术的加速投资，与其他政策

（如碳税）相比，可以更快促进排放密集型生产技术

的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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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绿色工厂建设和绿色研发的公共补贴是气候

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工具，有助于(i)加速电力部门

的转型（这对持续采用电气化解决方案来说非常

关键）、(ii)持续创造就业机会。实验B+C+E（见表 

7）结合了化石燃料禁令、公共绿色建筑补贴和

电气化标准，虽然对公共赤字产生了不利影响，

但是在增加就业和维持宏观金融稳定的同时减少, 

排放增长方面表现出了巨大潜力。特别是，化石

燃料禁令和电气化标准有效地将技术变革过程重

新导向低碳技术，而补贴则加速了创新的探索和

应用。不基于税收的政策给公共预算带来的总成

本不高（在一个典型的发达国家，估计约为每年

国内生产总值的1.5%[0.5%-3%]）。为吸收这些成

本，我们测试了不同的碳税：总的来说，温和碳 

税的协同效应得以证明。政策组合中可以加入相对较

低的碳税，进一步加快转型，从高排放企业获得收入，

并抵消由监管和绿色公共支出组成的政策组合对公共

预算的影响（实验B+C+E+T）。数值模拟表明，将

2020年化石燃料价格提高2.5倍直到2100年，这一

恒定碳税可以提供收入，为创新、指挥和控制以

及绿色工厂建设政策提供资金，这些政策在转型

的早期阶段至关重要；与此同时，这种碳定价的

价格较低，足以防止宏观经济层面出现巨大的转

型成本。上述结果表明，快速、平稳和促进就业

的转型是可能的，将基于价格的工具与积极的产

业政策相结合的简单政策组合就可以实现这一目

标。 

表7：不同气候政策相较于常规（无政策）情景的宏观经济影响。作者的分析基于Wieners等（2022）收集的数据。red.代表减少；inc.代

表增加；cons.代表恒定；sub.代表补贴。来源：改编自Lamperti and Roventini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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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增长 产出增长 金融稳定

性 

公共预算 

政策 政策 工业 短期 长期 

恒定低碳税（T） 略微减少 无影响 略微减少 略微减少 略微增加 略微减少 

恒定高碳税 大量减少 减少 大量减少 大量减少 大量减少 减少 

DICE模型下的碳税 略微减少 无影响 大量减少 大量减少 大量减少 减少 

绿色工厂补贴（C） 减少 无影响 增加 无影响 略微增加 略微增加 

绿色研发补贴 略微减少 无影响 增加 略微增加 无影响 略微增加 

化石燃料禁令（B） 大量减少 减少 略微减少 无影响 略微减少 增加 

电气化标准（E） 无影响 大量减少 大量减少 减少 略微减少 略微增加 

B+E+C 大量减少 大量减少 略微减少 无影响 无影响 增加 

B+E+C+T 大量减少 大量减少 略微减少 无影响 无影响 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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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分析: 

中国、印度和巴西可再生能源的必然趋势
和边际定价 
Pim Vercoulen（剑桥计量经济学和埃克塞特大学）、Femke Nijsse（埃克塞特

大学）、Simon Sharpe（气候支持团队）、Jean-Francois Mercure（世界银行） 

 
政策问题：阻碍可变可再生能源（VRE）应用和电力市场设计的障碍如

何影响未来电力系统的电价？ 

地区：巴西、中国、印度 

方法：E3ME-FTT：电力 

主要发现：(1) 无论定价机制如何，克服可变可再生能源（VRE）应用的障

碍，有望进一步降低电价。(2)与电力供应的生命周期成本（作为加权平

均平准化成本WALC）大体一致的电力定价机制能够通过降低电价至接近

优序法（MOA）下的价格，促进VRE的进一步应用。(3)政策制定者的重点

应该放在最大限度地减少此类壁垒上面，打造一个由可变可再生能源

（VRE）技术主导的电力系统市场。 

交流：在与能源研究公司（EPE）和其他英国研究人员就巴西电力行业进行

讨论和模型比较后，此项研究得以推进，将印度和中国纳入其中。在印度

能源研究所（TERI）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介绍了关于印度的初步工作。 

 
摘要：作者利用E3ME-FTT电力模型探讨了中国、印度和巴西未来可能的电

力系统配置，重点探讨可负担的电力和市场设计的作用。此模型探讨了定

价和监管政策在推动可变可再生能源（VRE）在上述国家应用的潜力。 

介绍 

煤炭发电是印度和中国采用的主要发电技术。巴

西的电力则主要由水电厂供应。过去几年来，可

变可再生能源（VRE）技术在全球范围内以惊人

的速度发展。最近，中国率先安装了海上风力涡

轮机。2018年至2021年间，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

力发电能力在中国几乎翻了一番。同期巴西的太

阳能光伏发电也实现了惊人的增长，但分布式和

集中式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总和仍然低于陆上风

力发电的总和。从历史上看，由于巴西东北部蕴

含巨大的风力资源，巴西的陆上风力发电能力高

于太阳能光伏发电。印度的VRE应用也带来了巨

大的收益，太阳能光伏发电能力也几乎翻了一番，

但陆上风力发电能力的扩展却没有跟上81。可以

看到，全球各地的VRE应用率是类似的。 

随着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持续下降，部署VRE的趋

势很可能会继续下去，甚至可能会加速，就像过

去十年一样82。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在电力成

本平准化方面，VRE技术现在比传统技术更具竞

争力。但是，VRE应用可能会面临一些障碍，如

电网韧性不足、融资渠道不畅、供应链滞后以及

来自衰落行业的抵制。VRE面临的另一个障碍可

能是电力市场的设计。 

主导电力技术地位的转变也可能对电力市场的设

计产生影响。在许多自由市场中，特定时间点的

边际生产成本决定了电价。在电力市场中，这被

称为边际定价或优序法（MOA），是清理市场的

有效工具，因为大多数电力系统由化石燃料发电

主导，成本来自燃料采购。与化石燃料发电厂相

反，VRE技术的成本主要由前期资本投资决定。 

因此，如果VRE技术的应用轨迹仍然持续，MOA可

能会导致VRE运营商亏本供电。在风力较大或是晴

朗的天气，VRE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将决定电

价。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广泛推广，这种情况会越

来越常见。因此，在未来由VRE主导的电力系统中，

MOA可能不是一个合适的市场机制。相反，高昂

的化石燃料价格可能会给VRE公司带来意外的利润，

从而抬高电价。 

在印度等市场，长期电力供应合同在市场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支付给电力公司的费用更多地与电

力公司的平准化成本有关。虽然长期合同不如日

前电力市场灵活，但没有上述MOA系统的缺陷。 

我们尝试探索了中国、印度和巴西未来可能的电力系

统配置，特别关注可负担的电价以及市场设计能够发

挥的作用。考虑到VRE可能持续的发展轨迹以及对全

新定价机制的需求，我们通过E3ME-FTT电力模型对印

度、中国和巴西的电力系统不同情景进行了研究。 

我们将分析的一种技术扩散情景是， VRE应用遇

到了超出当前轨迹的额外阻力，因此化石燃料的

使用增加了（高化石燃料）。在另外一组技术扩

散情景下，通过对化石燃料投资设定上限，VRE的

应用可能会加速（高VRE）。最后，每种情况都暴

露在两种不同的定价机制下：一种是模仿MOA的

定价机制（在自由市场中很常见）；另一种是电

价以平准化成本的加权平均值（WALC）呈现的范

式，它代表的是建立在生命周期成本、而非短期

边际成本基础上的替代定价机制。FTT电力模型说

明了存储成本和削减LCOE的影响。有关上述情景

的概述，请参见下表。 

 
 
 
 

 

80 IEA. (2019). World Energy Balances 2019. www.iea.org/statistics/. 

81 IRENA (n.d.). Data Explorer. https://www.irena.org/Data. Accessed on: 19/11/2022. 

82 IRENA (2021). Renewable Power Generation Costs in 2021,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Abu Dhabi.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22/Jul/ 
Renewable-Power-Generation-Costs-in-2021 

83 Nijsse, F. J. M. M., et al. (2022). Is a Solar Future Inevitable? Global System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number 2022/02. https://eeist.co.uk/journal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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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名称 扩散假设 市场设计 

参考场景-优序法 技术扩散遵循原有的轨迹 

优序法 高化石燃料-优序法 VRE应用障碍较大，也即VRE技术的低扩散率 

高VRE-优序法 VRE应用障碍较少，表现为化石燃料技术的最大容量上限 

参考场景-WALC 技术扩散遵循当前的轨迹 

平准化成本的加权平均值 

（WALC） 

高化石燃料-WALC 
VRE应用障碍较大，也即VRE技术的低扩散率 

高VRE-WALC 

 

VRE应用障碍较少，表现为化石燃料技术的最大容量上限 

 

 

 
 
 
 

 

表8：E3ME-FTT电力模型下研究印度、中国和巴西电力系统的场景 图18：E3ME模型下的国家账户结构 

 

 

E3ME-FTT：电力模型介绍 

E3ME介绍 

E3ME是一种基于计算机的世界经济、能源系统

及环境模型。个人、家庭、企业和社会中其他

群体从事的经济活动会对其他群体产生影响

（时间上可能会滞后），这种影响可能会持续

到后代身上。但其中的影响因素众多，这种影

响（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会在经济和实物资本

中累积。详细描述可以在网络上找到。84
 

经济主体的经济交易影响通过环境、经济、价格

和货币体系（通过劳动力和商品市场）以及全球

运输和信息网络传播。市场以三种主要方式传递

影响：创造对材料、燃料和劳动力投入需求的活 

 

动水平；影响收入的工资和价格；收入反过来导

致对商品和服务的进一步需求。这些相互依存关

系表明，E3模型应该是全面的，应包含经济和能

源系统不同部分之间的诸多联系。因此E3ME的

设计具有很高的地理和行业分辨率。 

E3ME-FTT是涉及71个地区的全球模型，分别代表

主要经济体，区分欧洲国家的70个经济部门和非

欧洲国家的44个经济部门。E3ME模型是需求主导

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使用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

来确定需求的组成部分，目的是解决最终需求和

各种其他指标的组成部分，参见图18。计量经济

学参数代表了过去和当前应对冲击的行为。 

 

能源领域也由经济计量关系决定，建立在上

图中一些会计恒等式的基础上，但也包括对

内生创新和能源价格的反应。非可再生能源

价格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整合不确定性参数

的成本供应曲线而形成的，在此基础上再增

加税级。 

技术在E3ME-FTT模型中的作用  

在围绕经济去碳化的问题中，理解经济主体选

择技术的理由和方式是很重要的。时间序列计

量经济学方程需要很长的历史轨迹来模拟未来

的情况。对于新技术来说，没有历史轨迹可循，

因此计量经济学等式并不完全适合解决技术引

发的转型。这就是未来技术转换（FTT）发挥作

用的地方。FTT是一套与E3ME集成的模型，描述

了大多数排放和能源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决策，

如发电85、钢铁86、家庭供暖87和乘用车行业88。

 

 

FTT遵循进化经济学的理论，该理论指出，社会技术

体制（做某件事的原因和方式）因内部（如创新）和

外部（如短缺或政策）压力而产生的不可逆和非边际

的变化。FTT在其输入参数中加入了不确定性，代表

了经济主体的多样性以及根本的不确定性。 

FTT确定技术配置，满足E3ME-FTT模型确定的其

他方面的需求。核心建立在Lotka-Volterra（捕食

者-猎物）复制器函数的基础上，该函数成对地

比较所有的技术，并将投资者偏好（确定为二元

对数）、技术替代频率和上一年的市场份额作为

输入，来确定本年度的市场份额89。它包括正反

馈，如基于全球累积技术能力增加的“边做边学”，

以及由于部门限制而产生的负反馈，如VRE在电

力部门的部署导致供需不匹配，或是钢铁部门回

收的废料有限。 

 
 
 
 

 

 
 
 
 
 
 

84 Cambridge Econometrics (2022). E3ME Model Manual. Available at: https://www.e3me.com/what/e3me/ 

85 Mercure, J. F. (2012). FTT: Power: A global model of the power sector with induce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natural resource depletion. Energy Po licy 48: 799-811. 

86 Vercoulen, P. et al. (2018). Decarbonizing the East Asian steel industry in 2050. Meijo University Discussion Paper #0008. 

87 Knobloch, F. et al. (2021). FTT: Heat - A Simulation Model for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European Residential Heating Sector. Energy Policy 153: 112249.  

88 Lam, A., and Mercure, J-F. (2015).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on Consumer Choices for Private Road Passenger Transport Emissions Reductions in Six Major 

Economies.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10(6): 064008. 

89 Mercure, J-F. (2015). An Age Structured Demographic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5(4): 787-820. 

http://www.e3me.com/what/e3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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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ME与其他模型有何不同？ 

E3ME经常被比作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或离散

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90,91。在多个方面，

建模方法是相似的；模型用于回答相似的问题，

使用相似的投入和产出。然而，这背后是建模方

法之间的重要理论差异。E3ME这类模型建立在数

据的基础上，试图从中推断出经济关系，而大多

数其他宏观经济或综合评估模型（IAMs）建立在

微观基础和理论之上。 

在一个典型的CGE或DSGE框架中，优化行为是

假设的，产出由供应约束决定，价格充分调整，

使所有可用的能力都得到利用。在E3ME模型中，

产出由经济的需求方决定，且可能有富余的经

济能力。价格并不总是根据市场出清水平进行

调整。 

这些差异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意味着在E3ME

模型中，监管和其他政策如果能够利用现有的

闲置经济能力，就有可能带来产出增加。金融

部门的作用非常关键。 

金融部门的作用 

E3ME是一种后凯恩斯主义模型。该学派认为，货

币是内生的，即货币可以由银行通过贷款等方式

创造。这种方法不同于其他货币供应量固定的模

型92。固定的货币供应量意味着完全挤出；内生

的货币供给并不存在。因此E3ME模型主张金融不

可知论。该模型追踪给定部门的投资需求，将其

作为计量经济关系或FTT的结果，但它不提供关

于所需资金是否可获得的信息。 

结果 

发电技术组合 

在所有相关国家中，FTT:电力模型模拟了VRE技

术在参照情景（REF-MOA和REF-WALC）中的持

续扩散轨迹，与过去的扩散情况和持续的成本降

低相一致（见图18）。随着太阳能光伏技术本

身以及有助于VRE应用的存储技术成本持续下降，

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势头尤其强劲。在不久的将来，

太阳能光伏发电很可能会胜过风力发电等其他替

代能源。例如，巴西的情况就是如此。在巴西，

风力过去一直是更受欢迎的VRE技术。由于VRE

发电量的增加，化石燃料将会减少，这一情况主

要集中在中国和印度。  

然而，如果VRE技术遇到了额外障碍（见图18，高

化石燃料-优序法HighFF-MOA和高化石燃料-加权平

均平准成本HighFF-WALC ），VRE的应用将会放缓，

有利于化石燃料发电，巴西除外。巴西的可再生

能源建设时间放缓有利于风能的利用。太阳能应

用之初，市场份额很小。若建设周期过长，太阳

能的绝对增长速度不可能像风能那样快。不过，

巴西的VRE发电总量预计仍将下降，化石燃料发电

将略有增加。VRE发电量减少说明对存储容量的需

求也会相应减少，这减小了电力损失，从而降低

了满足需求所需的供应。 

在VRE面临的障碍较少的情景中，化石燃料发电

的投资吸引力降低， VRE的应用则会如预期般上

升。新建化石燃料发电厂的意愿降低，为VRE技

术创造了空间。由于电力需求的快速增长，此种

影响在印度最为显著。在巴西则不然，因为VRE

技术与水电站等长期电力项目竞争，电力需求增

长速度较慢。 

图19：相关国家的技术发电。顶行显示了发电的绝对水平，下面的几行显示了与REF-MOA

情景相比，各技术在发电方面的差异

 

 

 

 

 

 
 

 

90 Mercure, J-F., et al. (2019). Modelling Innovation and the Macroeconomics of Low-Carbon Transi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al Use. Climate Policy 19(8): 

1019-1037. 

91 Lefevre, J., et al. (2022). Global Socio-Economic and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Scenarios Through the Lens of Structural Chang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74: 
102510. 

92 Mercure, J-F and Pollitt, H. (2018). The Role of Money and the Financial Sector in Energy-Economy Models used for Assessing Climate and Energy Policy. Climate 
Policy 18(2): 184-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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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价 

上述情景模拟和市场设计对电价具有重要作用。

图2显示了不同情景下的电价。无论市场设计如

何，高可变可再生能源（HighVRE）情景下的电

价低于高化石燃料（HighFF）情景下的电价。这

是因为与化石燃料相比，可再生能源和存储的

价格较低。 

It is interesting to compare the REF-WALC and 

HighVRE-MOA scenarios. Both show lowered electricity 

prices, but for different reasons. The WALC price 

mechanism needs to lower prices because the price is 

no longer determined by expensive marginal fossil fuel 

costs, and the HighVRE scenario shows lower prices due 

to the fact that variable renewables are cheaper. Only 

in India does  HighVRE-MOA  outperform  REF-WALC. 

By 2050, India shows the highest share of solar PV 

对就业的影响是相似的。在高可变可再生能源

情景（High-VRE）和加权平均平准成本（WALC）

市场设计中，我们看到诸多行业的就业和总体

净收益增加。在高可变可再生能源和加权平均

平准成本（WALC）市场设计的情景下，就业增

长是最高的。印度和巴西就业净增长显著，但  

在中国，结果与参考案例相当。这是因为可再

生能源行业的就业增长被国内采掘业的就业损

失所抵消。相反，在电价较高的情况下，尤其

是化石燃料价格较高的情况下，就业结果是负

面的。在这些情景中，提高电价削弱了印度和

中国的服务需求，并导致就业率下降（图21）。 

 in its system among the countries of interest, which 

means there will be a substantial number of hours in 

the year where the marginal costs of VRE determine 

the price, rather than the marginal costs of fossil fuels. 

This effect is not present in China and Brazil, where 

the alternative pricing mechanism outperforms the 

increased uptake of VRE. 

图21：与REF-MOA情景相比下的行业岗位影响。差异以绝对值形式呈现 

 

 

 

图20:中国（第一排）、印度（第二排）和巴西（第三排）各情景与REF-MOA情景下的电价、总就业人数和GDP百分比差异比较 

 

 

宏观经济效应 

电价的变化会对经济的其他领域产生连锁反应。

较低的电价减少了能源支出，释放了消费者支

出。生产成本也降低了，也有助于增加消费者

支出。 

与参考案例相比，大多数高化石燃料情景呈现

略微下降的情况，因为高电价和高工业生产成本 

 

限制了多个经济部门的消费。在本世纪中叶，高

度依赖化石燃料对巴西尤为不利，因为这意味着

巴西必须进口更多的能源资源。在印度和中国，

VRE部署较少导致建筑业疲软，GDP下降的情况将

提前出现。在高可再生能源的情景下，对GDP有

积极的影响，高可再生能源部署与加权平均平准

成本（WALC）市场设计相结合时，在三个国家

都会产生最显著的积极影响。 

价 格 机 制 也 发 挥 了 作 用 ， 加 权 平 均 平 准 成 本

（WALC）的表现优于优序法（MOA）。优序法

（MOA）价格机制通常会抬高电价，因为它依赖于

化石燃料的边际成本，边际化石燃料价格较高时，

可以为核电和VRE带来巨大利润。 

对比参考情景-加权平均平准成本（REF-WALC）和高

可变可再生能源-优序法（HighVRE-MOA）很有意

思。两种情景都显示电价下降，但成因有所不同。

WALC价格机制需要降低价格，因为价格不再由昂贵

的边际化石燃 料成本决 定，而高可变 可再生能 源

（HighVRE）情景显示价格下降，是因为可变可再生

能源的价格更低。只有在印度，高可变可再生能源-优

序法（HighVRE-MOA）的表现优于参考情景-加权平

均平准成本（REF-WALC）。到2050年，印度的太阳

能光伏发电在系统所占的份额相比其他相关国家最

高，说明到那一年，有很多个小时都由VRE的边际成

本决定价格，而不是由化石燃料的边际成本决定。这

种效应在中国和巴西不存在，在这两个国家，替代定

价机制的效果优于提高VRE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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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踪GDP的组成要素（见图22）的过程中，我

们发现，在高可变可再生能源（HighVRE）情景

中的积极结果是由提高可变可再生能源（VRE）

容量的资本投资驱动的。在高化石燃料

（HighFF）情景下，到2050年，GDP与基 

线水平持平或者低于基线水平。在这些情况

下，负面影响体现为能源进口增加和高电价

导致的消费者支出减少。巴西经济对定价机

制变化的反应更为强烈，而不仅仅对电力系

统配置的变化有所反应。 

讨论和结论 

过去，太阳能光伏和风力发电的促进政策已经

不可逆转地为如今的技术扩散创造了条件。93上

述情景模拟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再加上基于

莱特定律的正反馈循环，部署的技术越多，成  

这两个定价市场在模型中以风格化的方式呈现。

我们并不展示加权平均平准成本（WALC）市场

的潜在灵活性损失，也不展示优序法（MOA）发

电边际价格的每日变化。相反，我们根据VRE的

扩散来估计化石燃料技术和可再生能源设定价格 

的时间。尽管如此，建模应该提供优势的一阶指 
图22:GDP及其组成部分与REF-MOA情景的比较。差异以绝对值的形式呈现 

本越低，表明了以往趋势的延续。从表面上看，

太阳能光伏很可能超过其他技术。 

消除太阳能光伏和风能应用的障碍，有助于各国

减少对能源进口和国内化石燃料的依赖。进口减

少改善了能源贸易平衡，对巴西和印度来说意义

重大。国内资源的利用减少会导致相关行业的衰

退，进一步造成该行业的失业现象，中国存在这

种情况。不过，通过安装太阳能光伏和建造风力

涡轮机，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克服这一问题。总

体而言，加速VRE技术转向带来了积极的经济成

果，这是由于电价降低，对VRE技术的投资增加，

能源进口的依赖减少，国有含量较高行业的消费

支出增加。如果不消除VRE应用的障碍，很可能

会延续对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中国、印度和巴

西将错失持续能源转型带来的机遇，而中国可能

会保留煤炭供应行业的工作岗位。 

示。我们的模型可能低估了中国、印度和巴西的

电力系统（近期）未来面临的障碍。此模型体现

了当前趋势的延续，但有可能一些趋势被打破，

导致建造时间延长，高化石燃料（HighFF）情景

将作为更好的参考场景。 

印度和中国正在采取措施，推动电力行业自由化。

放弃长期合同是确保中、印两国摆脱化石燃料基

础设施束缚的重要一步。然而，他们可能会以自

由市场中的优序法（MOA）为模板。这种市场设

计可能会过时。与加权平均平准成本（WALC）

大体一致的定价机制可以确保可再生能源获得足

够的回报。 

通过减少可变可再生能源（VRE）技术可能面临

的壁垒，中国、印度和巴西有望获益。得益于过

去和现在政策支持，VRE技术具有成本竞争力。

政策制定者应该将重点放在最大限度地减少此类

壁垒上，塑造一个适用于VRE技术主导的电力系

统市场。 

 
 
 
 
 
 
 
 
 
 
 
 
 
 
 
 
 
 
 
 

 
 

93 Grubb, M. et al. (2021). The New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Transition: Evaluating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EEIST report to CO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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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印度氢、氨行业耦合建模 
ZAC CESARO (牛津大学), RASMuS BRAMSTOFT (丹麦技术大学), 

MATTHEW iVES (牛津大学), REné BAñARES-ALCánTARA (牛津大学)  

 

 

 
政策问题：在印度发展绿色氢、氨基础设施能否促进向零电网的过渡？ 

地区：印度 

研究方法：复杂性扩展的传统能源系统模型。 

介绍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预测， 2050年全球范

围内的绿氢及其衍生物(主要是绿氨)的生产将占

全球电力需求的30%。94然而，使用能源系统模

型(ESMs)发表的分析（ESMs是理解不同脱碳情景

的主要工具），系统地忽略了绿氢和绿氨在工业

需求(如钢铁和化肥)和重型运输燃料(如航空、航

运和陆运)方面的动态整合。 

仅将静态需求纳入能源系统模型是不够的；行业

耦合的未来潜力是一种动态妥协。绿氢和绿氨有

助于通过短期和长期负荷转移灵活地从电网获取

电量，以及在燃氢或燃氨的燃气轮机中 

进行重新电气化，将可调度的电力返回电网。与

行业耦合的能源系统模型文献主要关注短期、每

日内的负荷转移，主要集中在轻型汽车运输部门

和热力部门，如电池电动汽车(BEV)的协调充电。 

在本研究中，通过对印度国家级电网的案例研究，

探索绿氢和绿氨的电力与某个行业耦合的潜力，

其中氢、氨生产的预计电力需求占2050年印度总

电力需求的近25%(图23)。印度之所以成为案例研

究对象，是因为印度在以下三个相关领域的需求

增长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绿色电力、绿色氢

能(用于钢铁和交通需求)和绿色氨能(用于化肥和

运输燃料需求)。 

主要发现：当前的政策是有成本的，依托这些政策，我们走上了将新兴氢、

氨行业与电网分离的道路。如果系统在设计时考虑到了行业耦合，就有机会

构建更具韧性、成本更低的系统。 

交流互动：本案例分析通过EEIST印度实践社区和其他建模论坛和活动，多次展示

给印度利益相关方，寻求反馈。 

 
摘要：作者使用传统的能源系统模型，该模型通过新的经济建模和ROA的原理

进行扩展，探究氢、氨行业耦合对印度净零排放目标的贡献。 

 
图23：2050年前印度绿氢和绿氨的行业需求，包括与最终电力总需求的比较 

 

 

 

 

 

 

 

 

 
 

 

 

 

 
 
 

 

94 IRENA, Geopolitics of the Energy Transformation The Hydrogen Factor, Technical Report,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IRENA), Abu Dhabi, 2022 

62 63 



64 65 

 

 

 
 
 
 

 

尽管所需的电解设备规模庞大，但据我们所知，

还没有哪项建模工作考虑了工业电气化和电力

与某个行业在这一规模上的耦合对于印度的动

态作用。最近有大量的工作评估了将VRE纳入印

度电力系统的作用。95,96,97,98,99,100,101,102,103这些能

源系统模型（ESMs）大多分析了新一代发电、

输电和存储资产的开发，以及利用现有资产的

最佳方式。然而，这些研究都忽略了电力与某

个行业耦合在促进高水平VRE整合、降低脱碳成

本和减少长期储存需求方面的重要作用。  

印度走在了绿氢、绿氨政策制定的前面。印度

政府宣布了到2070年104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

以及国家氢能计划（NHM），加快氢能技术的

部署，并计划将印度建设成为全球电解槽和燃

料电池制造中心105。作为NHM的一部分，化肥

行业承担了绿氨义务，如果实现，有望推动世

界上最快的国家绿氨建设。即使目标没有实现，

势头也在增长，印度已经宣布建立大型绿氨工

厂106。但是，该政策并未关注电网整合及新增

的庞大电力需求与电网的相互作用。 

模型摘要 

我们为2050年前的印度电网建立了一个最先进的

能源系统模型（ESM），旨在探索氢和氨的全行业 

耦合潜力，为电网提供交换服务，即负荷转

移和可调度发电。如图23所示，本研究中的

脱碳情景是根据其他行业级的研究编制的。

本研究发现，到2050年，印度25%以上的电

力将来自绿氢和绿氨。在这项研究中，传统

的产能扩张能源系统中加入了新的方法，可

以更好地捕捉能源系统的转型变化(图24)。 

在印度，电力和其他行业耦合会给电力系统带

来非边际性变革，因此作为EEIST的案例进行研

究。电力行业与其他行业耦合对系统的非边际

影响包括电力规划和系统运行的重大变化(本

建模工作的重点)、土地和水使用的变化、地

理和操作劳动力的变化、进口能源的显著减少

以及出口能源的巨大潜力。本次建模工作包括

对传统能源系统模型（ESM）的三项改进：电

力与其他行业耦合和网络效应的详细动态整合

（考虑生产、存储、运输、工业使用和峰值发

电），2)基于Way等人107的全球能源转换情景

的经验技术成本预测，以及3)在高VRE渗透率

下系统对年际天气变化的韧性。这三个改进分

别与(i)复杂性建模、(ii)正反馈循环和(iii)面对不

确定性的系统韧性所使用的ROA方法一致。 

图24：标准能源系统改进概述 

 

 

 

 

 

 

 

 

 

 

 

 

 

 

 
我们使用 “Balmorel” 能源系统模型（ ESM ）和

“OptiFlow”中的电力与某行业耦合模型进行建模。

Balmorel 是 广 泛 使 用 的 开 源 能 源 系 统 模 型

（ESM），用于容量规划和运营调度建模。该模

型于过去二十年中开发，用于支持对能源部门的

分析，重点关注电力和热电联产系统。基本模型

最初是为波罗的海周边国家或北欧国家设计的，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使用。例如，中国能源研究所

（ERI，EEIST联盟的成员）在其年度《中国可再

生能源展望报告》中使用Balmorel来模拟中国的

能源转型。作为一个技术经济模型，它具有为电

力和热力部门进行能源规划的功能。该模型用通

用代数建模系统(GAMS)编写，即一种用于解决

线性、非线性和混合整数优化问题的代数建模语 

 
 
 
 
 
 
 
 
 
 
 
 
 
 

言和软件。在基本配置中，Balmorel模型使用每

小时调度模拟和多年情景开发，对发电和输电投

资进行线性优化。本质上，该模型根据所提供的

技术、经济假设和约束，为所代表的能源系统找

到最低成本的经济调度和容量扩展解决方案。 

OptiFlow110是一个开源时空网络优化模型，可与

Balmorel链接。OptiFlow使用节点弧关系来表示

能量、质量、经济或环境指标流。在这项研究中，

绿氢和绿氨的生产、储存、运输和使用是利用与

Balmorel相连接的OptiFlow模型，并基于其他领

域所使用的配置来建模的111,112，如图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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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结果中的一个关键发现是，将氢和氨的生产与电

网连接（而非孤立生产场所），具有显著的益处。

“孤岛”发电厂独立于电网，并拥有专用的可再生

能源，是当前的行业常态和发展轨迹，这需要政

策干预来改变。在模拟情景中，电网整合将氢和

氨的平准化成本(分别简称为LCOH和LCOA)降低了

10-25%(图25a、25b)。LCOH和LCOA的减少是由与 

电网连接的电解槽可获得的较低电价推动的，因

为电解槽获得了本应被缩减的电力。在孤立生产

情景中，2050年印度发电量减少15-20 %，而在并

网情景中仅减少10-14 %（图25c）。从绝对值来看，

这将节省350至460太瓦时的电力，到2050年，需要

安装的光伏和风能电力将减少200至300吉瓦。 

此外，将庞大的电解槽群连接到电网基础设施

中，并转移工业生产的负荷（特别是用于化肥

和船舶燃料的绿氨生产），是实现电网降成本、

提效益、更可靠的可行策略。这一设想的最低

成本系统以季节性模式生产绿氢和绿氨，匹配

可再生能源的过剩。多余的绿氨储存在低成本

的地上仓库中，然后在绿氢和氨产量较低的季

节消耗，用以满足化肥和航运部门的持续需 

求，并提供稳定的发电能力。少量的绿氢被储存

用于日内负荷转移。这种电力与其他行业的耦合

系统配置不仅成本较低，且在不利于可变可再生

能源（VRE）的气象年中更具韧性。如十年的天气

数据所示。 

 

 

图25：并网和“孤岛”电厂系统情景的关键结果指标。a)2030-2050年情景下的LCOH。b)2030-2050年灰色氨历

史商品价格情景下的LCOA(黑海)。c)2050年各种情景下的缩减情况。d)2050年各种情景下的年度系统成本 

 

图26：满足恒定需求的氨生产和储存水平的季节性和年际变化。a)2050年全国范围内并网情景的每周氨产量显示，每周氨

产量范围取决于太阳能和风能数据的年份。b) 模拟10个气象年（WY1-WY10）的太阳能和风能数据，估算2050年全国范

围内的氨储存水平，与2010-2019年相对应

 

 

 
 

 

 

总之，研究结果强调了当前“传统智慧”和政策

决策的成本，这种成本正朝着将新兴的氢能和

氨能行业从电网中分离的方向发展，如果在设

计时考虑到行业耦合，则有机会构建更具韧性、 

且成本更低的系统。重要的是，这种成本更

低、韧性更强的系统依赖于一种合成氨的灵

活工业新范式，这种范式具有大量的氨库存，

以及有利的市场和政策措施。.



 

 

 
 
 
 
 
 
 
 

政策相关性 

不过，除非在政策的引导下，工业和电网之间的

关系打破传统，否则这一系统设计的潜在利益不

会实现。对于行业而言，电网连接通常与高电网

连接费用和不稳定性相关，这就要求在极端情况

下提供现场备用电源和完整的“受控”发电厂。这

种历史路径依赖现象在印度非常明显， 2019-

2020年，商业和工业用户的自备电厂安装了超过

78吉瓦的自备发电，占全国发电量的17%。113这

些自备电厂与配电、输电网部分断开或完全断开，

避免工业用户支付过去效果不佳且昂贵的费用。 

如今，工业电解槽可能会重蹈覆辙，孤岛式系统

避免了电网连接费用和其他明显的缺点。然而，

基于我们的发现，政策应该引导系统走向一个新

的工业-电网关系的范例，在向净零排放的转变中

发挥协同作用，使双方受益。作为印度NHM的一

部分，最近宣布的政策是电力与其他行业耦合模

式迈出的一步。有政策通过免除邦际传输费用和

其他激励措施来降低绿色氢和氨工厂的电网成本。

114现在，也就是在转变开始时，就要开始探讨这

些政策以及进一步的政策和市场机制的适宜性、

使其未来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我们的研究结果还在两个方面为政策提供了依据。

首先，研究结果为绿氢和绿氨可以显著提高能源

安全和减少进口的观点提供了支持。印度NHM明

确表示:“这项政策将为印度的普通民众提供清洁

燃料，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和原油进口。”115

事实上，所达到的LCOH和LCOA水平比为印度钢

铁和化肥行业进口化石燃料更具竞争力。在化肥 

 

行业，目前印度80%的氨依赖进口：25%至30%

的化肥消费来自进口氨(每年耗资逾13亿美元)，

超过60%的国产氨是使用进口液化天然气116生

产的。对进口的依赖是印度使用绿氨生产国内

化肥的一个主要战略原因，此次能源系统模型

（EMS）的结果表明，在没有补贴或二氧化碳

定价机制的情况下，在短期内是可能实现这一

转变的。 

其次，研究结果也证明了印度利用贫瘠土地上

剩余的VRE产能生产出口燃料的潜力，比如燃料

补给。印度的NHM再次明确表示：“我们的目标

也是让印度成为绿氢和绿氨的出口中心。”117研

究结果表明，印度确实可以利用VRE资源来生产

足够低成本的氨(使用贫瘠和废弃土地分类假设)，

例如，到2050年，印度可以轻松满足全球航运

燃料需求（世界银行预测）的10%以上。118
 

除印度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需要对绿氢、

绿氨对负荷转移的潜在作用建模，这些国家和

地区在本地VRE供需不匹配上具有独特性，且

具有特定国家的电力与其他行业耦合需求。 

我们所展示的模型，其真正价值并不是面向

2050年能源系统模型（ESM）的精确结果，而

是强调杠杆作用或敏感干预点以及系统设计的

基础119，这将极大地改变系统转型的最终状

态。我们发现，氢和氨如果完全整合，可以成

为改善电网的杠杆。我们希望本文的分析能够

激励和促进更多的研究团体去扩展不同地区的

能源系统模型（ESMs）和相关假设，探究电力

与其他行业耦合的潜在影响。 

 
 

 

113 Central Electricity Authority. (2020). Growth of Electricity Sector in India from 1947-2020. Technical Report. URL: https://cea. nic.in/wp-content/uploads/ 

pdm/2020/12/growth_2020.pdf 

114 Ministry of Power. (2022). Ministry of Power Notifies Green Hydrogen/Green Ammonia Policy. URL: https://pib.gov.in/pib.gov.in/Pressreleaseshare. 
aspx?PRID=1799067 

115 Ministry of Power. (2022). Ministry of Power Notifies Green Hydrogen/Green Ammonia Policy. URL: https://pib.gov.in/pib.gov.in/Pressreleaseshare. 
aspx?PRID=1799067 

116 IEA. (2021). India Energy Outlook 2021. Technical Report,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doi:10.1787/ec2fd78d-en. 

117 Ministry of Power. (2022). Ministry of Power Notifies Green Hydrogen/Green Ammonia Policy. URL: https://pib.gov.in/pib.gov.in/Pressreleaseshare. 

aspx?PRID=1799067 

11 Englert, D. et al. (2021). The Potential of Zero-Carbon Bunker Fuel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Bank Technical Report. URL: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 
org/handle/10986/35435. 

119 Farmer, D. et al. (2019). Sensitive Intervention Points in the Post-Carbon Transition. Science 364: 13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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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最具成本效益的碳定价形式是什么？

中国（及一般）排放交易和碳税建模 
Simon Sharpe (气候支持团队；世界资源研究所)、Huaiyu Wang (北京师范大学)、Jia Liu (北京

仁木咨询公司)、Tianyi Wu (北京师范大学)、Zheng Kang (北京师范大学)、Zhangang Han (北

京师范大学)、Aled Jones (安格利亚·罗斯金大学)、Davide Natalini(安格利亚·罗斯金大学)、

Pete Barbrook-Johnson (牛津大学) 

 

政策问题：中国最具成本效益的碳定价形式是什么？ 

地区：中国 

研究方法：一项系统映射实验（定性）和两个基于主体的模型（定量）。 

主要发现：排放交易计划的设计应避免引入排放的平衡反馈。没有这一点，

碳税将更具成本效益。电力行业的竞争，更准确地说，一个清晰的价格信号，

是碳定价政策发挥作用的关键。 

交流互动：本案例研究是中国政策团队和分析师、中国学者和英国研究人员

长期密切合作的结果。因此，主题、问题和建模部分都是与政策利益相关方

密切合作、共同设计的。 

 

 

介绍 

碳定价通常被认为是实现脱碳最有效的政策。

EEIST项目之前的报告质疑了这一看法，并指出该

提议来自于一种均衡假设，而这种假设似乎与低

碳转型的背景不相容，考虑经济中的反馈可能会

导致不同的结论。尽管如此，碳定价仍广泛应用：

世界银行统计了2022年实施的70项碳定价举措，

覆盖了47个国家和36个地方。因此，政府十分关

注碳定价形式以及碳定价在何种情况下最有可能

有效。如何利用碳定价快速、低成本地推动低碳

转型？ 

碳定价仍然是目前的一个政策问题。欧洲联盟正

在考虑扩大其排放交易计划，印度和巴西也在考

虑新的计划，中国在2021年就实施了一项国家计

划，关于不同定价机制的影响和优点及其与其他

政策的相互作用仍有争议。 

虽然有多种方法可以引入有效的碳价，如拍卖、

影子价格和其他引入间接价格的监管，但大多数

碳定价政策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碳税，即按照固

定税率(可能是恒定的，也可能上下浮动)对排放

征税；二是限额交易计划，也称排放交易计划

(我们交替使用这两个术语，但主要使用后者)，

这一计划要求公司购买在市场上交易的排放配额，

供应额度有上限(可能是恒定的，也可能上下浮

动)。 

一般来说，经济学家认为，两种形式的碳定价基

本上是等价的。两者都有望激励企业减少排放，

直到边际减排成本等于碳价。从第一个近似值来

看，两种碳定价方式激励减排的效果以及减排总

成本预计是相当的。一般结论是，两种方式之间

的差异在于实施的细节。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偏好

问题：碳税为碳价水平提供了确定性，对企业有

好处，而排放交易计划为排放水平提供了确定性，

对政策制定者具有吸引力。 

在本案例分析中，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何种

碳定价方式最具成本效益。由于低碳转型是一个

变化的过程，我们不假设均衡。相反，我们采用

考虑经济动态的分析工具，来理解不同形式的碳

定价(单独实行以及与其他政策相结合)可能产生

的影响。 

本案例分析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使用系统映

射来建立对经济动态的基本理解，不同的碳定价

方法可能会产生或影响经济动态。第二部分使用

一个基于主体的模型来探索碳定价的替代方法在

假设的电力行业中的有效性，这一电力行业具有

一个竞争性的发电市场，如英国或欧洲的电力市

场。第三部分使用第二个基于主体的模型来分析

中国碳定价政策选择的有效性。在每一部分的最

后，我们给出了政策结论。 

 

摘要：作者使用定性系统映射的方法，结合两个基于主体的有效定量模型，

来探索不同的碳定价方案在中国的有效性问题。系统映射法展示了排放交

易计划应如何引入排放的平衡反馈，放缓进度，基于主体的模型提出税收，

或许能以更加有效的方式进行补充。同时，该模型还展示了能源技术之间

的竞争对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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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https://eeist.co.uk/eeist-reports/ 

121 https://carbonpricingdashboard.worldbank.org/ 

122 Stavins, R. (2019). The Future of U.S. Carbon-Pricing Policy. M-RCBG Faculty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019-02. Available online: https://www.hks.harvard.edu/ 

centers/mrcbg/publications/fwp/2019-02 (Accessed September 1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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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碳定价方案的系统映

射 

什么是系统映射？ 

系统映射是一套方法的集合，其中所有的方法

都是为了在图和模型中构建系统或系统的某些

方面而设计的。123系统映射方法有定性的，如

丰富的图片或变革理论图；也有定量的(包含

模拟法)，如贝叶斯网络或系统动力学。多数

(非全部)系统映射方法关注系统中的原因和影

响，试图描述因果关系。关注原因和影响的方

法倾向于使用节点和边的网络来表示变量或因

素之间的影响。 

In this case study, we use a systems mapping 

approach called ‘causal loop diagrams’. The method 

can be used by individual researchers, or built with 

groups of stakeholders, to produce maps which 
are organised around core feedbacks, sometimes 

feedbacks in the economic system of interest – the 

power sector, its technologies and the carbon pricing 

policies – that would either help or hinder rapid and 

cost-effective decarbonisation. 

The maps are based on a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reviews, expert opinion and stakeholder discussion. 

They are kept intentionally simple, to focus on 

the feedbacks at the centre of this system, rather 

than bringing in lots of broader information. They 

are not formally validated, but almost all the 

relationships in them are logically true (e.g. if the 

cost of a technology goes down, its relative cost 

to competitors must also decrease) and the rest 

are backed up by well-established concepts (e.g. 

deployment of technology tends to push down its 

price – Wright’s law). 

System maps of different carbon pricing 

mechanisms 

We developed system maps of five carbon pricing 

policy scenarios: (i) no intervention, (ii) carbon tax, 

(iii) ETS, (iv) 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 and (v) 

图27：“无干预”系统图——清洁技术以往的部署促进了“边做边学”，降低了成本，从而鼓励了更广泛的部署，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支持了强化反馈

中的“边做边学”(R1)。注意：积极和消极影响指的是数学关系，而不是规范关系（“积极”表示变化相同，同增同减，而不是指影响是积极、可取

的） 

 

called ‘system engines’. These come in two kinds: 

reinforcing feedbacks, in which an increase in one 

variable leads to a further increase in the same 

variable, tending to amplify impact or accelerate 

change; and balancing feedbacks, in which an 

increase in one variable leads to a decrease in 

the same variable, tending to limit change or 

preserve stability. 

Causal loop diagrams are sometimes the first step 

in building a System Dynamics simulation model, 

but not always. Sometimes, ‘behaviour-over-time’ 

(BOT) graphs are produced for causal loop diagrams 

combinations of these. We describe only the first 

three here. 

no policy intervention and learning-by-doing 

The ‘no intervention’ system map (Figure 27) serves 

to emphasise the powerful feedback created by 

‘learning-by-doing’ described by Wright’s law, 

whereby deployment of a technology tends to 

generate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in that technology, 

which decreases costs. That in turn makes the 

technology relatively cheaper and thus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further deployment. This is a well- 

documented reinforcing feedback which pushes 
deployment of clean technologies up and drives 

Carbon tax 

Figure 28 presents the first map with a carbon pricing 

policy intervention: a carbon tax. Here, we see the 

same reinforcing feedback around learning-by- 

doing, with the addition of a policy factor directly 

affecting the cost of carbon technologies. We can 

see clearly that adding a carbon tax strengthens 

the existing reinforcing feedback loop without 

creating any other influences. We would expect 

this to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clean technology 

deployment and cost reduction, all else being equal. 

In this example, there is no use of the revenue generated 

by the tax. However, if we wanted to include carbon  

tax revenue recycling, this could be done by adding in a 

revenue factor based on emissions generated, and then 

loop this round to either the cost of clean technologies 

(representing a subsidy for deployment) or to innovation 

in clean tech (representing  investmen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either case, this w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reinforcing feedback of clean technology 

deployment and cost reduction – either by reducing  

the relative cost of clean technologies, or by increasing 

clean technology innovation. 

which attempt to describe the expected behaviour 

of the feedbacks through time. Though these look 

like quantitative plots, they are based purely on our 

qualitative expectation about how feedbacks interact 

and are not the outputs of any quantitative analysis. 

how did we build these systems maps? 

To compare the dynamic effectiveness of carbon 

pricing policy options, we conducted a systems 

thinking and mapping exercise using the method 

developed by Meadows (2008).124 The focus of this 

exercise was to use systems mapping to identify 

emissions down.125
 

Beyond this feedback, the ‘no intervention’ map 

also shows the effect of another policy: the push 

for increased efficiency in fossil fuel technologies. 

This can reduce emissions from fossil-fuelled power 

plants; however, it may also reduce the total cost of 

electricity from these technologies, making them 

more competitive compared to clean technologies. 

This could weaken the reinforcing feedback of clean 

technology deployment and cost reduction, unless 

counteracted by other policies. 

图28：碳税——碳税增加了碳技术的成本，降低了清洁技术的相对成本，加强了“边做边学”的强化反馈（R1）

 

 

 

 
 

123 Barbrook-Johnson, P. and Penn, A. (2022) Systems Mapping: How to Build and Use Causal Models of Systems. Palgrave. 

124 Meadows, D. (2008). Thinking in Systems: A primer. Chelsea Green, White River Junction. 

125 Way, R. et al. (2022). Empirically Grounded Technology Forecasts and the Energy Transition. Joule 6(9): 2057-2082. Note, this work also appears in this report as a case study. 

在本案例分析中，我们使用了一种称为“因果循环

图”的系统映射方法。该方法可由个体研究人员使

用，也可以与利益相关者团体一起构建，生成围绕

核心反馈组织的图，有时也称为“系统引擎”。有

两种类型：强化反馈，其中一个变量的增加导致同

一变量的进一步增加，倾向于放大影响或加速变

化；平衡反馈，其中一个变量的增加导致同一个变

量的减少，倾向于限制变化或保持稳定。 

在某些情况下，因果循环图是建立系统动力学模拟

模型的第一步（并不总是如此）。有的情况下，需

要为因果循环图制作“随时间变化的行为”(BOT)

图，描述随时间变化的预期反馈行为。虽然看起来

像定量图，但是这些图完全基于我们对反馈相互作

用方式的定性预期，而不是任何定量分析的结果。 

系统图是如何构建的？ 

为 了比 较 碳 定 价政 策 选 项 的动 态 效 果 ，我 们 使 用

Meadows （2008）开发的方法进行了系统思考和映

射。124这项工作的重点是使用系统映射来确定相关经

济系统中的反馈——电力行业、电力技术和碳定价 

政策——对快速、经济脱碳具有助力或阻碍作用。 

上述系统图是基于文献综述、专家意见和利益相关者的

讨论绘制而成的。我们有意将系统图简化，是为了关注

系统中心的反馈，而非引入大量广泛的信息。虽然没有

经过正式验证，但其中几乎所有的关系在逻辑上都是正

确的(例如，如果一项技术的成本下降，其相对于竞争对

手的成本也必然下降)，其余的则得到公认概念的支持(如

技术的部署往往会压低其价格——莱特定律)。 

不同碳定价机制的系统图 

我们设计了五种碳定价政策情景的系统地图： (i)无干

预，(ii)碳税，(iii)ETS，(iv)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以及

(v)这些政策的组合。这里我们只描述前三种。 

没有政策干预和“边做边学” 

“无干预”系统图(图27)强调莱特定律中“边做边学”

所产生的强大反馈，即一项技术的部署往往会为该技术

带来学习和创新，从而降低成本。这反过来使得该技术

相对便宜，从而增加了进一步部署的可能性。这是一个

有据可查的强化反馈，推动了清洁技术的应用并降低了

排放。125 

除了这一反馈，“无干预”系统图还显示了另一项政策

的效果：推动化石燃料技术提高效率。这可以减少化石

燃料发电厂的排放，但也可能降低这些技术的总电力成

本，使其与清洁技术相比更具竞争力，因此有可能削弱

清洁技术部署和成本降低的强化反馈，除非有其他政策

予以抵消。 

 

 

图28是碳定价政策干预的第一张系统图：碳税。这张图

中增加了一个直接影响碳技术成本的政策因素，我们看

到了同样的 “边做边学”强化反馈。可以清楚地看

到，增加碳税加强了现有的反馈回路，而没有任何其他

影响。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我们预计这将加速清

洁技术的部署，降低成本。 

 

在这个例子中，没有涉及税收收入的使用。然而，如果

想加入碳税收入的利用，可以通过增加基于排放的收入

因子来实现，并将其应用到清洁技术的成本（代表技术

部署的补贴）或清洁技术的创新（代表研发投资）。无

论哪种情况，此举都将通过降低清洁技术的相对成本，

或增加清洁技术创新，进一步强化清洁技术部署和成本

降低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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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交易计划 

The next system map shows a different picture, 

with Figure 29 presenting the same diagram but 

for a standard ETS. Here the structure of the map 

change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a balancing 

feedback (i.e. where a change induces an effect 

which in turn reverses the first change, thus acting in 

a self-regulating way) via the permitting system the 

scheme creates. The logic of this balancing feedback 

is that, as emissions generated falls, the demand 

for permits will fall, and thus the permit price will 

fall (since the supply of permits is fixed by the cap), 

which will reduce the total cost of carbon technology 

and thus increase the relative cost of clean tech 

and reduce the likelihood of further deployment. 

This balancing feedback counteracts the effect of 

the reinforcing feedback, limiting the ability of the 

carbon price to encourage faster clean technology 

deployment and cost reduction. 

The logic of the balancing feedback is relatively clear, 

however there are a number of policy choices that 

will influence its effect. If the emissions cap is set to 

fall quickly over time, there will be a reducing supply 

of permits at the same time as reducing demand, 

with potential for the permit price to either rise or 

fall. The falling cap will ensure a certain level of clean 

technology deployment; however, the balancing 

feedback will continue to operate: a reduction of 

emissions by any actor will decrease demand for 

permits at any moment in time, and decrease the 

incentive for other actors to reduce their emissions. 

This dynamic makes the policy self-limiting in 

its effect. 

Another policy option is to establish a floor price 

for permits, meaning the permit price cannot 

drop below a certain level. This would change the 

dynamics by limiting the range of operation of the 

balancing feedback. With a high enough floor price, 

the balancing feedback could be stopped altogether, 

giving the policy the sam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as the tax. 

Again, there is no use of revenues shown in 

this map, but they could be included by adding 

connections from permit revenues round into either 

cost of clean tech (representing a subsidy) or into 

innovation (representing investmen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 described above for a tax. Either 

of these would strengthen the reinforcing feedback 

of clean technology deployment and cost reduction; 

but this would be at least to some extent offset by 

the balancing feedback of the ETS, making any 

additional effect uncertain. 

“随时间变化的行为”（BOT）图 

虽然在上方的系统图中，政策选择对能源系统动

态的潜在影响更加清晰，但并没有完全解释我们 

预期系统行为会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为

此，我们设计了“无干预”、税收和ETS情景下的清

洁技术部署和清洁技术成本的BOT图表，包括两个

税收情景（一个无收入利用，一个有收入利用；

两个ETS情景（一个有底价，一个无底价)，如图30

所示。BOT图表说明，存在一种潜在的强化反馈：

增加清洁技术的部署并降低其成本。“无干预”

曲线显示带来的部署加速。（注意，我们只展示 

图30：税收和排放交易情景下清洁

技术部署和成本的BOT图 

 

 

 

 

 

系统映射工作的政策结论 

系统映射工作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是，这两种政策

选择在各自相互作用的方式上具有根本的差异性。 

了S形曲线的早期部分；如果进一步遵循“无干预”

曲线，预计部署会在某个时候趋于平稳。）税收

和ETS情景都加强了此种强化反馈，因此曲线向左

移动，代表部署进度加快。税收的收入利用计划

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作用方式。然而，由ETS产生的

平衡反馈限制了它的效果，因此部署增加的程度较

小。在实行底价的情况下，ETS的弊端减少了。清

洁技术成本图也呈现了同样的情况，在税收情景下，

成本下降得更快，在没有底价的排放交易体系下

(干预措施)成本下降得最慢。 

 
 
 
 
 
 

the dynamics of the policy. However, since a strong 

floor price makes the scheme operate more like 

tax, this begs the question of why an ETS would be 

preferable if it operates in the same way, but with a 

图29：ETS——该计划支持“边做边学”(R1)的强化反馈，但也引入了平衡反馈。随着排放量的下降，对配额证的需求减少，有助于降低碳价对碳技术成本的影响

(B1) 

 

 
 

碳税不会产生新的反馈，但会加强清洁技术部署和成

本降低的强化反馈。ETS创造了一个平衡的反馈，因

此加强清洁技术的强化反馈幅度较小。在不考虑其

他因素的情况下，这表明碳税可能是更具成本效益

的政策，因为碳税不会造成自我限制。以下几个问

题对政策选择的相对有效性也很重要： 

⚫ 政策力度：在系统映射过程中，为了比较两种

政策的作用方式，我们假设它们的实施力度相

等。在实践中，一项政策的有效性将取决于实

施的严格程度及其动态结构。碳税的实施力度

较弱，使化石燃料成为最具竞争力的选择，因

此对加强清洁技术部署和成本降低的反馈作用

微乎其微。虽然快速下降的碳排放交易限额会

产生平衡反馈，但也可能会加速减排(不一定

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 

⚫ 政策修改：系统映射表明，碳排放交易体系中

的碳底价可以限制平衡反馈的影响范围，改

善政策的动态。但是，由于强有力的底价， 

但是，由于强有力的底价，该计划的实施方式更像

税收，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如果ETS以同样的

方式运行，但其设计更加复杂，而管理负担更重，

为什么会更可取。税收利用似乎有可能增加碳税的

有效性，但是，与ETS一起使用时，额外的效果就

不那么确定了。 

⚫ 市场设计：在系统映射的工作中，我们假设电

力市场中清洁技术和化石燃料技术之间存在竞

争。清洁技术的相对成本和清洁技术部署之间

的关联取决于能源公司根据价格信号来选择技

术的行为。在此种情况不发生的市场中（可能

是因为监管结构，也可能是因为驱动能源公司

决策的其他目标和约束，两者的关联可能会更

弱，甚至无关)。 

前述两种促进作用，或是政治、工业和社会利益相关

者的接受程度。s 

下一个系统图描绘了不同的情况，图29采用了相同

的图，但用于标准ETS。此图中，图的结构随着平

衡反馈的引入而变化（当一个变化引发了某种结

果，而该结果逆转了这一变化时，以自我调节的方

式起作用）。这种平衡反馈的逻辑是，随着排放量

的下降，对配额的需求也会下降，因此配额价格也

会降低(因为配额的供应是由上限决定的)，这将降

低脱碳技术的总成本，从而增加清洁技术的相对成

本，并降低进一步部署的可能性。此种平衡反馈抵

消了强化反馈的效果，限制了碳价对清洁技术加快

部署和降低成本的促进作用。 

平衡反馈的逻辑相对清晰，但是有不少政策选择会

影响其效果。如果排放上限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迅速

下降，那么在需求减少的同时，配额的供应也会减

少，配额证价格有可能上涨或下跌。下降的限度将

确保一定水平的清洁技术部署；然而，平衡反馈将

继续发挥作用：不论哪一方导致的减排都会减少对 

配额的需求，并减少其他方减排的动力。此种相互作用

的方式导致该政策的效果会受到政策本身的限制。 

另一个政策选择是为配额设立底价，也就是说，配额价

格不能低于某一水平。此举将通过限制平衡反馈的操作

范围来改变各因素相互作用的方式。有了足够高的底

价，平衡反馈可以完全停止，使政策具有与税收相同的

动态特征。 

同样，此图中没有考虑收入的使用，但可以通过将配额

收入的环路连接加入到清洁技术成本(代表补贴)或创新

(代表研发投资)中来体现，如上文针对税收的内容所述。

这两者都将加强清洁技术部署和降低成本的反馈；但该

影响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排放交易系统的平衡反馈所抵

消，额外影响也因此变得不确定。 

该计划的实施方式更像税收，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

即如果ETS以同样的方式运行，但其设计更加复杂，

而管理负担更重，为什么会更可取。税收利用似乎有

可能增加碳税的有效性，但是，与ETS一起使用时，

额外的效果就不那么确定了。 

⚫ 市场设计：在系统映射的工作中，我们假设电

力市场中清洁技术和化石燃料技术之间存在竞

争。清洁技术的相对成本和清洁技术部署之间

的关联取决于能源公司根据价格信号来选择技

术的行为。在此种情况不发生的市场中（可能

是因为监管结构，也可能是因为驱动能源公司

决策的其他目标和约束，两者的关联可能会更

弱，甚至不存在。如果此种联系不存在，任何

形式的碳税都很难产生效果，如果排放交易体

系产生效果，很可能以类似监管的方式发挥作

用(其效果与价格无关)。 

前述两种政策的相对优势还可能取决于其它结果

或影响因素。例如，这两种政策对电价的影响，

对新发电容量投资的促进作用，或是政治、工业

和社会利益相关者的接受程度。 

 

 

 



76 77 

 

 

 
 
 
 

 

第二部分：在竞争市场中使用基于

主体的模型来模拟碳定价政策选择 

In this exercise, we compared the same two policy 

options – a carbon tax and ETS using an ABM building 

on earlier work by Chappin.126 This is a different and 

complementary approach. In systems mapping, the 

dynamics of the system are understood by mapp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riables – based on 

logical reasoning or underlying evidence – and 

identifying feedbacks. In an ABM, the dynamics 

of the system are discovered by simulat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economic agents, where 

each agent’s behaviour is driven by a set of 

decision-making rules that it is assumed to hav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methods means 

that they can provide a helpful cross-reference 

when applied to the same policy problem. 

design of the agent-based model 

The ABM that we present recreates an abstract 

closed electricity market composed by 10 companies, 

that produce electricity for an unidentified number 

of consumers which are represented by a demand 

trendline. All electricity demand is met by supply within 

this market, which can be imagined as representing 

a stylised version of an isolated country or of the 

whole world (i.e. there is no trade outside the market). 

Companies can use four technologies to generate 

generating technologies, and the rate at which these 

technology costs fall in response to deployment in 

the model have been taken from Mercure (2012),127 

and the rate of decrease for the emissions cap used 

to simulate the ETS scenario has been taken from 

the real functioning of the EU ETS.128
 

The model simulates a competitive electricity 

market, where electricity from the cheapest units 

of generation is sold first, and then electricity 

from increasingly expensive units is sold until the 

point where supply meets demand. Demand is set 

exogenously and is assumed to increase at 5 per 

cent per year. Electricity demand is assumed to 

be always met and so defines electricity supply. 

Any surplus generating capacity is left unused. The 

price of electricity is set by the cost of the marginal 

unit of supply. The cost of each unit of supply is a 

levelised cost of electricity that includes capital 

costs (depreciation), operating costs (fuel and 

maintenance) and any carbon pricing costs. 

The agents in our model are the energy companies 

who make decisions on what, when and how much 

to invest in new electricity generation technology 

deployment. Each company can choose from the 

following generation technologies: coal, gas, wind 

and solar. Each starts with a different mix of these 

technologies and has different expectations about 

the future. These expectations allow each company 

to project forward one and seven-year trends in 

The model can be run with either of two settings 

governing innovation. In the ‘exogenous’ setting, 

the cost of clean technologies reduces as a function 

of time, following a Moore’s Law relationship 

based on historical data. This can be thought of as 

representing a market that is too small to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clean technology costs (a simplification; in 

reality, factors such as installation and finance costs 

are likely to be influenced by local policy, even if the 

core technology costs are not). In the ‘endogenous’ 

setting, the cost of clean technologies reduces as a 

function of their cumulative deployment, following 

a Wright’s Law relationship based on historical data. 

This can be thought of as representing the global 

market, within whose boundaries all clea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akes place. 

The model is initialised with a list of parameters 

whose values are based on either assumptions or 

empirical literature. In line with established model- 

development techniques, we introduced randomness 

in the 92 initialisation values for some parameters 

and variables, where their values are not completely 

certain (especially where they relate to behavioural 

responses), which allows emergent behaviour to 

appear. The results from many runs can then be 

我们进一步使用一些变量的取值范围，其中典型

的范围是已知的，用以测试对这些变化的输出敏

感性。 

结果 

在模拟过程中，我们调查了各政策在减少排放方

面的有效性。我们还将其与无政策选项进行了比

较。我们在模型的两种创新设定（内生和外生）

下进行了比较。为了确保两种政策比较的公平性，

碳税是通过计算ETS模拟运行的平均碳成本来设

定的（因此每次模拟的平均碳成本是相同的）。

例如，如果内生情景下碳排放交易计划支付的

（平均）碳价为68欧元/吨，那么内生情景的碳

税就设定在这一水平。 

相关的输出变量是排放达到零所需的时间，以

及运行期间的总排放量。图31和表9对结果进行

了总结。 

electricity: coal, natural gas, wind and solar PV. 

The model runs three scenarios: 

1) No policy, where no policy is implemented and 

companies continue to produce and invest along 

a ‘business as usual’ trajectory (BAU). 

2) The ETS scenario, where a policy based on the 

EU ETS is introduced. 

3) The tax scenario, where a carbon tax is introduced 

(where we assume that the tax is introduced as a 

flat rate and the market assumes it will remain at 

this rate over the planning periods). 

The model is partially empirically grounded, meaning 

that part of the data fed into the model as well as the 

parameters used have been informed using real data 

gathered from available literature. In particular, the 

parameters defining the costs of different electricity 

market price, investment costs and policy-related 

variables (i.e. permit price or tax) to anticipate profit. 

They then make a decision on which technology to 

invest in, based on different criteria which define 

their expectations, including attitude towards market 

leadership (being more or less aggressive in trying 

to grow their market share), expectations towards 

technology (being more or less of the view that the 

market will favour renewables, and therefore that 

their cost will decrease more or less rapidly), company 

preference (whether a company views renewables 

more favourably, which could be due, for example, to 

its own historic experience or investor pressure), and 

view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what a company 

believes about how fast the permit price on the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will increase). See Sharpe et 

al. forthcoming, for more details.129 As companies aim 

to maximise their profits, their decisions are a function 

of the expected returns and capital constraints.  

图31：模拟情景中达到零排放的时间(显示最小值、最大值和平均值)(单位：年)。水平条表示每个场景中多个模型的平均值 

 
 

126 126 Chappin, E. (2011). Simulating Energy Transitions. Next Generation Infrastructures Foundation, Delft, The Netherlands. Available online: http://chappin.com/ChappinEJL- 

PhDthesis.pdf 

127 Mercure, J-F. (2012). FTT:Power: A Global Model of the Power Sector with Induce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Natural Resource Depletion. Energy Policy 48: 799-811. Note: 
Values have been converted from $ to £ for consistency for all four technologies (based on 2020 exchange rate). Due to the age of the paper (2012), the parameters related to 
current cost of renewables were outdated. Therefore, these were cross-checked with current values associated with the trend’s position on the cost curves. 

128 EU. (2013). The EU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U ETS). https://ec.europa.eu/clima/sites/default/files/factsheet_ets_en.pdf  

129 Sharpe, S. et al. (Forthcoming). Stuck in First Gear: Why Cap and Trade Causes Decarbonization at Maximum Cost.  

在这个实验中，我们使用的是Chappin设计的ABM模

型，还是对碳税和ETS这两种政策进行比较。这是一

种不同的补充方法。在系统映射中，通过映射变量之

间的关系（基于逻辑推理或潜在证据）、识别反馈来

理解系统的动态。在ABM中，系统的动态是通过模拟

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发现的，其中每个主体的

行为都是由一组假定的决策规则驱动的。这些方法之

间存在差异，在应用于相同的政策问题时可以提供有

益的交叉引用。 

基于主体的模型设计 

我们使用的ABM模型再造了一个由10家公司组成的抽

象封闭电力市场，其中，各公司为需求趋势曲线上的

消费者提供电力，消费者数量不明。所有电力需求都

由这个市场内的供应满足，可以将这个市场想象成一

个孤立国家或整个世界的程式化版本（即市场外没有

交易）。公司可以使用四种技术来发电：煤、天然

气、风能和太阳能光伏。该模型运行的三种情景:  

1) 无政策，即不实施任何政策，公司继续沿着“一切

照旧”的轨迹进行生产和投资(BAU)。 

2) 排放交易计划情景，引入基于欧盟排放交易计划

的政策。 

3) 税收情景，其中引入碳税(假设该税以统一税率引

入，且市场假设其在规划期内保持该税率)。 

该模型有部分以实证为基础，表明引入模型的部分数

据以及所使用的参数来自从可用文献中收集的真实数

据。定义不同发电技术成本的参数，以及这些技术成

本随着模型中的部署而下降的速率取自Mercure (2012

年)，127用于模拟ETS情景中排放上限的下降速率取自

欧盟碳排放计划的实际实施效果。128 

 

该模型模拟了一个竞争性的电力市场，首先出售最便宜

的电力，然后出售价格更高的电力，直到供应满足需

求。需求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假设每年增长5%。假定

电力需求总是得到满足，电力供应也基于此进行定义。

任何剩余的发电能力都没有得到利用。电价是由边际单

位供应成本决定的。每单位供应的成本为电力的平准化

成本，包括资本成本(折旧)、运行成本(燃料和维护)以及

碳定价成本。 

模型中的行为主体是能源公司，它们决定在新发电技术

部署中的投资选择、投资时间以及投资金额。每家公司

都可以从以下发电技术中选择：煤、天然气、风能和太

阳能。各公司都从这些技术的不同组合开始，对未来有

不同的预期。公司可以预测未来一年和七年内市场价

格、投资成本和政策相关变量(即配额价格或税收)的趋

势，据此预测利润。然后，各公司根据定义其预期的不

同标准来决定投资哪种技术，这些标准包括对市场领导

地位的态度（积极尝试增加市场份额）、对技术的预期

（认为市场将青睐可再生能源，因此其成本将快速下

降）、公司偏好（公司是否更看好可再生能源，这一点

受其自身的历史经验或投资者压力的影响），以及对政

策有效性的看法（公司对排放交易计划中配额价格增长

速度的看法）。 详见Sharpe等人即将发表的文章。129

由于企业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它们的决策是

预期回报和资本约束的函数。 

该模型可以在两种管理创新的环境下运行。在“外生”

环境中，清洁技术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遵循

基于历史数据的摩尔定律关系。可以认为，这代表了一

个规模太小、无法对清洁技术成本产生显著影响的市场

(一种简化的看法；实际上，即使核心技术成本不受影

响，安装和融资成本等因素很可能会受到当地政策的影

响)。在“内生”环境中，清洁技术的成本随着累积部署

而降低，遵循基于历史数据的莱特定律关系。可以认

为，这代表了全球市场，所有的清洁技术创新都发生在

这个市场的范围内。 

该模型可以在两种管理创新的环境下运行。在

“外生”环境中，清洁技术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降低，遵循基于历史数据的摩尔定律关系。

可以认为，这代表了一个规模太小、无法对清洁

技术成本产生显著影响的市场(一种简化的看法；

实际上，即使核心技术成本不受影响，安装和融

资成本等因素很可能会受到当地政策的影响)。在

“内生”环境中，清洁技术的成本随着累积部署

而降低，遵循基于历史数据的莱特定律关系。可

以认为，这代表了全球市场，所有的清洁技术创

新都发生在这个市场的范围内。 

该模型由一系列数值基于假设或实证文献的参数

初始化。根据既定的模型开发技术，我们在一些

参数和变量的初始化值中引入了随机性，这些参

数和变量的值并不完全确定(尤其是在它们与行为

反应相关的情况下)，允许出现紧急行为。然后，

可以将多次运行的结果进行比较，给出总体平均

值，确保结果不受特定变量选择的影响。此外，

我们进一步使用一些变量的取值范围，其中典型

的范围是已知的，用以测试对这些变化的输出敏

感性。 

 

http://chappin.com/ChappinE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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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达到零排放前的累积排放量(范围)(二氧化碳，单位：吨) of coal power plants in the market, the Chinese scheme 

is relatively conservative, set around 50-60 per cent  

of the ‘most’ efficient plants, to avoid a gap between 

permit supply and demand. This is understandable in 

this initial stage.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al ETS has been described 

as positive (MEE, 2022),131 but it has also been argued 

that the policy has done more to stimulate competition 

between fossil-fuelled power plants (promoting 

greater efficiency) than it has done to promote 

deployment of renewable technologies (IEA,2022).132 

Consequently, there remains discussion on how to 

reform the scheme, and on whether a carbon tax 

There are studies of carbon pricing specifically in 

China using ABM to look at this ETS,138 139 as well as 

IEA and Tsinghua University’s work on the scheme.140 

However, all these studies focus on only one policy 

option at a time, and do not compare tax and ETS. 

design of the China agent-based model 

The structure of the model is illustrated in Figure 

32. The model simulates the decisions of agents 

representing operators of individual power plants. 

(This is an important difference from the model 

described in Part 2, in which agents are companies 

that invest in a portfolio of power plants using 

different technologies.) Agents decide each year 

可以看出，碳税在减排方面的效果优于ETS。在

平均碳价相同的情况下，ETS下达到零排放的平

均时间大约是碳税体系下的三倍。ETS下的累计

排放量也比碳税下的高三倍左右。上述比率在内

生和外生的创新设定下大致相同，说明两种政策

之间的效果差异可能是独立于市场规模的。 

讨论 

上述发现支持了系统映射实验的主要结论：碳税

在动态上优于ETS。ETS的性能受到其平衡反馈的

限制；没有这种限制，税收可以推动快速转型。 

该模型中呈现的情景结果是由不同主体之间的相

互作用而驱动的，其中主体对技术成本和(ETS情

景中)配额价格有不同的未来预期。在该模型中，

有可再生技术成本未来预期范围和未来配额价格。

(由于税收是固定的，所有行为主体对税收情景下

的碳价都有相同的正确预期)。没有一家公司有完

美的远见，所以尽管平均来说他们的预期可能与

实际发生的情况一致，但单独而言，他们的预期

会有差异。这些结果取决于行为主体预期的差异

程度，在税收方案中，强化反馈为早期投资带来 

我们假设在政策的生命周期中没有政策调整。

实际上，政策的修改当然可以在政策的实施过

程中进行，也可以在政策的设计过程中进行。 

第三部分：基于主体的模型，模

拟中国电力行业碳定价政策选择 

在案例分析的最后一部分，我们设计了一个基

于主体的模型来比较中国的碳定价政策选择，

中国的电力市场结构与第二部分模型所模拟的

竞争市场有很大不同。 

 中国碳定价的背景和历史 

中国很早就开始利用计划、监管和其他“命令和

和控制”手段来实现国家政策目标。中国在2020

年前的“国家适当减缓行动”以及2030年前的“国

家自主贡献”中概述的气候变化减排目标也不例

外。然而，自 “十一五计划”（2006-2010年）以 

及2030年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中概述的气候变化

减排目标也不例外。然而，自  “十一五计划”

（2006-2010年）以来，就有呼声呼吁使用“基于市

场的”工具。 

would do a better job. 

Previous studies 

Many studies have compared these two carbon 

pricing instruments in applied contexts. Some have 

focused on specific issues such policy efficiency, cost- 

effectiveness, institutional feasibility or distributional 

impacts,133 134 while others have used modelling 

approaches, such as equilibrium models or cost- 

optimised models, for assessing policy options.135 136 137
 

 

图32：ABM -电力过渡模型示意图 

whether to continue operating their power plant, 

or to decommission it and invest in a new one. 

New agents enter the market if demand for power 

would otherwise exceed supply. When an agent 

enters the market or invests in a new power plant, 

it can choose between the technologies of coal, 

gas, biomass, nuclear, hydro, solar, onshore wind 

and offshore wind. 

回报，而在ETS方案中，平衡反馈抵消这一影响

并延迟了这种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结果受制于本案例分析第一

部分末尾提到的警示：政策力度、政策修改和市

场设计都会影响碳税或ETS的相对有效性。在这

项研究中，为了在替代方案之间进行清楚比较， 

经过几年的准备工作，区域ETS试点于2013年启动，

全国碳市场于2021年7月正式启动。目前，上述市

场仅涉及占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40%以上的电力行

业。市场的设计在两个重要方面与欧盟有所不同。

首先，没有“硬性总量控制”，即排放配额的供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线性减少。相反，每年的排放 

131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2022).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policy and action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Available  at: https://www.mee.gov.cn/ywgz/ 
ydqhbh/syqhbh/202210/W020221027551216559294.pdf [Accessed October 27, 2022]. 

132 IEA. (2021). The Role of China’s ETS in Power Sector Decarbonisation. 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61d5f58d -4702-42bd-a6b6-59be3008ecc9/The_ 
Role_of_China_ETS_in_Power_Sector_Decarbonisation.pdf 

133 Stavins, R. (2019). The Future of U.S. Carbon-Pricing Policy. M-RCBG Faculty Working Paper Series. Available online: https://www.hks.harvard.edu/centers/mrcbg/ 
publications/fwp/2019-02 (Accessed September 10, 2020.) 

134 Mathur, A. and Morris, A. (2014).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a Carbon Tax in Broader U.S. Fiscal Reform. Energy Policy 66: 326 -334. 

135 Fan X. et al. (2022). Is Price Commitment a Better Solution to Control Carbon Emissions and Promote Technology Investment? Management Science. https://doi. 
org/10.1287/mnsc.2022.4365 

136 Hagmann, D et al. (2019). Nudging Out Support for a Carbon Tax. Nat. Clim. Chang. 9: 484-489. 

137 Li, W. et al. (2018). The Impact on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u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Carbon Trading Market in China: A dynamic CGE analysi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0: 511-523. 

138 Maosheng, D. and Wang, B. (2022). Consignment Auctions of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s: An Agent-Based Approach Based on China’s Practice. Energy Economics 
112: 106187. 

139 Tang, L. et al. (2015).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xploration in China: A multi-agent-based model. Energy Policy. 81: 152-169. 

140 https://www.iea.org/reports/enhancing-chinas-ets-for-carbon-neutrality-focus-on-power-sector 

情景 最小值 中间值 平均值 最大值 

内生情景 无政策 290万 1.61亿 3.32亿 19亿 

排放交易计划 300万 2680万 2920万 1.3亿 

碳税 300万 860万 840万 2580万 

外生情景s 无政策 300万 2.13亿 4.13亿 19亿 

排放交易计划 310万 2810万 3020万 1.38亿 

碳税 310万 860万 850万 2630万 

 

配额供应量是“基准”排放强度和总发电量的函数。

第二，排放配额被免费分配给每个发电厂(基于其自身

的发电量，乘以基准排放强度)，而不是通过拍卖的方

式来分配。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中，基准水平设定在

市场上效率排在前10%的燃煤电厂，相比之下，中国

的计划相对保守，基准设定在效率为前50%至60%左

右的发电厂，以避免配额供需之间出现缺口。在初级

阶段，这是可以理解的。 

国家碳市场的进展是积极的（MEE，2022年），131

但也有人认为，该政策更多地刺激了化石燃料发电厂

之间的竞争(提高效率)，而非促进可再生技术的应用

（IEA，2022年）。132因此，关于如何改革碳市场，

以及征收碳税是否会有更好的效果，仍存在争议。 

以往的研究 

多数研究在应用背景下对这两种碳定价工具进行了比

较。有的研究侧重于具体问题，如政策效率、成本效 

益、体制可行性或分配影响，133,134而其他研究则使用建模

方法，如均衡模型、成本优化模型，来评估政策选择。

135,136,137 

在中国，有一些碳税相关的研究使用ABM模型来分析此种

ETS设计，138,139国际能源署(IEA)和清华大学也在这方面做

了一些工作。然而，这些研究一次只关注一种政策选择，

并且不比较税收和ETS。 

中国背景下基于主体的模型设计 

该模型的结构如图32所示。该模型模拟了代表单个发电厂

的行为主体决策。(这是与第二部分中所涉及模型的一个重

要区别，在第二部分中，行为主体是指公司，这些公司投

资了使用不同技术的电厂组合) 每年，行为主体需作出决

定：继续运营原先的发电厂，还是停止运营、投资一个新

的发电厂。如果电力需求超过供给，新的行为主体就会进

入市场。当某个行为主体进入市场或投资一个新的发电厂

时，可以在煤炭、天然气、生物质能、核能、水力、太阳

能、陆上风能和海上风能技术之间进行选择。 

http://www.mee.gov.cn/ywgz/
http://www.hks.harvard.edu/centers/mrcbg/
http://www.iea.org/reports/enhancing-chinas-ets-for-carbon-neutrality-focus-on-power-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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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s’ decisions on whether to operate or 

decommission an existing plant are based on their 

profitability. If the plant is profitable, the agent 

will continue to operate it. Agents have bounded 

rationality, not perfect foresight, so make their 

decisions probabilistically. If a plant is unprofitable, 

then the longer the period of loss-making is, the 

greater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agent will decide 

to decommission it. 

When agents decide which technology to use for 

a new plant, this decision is based on the expected 

profitability of different technologies, calculated 

using their LCOE generation. This decision is similarly 

probabilistic. Agents are heterogeneous in their risk 

preferences: some are risk averse, preferring to 

stick with the technology they have (generally coal) 

and others are more willing to experiment with 

new technologies, even when their costs are higher. 

For more detail, see the appendix.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first decision-making 

rule in this model is that, for an agent to continue 

operating a plant, the plant only has to be profitable 

now, without any consideration of whether a shift 

to an alternative plant using a different technology 

might be more profitable in future. This means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inertia in the stock of existing 

power plants, with strong competition between 

technologies only applying to investment in new 

power plants. We use this as a rough proxy for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China’s electricity market, where 

the interests of some large-scale power utilities are 

often aligned with continuing to run existing coal 

plants despite the potential for alternatives to be 

more profitable. Concern to maintain security of 

electricity supply, for which coal power is seen as a 

safe option, is one significant factor reducing the 

motivation of operators of existing power plants 

The model begins with 14,960 power plants, 

including both fossil (around 3,000 of which are 

covered by the ETS) and non-fossil based, with a 

total capacity of 2,200 GW and total electricity 

generation of 7,700 TWh in 2020 (the first year). 

CO2 emissions in the first year are around 4,500 Mt. 

Attributes of power plants include capacity, fuel type, 

construction year, lifespan, average working hours 

per year, energy efficiency, and emission intensity, 

based on open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related 

assumption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renewable 

technologies (and thus, cost assumptions) is treated 

as an exogenous variable, based on learning curves. 

The capacity, power generation and CO2 emission 

distribution in the base year are shown in the 

appendix. 

The following policy options were tested in the model: 

a) No policy (business as usual). 

b) A carbon tax at CNY 30/tCO2 (~US$4.3/tCO2). 

c) A carbon tax at 50 Yuan/tCO2 (~US$7.2/tCO2). 

Note: these two levels for the carbon tax have 

been chosen to be similar to the average carbon 

price currently generated by China’s ETS 

(CNY 51.20/tCO2 over the period July 2021 

to December 2021). 

d) A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with a soft cap 

(using the benchmark approach as described in 

Zhang et al, 2022) and free allocation of permits. 

This is the closest fit to the carbon pricing policy 

currently implemented in China. 

e) An ETS with a hard cap and permits allocated by 

auction (see appendix for details on the auction 

design used in the model). 

In all cases, the base year was 2020, and the 

图33：BAU情景下的技术演变：发电能力(左上)、发电量(右上)、二氧化碳排放量(下)  

 

 

 

to replace them with alternative technologies. The 

relatively low risk and low difficulty of increasing the 

efficiency of coal power, compared to replacing coal 

plants with a different technology, may be another. 

Electricity demand is exogenous to the model 

and is assumed to increase over time.141 Agents’ 

decisions collectively determine the electricity 

generation technology mix, and therefore also 

the total emissions. 

model simulated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system 

until 2050. 

Results and discussion 

Business as usual 

In the BAU scenario, there is no carbon pricing 

or other policy intervention. The power capacity, 

power generation and CO2 emissions by fuel type 

are shown in Figure 33. 

可以看到，总的趋势是一个缓慢的转型。化石燃

料发电能力，尤其是煤炭发电能力，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下降，而非化石燃料发电能力会上升。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太阳能和风能将占据主导地

位，而总发电量将在2030年增长至2500吉瓦，在

2050年增长至近4000吉瓦。0. 

The turning point of solar power development, due 

to its rapid innovation rate, is around 2035, after 

which its growth isr technologies’ shares of 

power capacity have chang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to 2020: coal’s share falls from 52 per 

cent to 21 per cent; wind’s share rises from 11 per 

cent to 19 per cent, and solar’s share rises from 11 

per cent to 44 per cent. The role of gas-fired units, 

hydro power and nuclear are relatively unchanged. 

The technology mix of power generation follows the 

same pattern as that of power capacity, since the 

model assumes the load factor of each technology 

remains unchanged. CO2 emissions, which mainly 

come from coal and gas power plants, especially 

coal, tend to keep stable before 2030 and then 

decline significantly to below 3,000 Mt in 2050 – 

about two thirds of the level in 2020. 

 
 

141 The relevant assumption is from Jiang and Chen (2021) where the demand in 2030 and 2050 is up to 8,500 TWh and 9,000 TWh, respectively. These assumptions 
might be much lower than latest predictions. Jiang K and Chen Y eds. 2021. China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Evolution 3. 

行为主体基于自身的盈利能力决定运营或关闭现有

工厂。如果工厂盈利，行为主体会继续经营。行为

主体的理性是有限的，而不是完美的远见，所以他

们的决策是概率性的。如果一个工厂无利可图，那

么亏损期越长，行为主体决定关停的可能性就越

大。 

行为主体在对新电厂所使用的技术进行决策时，会

基于不同技术的预期盈利能力（利用LCOE计算得

出）。这一决策同样是概率性的。行为主体的风险

偏好各不相同：有些人厌恶风险，更倾向于坚持他

们现有的技术(通常是煤炭)，而另一些人即使在成本

更高的情况下也更愿意尝试新技术。有关更多详细

信息，请参见附录。 

该模型中首个决策规则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

对于选择继续运营工厂的行为主体来说，该电

厂只需要当前盈利，而不需要考虑使用不同技

术的替代电厂未来是否更有可能盈利。这表明

现有发电厂的存量存在明显的惯性，技术之间

的激烈竞争只适用于新发电厂的投资。我们将

此作为中国电力市场实际情况的粗略代表，在

中国，尽管替代方案更加有利可图，一些大型

电力公司的利益往往与继续运营现有燃煤电厂

相一致。对维持供电安全的关注(煤电被视为安

全的选择)是现有发电厂不愿使用替代技术的一

个重要因素。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与使用

不同的技术取代煤电厂相比，提高煤电效率的

风险和难度相对较低。 

电力需求对于此模型来说是外生的变量，我们

假设电力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行为主

体的决策共同决定了发电技术组合，因此也决

定了总排放量。 

起初，该模型研究了14960个发电厂，包括化石燃料发

电厂(其中约3000个纳入ETS中)和非化石燃料发电厂，

总容量为2200 吉瓦，2020年(第一年)总发电量为7700 

太瓦时。第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4500公吨。电

厂的属性包括发电能力、燃料类型、建造年份、寿命、

每年平均工作时间、能源效率和排放强度，以上信息都

是基于公开的信息来源和相关假设。根据学习曲线，可

再生技术的技术进步(以及成本假设)被视为外生变量。

基准年的发电能力、发电量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布见附

录。 

模型中测试了以下政策选项： 

a) 无政策（一切照旧） 

b) 30元/吨二氧化碳(约4.3美元/吨二氧化碳)的碳税。 

c) 50元/吨二氧化碳的碳税(约7.2美元/吨二氧化碳)

注：两个水平的碳税与中国排放交易体系目前产生

的平均碳价相似(2021年7月至2021年12月期间为

51.20元/吨二氧化碳)。 

d) 设有软性总量控制(使用Zhang等人描述的基准方

法，2022)和配额免费分配的排放交易体系。这是最

符合中国目前实施的碳定价政策的。 

e) 设有硬性总量控制和配额拍卖分配的ETS（有关模型

中拍卖设计的详细信息，请参见附录）。 

在所有案例中，基准年都是2020年，模型模拟了电力

系统到2050年间的演变。 

结论和讨论 

一切照旧 

在BAU的情景中，没有碳定价或其他政策干预。按燃

料类型划分的发电能力、发电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如图

33所示。 

可以看到，总的趋势是一个缓慢的转型。化石燃料发

电能力，尤其是煤炭发电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下降，而非化石燃料发电能力会上升。随着新技术的

发展，太阳能和风能将占据主导地位，而总发电量将

在2030年增长至2500吉瓦，在2050年增长至近4000

吉瓦。 

由于快速的创新率，太阳能发电发展的转折点是在

2035年左右，此后的增长将会加速。煤炭的贡献一般

在2030年之前保持稳定，之后开始下降。与2020年

相比，到2050年，主要技术在发电能力中所占的份额 

将发生显著变化：煤碳的份额从52%降至21%；风能

的份额从11%升至19%，太阳能的份额从11%升至

44%。燃气发电、水力发电和核能的作用相对来说没

有变化。 

发电技术组合遵循与装机容量相同的模式，因为模型

假设每种技术的负载系数保持不变。二氧化碳排放主

要来自煤和天然气发电厂，尤其是煤，在2030年前趋

于稳定，然后在2050年大幅下降至3000公吨以下，约

为2020年水平的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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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税 

图34显示了低碳税情景(CT-30)下的发电能力、

发电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图35显示了高碳税

情景(CT-50)的相同情况。图35的右下方比较了

低水平和高水平碳税以及BAU情景下的排放量。 

结果显示，与BAU情景相比，低碳税对加速2030

年前的转型影响有限。原因很可能是，这种低税

率仅足以推动年限较长且效率较低的燃煤电厂退 

出市场，而大多数燃煤电厂仍在盈利并继续运

营。随着风能和太阳能成本的下降，低碳税适

度增加了这两种发电方式在新产能投资竞争中

相对于煤炭的优势，这导致排放量进一步偏离

BAU。即便如此，2050年的排放量仍在2500公

吨左右，仅比同年BAU的水平低六分之一。 

图35：CT-50情景下的技术演变：发电能力(左上)、发电(右上)和二氧化碳排放(左下)；BAU、CT-30和CT-50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比较(右下)

 

图34：CT-30情景下的技术演变：发电能力(左上)、发电(右上)、二氧化碳排放(下) 

 

 

 

 

 

 

 

 

 

 

 

 

 

 

 

 

 

 

 

 

 

 

高碳税在头十年的影响更大，2020-2030年间排

放量迅速下降，在此期间低碳税的影响很小。然

而，高碳税的优势在随后的几年中逐渐减弱，到

2050年，其对技术组合和年排放量的影响几乎与

低碳税的影响趋同。原因可能是，在转型的后期，

太阳能和风能在新的发电能力投资方面已经超过

了化石燃料，不再需要碳价的作用。与此同时，

即使这种“高”碳税(50人民币或7.2美元/吨二

氧化碳)也太低，不足以阻止大多数煤电厂盈利，

尽管利润不可避免地在缩水；因此，大多数现有

的煤炭厂仍继续运行，不受影响。 

 

政策的结论是，在一个现有发电技术之间几

乎没有竞争的市场中，只有当碳税高到足以

让典型的燃煤电厂无利可图时，碳税才会对

排放产生实质性的持续影响。在我们的模拟

中，碳税需达到大约120 人民币/吨二氧化碳

(或17美元/吨二氧化碳)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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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软性总量控制和配额免费分配的ETS 

在此情景下，如上所述，每个行为主体根据其电

力产出和基准碳强度分配排放配额。随着时间的

推移，随着效率最高的电厂效率提高，该基准逐

渐降低。配额可以免费分配，也可以在行为主体

之间交易。当效率较低的电厂由于基准下降而出

现配额短缺时，就必须在市场上购买额度。这种 

配额交易产生的碳价是使用Chappin (2011年)142设

计的经验公式计算的(详见附录)143。对于效率较低

的煤电厂来说，这意味着成本；对于高效率的煤

电厂来说，这是一个收入来源。 

图36显示了每种技术的发电能力和发电量以及CO2

排放量的模拟输出。图36的右下方显示了配额价

格随时间的变化。 

图37：各个情景下的CO2排放示意图
图38：设有免费分配和拍卖分配配额的ETS情景中随时间变化的

排放量，及其与低碳税、高碳税以及BAU的对比

 

r图36：ETS情景下的技术演变：发电能力（左上）、发电量（右上）、二氧化碳排放量（左下）和碳价（右下） 

 

 

 

 

 

 

 

 

 
 

 

 

 

 

 

 

 

 

 

 

 

 

 

 

 

 
 

从图36(左下方)可以看出，与BAU相比，设有软

性总量控制和配额免费分配的ETS在2020-2030年

期间对排放几乎没有影响。2030年后虽会有一

些影响，但也是非常有限的，尽管碳价稳步上升，

2050年的排放量仅比同年的BAU水平低了不到

10%。 

 
 
 
 
 
 
 
 
 
 
 
 
 
 
 
 
 

 

图37比较了设有软性总量控制和免费配额分配的

ETS在一段时间内的排放量与两种税收方案以及

BAU的排放轨迹。这表明ETS的效果甚至不如低碳

税。 

The explanation for this lies in both aspects of the 

design of this version of the ETS. Free allocation 

of permits means that only a small proportion of 

emissions are subject to any carbon price. Even the 

oldest and least-efficient coal plants only have to pay 

to top up their allocated permits to the total number 

of permits needed; the emissions covered by their 

free allocation are not priced. At the same time, the 

effect of having a soft cap based on the benchmark 

carbon intensity is that the most efficient coal plants 

pay no carbon price on any of their emissions, and 

instead receive a bonus from selling their freely 

allocated permits. Instead of providing a strong push 

to the transition, the policy gives only a small nudge. 

A conclusion for policy is that significant design 

changes are likely to be needed for the ETS to have 

a substantial impact on emissions. These could be, 

for example, a hard cap on emissions that reduces 

over time, and/or emissions permits allocated by 

auction instead of freely. 

Ets with hard cap and auction for permits 

In this scenario, the ETS has a hard cap: the total 

supply of permits is set by the government. In our 

example, the cap is set roughly in line with China’s 

targets of peaking emissions by 2030 and achieving 

carbon neutrality by 2060. The trajectory fixed by 

the cap is a linear decrease from the current level of 

emissions to 4,000 Mt in 2030, and then a steeper 

linear decrease to 2,000 Mt in 2050. (Meeting the 

carbon neutrality target would require a further 

steepening of the trajectory between 2050 and 

2060.144) Agents bid for the permits they need in 

an auction, with the bid for the final permit setting 

the carbon price for the whole market, each year. 

Details of this process are described in the appendix. 

Figure 38 shows that this version of the ETS is 

significantly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free allocation. 

For the period 2020-2030 it performs similarly to the 

high carbon tax. During the period beyond 2030, it 

outperforms the high carbon tax, resulting in annual 

emissions being nearly a third lower than BAU in 

2050. The reason for this is straightforward: the hard 

cap on emissions limits the amount of fossil-fuelled 

power that is allowed to operate. Coal plants are 

gradually forced out of the market, beginning with 

those that are least efficient, and emissions fall in 

line with the cap. 

 
 

142 Chappin, E. (2011). Simulating Energy Transitions, Next Generation Infrastructures Foundation, Delft, The Netherlands. Available online: http://chappin.com/ 

ChappinEJL-PhDthesis.pdf 

143 In order to validate the formula, the permit price was calculated for the base year, using the benchmark of 877gCO2/kWh. The result gives an average carbon price 
of CNY 54.2/tCO2 (with a soft emissions cap of around 4,280MtCO2). These outcomes are close to their actual values in China, providing confidence in the applicability 
of this formula (which was originally designed for simulating the EU ETS). 

 
 
 

144 This is only one possible trajectory for power sector emissions towards meeting the 2060 target. We are not suggesting that it is the most cost-effective trajectory. 

原因在于此种ETS设计的两个方面。配额的免费分配

意味着只有小部分的排放需要支付碳价。即使是年限

最长、效率最低的燃煤电厂也只需支付一定的费用，

就可以将分配配额增加到所需的配额总数；免费配额

所覆盖的排放没有定价。与此同时，基于基准碳强度

的软性总量控制带来的效果是，效率最高的燃煤电厂

无需为其任何排放支付碳价，而是通过出售免费分配

配额获得收益。这项政策只对低碳转型有轻微的推动

作用，并没有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政策结论指出，对于ETS来说，要对排放产生实质性

的影响，需要重大的设计改变。例如，可以硬性规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排放总量要减少多少，也可以是通过

拍卖而非免费分配的方式来发放配额。 

设有硬性总量控制和配额拍卖的ETS 

在这一情景下，ETS有硬性总量控制：配额的总供应

量由政府设定。在我们的例子中，总量的设定大致符 

合中国的“双碳”目标：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到

2060年实现碳中和。根据总量确定的轨迹是从目前的

排放水平线性下降到2030年的4000公吨，然后以更快

的速率线性下降到2050年的2000公吨。(要实现碳中

和目标，需要在2050年至2060年间进一步降低轨迹的

陡度。144)行为主体在拍卖中竞标所需的配额，每年最

终配额的竞标决定了整个市场的碳价。附录中描述了

该过程的细节。 

图38显示，该种ETS设计比免费分配更加有效。在

2020-2030年期间，EST的效果相当于高碳税。在

2030年以后，其效果优于高碳税，导致年排放量比

2050年的BAU低近三分之一。原因很简单：排放的硬

性总量控制限制了允许运行的化石燃料发电量。燃煤

电厂逐渐被挤出市场（首先是那些效率最低的电

厂），排放量减少至与总量控制一致的水平。 

 

http://chapp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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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考虑的是，此种ETS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

“基于市场”的政策。由于现有发电技术之间的

竞争有限，燃煤电厂的运营时间会长于竞争更

激烈的市场。这说明排放配额的需求总是高于

供给，如图39所示，碳价随着时间稳步上升，

如图40所示。（这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中波动

的碳价明显不同）。虽然能够实现稳步增长，

但是碳价从来没有达到让一个现有燃煤电厂

无利可图的水平（大约120人民币/吨的二氧

化碳）。考虑到这些特点，碳排放交易体系

的作用似乎更像是一种监管：通过对发电厂

被允许的碳强度设定一个限制(随着时间的

推移，配额的碳强度会降低)，可以达到类

似的效果。 

Policy conclusions from Part 3 

The lack of competition between technologies 

in the market for existing power generation (as 

opposed to investments in new capacity) limits the 

effectiveness of either form of price-based policy. 

A large amount of existing coal-power generating 

capacity is difficult to shift. Referring back to Figure 

27, the link between relative cost of clean technology 

and clean technology deployment is weakened, 

and this weakens the reinforcing feedback of clean 
technology deployment and cost reduction. 

China’s ETS experiment in the power sector 

must be cautiously designed in order to avoid 

disturbance to power generation, energy supply 

and economic growth, given the context of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goals, geopolitical tensions 

and impacts of the Covid pandemic. The observed 

progess in these two years (2021-2022), and the 

simulated outputs described above, look relatively 

modest; however, more significant progress could 

be expected when the system is incorporated 
and coordinated well with deepening electricity 

图39：一段时间内排放配额的需求和供给比率。大于1的比率表明需求大于供给 

 

 

 
 

图40：随时间变化的碳价 

 

In such a market, a carbon tax can contribute 

to reducing emissions by influencing the choice 

of technology for new power capacity, but this 

contribution is modest. A carbon tax appears likely 

to have a substantial and sustained impact on 

emissions only if it is high enough to make existing 

coal plants unprofitable, so that they are increasingly 

replaced with zero-emission technologies. 

In this market, an ETS with a soft cap, loose 

benchmark level and free allocation of permits 

leads to emissions similar to BAU. An ETS with a 

hard cap and an auction for permits can have a 

stronger effect, but its functioning appears to be 

similar to that of a carbon intensity regulation. 

Arguably, a regulation would be an administratively 

simpler way to achieve the same result. 

market reform. 

Introducing greater competition into the electricity 

market is likely to be desirable in any case, to enable 

greater deployment of low-cost, low-emissions 

power-generating technologies. If China’s market 

is reformed in this direction, the carbon pricing 

policy options will increasingly resemble those 

described in Part 2, such that a carbon tax is likely 

to drive faster progress in the transition than an 

ETS of equivalent strength. 

 
 

 

政策结论 

现有发电市场上的技术之间缺乏竞争（而不是对新容

量的投资）限制了任何形式的基于价格的政策的有效

性。现有的大量燃煤发电能力难以转移。参考图27，

清洁技术的相对成本与清洁技术部署之间的联系被削

弱，这削弱了清洁技术部署和成本降低的强化反馈。 

政策结论指出，对于ETS来说，要对排放产生实质性

的影响，需要重大的设计改变。例如，可以硬性规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排放总量要减少多少，也可以是通过

拍卖而非免费分配的方式来发放配额。 

在这个市场上，由于碳市场具有软性总量控制、宽松

基准水平和自由分配的配额，排放与常规情景类似。

如果碳市场具有硬性总量控制和配额拍卖，可能会产

生更强的效果，但其功能似乎与碳强度监管类似。监

管将是行政上更简单、效果相同的方式。 

 

鉴于中国的发展目标、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新冠疫

情的影响，中国在电力行业的排放交易实验必须谨

慎设计，以避免干扰发电、能源供应和经济增长。

这两年（2021-2022年）观察到的进展和上述模

拟输出看起来相对温和。当排放交易机制与深化电

力市场改革相结合并协调，预计会取得更大的进

展。 

在任何情况下，电力市场引入更大的竞争都可能是

可取的，以便能够更多地部署低成本、低排放的发

电技术。如果中国市场朝着这个方向改革，碳定价

政策选项将越来越类似于第二部分所述，因此碳税

可能会比同等力度的排放交易机制更快地推动转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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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激活中国、印度、欧洲及美国电

动汽车的临界点 
Aileen Lam （澳门大学）, Pim Vercoulen （剑桥计量经济学会&埃克塞特大学）, Jean-

Francois Mercure （世界银行）, Simon Sharpe （气候行动倡导者团队） 

 
政策问题：在推动汽车电动化转型方面，哪些单独政策或一揽子政策最有效？

在道路运输部门成本以及宏观经济影响方面，快速转型相较于慢速转型哪个

更好？ 

地区：全球范围 

研究方法：E3ME-FTT：交通模型 

主要发现：主要市场即将到达电动汽车和内燃机汽车的成本平价临界点。电动

汽车补贴缩小了电动汽车和内燃机汽车之间的成本差距，而对电动汽车征收

的小额税款可以覆盖补贴，达到税收中性。在推动汽车电动化转型方面，单

独实施时，法规比财务激励手段更具有成本效益，并且有助于形成高效的政

策组合。相比慢速转型，快速实现汽车电动化转型更能够节省成本。宏观经

济层面，汽车电动化转型可能对大型石油进口国产生相对积极的影响，而对

大型石油出口国产生相对消极的影响。 

交流互动：本研究信息来源于EEIST伙伴国政府。政策制定者对下列议题表现

出了兴趣：何种水平的电动汽车补贴措施有效、不同政策的相对成本效益、

以及对特定政策以不同严格程度实施产生的效果方面。 

介绍 

The transport sector represented 23 per cent of 

global CO2 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 in 2021.145 

Private passenger road transport generates 45 

per cent of transport emissions and 30 per cent 

of its growth, and thus requires urgent attention 

from policymakers.146 Electric vehicles (EVs)147 have 

been seen as a major component of the solution for 

decarbonising private passenger road transport.148 

Due to sustained EV policy support already introduced 

around the world, the number of EVs on roads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with about 16.5 million EVs 

globally in 2021. At the same time, battery prices 

have fallen significantly from US$1,100/kWh in 2010 

to US$137/kWh in 2020149 – an 88 per cent drop that 

is largely a result of economies of scale in production 

and innovation through various forms of learning 

as production and sales increase. However, after a 

decade of declines, battery packs across all sectors 

have increased in cost to around US$150/kWh in 

2022, as a result of material prices elevation.150
 

As EV sales increase, a number of countries have 

set targets to make all new cars zero emission.151 For 

instance, the EU has now agreed to require all new 

car sales to be zero emission by 2035. However, some 

leading markets, including the US and China, have 

so far only set interim targets – aiming for EV shares 

of car sales by 2030 of 50 per cent and 40 per 

cent respectively. Their decisions on the pace of the 

transition are likely to take into account perceptions 

of feasibility, estimates of the future affordability of 

EVs152 and expectations of the impact of policies on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jobs, energy security and 

economic growth. 

This case study presents evidence that major 

markets are nearing irreversible EV diffusion tipping 

points. It also identifies policy packages that could 

accelerate the transition to zero-emissions vehicles 

(ZEVs) and that could accelerate reductions in their 

cost; and it highlights the macroeconomic benefits 

of a fast transition (leading to 100 per cent ZEV 

sales in 2035 in the leading markets) compared to 

a slow transition. Early policy success in the leading 

car markets could induce an EV transition in the rest 

 
145 

of the world by increasing the affordability of EV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adoption of EVs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could bring forward cost parity 

between EVs and fossil-fuelled cars in the leading 

markets. These projections were simulated using 

FTT:Transport on the basis of observed cost for 

more than 2,000 vehicle models, and diffusion 

data for the past 12 years. The E3ME model was 

used to estimate macroeconomic outcomes. 

FTT:Transport model description 

overview 

The Future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s (FTT) 

model is a loose framework method that models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dynamically, based 

on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in markets. The 

FTT:Transport model assumes the presence of 

an adaptive, evolving, path-dependent vehicle 

market with consumers who are heterogeneous 

agents, and vehicle manufacturers who supply the 

market in response to demand. We assume revealed 

preferences, in that the observed cost distribution for 

recent vehicle sales corresponds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consumer preferences and choices. 

The FTT framework models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by a set of logistic differential equations of the 

LotkaVolterra family, which represent gradual 

technological substitution processes. The diffusion 

processes are path-dependent and involve 

positive feedbacks which are captured by the FTT 

framework. Under the FTT framework, consumers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a technology that has lower 

costs, and that has a higher market share as a result 

of availability, visibility, social influence and network 

effects, as well as if it is cheaper. 

modelling heterogeneity with the discrete 

choice theory 

Consumers in the vehicle market are heterogeneous 

and choices are made in a probabilistic fashion. 

We assumed that the market heterogeneity can be 

derived from consumer’s ‘revealed preference’ (i.e. 

their vehicle choices). This is simulated by consumers 

making purchases based on the availability and 

cost of car models in the market and th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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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使用了E3ME-FTT：交通模型来考量一系列政策单独和组合使用

时，在促进印度、中国、美国和欧洲地区的零排放车辆转型方面等起到的作

用。 

2021年全球燃料燃烧所致二氧化碳排放量中，交

通运输部门排放量占了总量的23%。144其中私人

客运道路交通占交通运输排放量的45%，占交通运

输排放增长量的30%，因此这一方面必须立刻引起

政策制定者的重视。145电动汽车146转型是促进私

人客运道路交通脱碳的主要解决方案之一。147由于

持续性的电动汽车政策支持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实

施，投入使用的电动汽车数量大幅增长，2021年

全球就约有1650万辆电动汽车投入使用。同时，

电池价格大幅下降，从2010年的每千瓦时1100美

元降至2020年的每千瓦时137美元 148 ，降幅达

88%，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随着产量和销量的增

长，电动汽车行业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在生产和

革新方面实现了规模经济。然而，经过数十年的价

格下跌，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各行业的电池组成

本在2022年回升至每千瓦时150美元。149 

随着电动汽车销量增长，许多国家设定了实现新车

全部零排放的目标。例如，欧盟达成协定，要求到

2035年实现售出新车全部零排放。150一些主要市

场目前只设定了中期目标，包括美国、中国等。这

两个国家的目标是到2035年实现电动汽车市场占

有率分别达到50%和40%。美国和中国在对转型速

度进行决策时，可能考虑到了众多因素，包括对可

行性的认知、对未来电动汽车的可负担性151的预估

和政策实施对产业竞争力、就业、能源安全以及经

济增长的预计影响。 

此案例分析通过证据表明，主要市场即将达到不可

逆转的电动汽车扩散临界点，并且指明了能够加速

向零排放车辆（ZEVs）转型以及能够加速削减成

本的一揽子政策；此外，还强调了相比慢速转型，

快速转型对宏观经济的益处（使主要市场在2035 

年实现100%零排放车辆销售）。主要汽车市场政策早

日取得成功能提高电动汽车的可负担性，从而带动世

界其他地区的汽车电动化转型，世界其他地区电动汽

车的普及将有助于主要市场提前实现电动汽车和化石

燃料汽车的成本平价。这些预计是基于对逾2000辆车

辆模型的价格的观察以及过去12年的扩张数据，通过

FTT：交通模型模拟得出的。E3ME模型则用于估算宏

观经济影响。 

FTT：交通模型描述 

概述 

未来技术转换（FTT）模型是一个松散的框架方

法，基于市场中的技术竞争，对技术扩散情况进

行动态建模。FTT：交通模型假定存在一个自适应

的、不断发展的、路径依赖的汽车市场，其中消

费者是各种各样的主体，汽车制造商则根据需求

供应市场。我们预设偏好是显性的，观察到的近

期汽车销售的成本分布与各种各样消费者偏好和

选择相对应。 

FTT框架利用Lotka-Volterra模型体系中的一组逻

辑微分方程对技术扩散情况进行建模，代表循序

渐进的技术迭代过程。扩散过程是路径依赖的，

而且会给出积极反馈，FTT框架会捕捉反馈。在

FTT框架下，由于可用性、可见性、社会影响和

网络效应以及价格因素，消费者更有可能选择成

本更低、市场份额更大的技术。 

用离散选择理论模拟异质性 

汽车市场的消费者具有异质性，根据概率做出选

择。我们假设市场异质性可以来源于消费者的

“显性偏好”（即他们的车辆选择），由消费者

根据市场上汽车型号的可用性和成本进行的购买

行为模拟得出。模型隐含了汽车制造商迎合消费 

http://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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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itly assumes that car manufacturers supply 

the market in a way that matches consumers’ 

preferences. In the discrete choice theory, consumers 

have heterogeneous taste and place different utility 
weights on different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图41：该等式用于计算交通平整化成本。 I_i, F_i, 和 MR_i 分别指

平均资本成本（美元）、燃料成本（美元/升）和维护成本（美元/

公里）。EVS_i代表购买时支付给购车者的电动汽车补贴（因此是

负成本）。FT_i是燃油税，单位为美元/升。燃油成本取决于每年的

油耗FE_i (t)和行驶距离（Dist_i）。RT_i是由车主每年根据车辆和类

别支付一次的年度登记税。CF_i是容量因子，单位为公里/年 

销售价格分布表明，交通成本不是影响消费者购

车的唯一因素。消费者也重视许多其他方面的因

素（如舒适度和奢华度），而除了购买价格分布

之外，我们对其他方面的信息知之甚少。有一点

要谨记，技术的金钱成本不尽相同，特别是在不

同的发动机尺寸方面；尽管如此，更高的成本实

际上会带来更高的感知收益，因此成本高昂的豪

华汽车得以与成本低廉的经济型汽车共存。 

如果我们仅仅基于的交通平整化成本（LCOT）

分布对比来模拟技术扩散，则LCOT最小的技术

扩散会更成功，这与历史数据相悖。LCOT缺少

对一些因素的考量，例如舒适性、加速性能和

风格等，这些可以被称为“无形因素”。我们将

此模型的无形因素定义为广义成本和LCOT之间

的差异，广义成本导致了观察到的扩散，而

LCOT是根据车辆资产值的数据计算的。无形因

素的价值是一个经验参数，通过使FTT扩散轨迹

契合我们在模拟最初年份的历史数据中的轨迹

而获得。 

车辆数量预测 

汽车保有量模型用于预测交通需求、能源消耗和

排放量水平。在不同类型的模型中，最著名的方 

Gompertz曲线是一条S形增长曲线，将人均汽车保有

量与人均GDP联系起来。尽管该曲线没有将报废车辆

明确包括在内，但经过实证测试，它可以代表车辆存

量的增长趋势。152我们利用来自不同国家的大量样

本研究了汽车保有量增长趋势，并使用Gompertz

函数来估算汽车数量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 
 

图42：根据此前研究，我们采用Gompertz模型估计汽车存量 

 

客运需求预测 

交通需求受收入、人口、城市密度、家庭结构和

其他人口统计学因素的驱动。本节中的需求估算

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构建了一个计量经

济模型，利用燃油价格、收入、城市化水平、道

路基础设施、城市密度和燃料经济性来预测轻型

车辆（PLDVs）的需求（单位为每辆车公里数）。

然后利用计量经济模型预测未来私人客运车辆运

输需求（每辆车）。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开发了

一个车辆存量模型，并预测未来的汽车保有量，

据此预测对轻型车辆的总需求 

FTT：交通模型中的政策模拟实施和相互作用 

图41直接计算了电动汽车补贴、道路税和燃油税等

财政激励措施，这些因素会影响车辆运营成本。模

型模拟了新的内燃机汽车继续销售的情况下，燃料

经济性法规对旧的低能效车辆在技术类别中的份额

流动的影响。实施燃料经济性法规后，不允许销售

不符合规定能效标准的车辆。因此，道路上的车辆

存量将逐渐被更节能的车辆所取代。 

对于电动汽车强制规定，假设政策在特定时间点从

外部施压改变了车辆类型所占份额。我们假设根据

新车辆技术法规从外部分配最低要求的份额，传统 

 

汽车的市场份额会流向电动汽车。这种方法模拟的

法规旨在对制造商做出要求，即在销售的车辆中，

电动汽车要占一定比例。这种最简化版的政策与

现实世界中的一些电动汽车法规有所出入。在现

实中，政府通过碳信用来分配电动汽车生产配额。

在此我们假设电动汽车强制规定得到了有效执行， 

在FTT模型中，每一层政策在交通部门的去碳化中

都发挥着特定作用。如果这些政策在模型中同时模

拟实施，会影响彼此的有效性。例如，对高排放车

辆征收车辆税的手段将会鼓励消费者购买低排放车

辆。在电动汽车车型有限的消费市场，消费者更有

可能选择低排放的汽油车，而非电动汽车。不过，

电动汽车强制规定的存在，鼓励了制造商加快电动

汽车部署，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样的选择。这样一来，

电动汽车规定的存在使车辆税在引导消费者选择减

排车辆方面的效果更加显著。此外，电动汽车产量

越大，成本就会下降得越快，电动汽车扩散率就会

越高。这也导致了该模型中的技术扩散曲线呈现为

S形。因此，政策的相互作用是FTT：交通模型内在

的一部分。 

Nearness of EV tipping points 

Although EV purchase prices at present can be higher 

than those of petrol and diesel vehicles, EVs  are easier 

to maintain and cheaper to operate. This combination 

means that battery costs are declining rapidly and EVs 

appear soon likely to become the cheaper option in terms 

of total ownership costs, which could lead to a social 

‘tipption than parity of total cost of ownership, for the 

consumers. 

153 Meyer, I. et al. (2012). Scenarios for Regional Passenger Car Fleets and their CO2 Emissions. Energy Policy, 41: 66-74. 
154 Sharpe, S. and Lenton, T. M. (2021). Upward-Scaling Tipping Cascades to Meet Climate Goals: Plausible Grounds for Hope. Climate Policy 21: 421–433. https://doi.org 
/10.1080/14693062.2020.1870097 
155 Bloomberg NEF. (2021) Hitting the EV Inflection Point. 
156 Lutsey, N. et al. (2021). Evaluating Electric Vehicle Costs and Benefits in China in the 2020-2035 Time Fram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Clean Transportation (ICCT).  

157 Lutsey, N and Nicholas, M. (2019). Update on Electric Vehicle Co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2030.  
158 Lam, A. and Mercure, J-F (2022). Evidence for a Global Electric Vehicle Tipping Point. GSI Working paper series number 2022/01. https://www.exeter.ac.uk/media/ 
universityofexeter/globalsystemsinstitute/documents/ Lam_et_al_Evidence_for_a_global_EV_TP.pdf 
159 Cost parity does not happen for all EV models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this depends on the model size and specification. “Initial cost parity” is triggered when cost 

parity is first reached for some vehicle models, in a given market. 

者偏好向市场供应汽车的假设。在离散选择理论

中，消费者品味各异，对不同的产品特性赋予不

同的效用权重。 

FTT模型以进化论的形式使用了离散选择理论。它

使用观察到的成本分布来表示主体的异质性（一

种显示偏好的形式），用二元逻辑链模拟消费者

的决定。在离散选择中，选择根据概率做出，这

意味着离散选择模型中考虑了未观察到的因素，

如品味变化和人际异质性等。就交通运输而言，

选择特定车辆的可能性受到汽车技术各部分的成

本分布广度和技术的市场份额的影响。因此，政

策不会直接引起电动汽车的迅速扩散，激励措施

也不会使所有消费者作出反应。 

交通平整化成本（LCOT） 

对于该模型的决策部分，我们将运输技术的投资

者与运输服务的消费者区分开。为明确区分，将

他们视为独立的实体，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投资者

和消费者可能是同一个人。无论这些角色是否由

同一个人扮演，两种角色都截然不同，因为投资

者购买汽车是为了向消费者出售交通运输服务。

将他们视为独立实体是为了理清技术投资及相关

市场竞争和技术产生的服务消费之间的区别。这

种区分还考虑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购买汽车

的人仍然可以选择乘火车或飞机旅行，而不使用

购买的汽车。即使都是同一个人做出的选择，对

方式的选择区别于对技术的选择。从购买一辆车

或单位运输技术的投资者角度来看，车辆的成本

必须包括与决策相关的所有因素。其中许多因素

很容易从现有数据中量化，而其他因素并非如

此，此处展示了量化过程。购买一辆汽车时，对

资本成本和此后的燃料及维护成本的初始投资和

贷款就由此产生： 

汽车的市场份额会流向电动汽车。这种方法模拟的法

规旨在对制造商做出要求，即在销售的车辆中，电动

汽车要占一定比例。这种最简化版的政策与现实世界

中的一些电动汽车法规有所出入。在现实中，政府通

过碳信用来分配电动汽车生产配额。在此我们假设电

动汽车强制规定得到了有效执行，那么电动汽车销量

在汽车销售中的占比就能达到政府所设定的目标。 

在FTT模型中，每一层政策在交通部门的去碳化中都发

挥着特定作用。如果这些政策在模型中同时模拟实

施，会影响彼此的有效性。例如，对高排放车辆征收

车辆税的手段将会鼓励消费者购买低排放车辆。在电

动汽车车型有限的消费市场，消费者更有可能选择低

排放的汽油车，而非电动汽车。不过，电动汽车强制

规定的存在，鼓励了制造商加快电动汽车部署，为消

费者提供更多样的选择。这样一来，电动汽车规定的

存在使车辆税在引导消费者选择减排车辆方面的效果

更加显著。此外，电动汽车产量越大，成本就会下降

得越快，电动汽车扩散率就会越高。这也导致了该模

型中的技术扩散曲线呈现为S形。因此，政策的相互作

用是FTT：交通模型内在的一部分。 

即将到达电动汽车临界点 

尽管目前电动汽车的购买价格可能高于汽油和柴油汽

车，但电动汽车更容易维护，运营成本也更低。以上

因素意味着电池成本正在快速下降，就总拥有成本而

言，电动汽车似乎很快就会成为更便宜的选择，这可

能会导致到达一个社会“临界点”，即电动汽车成为

大多数消费者的首选。153几项研究分析了代表车型分

别使用电池和内燃机作为动力来源的预计成本154 155 

156 157。结论是，在2022-2027年期间，欧洲、美国和

中国开始达到电动汽车成本平价158（总拥有成本）。

然而，由于折扣率和其他影响决策的因素，对于消费 

 

汽车保有量模型用于预测交通需求、能源消耗和

排放量水平。在不同类型的模型中，最著名的方

法之一是基于逻辑函数对收入-汽车存量模型进行的

经济计量估算。历史表明，GDP增长和经济发展与

汽车保有量的增长相关。此前研究已经基于GDP对

乘用车保有量进行了预测。 

http://www.exeter.ac.uk/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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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3 shows the projected EV ownership costs 

and prices, according to the combined Rogers- 

Wright law (on diffusion and experience curves), 

against ICEVs in all four major car markets until 

the policy horizon of 2050 for three different 

segments, given observed trends, existing 

uncertainties and assuming that current policy 

frameworks are maintained.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s (BEVs) begin to reach 

cost parity within 2022-2025 for all segments. For 

Europe, the US and China, cars at the lower end of 

the price range reach cost parity the earliest, with 

both prices and ownership costs for BEVs already 

lower than ICEVs in China. For a mid-range or luxury 

car, ownership costs of BEVs can achieve parity 

with ICEVs between 2023 and 2025 in China, India, 

Europe and the US (Figure 43). However, plug-in 

hybrid electric vehicles (PHEVs) never achieve cost 

parity with ICEVs and are absent in India. This is 

because PHEVs are on average more expensive to 

own than BEVs (consuming fuel as well as electricity) 

and cost more to purchase than ICEVs (having a 

battery and electric drivetrain as well as a motor). 

Also, cost reductions for BEVs, which have larger 

batteries than PHEVs, are steeper. 

BEV purchase price parity is likely to be achieved 

later than ownership cost parity, and could occur in 

the 2028-2035 timeframe. In some cases (e.g. the 

low-cost segment of the market in India), purchase 

price parity is not achieved before 2040 based on 

existing data, because the few BEV models that 

are available remain a lot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comparable ICEVs. To convince consumers to switch 

to BEVs in markets where their variety is low, the 

subsidies that could break even on a cost basis must 

bridge potentially wide gaps between the prices 

of some conventional vehicle market segments 

and those of scarce zero-carbon alternatives (see 

Figure 44). Alternatively, supply-side policies such 

as ZEV mandates could increase model variety on 

the market and reduce the need for subsidies. 

In the leading markets, more EV models becoming 

available has made EVs more attractive to 

consumers. We observe rapidly rising sales and 

an increase in variety for both BEVs and PHEVs. 

BEVs have recently far outpaced PHEVs in their 

growth, with the latter stagnating in 2019-2021. 

Crucially, EV sales have been entirely unaffect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While EV sales are still 

lagg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India, where 

only a few models are available (Figure 45), sales of 

electric two and three-wheeler vehicles have been 

consistently on the rise. The variety of EVs will need 

to continue to increase in all markets to ensure a 

successful and cost-effective transition. Targeting 

EV purchase incentives at popular ICEV segments 

where EV models are lacking could help to increase 

the variety of EVs available. In the case where very 

few EVs are available in the market, it may also 

be helpful to develop a trade policy conducive to 

increasing imports, or to strengthen the EV supply 

chain domestically. 

Individual policies to support EV 
deployment 

The nearness of EVs to achieving cost parity does 

not guarantee a transition to electric mobility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a country’s economic, industrial or 

climate change goals. We analysed the effectiveness 

of four of the main policy instruments for supporting 

the deployment of EVs: EV subsidy, vehicle tax, 

vehicle efficiency regulation and EV mandate. We 

compared outcomes in terms of cost effectiveness 

of EV deployment; cost effectiveness of emissions 

reduction; and cost reduction of EVs achieved over 

the period. We also compared the macroeconomic 

impacts of fast and slow transition scenarios, in 

terms of economy-wide energy consumption, 

GDP, imports and employment. 

For the purpose of comparison, we defined individual 

policy instruments as follows: 

⚫ Subsidies: ‘Subsidy current’ is an EV purchase 

subsidy at its current level in the specified market. 

‘Subsidy cost parity’ is an EV purchase subsidy set 

at the level required to achieve ownership cost 

parity with an equivalent ICE vehicle in the year 

2022. ‘Subsidy high’ is a subsidy at 150 per cent 

of the baseline/2020 level. ‘Subsidy very high’ is a 

subsidy at 200 per cent of the baseline/2020 level. 

⚫ Taxes: ‘Tax cost parity’ is a tax on ICE vehicles 

set at the level required to achieve ownership 

cost parity with an equivalent EV in the specified 

market in the year 2022. ‘Tax high’ is a tax at 150 

per cent of the baseline/2020 level. ‘Tax very high’ 

is a tax at 200 per cent of the baseline/2020 level. 

⚫ Regulations: ‘Regulation slow’ is an efficiency 

regulation that requires the carbon intensity of 

new vehicles, measured in carbon emissions per 

kilometre, to reduce linearly from its level in 2022 

to 50 per cent of that level by 2035. ‘Regulation 

fast’ requires the carbon intensity of new vehicles 

to reduce linearly from its level in 2022 to zero 

by 2035. 

⚫ Mandates: ‘Mandate slow’ requires 50 per cent 

of new vehicles to be zero emission by 2035. 

‘Mandate fast’ requires all new vehicles to be 

zero emission by 2035. 

Figures 46 and 47 compare the effectiveness 

and cost of these individual policy instruments 

for promoting the deployment of EVs in Europe, 

US, China and India. 

The results indicate: 

⚫ In terms of pure effectiveness at driving the 

transition to electric vehicles, mandates are the 

most effective policy in all four regions. This is not 

surprising: mandates are designed to ensure a shift 

to the new technology. Efficiency regulations, even 

when they have equivalent stringency (requiring 

a full shift of new vehicle sales to zero-emission 

technology by the same date), may achieve less 

of a shift to electric vehicles on the road, because 

at least for some period they can be complied 

with through sales of more efficient petrol or 

diesel cars. 

⚫ subsidies and taxes, when used without the 

support of regulations or mandates, are 

relatively ineffective. Increasing their level 

beyond that required to achieve cost parity 

between EVs and ICE vehicles has relatively 

little additional effect on deployment. This is 

because the tax or subsidy at cost parity level is 

not necessarily enough for many consumers to 

favour EVs, especially in the absence of what are 

perceived as comparable models or sufficient 

numbers of charging stations. Without regulations 

or mandates pushing the pace of diffusion, too 

few consumers are aware of, or have access to, 

the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refore few will take 

advantage of the fiscal incentive until diffusion 

levels are higher. 

⚫ Regulations are generally more cost-effective 

than financial incentives, for driving the 

transition to electric vehicles. This is due to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Regulations and mandates 

achieve a larger shift to EVs by acting decisively 

on supply and imposing hard requirements that 

manufacturers have to meet. In contrast, financial 

incentives – which focus on narrowing the cost 

differences – encourage a change in behaviour by 

consumers but do not require it, and the diverse 

preferences of consumers mean that some will 

remain unpersuaded. At the same time, the cost of 

regulations and mandates (more vehicles bought 

with higher purchase price) is offset by the lower 

operating costs of EVs and more efficient ICE 

vehicles. In China, the cost of regulation is negative 

because the ownership costs for EVs are already 

lower than those of ICEVs. An exception to the rule 

is seen in Europe, where regulations have already 

been in place for some time and the EV market 

is relatively mature and varied. In this context, 

subsidies can be cost-effective. 

⚫ In all cases, taxes are far less cost-effective 

than subsidies. This is because to achieve the 

same effect of cost parity between EVs and ICEVs, 

an EV subsidy only has to be applied to the small 

share of the market currently accounted for by 

EV sales, whereas a tax must be applied to the far 

larger share of the market made up by ICEV sales. 

Figure 48 compares the cost effectiveness of the 

policies in terms of a different outcome: emissions 

reduction. The overall pattern is similar. Regulations 

and mandates generally achieve cumulative 

emissions reductions over the period more cost- 

effectively than financial incentives. Subsidies 

achieve emissions reductions more cost effectively 

than taxes. 

Whether the goal is deployment of EVs or reduction 

of emissions, we find that a fast transition is more 

cost effective than a slow transition (Figures 47 and 

48). Because the system is highly path-dependent, 

a fast transition scenario in the short run leads to 

higher EV diffusion in the long run, and hence it 

achieves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a slower transition 

scenario in terms of EV deployment and CO2 

emissions reductions. Because EVs become cheaper 

to operate than ICEVs relatively early in the period, 

a faster transition yields greater overall cost savings. 

者来说，前期购买价格平价这一因素可能比总拥

有成本平价更重要。 

图43显示了到2050年，根据Rogers-Wright综合

定律（关于扩散和经验曲线），相对所有四个主

要汽车市场中的内燃机汽车，针对三个不同细分

市场预测了电动汽车拥有成本和价格。预测是基

于观察到的趋势、现有的不确定性，并假设当前

的政策框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给出的。 

在2022-2025年期间，所有细分市场的纯电动汽

车（BEVs）开始达到成本平价。对于欧洲、美国

和中国来说，价格相对便宜的汽车最早达到成本

平价，在中国，纯电动汽车的价格和拥有成本已

经低于内燃机汽车。对于中档或豪华车，2023年

至2025年间，中国、印度、欧洲和美国的纯电动

汽 车 的 拥 有 成 本 可 以 与 内 燃 机 汽 车 持 平 （ 图

43）。然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PHEVs）永

远无法达到与内燃机汽车的成本平价，并且在印

度缺少这一车型。这是因为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同时消耗燃料和电力，导致它的平均拥有成本比

纯电动汽车更高，而由于同时配备电池和电力传

动系统以及发动机，它的购买成本也比内燃机汽

车高。此外，纯电动汽车的电池比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的更大，因此成本下降幅度更大。 

实现纯电动汽车的购买价格平价可能会比实现拥

有成本平价要晚，前者可能在2028-2035年期间

实现。现有数据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印度

市场的低成本细分市场），2040年之前难以实现

购买价格平价，因为少数可用的纯电动汽车车型

仍然比同等的内燃机汽车贵得多。为了说服消费

者转向车型较少的纯电动汽车市场，必须利用补

贴促进成本方面的盈亏平衡，弥合部分传统汽车

细分市场与稀缺的零碳排放替代车辆之间潜在的

巨大价格差距（见图44）。另一方面，零排放车

辆强制规定等供给侧政策能有助于增加市场上的

车型种类，减少补贴需求。 

在主要市场，越来越多电动汽车型号上市，增强了电

动汽车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据观察，纯电动汽车和插

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销量和品种都在快速增长。近

期，纯电动汽车的增长速度远超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后者在2019-2021年期间的增长停滞不前。而电

动汽车的销量完全没有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虽

然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电动汽车的销量仍然落后，

只有少数几款车型可用（见图45），但两轮和三轮电

动汽车的销量持续增长。需要继续增加所有市场的电

动汽车种类，以确保转型成功且具有成本效益。针对

电动汽车车型匮乏的内燃机汽车热门细分市场，实施

电动汽车购买激励措施有助于增加可用电动汽车的种

类。在市场上现有电动汽车稀缺的情况下，制定有利

于增加进口的贸易政策或实施国内电动汽车供应链增

强措施可能也有所帮助。 

旨在支持电动汽车部署的单独政策 

电动汽车即将实现成本平价并不能保证电动汽车转

型的结果符合一个国家的经济、工业或气候变化目

标。我们分析了支持电动汽车部署的四个主要政策

工具的有效性，包括电动汽车补贴、车辆税、车辆

能效法规和电动汽车强制规定。我们比较了电动汽

车部署的成本效益；减排的成本效益；以及在此期

间实现的电动汽车成本削减幅度。此外，我们还从

整体经济的能源消耗、国内生产总值、进口和就业

方面比较了快速和慢速转型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 

为便于比较，我们对单独政策工具作出如下定义： 

⚫ 补贴：“现行补贴”是指在指定市场中电动汽

车购买补贴的当前水平。“补贴成本平价”是

根据在2022年达到与同等内燃机汽车拥有成本

平价所需的水平所设定的电动汽车购买补贴。

“高补贴”是指达到基准/2020年水平的150%

的补贴。“超高补贴”是指达到基准/2020年水

平的200%的补贴。 

⚫ 税收：“税收成本平价”是对内燃机汽车征收的一 

种税，税额根据在2022年特定市场中与同等电

动汽车实现拥有成本平价所需的水平而设定。

“高税率”是指税率达到基准/2020年水平的

150%。“超高税率”是指税率达到基线/2020

年水平的200%。 

⚫ 法规：“慢速监管”是一项能效法规，要求新

车的碳排放强度（以每公里碳排放量衡量）直

线下降，到2035年降至2022年水平的50%。

“快速监管”则要求新车的碳排放强度直线下

降，从2022年的水平降至2035年为零。 

⚫ 强制规定：“慢速转型强制规定”要求到2035

年，50%的新车实现零排放。“快速转型强制

规定”则要求到2035年，所有新车实现零排

放。 

图46和图47比较了在欧洲、美国、中国和印度推

广电动汽车的各种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和成本。 

结果表明: 

⚫ 单纯就推动汽车电动化转型的有效性而言，强

制规定是在以上四个地区最有效的政策。这样

的结果在意料之中：强制规定旨在确保向新技

术的转移。而法规即使同样严格（要求新车销

售在同一日期前实现所有新车零排放），也难

以在道路汽车电动化转型方面实现同样的效

果，因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销售更高效的汽

油或柴油汽车也并不违反这些法规。 

⚫ 如果没有配套法规支持，补贴和税收手段相对

来说收效甚微。即使将补贴和税收水平提高到

实现电动车和内燃机车成本平价所需的水平之

上，对电动汽车部署的额外促进作用也相对较

小。这是因为成本平价水平的税收或补贴不一

定足以让大量消费者转而青睐电动汽车，尤其

是在缺乏同等车型或足够数量充电站的情况

下。如果没有推动电动汽车加速扩散的法规，

很少有消费者意识到新技术的存在或接触到新 

技术，因此，在扩散水平进一步提高之前，财政激

励手段的受益者寥寥无几。 

⚫ 就推动汽车电动化转型而言，监管法规通常比财政

激励手段更具成本效益。背后原因很复杂。通过对

供应采取果断行动，并对制造商提出硬性要求，法

规能够帮助实现更大程度的汽车电动化转型。相比

之下，财政激励手段则专注于缩小成本差异，只是

鼓励消费者改变行为，但并不做出强制要求，而由

于消费者的偏好各异，部分消费者仍然不会改变选

择。与此同时，实行法规的成本（以更高的购买价

格购买更多的车辆）被电动汽车和高效的内燃机汽

车的低运营成本所抵消了。例如在中国，监管成本

为负值，这是由于电动汽车的拥有成本已经低于内

燃机汽车。而欧洲的情况则是例外，因为该地区的

相关法规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所以电动汽车市场

已经相对成熟和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发放补贴

可能更具有成本效益。 

⚫ 在任何情况下，税收的成本效益远不如补贴。这是

因为，为了同样在电动汽车和内燃机汽车之间实现

成本平价，电动汽车补贴只需要在目前电动汽车销

售所占的小部分市场范围内施行，而税收则需要在

内燃机汽车销售所占的庞大市场范围内施行。 

图48根据不同的减排成果比较了不同政策的成本效

益。尽管总体模式相似，与财政激励相比，法规在长

期实现累积减排方面的成本效益更高；而与税收相

比，补贴在实现减排方面的成本效益更高。 

无论旨在部署电动汽车还是减排，我们发现快速转型

比慢速转型更具成本效益（见图47和48）。由于技术

扩散系统的路径依赖性高，短期内快速转型的情况会

促进长期内更大程度的电动汽车扩散，因此在电动汽

车部署和二氧化碳减排方面，快速转型效果更显著。

由于目前电动汽车的运营成本比内燃机汽车要低，所

以转型速度更快能够在总体上节约更多成本。 

图49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用于降低电动汽车成本的

政策有效性的变化。变化的原因是电动汽车部署推动

了技术学习和规模经济。监管政策比财政激励手段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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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9 shows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ies in 

driving down EV costs over time. This happens as 

deployment drives learning and economies of scale. 

Regulatory policies are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financial incentives because they are more effective 

in increasing EV deployment. In all cases, the EV 

mandate drives the greatest cost reductions because 

it achieves the highest cumulative deployment of EVs 

(as shown in Figure 45). 

Figures 50 and 51 illustrate the cumulativ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2 emissions reduction under 

different policy scenarios. Overall,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regulations and mandates are significantly more 

effective in reducing CO2 emissions than financial 

incentives and are also more effective at reducing 

energy consumption. 

Policy packages to support EV 
deployment 

In reality, individual deployment policies  are  rarely 

used in isolation. Typically, there are advantages from 

implementing different policies simultaneously. Howe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packages can vary widely. 

Figure 52 shows that the combined effectiveness of 

two policies is generally not equal to the sum of their 

individual effectiveness, but can be either smaller 

(trade-off effect) or larger (reinforcement effect). 

The strongest reinforcement effects are observed 

when EV mandates are used together with efficiency 

regulations; and when EV mandates are used 

together with road taxes. Trade-offs are observed 

when efficiency regulations are combined with road 

taxes or fuel taxes: these combinations achieve less 

than the sum of their parts. 

Figure 53 shows the effect of combining more policies 

in a package, based on simulated scenarios of fleet 

compositions in the four leading markets. Current 

trajectory (A) indicates where markets are headed 

without additional policies. (B) The addition of more 

stringent road and vehicle taxes and EV subsidies 

have limited impacts. (C) Fuel economy regulations 

accelerate conventional vehicle emissions reductions 

but have limited impacts on the diffusion of EVs. 

(D) Adding ZEV mandates magnifies substantially 

the effect of the other policies as it expands their 

effect across vehicle users. In the current trajectory 

scenario (Column A), we assume there are no new 

policy incentives in pla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nsition to 100 per cent EV sales by 2035 will not 

happen without sustained policy. 

Financial incentives that achieve cost parity between 

EVs and fossil fuel cars can help, as discussed above. 

We demonstrate that it is possible to achieve this 

without putting financial pressure on the government 

by considering a revenue-neutral feebate. Table 

10 shows the BEV subsidies required to break cost 

parity with different segments of ICEVs in the leading 

markets in 2023. Subsidies are funded through taxes 

applied to ICEVs at the point of purchase. With the 

range of subsidies on fossil fuel cars listed in Table 10, 

the incentive structure can create a revenue-neutral 

mechanism to fund BEV subsidies that bridge the 

cost gaps between ICEVs and EVs in 2023 in Europe, 

the US and Indi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no 

longer providing subsidies to buyers of EVs so EV 

subsidy in China is not considered here. Because 

EVs are currently only a small share of the market, 

a small tax on each fossil fuel vehicle sold is enough 

to fund a high subsidy on each new EV. 

We found that adopting subsidies to break cost 

parity with ICEVs is not enough to make all new 

vehicles zero emission by 2035 for the reasons stated 

above (Figure 53, Column B). Resolving the supply 

problem of BEVs can be accelerated using ZEV 

mandates or strong efficiency regulations. A number 

of existing studies160 161 162 find that well-designed 

combinations of policy instruments can lead to a 

greater rate of transition than may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any individual instrument. 

In particular, there is a reinforcement effect between 

ZEV mandates and other financial incentives (i.e. 

the presence of two policies offers a larger CO2 

mitigation benefit than the sum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either policy alone).163
 

Given that there is a reinforcement effect between 

the ZEV mandates and other financial incentives, 

we sequentially add EV subsidies, regulations and 

ZEV mandates in panels B-C-D in Figure 53. Adding 

ZEV mandates that guide manufacturers towards 

supplying specific shares of ZEVs going gradually 

towards 100 per cent ensures, in tandem with the 

other policies, that zero emissions at the tailpipe 

can be achieved by 2050 or earlier. 

We compare the results of a gradual tightening of 

the efficiency regulation that leads towards zero 

emissions with a ZEV mandate that leads to 100 

per cent BEV sales in 2035. As shown in Figure 54, 

a ZEV mandate leads to more rapid diffusion of 

BEVs than a gradual tightening of fuel economy 

regulations. This is because the fuel economy 

standard is technology-neutral and allows the 

diffusion of low-emission vehicles such as hybrid 

electric vehicles (HEVs) and PHEVs. In particular, in 

countries where the populations of PHEVs and HEVs 

are much larger than BEVs in the current trajectory 

scenario (e.g. the US and India), a gradual phase-out 

of conventional vehicles sees the opportunity for the 

diffusion of PHEVs and HEVs, due to the strong path 

dependence of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Meanwhile, 

a ZEV mandate that requires automakers to 

produce and sell a certain number of BEVs is a more 

direct measure for encouraging a rapid diffusion 

of BEVs. Given BEVs have no tailpipe emissions, 

more emissions reductions can be achieved with a 

ZEV mandate when it is combined with a gradual 

tightening of fuel economy regulation over the 

simulated period.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brings 
forward BEV cost parity 

The Breakthrough Agenda, agreed by 45 countries at 

COP26 in Glasgow, aims to see countries coordinate 

their actions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of clean energy technologies in order to 

bring down their costs more quickly. Even with recent 

successes of EV deployment in the leading markets, 

reaching a trajectory consistent with climate targets 

requires strong policy action from all countries. 

Figure 55 shows the cost differences between BEVs 

and ICEVs in different scenario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y the leading markets. Assuming 

that no regions implement strong policies towards 

all new vehicles being zero emission induces the 

slowest rate of BEV cost reductions. The adoption of 

policy frameworks that achieve 100 per cent of new 

vehicles being zero emission by 2035 in the leading 

markets (Europe, the US, China) brings forward 

the year at which cost parity is achieved by two to 

five years in Europe, the US and China,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the chances of meeting climate targets. 

In this simulation, we implicitly assumed that the 

markets. This coordination gain justifies strong and 

coordinated action between the major markets, 

and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support to promote 

BEV de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ue to 

diminishing returns in price reductions, early policy 

success has a larger effect on accelerating cost 

reductions. This suggests that policy action in Europe, 

China and the US could b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enabling transitions to ZEVs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A fast transition to ZEVs can lead to 
positive macroeconomic impacts, 
though this depends on the context 

We used the E3ME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transition to EVs and its pace on various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Figure 56 displays the 

impacts of a slow and fast transition compared 

with the reference scenario where such transition 

does not occur. The top row displays the economy- 

wide differences in primary energy demand of both 

scenarios compared to the reference. Electrification 

of the vehicle fleet leads to a large reduction in the 

demand for oil, which is greater in the fast transition 

scenario. In China, oil demand in 2035 falls by 8 per 

cent in the slow transition and by 12 per cent in the 

fast transition, compared to the baseline scenario 

in 2035. In India, the equivalent numbers are 4 per 

cent and 8 per cent. However, the transition also 

requires additional electricity, which requires various 

primary energy sources. In all regions we note an 

increase in demand for electricity, which generally 

includes a mix of renewable energy and fossil fuels, 

depending on the local energy mix. This is reflected in 

power sector emissions, which increase in India and 

the US; however, this is more than offset by emission 

reductions in the transport sector and the fuel 

manufacturing sector (contained in the ‘other energy’ 

group).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fossil fuel electricity 

plants and electricity transmission together are 

generally more efficient than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s of cars in generating movement. 

Looking at GDP, we notice subtly different stories 

for each country. India and the EU show additional 

growth due to the transition to EVs, and the increase 

is higher in the fast transition scenario than in the 

low transition scenario (by US$126bn2020 for India 

and by US$60bn2020 for the EU, compared to the 

reference scenario in 2050). In contrast, the US 
160 Axsen, J. et al. (2020). Crafting strong, integrated policy mixes for deep CO2 mitigation in road transport. Nature Climate Change 10: 809–818. https://doi. 
org/10.1038/s41558-020-0877-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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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Lam, A and Mercure, J-F. (2021). Which policy mixes are best for decarbonising passenger cars? Simulating interactions among taxes, subsidie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China, and India. Energy Research and Social Science 75. https://doi.org/10.1016/j.erss.2021.101951 

battery and EV production capacity is sufficient 
to meet the demand for EVs that results from this 

policy. Meanwhile, BEV adoption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could enable further expansion of production, 

and drive costs down even further in the leading 

and particularly China show lower GDP outcomes 

when undergoing a fast transition compared to the 

reference. China is the only region with negative 

GDP impacts in the slow transition scenario as 

well. These results are driven via a combination 

有效，因为前者能更有效地增加电动汽车部署。

在所有情况下，电动汽车硬性要求实现的电动汽

车累积部署量最大，因此实现的成本削减幅度最

大（见图45）。 

图50和图51显示了不同政策下的累计能耗和二氧

化碳排放减少量。总体而言，结果表明，法规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减少能源消耗方面都比财政

激励手段更有效。 

旨在支持电动汽车部署的政策组

合 

在现实中，很少单独使用某一政策部署。通常，

多种政策并行更具优势。不过，不同政策配套实

施产生的效力可能截然不同。 

如图52所示，通常两种政策配套实施的效果不等

于各自单独实施效果的总和，也许会更小（权衡

效应）或更大（强化效应）。电动汽车强制规定

与能效法规同步施行时，或电动汽车强制规定与

公路税同步施行时，观察到的强化效应最大。而

能效法规与公路税或燃油税配套实施时，就会出

现有得有失的情况：此时政策配套实施所取得的

效果小于各政策单独实施效果的总和。 

图53显示了基于四个主要市场中车辆构成的模拟

情景采用一揽子政策所产生的效果。当前轨迹

（A）显示了在没有额外政策的情况下市场的走

向。（B）增加更严格的道路和车辆税以及电动汽

车补贴的影响有限。（C）燃料经济性法规促进了

传统车辆的减排，但对电动汽车的推广影响有

限。（D）增加零排放车辆的硬性要求增强了对车

辆使用者的影响，从而大大增强了其他政策的效

果。在当前轨迹情景（A栏）中，我们假设没有新

的政策激励措施。结果表明，如果没有持续政策

支持，将难以实现到2035年100%电动汽车销量

的转型目标。 

的转型目标。 

综上所述，实现电动汽车和化石燃料汽车之前成本平价

的财政激励措施会有一定效果。通过实施收入中性的税

收制度，有可能在不增加政府财政压力的情况下实现这

一成本平价目标。表10显示了在2023年主要市场中，

要打破内燃机汽车不同细分市场的成本平价所需的纯电

动汽车补贴金额。补贴的资金来源于在购车点对内燃机

汽车所征税款。根据表10中列出的化石燃料汽车补贴范

围，可以在激励结构中创建收入中性机制，从而为纯电

动汽车补贴提供资金，补贴用于弥补2023年欧洲、美

国和印度的内燃机汽车和电动汽车之间的成本差距。中

国政府不再向电动汽车的购买者提供补贴，因此这里不

考虑中国的电动汽车补贴情况。因为电动汽车目前只占

市场的一小部分，所以对每辆售出的化石燃料汽车征收

少额税款就足以为每辆新电动汽车提供高额补贴。 

我们发现，由于上述原因，采用补贴打破内燃机汽车的

成本平价还不足以实现到2035年所有新车零排放的目

标（见图53，B栏）。实施零排放车辆硬性规定或强有

力的能效法规可以加速解决纯电动汽车的供应问题。大

量现有研究159,160,161发现，相比单独实施任何政策工

具，设计良好的政策工具组合能实现更大程度的转型。

特别是，零排放车辆硬性规定和其他财政激励措施之间

存在一种强化效应（即两种政策并行比其中任何一种政

策单独实施带来更大的二氧化碳减排效益）。162 

鉴于零排放车辆硬性规定和其他财政激励手段之间存在

强化效应，我们在图53的B-C-D的情景中依次添加了电

动汽车补贴、法规和零排放车辆强制规定。增加零排放

车辆强制规定，引导制造商供应占特定市场份额的零排

放车辆，使这一份额逐渐达到100 %。这一举措与其他

政策一起发挥作用能够确保到2050年或更早实现尾气

零排放。 

我们将逐步收紧旨在实现零排放的能效法规和旨在到

2035年实现100%纯电动汽车销售的零排放车辆硬性规 

定的结果进行了对比。如图54所示，与逐渐收紧燃

料经济性法规相比，零排放车辆硬性规定会使纯电

动汽车扩散速度更快。这是因为燃料经济性标准是

技术中性的，允许低排放车辆如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HEVs）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扩散。在当前

轨迹情景中，如果一个国家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汽

车和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数量远大于纯电动汽车

（如美国和印度），由于技术扩散的路径依赖性

高，传统汽车逐步被淘汰为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汽

车和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扩散提供了契机。同时，

零排放车辆硬性规定要求汽车制造商生产和销售一

定数量的纯电动汽车，这一措施能更直接地鼓励纯

电动汽车快速扩散。考虑到纯电动汽车没有尾气排

放，当零排放车辆强制规定与模拟期间逐渐收紧的

燃料经济性法规相结合，减排效果更显著。 

国际协调推进纯电动汽车成本

平价 

由45个国家在格拉斯哥COP26上达成的《突破性

议程》旨在促进各国协调行动，加速清洁能源技术

的开发和部署，从而更快降低成本。即使近期主要

市场的电动汽车部署成效斐然，但要实现与气候目

标轨迹一致，还需要各国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 

图55显示了主要市场在不同国际合作情景下纯电动

汽车和内燃机汽车之间的成本差异。假设没有任何

地区对所有零排放的新车实施强有力的政策，此时

纯电动汽车成本降低的速度是最慢的。主要市场

（欧洲、美国、中国）采用的政策框架是到2035

年实现100%新车零排放，这使这些国家实现成本

平价的年份提前了两到五年，大大增加了实现气候

目标的机会。这个模拟情景中假设了电池和电动汽

车的生产能力足以满足政策所需电动汽车数量。同

时，在世界其他地区采用纯电动汽车可以推动扩大

生产，并进一步降低主要市场的成本。这种协调增

益证明了有必要在主要市场之间进行强有力的协调

行动，并且要为发展中国家促进纯电动汽车部署提

供金融和技术支持。由于降价带来的收益递减，早 

日取得政策成效能更有效地加速成本削减。这表明，

欧洲、中国和美国的政策行动可能对推动世界其他地

区的零排放车辆转型至关重要。 

快速向零排放车辆转型可带来积极

的宏观经济影响（取决于具体情

况） 

我们使用E3ME模型来研究汽车电动化转型的影响及转

型影响各种宏观经济指标的速度。图56显示了慢速和

快速转型的影响，并将两者与未发生此类转型的参照

情景进行比较。最上面一行显示了在整体经济层面，

这两种情景与参照情景相比对一次能源需求的差异。

车辆构成电动化导致对石油的需求大幅减少，且在快

速转型的情况下，降幅会更为显著。与2035年的基线

情景相比，在慢速转型情景下，中国2035年的石油需

求将下降8%，而在快速转型情景下将下降12%，印度

分别为4%和8%。不过，转型会带来额外的电力需

求，需要多种一次能源。我们注意到所有地区的电力

需求都在增长，而电力通常来源于可再生能源和化石

燃料，这取决于当地能源结构。电力需求的增长体现

为印度和美国的电力行业排放量增加；不过，排放增

长量低于交通部门和燃料制造部门（包含在“其他能

源”类别中）实现的减排量。原因是化石燃料发电和

电力传输相结合通常比汽车的内燃机更高效。 

汽车电动化转型对每个国家GDP的影响有微妙的差

异。印度和欧盟得益于汽车电动化转型，都实现了额

外的经济增长，且快速转型下的增长幅度大于慢速转

型（与2050年的参照情景相比，印度2020年额外增长

1260亿美元，欧盟2020年额外增长600亿美元）。在

转型速度比参照情景更快时，美国和尤其是中国的

GDP受到的影响较小。唯独中国受到了慢速转型情景

对GDP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些结果受到消费者支出、

工业投资和净出口的综合变化的影响，其中消费者支

出受制于就业、工资和物价。模型显示，在中国，化

石燃料部门和采矿部门（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提供

的就业机会大幅下降，从而抑制了消费者支出。消费

者支出的减少导致需求下降，从而减缓投资速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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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anges to consumer spending, industrial 

investments and net exports. Consumer spending is 

affected by employment, wages and prices. In China 

the model shows a large decrease in employment 

in the fossil fuel and mining sectors (particularly 

oil and gas) which suppresses consumer spending. 

Lower consumer spending leads to lower demand 

and therefore slows down investments, while net 

exports are also down, despite an interplay of fewer 

imports of crude oil and fewer exports of refined oil 

products. The story is the opposite for India. India 

relies much more heavily on crude oil imports than 

the other countries and so a decline in oil demand 

leads to improving the trade balance (expressed as 

net exports), leaving income to spend domestically, 

with consequent benefits for GDP and jobs. The US 

is a large producer of crude oil and refined products, 

and mainly sees negative impacts due to reduced 

crude exports. Finally, the EU is not a large producer 

of crude oil and it has sizeable oil-refining capacities 

to meet demand within its own market. Hence, 

the negative trade impacts are lower. Across all 

countries and scenarios, the bandwidth of relative 

GDP impacts is relatively small, ranging from 

approximately -0.1 per cent to +0.6 per cent. 

An important limitation of the model is that it does 

not differentiate between economic activity and 

jobs generated through the manufacturing of EVs 

and those generated through the manufacturing 

of ICEVs. It also does not determine for each 

country whether EVs are imported or domestically 

manufactured. This means it does not capture the 

economic gains or losses that may arise through a 

country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its share of global 

vehicle sales as the sector makes the transition from 

fossil fuels to EV technology. This may lead to an 

understatement of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policies 

that stimulate the growth of EV supply and demand 

within a country’s domestic market. 

结论 

随着电动汽车电池成本的迅速下降，在不久的

将来，许多国家的电动汽车成本可能会与化石

燃料汽车持平。一旦达到成本平价，电动汽车

可以为经济节省大量成本。因此，政府有兴趣

寻找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资金的政策。 

电动汽车补贴可以缩小电动汽车和内燃机汽车之

间的成本差距，增强电动汽车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并且只需对内燃机汽车征收小额税款，就可以达

到税收中性。然而，由于个人偏好不同且选择有

限，仅靠财政激励措施不足以推动快速转型。就

零排放汽车强制规定和能效法规等增加市场零排

量汽车供应量的政策措施而言，单独实施可能成

本较低，与财政激励措施配套使用则更加有效。

此外，国际协调行动有助于进一步加快汽车电动

化转型。这一转型带来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影响

可能是石油消耗量减少，从而可能对国家产生积

极或消极的影响，这取决于这些国家处于进口国

还是出口国地位。 

表10. 支持向电动汽车转型的收入中性方法。a）打破与内燃机车成本平价所需的电动汽车补贴。b） 2023年主

要市场的收入中性税收 

 
 

A. 2023年每辆车所需补贴（美元）欧洲美国印度 欧洲 美国 印度 

EV低挡 0 1900 1000 

EV中档 1600 3000 0 

EV豪华 4800 4500 NA 

B. 2023年每辆车的收入中性税收   欧洲 美国 印度 

ICEV 低价 0 90 7 

ICEV中档 160 200 0 

ICEV 豪华 310 260 NA 

时，尽管原油进口的减少和成品油出口的减少之

间相互作用，净出口仍然有所下降。印度的情况

则正好相反。由于印度比其他国家更加依赖原油

进口，石油需求的下降会有助于改善贸易平衡

（表现为净出口），使收入用于国内消费，从而

有利于提高GDP和促进就业。相比之下，美国是

原油和成品油的生产大国，主要受原油出口减少

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不是原油生产地区，但拥

有相当强的炼油能力来满足欧盟内部市场需求。

因此，欧盟遭受负面贸易影响较小。在所有国家

和情景中，相对GDP影响的范围较小，大约介于-

0.1%到+0.6%之间。 

此模型的一个重要局限性在于它没有区分由电动

汽车制造和由内燃机汽车制造所产生的经济活动

和就业机会，也不能确定每个国家的电动汽车是

进口的还是国产的。这意味着，该指标没有显示

一个国家随着汽车电动化转型而增加或减少其全

球汽车销量份额的行为可能带来的经济收益或损

失，从而可能低估了刺激国内市场电动汽车供需

增长的政策带来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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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内燃机汽车的总拥有成本（虚线）和价格（实线）轨迹（中位数和95%置信区间学习率）164
 

 
45 

Figure 44: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l variety and the breakeven subsidy in 2025 and in 2030. The red curve represents 

the subsidy required for an EV to cost less than most of the comparable iCEV models in every cost category in the market. 

This breakeven subsidy reduces as costs decline with rising diversity, for (a) constant BEV variety, (b) doubled BEV variety 

and (c) BEV variety matching the current variety of petrol/diesel vehicles. in (a), the subsidy required to narrow the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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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is larger than in (b) and (c) because there are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less costly iCEV models on the market. 

When the diversity of EVs reaches that of the iCEVs (in c), it becomes possible for consumers to purchase a comparable EV 

model without subsidies. 

 

 
 

 

 

 

 

 

 

 

 

 

 

 

 

 
 

164 Lam, A., Mercure, J-F (2022). Evidence for a global electric vehicle tipping point. GSI Working paper series number 2022/01. 

https://www.exeter.ac.uk/media/universityofexeter/globalsystemsinstitute/documents/Lam_et_al_Evidence_for_a_global_EV_T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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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2025年和2030年车型种类与盈亏平衡补贴的关系。红色曲线代表在市场上每种成本类别中电动汽车的成本低于大多数同等内燃机车

型所需的补贴。对于（a）纯电动汽车种类恒定，（b）纯电动汽车种类加倍和（c）纯电动汽车种类与当前汽油/柴油车辆种类匹配，这种

盈亏平衡补贴随着成本的下降而减少。在（a）中，缩小成本差异所需的补贴大于（b）和（c）中的补贴，因为市场上有大量成本较低的内

燃机汽车车型。当电动汽车的种类多样性达到内燃机汽车的水平时，消费者就有可能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购买同等电动汽车车型 

http://www.exeter.ac.uk/media/universityofexeter/globalsystemsinstitute/documents/Lam_et_al_Evidence_for_a_global_EV_T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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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汽车市场和价格的演变。欧洲、美国、中国和印度的传统汽油/柴油车辆、纯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

车的价格分布时间序列164 

图46. 单独使用不同政策带来的2035年和2050年电动汽车在主要市场的部署情况 

 

 

 

 

 

 

 

 

 

 

 

 

 

 

 

 

 

 

 

 

 

 

 

 

 

 
 

  
 

 

 

 
 

165 Lam, A., Mercure, J-F (2022). Evidence for a Global Electric Vehicle Tipping Point. GSI Working paper series number 2022/01. 
https://www.exeter.ac.uk/media/universityofexeter/globalsystemsinstitute/documents/Lam_et_al_Evidence_for_a_global_EV_T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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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因单独使用不同政策而产生的电动车部署成本 图48. 不同政策假设下的二氧化碳减排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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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不同政策假设下基准电动车的成本 图50. 不同政策假设下的累积能源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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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不同政策假设下的累计二氧化碳减排量 图52. 在不同政策情景下实现快速交通脱碳的政策情景 166
 

 

 
 

 

 

 

 

 

 

 

 

 

 

 

 

 
166 Lam, A. and Mercure, J-F. (2021). Which Policy Mixes are Best for Decarbonising Passenger cars? Simulating interactions among taxes, subsidie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China, and India. Energy Research and Social Science 75. https://doi.org/10.1016/j.erss.2021.10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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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所有主要汽车市场的综合电动汽车政策情景模拟。当前轨迹（A）显示了在没有额外政策的情况下市场的走向。（B）增加

更严格的道路和车辆税以及电动汽车补贴的影响有限。（C）燃料经济性法规促进了传统车辆的减排，但对电动汽车的推广影响

有限。（D）增加零排放车辆的硬性要求增强了对车辆使用者的影响，从而大大增强了其他政策的效果167
 

图54. 模拟严格法规和零排放车辆硬性规定。A列显示的车型构成模拟情景假设在税收和补贴的基础上采用零排放车

辆硬性规定。B栏显示的车型构成模拟情景假设除了税收和补贴之外，还采用了逐步收紧的燃油经济性法规来逐步淘

汰内燃机汽车168 

 

 

 

 

 
 

 

 

 

 

 

 
 

167 Lam, A., Mercure, J-F (2022). Evidence for a Global Electric Vehicle Tipping Point. GSI Working paper series number 2022/01. 
https://www.exeter.ac.uk/media/universityofexeter/globalsystemsinstitute/documents/Lam_et_al_Evidence_for_a_global_EV_TP.pdf 

168 Lam, A., Mercure, J-F (2022). Evidence for a Global Electric Vehicle Tipping Point. GSI Working paper series number 2022/01. 
https://www.exeter.ac.uk/media/universityofexeter/globalsystemsinstitute/documents/Lam_et_al_Evidence_for_a_global_EV_TP.pdf 

http://www.exeter.ac.uk/media/universityofexeter/globalsystemsinstitute/documents/Lam_et_al_Evidence_for_a_global_EV_TP.pdf
http://www.exeter.ac.uk/media/universityofexeter/globalsystemsinstitute/documents/Lam_et_al_Evidence_for_a_global_EV_T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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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国际合作使成本平价提前实现。为降低纯电动汽车成本的不同国际合作情景下，分析内燃机汽车和纯电动汽车

之间的成本平价。越多国家加入进来，纯电动汽车和内燃机汽车之间的成本差异就能越快消除。加入世界其他地区

（RoW）的影响仅在欧洲和美国可见，这两个地区的成本平价实现得较晚。加入印度的影响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引起

的差异很小，且相对于显示的其他市场，印度市场仍然相对较小169 

 
 

 

 

 

 

 

 

 

 

 

 

 

 

 

 

 

 

 

 

 

 

169 Lam, A., Mercure, J-F (2022). Evidence for a Global Electric Vehicle Tipping Point. GSI Working paper series number 2022/01. 
https://www.exeter.ac.uk/media/universityofexeter/globalsystemsinstitute/documents/Lam_et_al_Evidence_for_a_global_EV_TP.pdf 

图56. 与参考情景相比，慢速和快速转型对一次能源需求（PED）、排放、GDP、净出口和就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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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支持可持续农业集约化：全系统基于

主体建模方法 
Matteo Coronese（意大利比萨圣安娜高等学校），Martina Occelli（意大利比萨圣安娜

高等学校&美国伊萨卡康奈尔大学），Francesco Lamperti（意大利比萨圣安娜高等学校& 

米兰RFF-CMCC欧洲经济与环境研究所），Andrea Roventini（意大利比萨圣安娜高等学

校& 法国经济形势观察所（OFCE），法国巴黎政治学院） 

 

 
政策问题：是否应该从制度上支持可持续农业集约化，哪些因素增加了制度干预的迫

切性？ 

地区：全球范围 

研究方法：基于主体建模 

主要发现：（1）应从制度层面促进和激励可持续农业；（2）在模拟的早期阶段，制度

的保护和培育尤为有益；（3）支持性政策包括税收手段和命令与控制手段相结合；（4）

如果支持性政策出台过晚，巨大的技术鸿沟可能会导致陷入不可持续农业实践的锁定情

景。 

交流互动：本案例分析是圣安娜高等学校经济研究所、生命科学研究所和植物科学中心

的研究团队长期密切合作的成果。在利益相关方会议期间，深入讨论了研究主题、研究

问题和建模，参会者包括巴西政府官员和巴西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BNDES）代表。

因此，本案例分析是研究人员与政策利益相关方密切合作的产物。 

介绍 

由于全球人口预计在下个世纪将稳步增长，而土

壤退化已经影响到全球主要农作物的种植169，农

业系统需要迅速找到可持续农业集约化战略，确

保用可行的方法实现粮食安全。170,171,172,173支持

可持续农业集约化这一需求至关重要，因为农业

部门正在慢慢侵蚀重要环境资源，危及环境极限，

并可能激活积极/消极临界点。174 

我们研究了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同时可能会阻碍或

促进这种转型的因素，以及随之而来的政策影响。

更明确地说，从政策角度来看，问题在于：是否

应该从制度上支持可持续集约化，哪些因素增加

了制度干预的紧迫性？ 

建模方法 

在典型的综合评估模型（IAMs）方面，基于主体

建模（ABMs）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替代范式来研究

这些问题。由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内在复杂性，

这些模型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农业经济领域。

175,176,177,178此外，很容易用它们来真实的体现决策、

社会中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复杂的社会互动（例如，

网络或财产结构）、自我强化反馈回路的存在、

真实内置路径依赖性以及生物物理子模型的整合，

还可以精准的体现非平凡空间交互。 

我们采用了agriLOVE模型来调查可能有助于或

阻碍可持续农业转型的因素。 179与其他农业

ABM模型不同，agriLOVE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能 

清楚地模拟农业中的内生技术变化从而允许对技术

范式演变的不同路径依赖轨迹、使用这些技术

范式的主体数量以及它们在粮食安全和自然资

源耗竭方面的总成果进行研究。因此，该模型

是测试备选政策、制度和环境情景以及评估其

相对风险和机会的试验台。此方法符合风险-机

会分析(ROA)框架。180该模型嵌入了ROA方法的

核心概念，包括i）彻底的不确定性（主体不知

道世界上可能实施可持续集约化农业的国家分

布，也不能推知其支持性政策），ii）路径依赖

性，模型中出现的内生情景彼此不同，关键取

决于所采取的行动和过去观察到的可持续集约

化农业国家，iii）持续不平衡性，因为模型经济

没有达到供需平衡的强加趋势。 但是由于高度

异质的行为者之间的持续协调，模型经济趋于

按稳定的轨迹发展，以及iv）原因和结果不成比

例，即通过路径依赖性和高度非线性的动态发

展，农业系统的小幅扰动会导致完全不同的轨

迹。 在目前阶段，该模型没有针对特定区域进

行参数化，而是代表了以小农农业为主要特征

的宏观区域。  

该模型的特征是一系列主体农场，在空间分

明的网格上经营，网格分别代表着耕地和未

开垦的土地或森林等自然资源（图58C）。每

个农场结合劳动力和土地生产相同的粮食。

公司持有农场，收集生产的作物，将其在一个. 

集中垄断市场上出售。市场结果反过来会影响

主体农场/公司的未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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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使用基于主体建模（ABM）来考量用于弥补可持续农业生产率差距的若

干支持性政策。具体而言，该研究提出了agriLOVE模型，模型特点是高度不确定性，

强化了企业/农场之间模拟竞争的反馈回路及异质性。 

 
170 Ray, D.K. et al. (2012). Recent Patterns of Crop Yield Growth and Stagnation. Nature communications, 3: 1293.  

171 Rockström, J. et al. (2017).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of Agriculture for Human Prosperity and Global Sustainability. Ambio, 46(1): 4-17. 

172 Ramankutty, N. et al. (2018). Trends in Global Agricultural Land Use: Implic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Food Security. Annual Review of Plant Biology 69: 

789-815. 

173 Tilman, D. et al. (2002).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and Intensive Production Practices. Nature, 418(6898): 671-677. 

174 Howden, S.M. et al. (2007). Adapting Agriculture to Climate Chang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4(50):  19691-19696. 

175 Steffen, W. et al. (2015). Planetary Boundaries: Guiding human development on a changing planet. Science, 347(6223): 1259855.  

176 Filatova, T. et al. (2013). Spatial Agent-Based Models for Socio-Ecological System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Environmental Modelling & Software 45: 1-7. 

177 Berger, T. (2001). Agent-based Spatial Models Applied to Agriculture: A simulation tool for technology diffusion, resource use changes and policy analysis.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5(2-3): 245-260. 

178 Bert, F. E. et al. (2011). An Agent Based Model to Simulate Structural and Land use Changes in Agricultural Systems of the Argentine Pampas. Ecological Modelling, 
222(19): 3486-3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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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s learn and adaptively employ heuristics which 

guide their decisions on engaging in innovation and 

imitation activities – for instance, they dynamically 

adjust the amount of resources devoted to these 

costly activities depending on their cash flow, and 

actively select best-performers among neighbouring 

farms to imitate. They also hire workers, acquire 

new farms, deforest virgin areas and abandon 

unproductive lands, adaptively trying to adjust 

production in order to meet perceived, possibly 

inaccurate, future levels of demand. Innovation 

methods require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chemical 

and energy input and may weaken the ecology of a 

landscape.183 Sustainable farming is instead a broad 

definition, usually identifying all those agricultural 

paradigms which reintegrates soil nutrients during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t relies on ecological 

processes, biodiversity and cycles adapted to local 

conditions, rather than the intensive use of chemical 

inputs.184 It often triggers positive externalities for 

the environment as a whole.185
 

主体当前的技术选择不仅会影响当前的粮食价

格和粮食安全，而且会通过创新支出和模仿/扩

散模式的反馈回路动态地塑造农业部门内不同

技术范式的发展轨迹。如此一来，随着传统农

民依靠增加劳动力或砍伐森林来应对产量停滞

问题，该系统会向可持续转型、传统锁定情景 

（产量突然崩溃和粮食安全）或延迟转型（超

调）发展（图58）。从粮食安全、粮食价格和

自然资源枯竭的角度来看，锁定情景和延迟转

型都会带来很多弊端。而这些内生情景发生的

可能性关键取决于多个因素。 

and imitation activities capture, in an evolutionary 

fashion, the salient aspects of the costly process of 

search for productivity-enhancing new discoveries, 

including dynamic learning and knowledge diffusion 

patterns along distinct dimensions (technological 

proximity, spatial proximity and network effects). 

We focus here in particular on modelling the 

In order to do so, we assume that conventional 
techniques tend to achieve more productivity- 

enhancing innovation discoveries than sustainable 

ones (Figure 58B) – reflecting their historically 

higher yields – and that conventional techniques can 

result in greater exploitation of available natural 

resources such as forests. However, prolonged 

usage of conventional techniques will lead to a loss 

 

图58：模型的三次不同运行结果例示了模型中观察到的主要动态变化：可持续农业快速转型、超调（或延迟转型）和传统锁定情景。图

表显示了每次运行中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差距以及粮食价格的动态变化。其中，x轴代表模型模拟的时间步长，y轴代表相对于初始值

（100）的变化。红色区域对应粮食短缺。 

 

 

快速转型         延迟转型：超调与恢复 传统锁定情景 

350 

400 

dichotomy between conventional vs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techniques – as commonly taxonomised 

in the literature182 – and investigate the dynamic 

diffusion and learning patterns among these different 

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 Typically, conventional 

farming refers to those practices which use synthetic 

chemicals and fertilisers to maximise the yield of a 

particular set of crops, often genetically modified 

and characterised by mono-cropping. These 

of productivity due to soil degradation, possibly 

leading to stagnating yields, observed in the real 

world. On the other hand, sustainable techniques 

have less growth potential, but they do not lead to 

soil depletion. Agents dynamically choose which 

technology to employ, basing their decision on the 

perceived productivity of a given technological 

option in neighbouring areas (Figure 5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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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图A：评估不同技术方案的相对绩效时，模型空间网格上不同位置的不同观测条件（因此产生不同信息组）的农场示例。图B：

传统农业和可持续农业的创新成果分布。x轴代表生产率提高幅度，y轴代表相对概率。传统农业表示出更多创新机会，带来了更高的

创新潜力和产量（不考虑土壤退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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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 

可持续农业 

Supply 

Demand 

      
Food Price 

鉴于技术和环境方面的强烈不确定性，主体学习

并适应性地采用启发法，以指导关于参与创新和

模仿活动方面的决策。例如，他们根据现金流来

动态调整投入这些昂贵活动的资源数量，并积极

选择附近表现最佳的农场进行模仿。此外，主体

还通过雇佣工人，收购新农场，砍伐未开垦森

林，以及放弃低产耕地等手段，试图适应性地调

整生产，以满足预期未来需求水平，尽管预测不

一定准确。寻找提高生产率的新方法的过程往往

代价高昂，而创新和模仿活动不断演化体现了这

一过程的要点，包括不同维度的动态学习和知识

传播模式（技术邻近、空间邻近和网络效应）。 

正如文献中常见的分类法181，我们在此特别关注

对传统农业技术与可持续农业技术之间二分法的

建模，并调查这些不同技术轨迹的动态扩散和学

习模式。通常，传统农业实践会使用合成化学品

和化肥来最大限度地提高特定作物产量，这些作

物通常属于转基因，而且是单一种植。这些方法

需要投入大量化学物质和能源，并且可能会危害 

 

景观的生态系统182。相比之下，可持续农业的定义相

对广泛，通常指任何在生产过程中重新整合土壤养分

的农业模式。可持续农业依靠适应当地条件的生态过

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循环，而非投入大量化学品。

183这种模式通常引发环境正外部性。184 

 

我们假设传统技术往往比可持续技术在挖掘提高生产

率的创新方法方面有更大空间（图58B），这体现为历

史上出现更高产量。传统技术还可以带来对森林等可

用自然资源的更大程度的开发。然而，现实表明，长

期使用传统技术会使土壤退化，从而导致生产率下

降，甚至可能导致产量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可持续

技术尽管增长潜力较小，但不会导致土壤耗竭。主体

可以根据感知到的邻近地区特定技术的生产率，动态

地选择使用哪种技术（图5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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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Overall,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agricultural 

system, if left unsupported by appropriate policies, 

has a small capacity of favouring sustainable 

transition, because of mis-aligned incentives and 

coordination failures. For instance, short-run 

approaches to increasing productivity, such as 

the deple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or soil over- 

exploitation – which create long-run problems 

– typically grant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to the 

farms that use them. This, via path dependence, 

leads to higher market shares for farms employing 

conventional techniques, which in turn further delays 

the collective learning needed for the sustainable 

trajectory. Figure 59 shows that the likelihood of 

transition rapidly deteriorates along with switching 

intensity (a measure of the willingness of farms to 

rapidly change their technology) and with available 

information, indicating a fragile and precarious 

market position of sustainable farmers. 

相反，图60显示，当面临快速和延迟的土壤退化现象时，农业系统对可持续转型的支持度尤为低。 

 
图60：热图显示了土壤退化速度值和延迟值变化，前者表示一旦生产率下降的首个迹象出现，达到土壤破坏极限的最快速度，后者表示随着

使用时间的延长，土壤破坏效应的首个迹象出现的延迟时间。转型可能性被定义为蒙特卡洛模型运行中，可持续农场的最终份额大于90%所

占的次数比例。转型结束日期表示转型结束时占模拟时间长度的百分比，用以衡量转型速度。粮食短缺的定义是粮食供应低于粮食需求5%

以上时间步的占比。剩余森林表示为占初始森林存量的百分比。粮食短缺和剩余森林利用蒙特卡洛模型衡量。蒙特卡洛模型重复运行50次 

 

图59：不同转换强度值的热图（当选择农业制度时，主体对传统和可持续之间的感知差异给予的权重）和观测半径（见图57A）。转型

可能性被定义为蒙特卡洛模型（Monte Carlo model）运行中，可持续农场的最终份额大于90%所占的次数比例。转型结束日期表示转

型结束时占模拟时间长度的百分比，用以衡量转型速度。粮食短缺的定义是粮食供应低于粮食需求5%以上时间步的占比。剩余森林表示

为占初始森林存量的百分比。粮食短缺和剩余森林利用蒙特卡洛模型衡量。蒙特卡洛模型重复运行5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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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分析表明，如果缺乏适当的政策支

持，农业系统的能力不足以支撑可持续转型，这

是由于激励措施不当和协调失败。比如，耗竭自

然资源或过度开垦土壤等短期内提高生产率的方

法尽管会造成长期隐患，但是通常能给农场带来

竞争优势。而通过路径依赖，这会导致采用传统 

 

 

 

技术的农场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反过来会进一步延

迟可持续发展轨迹所需的集体学习过程。如图59所

示，随着转型强度（用于衡量农场快速改变技术的意

愿）和可用信息的变化，转型可能性迅速下降，说明

从事可持续农业的农民的市场地位脆弱且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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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强调，环境对生产率和产量的反馈复杂、

延迟且不易测量，在处理这些反馈时，市场的反

馈可能不足以支持及时的成功转型。总体而言， 

转型的可能性受到粮食需求增长的负面影响

（图61），而人口快速增长情景下粮食安全问

题成为了重要关切。 

图63：不同政策带来的转型可能性。创新补贴/税收的比例为可持续/传统农场以前创新支出所占的百分比。财政税额相当于创新税的货币等值。转

型可能性被定义为蒙特卡洛模型运行中，可持续农场的最终份额大于90%所占的次数比例。转型结束日期表示转型结束时占模拟时间长度的百分比，

用以衡量转型速度。蒙特卡洛模型重复运行100次 

 

图61：不同粮食需求增长率的热图。转型可能性被定义为蒙特卡洛模型运行中，可持续农场的最终份额大于90%所占的次数比例。转型

结束日期表示转型结束时占模拟时间长度的百分比，用以衡量转型速度。粮食短缺的定义是粮食供应低于粮食需求5%以上时间步的占比。

剩余森林表示为占初始森林存量的百分比。粮食短缺和剩余森林利用蒙特卡洛模型衡量。蒙特卡洛模型重复运行5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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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影响和结论 

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应该从制度层面促进

和激励可持续农业，而且在模拟早期阶段

制度对可持续农业的保护和培育尤其有益。

支持性政策可能包括税收手段和监管手段

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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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比例 

 
 
 

their impact in terms of transition likelihood – and 

minimise their distortive impact – they should, 

however, be explicitly targeted at increasing the 

resources that farms invest in innovation and 

imitation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ctivities. 

Figure 63 shows the effects of these two different 

policies. Subsidies to sustainable farms are already 

effective at increasing the probability of transition 

with relatively low amounts, although their 
Lastly, the topological structure of sustainable 
diffusion (and its interplay with available natural 

resources) matters too. As shown in Figure 62A and 

62B, having sustainable farmers clustered (which 

might favour local imitation but slow down their 

diffusion via local technology uptake) doe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transition likelihood. However, 
clustered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us less easily 

exploitable) do marginally favour sustainable 

transition (Figure 62C), by impeding conventional 

farmers to resort to deforestation as a short-run 

fix to descending yields. 

On the demand side, policies aimed at reducing 

food waste could certainly play a role in diminishing 

food scarcity, although they are bound to become 

progressively less effective for closing the gap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scenarios with 

high population growth. Spatial dynamics matter 

too: encouraging clustered communities can help 
mutual imitation and dynamic learning, but should 

effectiveness increases less than linearly, along with 

the subsidy amount. This indicates that subsidies 

can represent a powerful tool to boost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although with limited effectiveness 

due to the structural gap between conventional and 

sustainable techniques (see Figure 57B). On the other 

hand, when taxing conventional farmers, transition 
likelihood increases more than linearly with tax 

图62：传统农场和可持续农场不同初始空间分布的热图。转型可能性被定义为蒙特卡洛模型运行中，可持续农场的最终份额大于90%所

占的次数比例。转型结束日期表示转型结束时占模拟时间长度的百分比，用以衡量转型速度。粮食短缺的定义是粮食供应低于粮食需求5%

以上时间步的占比。剩余森林表示为占初始森林存量的百分比。粮食短缺和剩余森林利用蒙特卡洛模型衡量。蒙特卡洛模型重复运行50

次 

be accompanied by policies aimed at speeding 

up the velocity of transition (e.g. by imposing a 

minimum percentage of terrains to be cultivated 

with sustainable techniques within a given date). 

Regulatory policies can be highly effective (e.g. simply 

severity. Taxes are however highly ineffective if their 

amount is not substantial, or if they are not directly 

targeted at innovation expenditures (see Revenues 

Tax in Figure 63). 

In other words, centralised policies aimed at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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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hibiting deforestation), but would nonetheless 

result in major short-run food shortages if not 

coupled with timely policies to reduce the productivity 

gap between sustainable and conventional 

techniques. Tax-based policies can be represented 

by a combination of taxes on conventional farms 

and incentives toward sustainable ones. To maximise 

the productivity gap between sustainable and 

conventional techniques are not only needed, but 

are time-dependent, with rapidly closing windows 

of opportunity. If supporting policies are introduced 

too late, the technological gap might become so 

large that it becomes impossible to avoid a lock-in 

scenario in un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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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可持续扩散的拓扑结构（及其与可用自然

资源的相互作用）也很重要。如图62A和62B所

示，聚集从事可持续农业的农民，可能有利于当

地模仿，但扩散速度会受到当地技术吸收水平的 

 

影响而有所减缓，因此不会显著影响转型可能性。然

而，使自然资源集聚（从而更不容易开发）在一定程

度上有利于可持续转型（图62C），因为可以阻止传统

农民将砍伐森林作为应对产量下降的短期解决办法。 

在需求侧，旨在减少粮食浪费的政策肯定可以有

助于缓解粮食短缺，不过在高人口增长率的情景

下，这些政策在缩小供需差距方面的效果肯定会

逐步减弱。空间动态也很重要：鼓励集群化社区

有助于相互模仿和动态学习，但应该辅之支持性

政策来加快转型速度（例如，规定在特定日期内

使用可持续技术耕种的土地应占的最低百分

比）。 

监管政策可能会非常有效（如直接禁止砍伐森

林），但如果缺乏及时的支持性政策来缩小可持

续技术和传统技术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仍会导致

短期内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税收政策可以体现

为对传统农场征税和对可持续农场激励相结合。

然而，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在提高转型可能

性方面的积极影响、尽可能减少扭曲性影响，税 

 

 

收政策应该精准用于增加资源投入，支持农场在

可持续农业活动的创新和模仿。 

图63显示了监管政策和税收政策这两种不同政策

的效果。尽管其有效性并不随着补贴额度的增加

而线性增加，可持续农场补贴已经以相对较低的

金额有效地增加了转型可能性。这表明尽管由于

传统技术和可持续技术之间的结构性差距，补贴

有效性有限，但它仍然是推动可持续集约化的有

力工具（见图57B）。 

另一方面，当对传统农民征税时，转型可能性会

随着税收力度非线性增加。不过，如果税收数额

不大，或者不是直接用于创新支出，那么税收手

段就收效甚微（见图63中的财政税）。 



 

 

 
 

能源转型的影响 
 
 
 

 

案例分析： 

劳动力市场转型建模：以巴西生产率转移

为例 
Anna Berryman（牛津大学）、Joris Bücker（牛津大学）、Fernanda Senra de Moura（牛津大

学）、Pete Barbrook-Johnson（牛津大学）、Marek Hanusch（世界银行）、Penny Mealy（世

界银行/牛津大学）、Maria del Rio-Chanona（维也纳复杂性科学中心）、J. Doyne Farmer（牛津

大学） 

 

政策问题：不同驱动因素和排放结果的经济增长路径将如何影响巴西职业层面的失业？ 

地区：巴西 

方法：数据驱动的职业流动网络与基于主体建模相结合。 

主要发现：相比较高排放的农业驱动经济增长路径（49%），在较低排放的制造业驱动

经济增长路径中，因流动性有限而导致失业率更高的职业数量较少（占总职业的21%）。

因此，进一步努力提高制造业生产力既能更好地与巴西国家主导型减排目标保持一致，

也能减少劳动力市场摩擦。 

交流互动：本案例分析由作者与世界银行巴西办事处联合完成。劳动力流动、相关情景

以及开发这些情景所用的CGE模型的相关数据都来自世界银行的团队。世界银行协助作

者得出了这些研究发现和框架。在今后的工作中，世界银行将不仅在研究方法方面，

而且在改善政策影响方面参与推动此案例进一步分析。还将通过巴西EEIST实践社区寻

求巴西政府的意见，以探索其他潜在相关情景。 

介绍 

巴西是世界上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185，大多数

排放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农业有关，因为对农业用地的

需求仍在推动森林砍伐（Ferreira Filho and Hanusch, 

2022）1862021年，土地利用变化和森林的排放占总量

的49%以上，农业排放占近25%。187 

2020年，巴西更新了其国家自主减排（NDC）,增加

了一个新的中期目标188，希望与2005年的水平相比，

在2025年和2030年分别实现减排37%和43%，长期目

标 是 到 2060 年 实 现 碳 中 和 。 Gurgel ， Paltsev 和

Breviglieri （2019）189认为2030年NDC目标主要可以通

过减少森林砍伐和改变农业实践来实现。从长期来

看，Soterroni等人（2022年）190认为停止砍伐森林

和促进森林植被恢复对实现净零目标至关重要。 

虽然巴西的《森林法》是保护和恢复原生植被的关

键指挥和控制政策，因此也是有利于减少排放的政

策，但政策执行的严格性和持续性受制于经济压力。

一方面，巴西的农业极具竞争力、土地需求量巨大。

另一方面，限制土地供应可能会导致农业就业减少

和粮食价格上涨，从而导致福利损失（Ferreira Filho 

and Hanusch，2022）。 

在此背景下，Ferreira Filho和Hanusch （2022）考虑了不

同的经济增长路径及其对巴西的森林砍伐和二氧化碳排

放的影响。作者表明，向制造业或服务业为主的生产力

增长模式转型，能够在维持长期GDP增长的同时显著减

少排放和毁林，其中制造业的减排幅度最大。相反，农

业生产力的增长会导致排放量增加，并可能导致毁林增

加或减少，这取决于生产力的增长是发生在亚马逊还是

其他地方（详见Ferreira Filho和Hanusch，2022）。 

在生产力向服务业或制造业为主转型的情况下，随着生

产力水平的提高，不同职业对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可能会

发生变化，从而可能会要求劳动者转行。包括IO和CGE模

型在内的几个经济模型估计了转型期间不同行业的劳动

力需求变化。然而，这些估计往往没有考虑到劳动力市

场的摩擦，而这些摩擦限制了劳动者在工作之间的流动

性。最近的研究认为，一般而言，以及在模拟后碳转型

时，191需要考虑劳动力流动性的有限，因为在现实中，

一些劳动者可能会发现转向某些职业更加困难，甚至不

可能，因此可能会面临更高的失业率。同理，企业可能

会面临转型带来的更多的技能短缺和职业空缺。 

劳动力市场模式 

为了解释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可能限制劳动者流动性的劳

动力市场摩擦，在本案例分析中，我们使用由Del Rio-

Chanona、Mealy、Beguerisse-Díaz、Lafond和Farmer开发

的数据驱动的职业流动性网络模型，对职业层面的劳动

力市场动态进行建模。192 

我 们 首 先 使 用 RAIS 数 据 集 （ Relação Anual de 

Informações Sociais）构建实证职业流动网络193（图

64）。RAIS数据集包含2011年至2019年期间每年某个

时间点巴西所有劳动者-工作-公司组合的有效合同数据。

根据RAIS的记录，由此产生的网络含有2591个节点，代

表六位数的职业194，两个节点之间的边反映了劳动者从

一种职业转换到另一种职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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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将宏观经济模型输出与动态劳动力市场模拟相结合，研究在绿色转型的背

景下，不同部门和地区的生产率转变如何影响巴西的职业水平失业情况。具体而言，

该研究将数据驱动的职业流动网络与基于主体的劳动力市场模型相结合，以解释劳

动力市场中的流动性有限和二次摩擦。根据这种方法，他们讨论了劳动力需求的变

化是如何影响职业的，这取决于预计职业间流动性有多大。他们发现，与农业生产

力的提高相比，制造业生产力的提高导致的劳动力市场摩擦更少。 

186 UNEP, UNEP Copenhagen Climate Centre (UNEP-CCC). Emissions Gap Report 2021.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emissions-gap-report-2021. 

187 Ferreira Filho, J. and Hanusch, M. (2022). A Macroeconomic Perspective of Deforestation in Brazil’s Legal Amazon.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10162. World 
Bank.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8253. 

188 SEE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nd Removal Estimating System). Based on total emissions - CO2e(t) GWP-AR5. 

189 Although with a different baseline, making the target less, rather than more, ambitious in practice (UNEP, UNEP-CCC, Emissions Gap Report 2021). 

190 Gurgel, A. et al. (2019). The Impacts of the Brazilian NDC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24(4): 395-412. 

191 Soterroni, A. et al. (2022). Nature-Based Solutions are Critical for Putting Brazil on Track Towards Net Zero. Preprints 2022, 2022110054. 

192 Castellanos, K. and Heutel, G. (2019). Unemployment, Labour Mobility and Climate Polic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s://doi.org/10.3386/w25797 

193 del Rio-Chanona, M.R. et al. (2021).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d Automation: A Data-Driven Network Model.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Interface. https://doi. 
org/10.1098/rsif.2020.0898 

194 Mealy, P. et al. (2018). What You Do At Work Matters: New Lenses On Labour.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Apr 2018. 

195 Every occupation is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Brazilian 2002 CBO (Classificação Brasileira de Ocupações) system. This is a nested classification, where each detailed 
occupation has a six-digit code. Occupations that share the same first digits can be grouped together. In this case study, we also use the three-digit and one-digit 
occupation codes. There are 2,591 six-digit occupations in our case study, which can be grouped into 196 three-digit occupations, or ten one-digit occupations. For 
example, six-digit code 913110 refers to Maintenance mechanics for mining equipment; this six-digit occupations is included in the three-digit code 913, which refers to all 
Maintenance mechanics for heavy machinery and agricultural equipment; the one-digit code 9 refers to all Repair and maintenance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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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职业流动网络。每个节点都代表六位数的职业，职业之间的边越宽，意味着职业流动性越大。职业按其一位数字级别的职业

（见标签）进行着色，大小取决于各职业的总就业日志 

图65：2018年至2030年，基线情景下劳动力总需求保持不变，各政策情景下的劳动力总需求 

 

 

 

 

 

 

 

 

 

 

 

 

 

 

 

 

 

 

 

 

Then we turn to an agent-based labour market model 

that comprises the number of workers employed, 

unemployed196 and vacancies open in each occupation 

at each time step. Workers apply for job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imitations given by the occupational mobility 

network; that is, they can only apply to vacancies in 

occupations that they are linked to in the occupational 

mobility network (their neighbouring occupations). 

Workers are fired and vacancies are opened via two 

processes; a random process and a state-dependent 

apply two different  policy  scenarios  from  Ferreira 

Filho and Hanusch (2022): a boost to productivity in 

manufacturing and a boost to productivity in agriculture 

in Brazil, compared to a baseline that assumes no 

productivity change. Both of these lead to GDP growth, 

but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 would lead to mor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197 Ferreira Filho and Hanusch 

(2022) find with their TERM-BR CGE model that a 

nationwide permanent annual increase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of 0.5 per cent in manufacturing leads 

按职业分解劳动力需求时，发现在巴西制造业全

要素生产率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两种情景下，

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都有所减少，而对公共服务

和教育部门劳动力的需求都有所增加（见图66）。

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景相比，农业全要

素生产率增长情景导致的职业相对需求基线变化

要大得多：在三位数水平上，需求增长（下降） 

最大的职业群体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景

中变化幅度达到+10%（-15%），在农业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情景中变化幅度达到+33%（-35%）。

尽管如此，与基线相比，两种情景下农业劳动力

和部分制造业职业的需求都有所下降，而对服务

劳动力和建筑职业的需求则有所增加。 

process which responds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ccupation-specific realised demand (i.e. employment 

plus vacancies) and the target demand of each scenario. 

If the realised demand is lower (or higher) than the 

target demand in the scenario, more vacancies are 

opened in that occupation and  fewer  workers  fired 

(or vacancies are closed and more workers are fired). 

Brazil’s structural change to 
green growth 

We use the product-level labour demand estimates 

from Ferreira Filho and Hanusch (2022) to simulate 

occupation-level labour demand and, with our labour 

market model, study occupation-level unemployment 

under the mobility frictions given by the occupational 

mobility network. 

Policy scenarios 

To investigate how structural change to growth 

may affect workers in different occupations, we 

to a cumulative 3.9 per cent higher GDP over 12 years, 

0.8 million hectares less deforestation, and over 67,833 

kT less CO2 emissions in Brazil compared to the baseline 

scenario. Vice versa, an 0.5 per cent permanent annual 

increase in agricultural TFP in Brazil would lead to a 

cumulative 1.8 per cent higher GDP, 0.3 million hectares 

less deforestation, but 18,221 kT more CO2 emissions 

over the same period. 

Projected labour demand by occupation 

We translate the labour demand changes per 

commodity to labour demand change per occupation 

using 2018 RAIS data on industry-occupation 

composition. As our agent-based labour market does 

not model population growth, we renormalise the 

population growth from the labour demand projections 

by keeping the total labour demand constant in the 

baseline. We keep the variation in total labour demand 

for each productivity increase in relation to the baseline. 

In Figure 65, we show the adjusted total labour demand 

for the baseline and scenarios. 

图66：每个职业的就业需求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左）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右）情景的基线比较。粗线代

表按一位数级别分组的职业数量平均值（见图例）。细线是以三位数分类的职业，根据一位数分类来着色。对影响力排

名前两位和后两位的三位数职业进行标记 

 
 

196 An unemployed worker counts as unemployed in the occupation in which they were most recently employed. 

197 Compared to agriculture, manufacturing is comparably less emissions-intensive due to Brazil’s relatively clean power mix (see Ferreira-Filho and Hanusch, 2022). 

然后，我们转向基于主体的劳动力市场模型，模型

包括就业人数、失业人数196和每个时间点每个职业

空缺数量。劳动者根据职业流动网络所规定的限制

申请工作；即他们只能申请他们在职业流动网络中

所链接的职业的空缺（相邻职业）。解雇劳动者和

产生空缺职位有两套流程；随机过程和状态依赖型

过程，这两套流程反映了特定职业的实际需求（即

就业和空缺）与每个情景的目标需求之间的差异。

如果实现的需求低于（或高于）该情景中的目标需

求，则该职业会出现更多空缺，解雇员工数量会减

少（或者空缺数量减少，解雇员工数量会增多）。 

巴西向绿色增长模式的结构性转变 

我们使用Ferreira Filho和Hanusch （2022）对产

品层面劳动力需求的估计来模拟职业层面的劳动力

需求，并利用劳动力市场模型来研究职业流动网络

给出的流动性摩擦下的职业层面失业。 

政策情景 

为了研究增长模式的结构性变化对从事不同职业的

劳 动 者 的 影 响 ， 我 们 应 用 了 Ferreira Filho 和

Hanusch（2022）的两种不同的政策情景：与假 

设生产率没有变化的基线相比，假设巴西制造业和农

业生产率都得到了提高。这两者都会促进GDP增长，

而农业 生产 率的 增长 会 导致温 室气 体排 放增 加 。

195Ferreira Filho和Hanusczh （2022年）通过TERM-

BR CGE模型发现，与基线情景相比，制造业全要素生

产率（TFP）在全国范围内每年持续增长0.5%，就会

导致12年内GDP累计增长3.9%，森林砍伐减少80万公

顷，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超67833 千吨。反之亦然，

如果巴西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每年增长0.5%，将导致

GDP累计增长1.8%，森林砍伐减少30万公顷，但同期

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18221千吨。 

按职业划分的预估劳动力需求 

我们使用2018年RAIS行业-职业构成数据，将每种商

品的劳动力需求变化转化为每种职业的劳动力需求变

化。由于基于主体的劳动力市场模型没有模拟人口增

长情况，我们通过保持总劳动力需求在基线中不变，

对劳动力需求预测的人口增长进行重新正常化。我们

记录了每次生产率增长带来的总劳动力需求相对于基

线的变化。图65显示了调整后对于基线和不同政策情

景的总劳动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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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oost of a sector’s TFP implies less labour demand is 

required for the same output, but general equilibrium 

effects may cancel this out and increase a sector’s labour 

demand. A productivity increase makes it cheaper to 

produce a certain product, which can lead to a lower 

equilibrium price. If demand remains relatively stable 

despite a lower price, employment needs to decline in 

order for supply to meet demand. If, however, a lower 

price increases demand a lot, more workers are required. 

This may explain part of the difference in the trajectories 

of demand for occupations in Figure 66. 

The demand decline in both scenarios for Agricultural 

workers may thus be explained as follows. An agriculture 

productivity increase leads to more output with the 

same number of workers. This can result in higher wages 

for its workers and/or lower prices for agricultural 

since unemployed workers are free to apply to any open 

vacancy in any occupation, they would do so until the 

vacancies opened due to the extra demand are filled. 

The small variations we see for occupations that have 

the same demand change in 2030 compared to the 

baseline are due to the different profiles of this demand 

change throughout the scenario from 2018 until 2030. 

This is what would happen if there were no labour 

market frictions. 

When we consider a more realistic labour market 

structure by using the occupational mobility network, 

in both scenarios we see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hanges in unemployment and worker demand, as we 

would expect; in general, an increase in labour demand 

relative to the baseline results in a decrease in the 
unemployment rate. We can also see that once we allow 

Under the TFP manufacturing scenario, we also see 

the network effects. Shoemakers and multipurpose 

operators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both feel about a 

14 per cent decrease in labour demand, but have 

different unemployment outcomes. Similarly, 

elementary teachers and maintenance mechanics 

have an increase in labour demand of around 6 per 

cent, but elementary teachers see one of the largest 

declines in the unemployment rate compared to the 

baseline. In both of these pairs, the occupation that 

is better off compared to the baseline is the 

occupation with more neighbours. 

We can also identify vulnerable occupations – i.e. 

those that will experience the greatest increase in 

the unemployment rate, compared to the baseline 

in 2030. At the four-digit occupation-level, which 

contains 621 occupations, vulnerable occupations in 

both scenarios include civil construction assistants, 

masonry structural workers, weaving machine 

operators and agricultural workers in oil-seed crops. 

Cigarette and tobacco processors are also vulnerable 

in the agriculture scenario while occupations in the 

shoe-making sector (handmade shoe and leather 

goods workers, and shoe-dressing preparatory 

workers) are at risk of increased unemployment 

in the manufacturing scenario. These vulnerable 

occupations would be good targets for re-skilling 

programmes to mitigate the labour market impacts 

of a green transition pathway. 

products. In this case the demand increase due to lower 

prices is not enough to counterbalance productivity 

growth. As a result, demand for workers declines. 

For the other scenario, an increase in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may lead to lower prices and higher wages 

in manufacturing. Wage increases are not restricted to 

manufacturing but also (partly) affect agriculture due 

to labour competition pressures. Higher wages in this 

case are not compensated by more demand as workers 

receive higher wages, and demand for workers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declines. 

Results 

We ran the agent-based labour market model for the 

agriculture TFP scenario, for the manufacturing TFP 

scenario, and for the baseline, using the occupational 

mobility network and, as a comparison, a completely 

connected frictionless network, in which workers can 

switch between all occupations without any friction. In 

Figure 67, for each TFP shock we plot the (percentage) 

change in labour demand in 2030198 (in relation to the 

baseline scenario) against the average (percentage- 

point) unemployment rate change from 2018 to 2030, 

also in relation to the baseline scenario. We do so 

using both the occupational mobility network and 

the frictionless network. 

Using the frictionless network, the changes in labour 

demand have a similar impact on the unemployment 

rate for all occupations – around 0.13 percentage 

points lower than the baseline for the manufacturing 

TFP scenario and 0.08 percentage points lower for the 

agriculture scenario. This decrease in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due to an overall increase in demand for the two 

TFP scenarios relative to the baseline (see Figure 65); 

there are more jobs available in the two scenarios and 

for mobility frictions, most of the occupations experience 

a smaller decrease – or even an increase – in the 

unemployment rate, and occupations that have a similar 

change in labour demand can see quite different changes 

to the unemployment rate. That is, the occupational 

mobility network shows how labour market frictions 

hinder some of the employment benefits workers  

would experience in a frictionless network. 

In the top panel of Figure 67,  we see the results for  

the TFP agriculture scenario. We can clearly see that 

network effects impact the unemployment rate of 

occupations with a similar change in labour demand 

quite differently. For example, agriculture managers 

and tree growers see a similar decrease in demand of 

20 per cent and 21 per cent respectively, but agriculture 

managers have an increase in the unemployment rate 

of 0.24 percentage points, much lower than the increase 

of over 0.57 percentage points faced by tree growers. 

One cause of this difference is that the neighbours of 

tree growers face a greater decrease in demand than 

agriculture managers, so when the demand shock 

happens, there are fewer opportunities for tree growers 

to find employment in neighbouring occupations. 

Similarly, both construction site foremen and 

masons experience an increase in demand relative 

to the baseline of around 34 per cent. Construction 

site foremen have more neighbours than masons, 

but more neighbours can mean that there is more 

competition for new jobs created by a demand shock, 

and hence the unemployment rate increases despite 

an increase in demand, as seen in Figure 67 for 

construction site foremen but not for masons. 

These nuanced secondary effects highlight the 

benefits of considering the occupational mobility 

network over the frictionless network. 

Figure 67: Average percentage-point change in the unemployment rate from 2018-2030 for each occupation with at least 1,000 

图67：与基线情景相比，巴西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上图）和巴西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下图）在2018-2030年平均失业率百分比变化，

（其中2018年每种职业至少有1000名员工），相对2030年每种情景与基线相比的需求百分比变化。圆形由职业流动网络（OMN）的模型

输出，正方形由无摩擦网络（Kn）的模型输出。每个圆形的大小与2018年的就业数量成正比，颜色记录了2018年以巴西雷亚尔（BRL）表

示的月工资中位数 
 

 
 

198 The actual demand change from 2018 to 2030 for each scenario agrees with the demand change in 2030 relative to the baseline almost entirel y, with small variations. 

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只需要更少的劳动

力就可以实现同样的产出，但通常均衡效应可能会

抵消这一点并增加行业的劳动力需求。生产率的提

高使得生产某种产品的成本减少，从而导致均衡价

格降低。如果价格下降的情况下需求仍然保持相对

稳定，就业岗位就需要减少，以达到供需平衡。然

而，如果一个较低价格会使需求大幅上涨，就需要

更多的劳动力。由此导致了图66中职业需求轨迹的

差异。 

因此，这两种情景下农业劳动力的需求下降的原因

可以解释如下。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同等数量的

劳动力有更高的产出，可能导致劳动力工资上涨和/

或农产品价格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下降导致

的需求增长不足以抵消生产率的增长。因此，对劳

动力的需求随之下降。对于另一种情况，制造业生

产率的提高可能会导致制造业价格下降和工资上

涨。由于劳动力竞争压力，工资上涨不仅限于制造

业，还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农业。在这种情况

下，更高的工资并没有带来更多需求，因此农业部

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下降。 

结果 

我们使用职业流动网络和完全连接的无摩擦网络作

为对比，基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情景、制造业全要

素生产率情景和基线情景运行了基于主体的劳动力

市场模型。在无摩擦网络中，劳动力可以在所有职

业之间转换而没有任何摩擦。如图67所示，对于每

一次全要素生产率冲击，我们绘制了2030年基线情

景劳动力需求的变化（百分比）197，相对于2018

年至2030年基线情景平均（百分点）失业率的变

化。图表的绘制是基于职业流动网络和无摩擦网

络。 

使用无摩擦网络时，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对所有职业

的失业率的影响相似：比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情景

的基线低0.13个百分点，比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情景

低0.08个百分点。失业率的下降是由于两种全要素 

 

生产率情景的需求相对于基线的实现了总体增长（见

图65）；在这两种情况下，工作机会增加，因为失业

工人可以自由申请任何职业的任何空缺职位，直到因

额外需求而出现职位的空缺被填满。我们看到，与基

线相比，2030年需求变化相同的职业有微小变化，这

是由于从2018年到2030年的整个情景中这种需求变化

的不同情况。如果没有劳动力市场摩擦，就会出现以

上这种情况。 

当我们通过使用职业流动网络来设计一个更切合实际

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时，不出所料，在这两种情况下，

都看到失业和劳动力需求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一般来

说，劳动力需求相对于基线的增加会使失业率下降。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旦考虑到流动性摩擦，大多数职

业的失业率会有小幅下降甚至上升，劳动力需求变化

相似的职业可能失业率变化大相径庭。也就是说，职

业流动网络显示了劳动力市场的摩擦如何阻碍劳动者

获得一些本可以在无摩擦网络中获得的就业福利。 

在图67里位于上方的图显示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情景

的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劳动力需求发生类似变

化的情况下，网络效应对职业失业率的影响大相径

庭。例如，农业经理人和植树人员的需求分别下降了

20%和21 %,而农业经理人的失业率上升了0.24个百分

点，远低于树木种植者0.57个百分点的失业率上升幅

度。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是，植树人员的相邻职业比

农业经理面临更大的需求下降，因此当发生需求冲击

时，树木种植者在相邻职业中找到工作的机会更少。 

同样地，建筑工地工头和泥瓦匠的需求相对于基线增

加了约34%。建筑工地工头的相邻职业比泥瓦匠多，

但是相邻职业越多意味着围绕需求冲击所创造的新工

作的竞争越激烈，因此尽管需求增加了，失业率依然

上升。如图67所示，建筑工地工头的相邻职业比泥瓦

匠的相邻职业多。正是这些细微的次要影响突出了利

用职业流动网络相比无摩擦网络的优点。 

 

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情景下，我们也看到了网络

效应。制鞋商和纺织行业的多功能经营者的劳动力

需求都下降了14 %，但失业率结果不同。同样，

小学教师和维修技工的劳动力需求增加了约6%，

但与基线相比，小学教师的失业率下降幅度最大。

在这两组职业中，有更多相邻职业的职业与基线相

比情况更好。 

我们还可以确定弱势职业，即与2030年的基线相

比失业率上升最快的职业。在包含621个职业的四

位数职业级别里，两种情景中的弱势职业包括土木 

 

建筑助理、砌筑工人、织机操作员和油料作物农业工作

者。香烟和烟草加工商在农业情景下也很脆弱，而制鞋

部门的职业（手工制鞋和皮革制品工作者以及鞋饰制备

工作者）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情境下面临失业增加的

风险。再培训计划正是针对这些弱势职业，目的在于减

轻绿色转型路径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讨论 

Comparing the labour market effects in the TFP 

manufacturing and TFP agriculture scenarios, we 

see that the absolute changes in labour demand 

are lower in the TFP manufacturing shock. More 

importantly, in the TFP manufacturing scenario the 

number of occupations facing more unemployment 

(than in the baseline) due to difficulties in switching 

between occupations is lower (21 per cent) than in 

the TFP agriculture scenario (49 per cent). In other 

word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overall, the changes 

in labour demand resulting from a sustained increase 

in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allow more negatively 

affected workers to move from occupations with 

decreased demand than in the agriculture scenario. 

This is largely due to the difference in magnitude of 

the occupation-level labour market demand changes 

in each scenario, and also influenced by how adaptive 

workers are. Moreover, as mentioned above, while 

emissions in the TFP manufacturing scenario are 

lower than in the baseline, they are higher than 

the baseline in the TFP agriculture scenario. This 

indicates that increased attention to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growth can help align Brazil with its 

NDC targets and grow the number of jobs, as 

well as affect fewer occupations negatively. 

The network in our model is impacted by several 

factors such as differences in the skillsets needed or 

geographical constraints, but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we do not address geography explicitly in this 

case-study. Instead, we assume that there is one 

job market for all workers to apply to jobs within, 

and while geographical constraints are implicit in 

the occupational mobility network (as occupations 

that are geographically concentrated will be more 

connected to one another), we cannot consider 

the role of geography separately from other 

effects such as skillsets, wage differences, racial 

and gender biases, etc. As relocation of workers is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for the CGE scenarios, 

adding geography into the model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future work. 

Another consider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is to 

couple the labour market model with the model 

we use for demand – in this case the CGE and 

land-use model. At present, the CGE model is run 

independently of the labour market model and so 

the labour market frictions that slow down labour 

reallocation are not taken into account in subsequent 

time steps. A coupling of the two models will be able 

to show how much labour market frictions might slow 

down, or enable, the transition to net zero. Allowing 

for more realistic out-of-equilibrium behaviour in 

the macroeconomic model would be another route 

for future research. 

The set of occupations we use in our analysis is 

constant; the model only deals with occupations 

that already exist, specifically within the 2002 CBO 

occupa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 The data we use 

also works within this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so 

research into the creation of new jobs is another 

interesting future research question. 

Finally, the RAIS data we use to calculate the 

occupational mobility network only captures the 

formal labour force, which in Brazil amounts to 

around 67 per cent of the total.199 Thi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interpreting these results, 

and in future work we can reconcile the RAIS data 

with informal labour force data, such as using 

data from PNAD household survey. 

In this case study, we combine scenarios proposed 

by Ferreira-Filho and Hanusch (2022)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s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creases 

on Brazil’s economy with a more realistic labour 

market model to show the occupation-level impacts 

of these scenarios on unemployment. However, 

this modelling approach could also be used to 

inform many other aspects of low-carbon transition 

policies. For example, the occupation-specific labour 

market implications of increasing the speed of a 

net zero transition can be investigated. Similarly, 

our modelling approach could inform policymakers 

on the labour market implications of different 

technology choices, and the reskilling required 

for the different transition options. 
 
 
 
 
 
 
 
 
 
 

 

199 Ulyssea, G. (2018). Firms, Informality and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8 https://doi.org/10.1257/aer.2014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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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全要素生产率制造业和全要素生产率农业

情景下的劳动力市场效应，我们看到全要素生产率

制造业冲击一起的劳动力需求绝对变化较小。更重

要的是，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情景中，相比基

线，因职业转换困难而面临更多失业的职业数量

（21%）低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情景（49%）。换

言之，结果表明，总体上，相比农业，制造业生产

率的持续增长导致了劳动力需求变化，使得更多受

到负面影响的劳动者离开了需求下降的职业。这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每种情景下职业层面劳动力市场

需求变化的幅度不同，同时也受到劳动者适应能力

的影响。此外，如上所述，尽管全要素生产率制造

业情境中的排放量低于基准，但高于农业全要素生

产率情景中的基准。这表明，提高对制造业生产率

增长的关注有助于巴西实现国家主导型减排计划目

标，增加就业数量，并缩小对职业的负面影响范

围。 

我们模型的网络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如所需技能

组合的差异或地理限制，但需要注意的是，本案例

分析没有明确涉及地理因素。相反，我们假设了一

个所有工人都可以申请工作的就业市场，尽管地理

限制隐含在职业流动网络中（因为地理上集中的职

业的相互关联性更强），但地理因素的作用与技能

组合、工资差异、种族和性别偏见等其他影响密切

相关。由于劳动者的重新安置是CGE情景的一个重

要考虑因素，因此将地理因素纳入模型是未来工作

的重要方向之一。 

未来研究的另一个方向是将劳动力市场模型与我们

用于预测需求的模型相结合，在此处指CGE模型和

土地利用模型。目前，CGE模型是独立于劳动力市

场模型运行的，因此在随后的时间步中没有考虑减

缓劳动力再分配的劳动力市场摩擦问题。这两个模

型的耦合将能够体现劳动力市场摩擦可能会在多大 

程度上减缓或促成向净零的转变。未来研究的另一条

途径将是允许宏观经济模型中出现更切合实际的供需

失衡行为。我们在分析中使用的职业组合不变；该模

型只覆盖已有职业，特别是2002年CBO职业分类系统

中的职业。我们使用的数据也适用于这一分类系统。

因此，对创造新工作的研究也将成为未来研究一个有

意义的问题。 

最后，我们用来计算职业流动网络的RAIS数据只涵盖

了正规劳动力，而在巴西，正规劳动力约占总劳动力

的67%。198在解释研究结果时应该考虑到这一因素，

而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可以将RAIS的数据与非

正规劳动力数据进行整合，例如使用PNAD家庭调查的

数据。 

在本案例分析中，我们将Ferreira-Filho和Hanusch 

（2022）提出的情景与更切合实际的劳动力市场模型

相结合，以体现这些情景对失业的职业层面影响，进

而调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巴西经济的影响。这种建

模方法也可以在许多其他方面为低碳转型政策提供信

息。例如，可以调查加快净零转型速度对特定职业劳

动力市场的影响。同样地，这种建模方法可以让决策

者了解不同技术选择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及不同

转型方案所需的技能再培训。 

 



 

 

 
 

能源转型的影响 
 
 
 

 

案例分析： 

中国和煤电转型的社会影响 
Alex Clark（牛津大学）和Weirong Zhang（华北电力大学） 

 

 

 

 

政策问题：中国逐步淘汰煤电给财政和就业带来哪些影响？ 

地区：中国 

方法：微观模拟。 

主要发现：在与中国碳中和目标一致的基线情景下，由煤炭支撑的就业机会从2021

年的270万削减至2035年的140万，再跌至2050年的9.4万。到2040年代，税收年损失

率将升至10%以上。然而，鉴于目前的补贴水平，煤炭很可能已经造成财政收入净流

失。中国的内蒙古等主要产煤区如果没有成功实现多元化电力供应，将面临重大挑

战。 

交流互动：本案例分析的开展得益于智库组织碳追踪计划（the Carbon Tracker 

Initiative）和华北电力大学研究人员的合作，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的

支持下完成。通过与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合作，向中国的受众广泛传播了该报告，受

众包括许多其他大使馆、基金会、国际组织、民间团体和政府官员。 

 
摘要：作者使用动态模拟来考量逐步淘汰煤炭这种技术选择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上影

响煤炭行业的就业和税收。作者在对行业的微观动态模拟中使用资产级别数据，这

种模拟的分辨率高于通常宏观建模中所需的区域整合的分辨率，同时克服了运行稳

健的经验网络模型所需的高质量微观数据不足的问题。 

介绍 

China faces an unprecedented structural challenge 

in phasing out the use of coal in its domestic 

economy. China’s coal consumption, at some four 

billion tonnes annually, is four times more than 

that of the second-largest consumer, India, and 

underpins most of its electricity generation and 

heavy industrial production. If China achieves its 

long-term target of carbon neutrality by 2060, coal’s 

role as an energy source will diminish to a fraction 

of its current level in the coming decades. Achieving 

this requires widescale deployment of a combination 

of renewables, electrification, synthetic hydrogen- 

based fuels, energy efficiency measures, and, most 

likely,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oupled with 

other carbon-removal technologies. 

These structural and technological shifts will have 

profound consequences for the composition of 

China’s economy at all levels. Researchers and 

policymakers need to be able to analyse in detail 

how these changes will play out over space and 

time across the coal value chain as well as the 

wider economy. In designing policies to manage 

the socioeconomic and distributive impact of these 

changes, two key aspects stand out: the effect of coal 

power phase-out on employment in the coal sector, 

and the impact on tax revenue from the sector. 

In their study Estimating the Employment and Fiscal 

Consequences of Thermal Coal Phase-Out in China, 

Clark and Zhang (2022)200 set out to answer these 

closely related questions. Due to data limitations at 

the time of writing, their study focuses on thermal 

coal (for electricity generation) only, which accounts 

for roughly half of China’s total coal consumption.201
 

Approaches to modelling structural 
change 

Traditionally, a structural economic change of this 

nature and its effects on jobs and tax revenues would 

be analysed t 

ption networks.202 These models are designed to 

capture 

substitution effects across industries in response to 

changes in prices and demand and to incorporate 

rate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but do not generally 

capture the dynamics of specific sectors at a high 

level of granularity. They rely on a significant 

degree of regional aggregation and a number of 

quantitative assumptions that are not necessarily 

accurate and are hard to validate in data-poor 

contexts subject to command-and-control policies 

and heavily regulated markets, like China (e.g. on 

price elasticities, demand growth, price formation, 

etc). More recent approaches use network analysis 

to understand how labour markets adapt to changes 

at the micro level – but the corresponding models 

rely on detailed, high-quality micro-level data such 

as linked employer-employee datasets.203 204
 

In China’s case, the data required to run empirically 

robust network models is largely unavailable to 

researchers outsid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urthermore, most conventional economic models 

are incapable of ingesting micro-level data without 

some form of aggregation, producing relatively low- 

resolution results. Therefore, macro modelling is not 

sensible and network modelling is not feasible. 

Model design, dynamics and 
limitations 

Given these constraints, rather than predicting what 

the most likely pathway might be, this study uses a 

micro-simulation approach to model the dynamics 

in the coal sector system. The study estimates the 

magnitude and distribution and of jobs and tax 

revenues generated by the thermal coal sector 

(both geographically and across value chains and 

enterprises), and how these change over time. 

Using asset-level datasets of China’s coal power 

plants and coal mines, supplemented by a range of 

independently sourced data points and assumptions 

on in coal transport, plant utilisation rates, tax 

rates andy improvements, 

the coal sector is modelled independently from 

other sectors and taking the final demand for 

coal as determined exogenously as a function 

of China’s climat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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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Clark, A. and Zhang, W. (2022). Estimating the Employment and Fiscal Consequences of Thermal Coal Phase-Out in China. Energies (Basel), 15(3): 800. doi:10.3390/ 
en15030800. 

201 Most of China’s coal consumption for purposes other than electricity generation is used to generate heat, largely for industrial processes such as steel and cement 
production, with a small and shrinking proportion still being used for domestic heating. At the time this study was undertaken, data availability limited the scope to 
thermal power only. The Spatial Finance Initiative at Oxford University has since published asset-level datasets for the steel and cement sectors that may facilitate an 
expansion of this model to cover a much greater share of China’s total coal consumption. 

202 Mercure, J-F. et al. (2018). Macroeconomic Impact of Stranded Fossil Fuel Assets. Nature Climate Change, 8(7): 588-593. doi:10.1038/s41558-018-0182-1. 

203 del Rio-Chanona, R. M. et al. (2020). Supply and Demand Shocks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An Industry and Occupation Perspective.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doi:10.1093/oxrep/graa033. 

204 Mealy, P. (2018). Know What? New Lenses on Productive Knowledge Shed Light on Long Run Development, Structural Change, Job Switching and the Transition to the 
Green Economy. In J. D. Farmer & C. Hepburn (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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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经济逐步淘汰煤炭使用方面，中国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结构性挑战。中国每年的煤炭消耗量约40

亿吨，是第二大煤炭消耗国印度的四倍多，煤炭支

持了中国大部分电力供应和重工业生产。如果中国

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长期目标，那么未来几十

年内，煤炭作为能源的作用将减少至现有水平的一

小部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大规模部署可再生能

源、电气化、氢基合成燃料、能效措施以及（最有

可能的是）碳捕获和碳封存以及其他除碳技术。 

这些结构和技术转变将在各个层面对中国的经济结

构产生深远影响。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需要详细

分析这些变化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是如何在整个煤

炭价值链以及更广泛的经济中发生的。在设计政策

以应对这些变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和分布影响时，有

两个关键方面很突出：逐步淘汰煤电对煤炭部门就

业以及税收方面的影响。 

Clark和Zhang (2022)199在他们的研究《中国逐步

淘汰热煤的就业和财政影响估计》中回答了这些密

切相关的问题。由于撰写文章时数据有限，他们的

研究仅关注约占中国煤炭消耗总量一半的热煤（用

于发电）。200 

结构性转变建模的方法 

传统上，这种性质的结构性经济变化及其对就业和

税收的影响是通过基于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的角度

来分析的，模型以描述生产-消费网络的详细投入-

产出表为基础。201 

 

这些模型旨在捕捉各行业对价格和需求变化的替代效

应，并将技术变革的速度纳入考量，但通常无法以高

粒度捕捉具体部门的动态。这些模型依赖于大量区域

整合和大量的定量假设，而这些假设不一定准确，并

且在数据匮乏的情况下难以得到验证，因为这些情况

受制于命令与控制政策以及像中国那样价格弹性、需

求增长、价格形成等方面受到严格监管的市场。近期

研究方法使用网络分析来了解劳动力市场如何适应微

观层面的变化，但相应的模型依赖详细、高质量的微

观数据，如关联的雇主-雇员数据集。202,203 

就中国而言，中国政府以外的研究人员基本上无法获

得所需数据用以运行稳健的经验网络模型。此外，如

果缺乏某种形式的聚合，大多数传统的经济模型无法

获取微观层面的数据，从而导致产生的结果分辨率相

对较低。因此，宏观建模方法不够合理，而网络建模

方法难以实行。 

模型设计、动态和局限性 

考虑到这些限制，本研究没有预测最可能的途径，而

是使用微观模拟方法来模拟煤炭行业系统的动态。此

研究估算了热煤行业产生的就业和税收的数量及分布

（包括地理位置、价值链和企业的分布），以及这些

结果如何随时间变化。 

煤炭部门的模型独立于其他行业，使用了中国煤电厂

和煤矿的资产级数据集，辅以一系列独立来源的数据

点和关于煤炭运输就业、工厂利用率、税率和生产率

提高的假设，并将外部确定的煤炭最终需求作为影响

中国气候政策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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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mand-driven model is built from the bottom 

up, incorporating location-specific data on individual 

thermal coal plants in China, and linking these to 

provincial coal-mining capacity. Employment and tax 

revenue calculations are overlaid on this network and 

evolve over time, based on changes in the activity 

of coal plants. Differences in coal type, and the 

physical distance between mines and plants, is also 

accounted for, allowing a coal transportation layer 

to be added to the analysis. For aforementioned 

data quality reasons, plants are not linked to specific 

mines in this iteration of the model, although as 

researchers develop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terminants of mine-plant relationships (e.g. 

distance, transportation cost, shared mine and 

plant ownership), this could be incorporated in 

a straightforward manner. 

Consistent with the risk-opportunity analysis 

framework developed in Mercure et al. (2020),205 the 

are built (while those which are currently planned but 

not approved are not built); and the mining industry 

does not have an alternative source of demand for 

thermal coal.206 These conditions result in a phase- 

out of coal power by the mid-2050s. Any retiring 

coal plants are replaced not with new coal power 

but with lower-cost sources of clean power. 

The model is run for four other scenarios: a No 

Transition (NT) scenario (in which all planned 

plants are built and operate for their full lifetimes, 

regardless of approval status); and three additional 

scenarios reflecting more ambitious climate policies, 

calibrated to approximately match the coal capacity 

trajectories modelled by He et al. (2020).207 The R 

scenario reflects greater competition from low-cost 

renewables, and the C50 and C80 scenarios require 

50 per cent and 80 per cent reductions in emissions 

from coal-fired power by 2030 relative to 2015, 

respectively. Progressively stricter scenarios entail 

图68. 2021-2060年基线情景下热煤开采、电力和交通运输部门的就业情况 

 

model is designed to handle non-marginal changes, 

while remaining – in this iteration – agnostic on 

substitution and price effects resulting from changes 

in demand.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these effects 

are not relevant to the Chinese case, but rather 

to reserve judgement in the face of the reality of 

heavily regulated markets, as well as fundamental 

uncertainty on price formation, elasticities and the 
details of coal supply contracts. As information 

a greater short-term drop in coal capacity and a 

more rapid phase-out of the remaining fleet. 

In the baseline scenario, a continuation of historical 

labour productivity growth trends in the coal mining 

sector implies jobs will be lost to efficiency in the 

medium term. Employment supported by thermal 

coal consumption declines from 2.7 million in 2021, 

to 1.4 million in 2035 and 94,000 in 2050. Total 

如图69所示，R情景对总就业的影响在2020年

代末之前有限，但对基线的边际影响范围在

2035年扩大，影响到63万个工作岗位，然后再

次缩小，而C50和C80影响范围差距更大。相反， 

到2030年，无转型情景只能保护50万名员

工免遭裁员，到2040年，就业率将继续下

降40%，到2050年将下降85%。 

availability improves, this model can certainly be 

improved to reflect greater knowledge on these 

critically important dynamics. 

Results 

We model a baseline scenario as one in which existing 

plants operate as planned for their 30-year lifetimes 

and are then retired; all currently approved plants 

mining jobs are separated into those generated by 

coal consumption in the same province where the 

coal is mined (‘local’) and coal consumption in other 

provinces (‘external’). Across both categories, the 

number of coal miners alone facing redundancy 

even without any changes to the existing policy 

baseline is projected to exceed 1.1 million by 2025 

(see Figure 68). 

图69. 2021-2060年五种煤炭淘汰情景下热煤开采、电力和交通运输部门的就业情况 

 

 

 

 

 

 

 

 

 

 

 

 

 
 

205 Mercure, J-F. et al. (2020). Risk-Opportunity Analysis for Transformative Policy Design and Appraisal.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70: 102359.  

206 It is possible but unlikely that large-scale alternative uses for thermal coal will be found within China, assuming it continues to export only a modest share of its total 
coal production. This may lead to the outright closure of mines producing thermal coal exclusively, particularly those supplying specific plants. However, while many coal 
mines produce either thermal or coking (metallurgical) coal, some mines produce both types and may be less affected by a phase-out of thermal coal only.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China’s demand for coking coal will decline at a similar rate to thermal coal or whether decarbonisation of industrial coal use will be delayed in 
comparison. 

207 He, G. et al. (2020). Rapid Cost Decrease of Renewables and Storage Accelerates the Decarbonization of China’s power system. Nature Communications, 11(1): 1-9. 

此需求驱动模型是自下而上构建的，包含了中国单

个燃煤电厂的具体位置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与省级

煤矿产能联系起来。这个网络计算了就业和税收收

入，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计算结果会根据煤电厂

活动的变化而改变。煤炭种类的差异以及煤矿和工

厂之间的物理距离也被考虑在内，从而使分析中能

够加入煤炭运输图层。 

由于上述数据质量原因，在模型的这一次迭代中，

工厂并不与特定矿山相关联，尽管随着研究人员进

一步了解矿山-工厂关系的决定因素，如距离、运输

成本、共享矿山和工厂所有权等，本可以将工厂和

煤矿直接相关联。 

此模型与Mercure等人（2020年）制定的风险-机

会分析框架一致，204旨在处理非边际变化，同时在

此次迭代中，需求变化导致替代和价格效应依旧不

可知。这并不代表中国不受这些效应影响，而表明

面对市场受到严格监管的现实，以及价格形成、弹

性和煤炭供应合同细节方面的根本不确定性，对效

应的判断有所保留。随着获取的信息越来越多，该

模型一定可以得到改进，以进一步揭示这些重要动

态。 

研究结果 

我们建立了一个基线情景模型，其中现有电厂按计

划运行30年后退役；所有目前已批准的工厂均已建

成（目前已规划但未批准的工厂尚未建成）；采矿

业没有用其他能源替代热煤的需求。205以上条件将

导致煤电在2050年代中期被淘汰，且任何退役煤电

厂都不会为新的煤电所取代，取而代之的是成本更

低的清洁能源。 

 

该模型还运行了另外四种情景：无转型（NT）情景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否已获批，所有规划中的的

工厂都已建成并在整个生命周期内运行）；以及反气

候政策更高目标的另外三种情景，经过校准与He等人

（2020年）模拟的煤炭产能轨迹大致匹配。206R情景

反映了低成本可再生能源的激烈竞争，C50和C80情景

要求到2030年燃煤发电的排放量比2015年分别减少

50%和80%。情景越来越严格意味着煤炭产能短期内

降幅越大，同时剩余煤矿的淘汰速度越快。 

在基线情景中，采煤部门的历史劳动生产率持续提

高，意味着在中期内效率的提高会导致工作岗位的流

失。由热煤消耗支撑的就业人口从2021年的270万下

降到2035年的140万，再降至2050年的9.4万。全部采

矿工作分为来源于采煤省（“本地”）的煤炭消耗和

来源于其他省份（“外地”）的煤炭消耗。在这两个

类别中，即使现有政策基线没有任何变化，预计到

2025年，仅面临裁员的煤矿工人数量就将超过110万

（见图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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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情景下，2021-2030年期间，热煤对税收的

总贡献约为每年人民币3000亿元（另外还有价

值人民币1100亿元的社会保障贡献），税收贡

献在2023年达到顶峰，为人民币3400亿元（见

图3）。基于对研究中模拟的价值链的直接和 

间接补贴的现有文献的详细调查，不包括温室气

体外部性或完全包括当地污染外部性的情况下，

总补贴可能约为每年人民币4800亿元，热煤部门

本身可能已经给中国公共领域财政带来财政收入

净损失。 

政策结论 

This work yields at least two major policy conclusions, 

to be refinet, millions of jobs in China’s thermal coal  

at risk in the coming decades, but failing to adopt 

decarbonisation policies will likely have a limited 

impact on the magnitude and distribution of jobs 

based on their impact on demand from individual 

plants or supply from individual mines. Scenarios for 

future coal demand can be calibrated in a number 

of ways, either by adjusting the lifetime of each 

coal plant/mine and its utilisation/production rate 

directly, or by simulating the effect of provincial or 

national policies to control emissions from the coal 

power sector or coal production (which, for example, 

图70. 2021-2060年基线情景下，热煤部门产生的税收分类（国家和下级行政部门）和社会保障收入 
 

  

lost because most of these losses are driven by 

consolidation and automation. Only the most 

aggressive decarbonisation policy scenarios (C50 

and C80) result i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job losses, 

particularly in the 2020s. The prospect of large- 

scale job losses in the coal sector is therefore an 

important policy consideration, but not in itself a 

reason to delay low-carbon transition measures,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expanded employment in 

other sectors, and cost savings resulting from a rapid 

transition.208 The case study Unstoppable renewables 

and marginal pricing in China, India and Brazil 

finds that a scenario in which the transition to clean 

power is accelerated has more positive outcomes 

for employment and GDP in China than a scenario 

in which the transition to clean power is delayed. 

Second, losses in tax revenues from declining coal 

sector activities are not a reason to delay the 

transition either, because they are very likely to be 

more than offset by the savings made by reducing 

subsidies paid to the sector, even without considering 

greenhouse gas externalities. However, wide 

may target less-efficient plants first). Similarly, 

the underlying assumptions and calculations for 

estimating employment and tax revenues associated 

with coal mining, transportation and use can be easily 

adjusted in response to new or updated information 

on various aspects of the coal sector value chain. 

While the existing model covers only coal use 

in the power sector, it can also be expanded to 

include coal use in heavy industry (primarily for steel 

and cement manufacturing) and the underlying 

modelling approach can also be expanded to other 

parts of the energy sector, including non-coal power 

generation, and to oil and gas extraction and use 

(although in the latter case, there is a much greater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This model is relatively simple in its construction 

and logic, and does not examine how declines in 

employment and tax revenues in the coal sector 

might be offset by gains due to substitution away 

from coal towards other energy sources. These 

questions are perhaps better answered by other 

As coal plants begin to retire in larger numbers in 

the mid-2030s, fiscal revenues fall rapidly, with the 

annual rate of tax revenue loss rising from 1 per cent 

through the 2020s, to over 10 per cent by the 2040s. 

As assumptions for China’s future policy on coal 

becomes stricter, losses in jobs and tax revenues 

are brought forward in time. Under an admittedly 

unlikely policy of no transition at all, in which all 

currently planned coal plants are built, these losses 

are delayed but not ultimately prevented. 

Tax revenues track total coal consumption, such that 

the B and NT scenario see revenues peak in 2023 (CNY 

339 billion) and 2027 (CYN 399 billion) respectively. 

The tax base remains stable up to 2030 even under 

the R scenario, falling by just 17 per cent through the 

2020s and declining rapidly thereafter. The C50 and 

C80 scenarios see a similar rate of decline but brought 

forward 10-11 years and 15-16 years compared to the 

baseline, respectively. This reflects the capital intensity 

of the tax base: tax revenue declines are driven almost 

entirely by capacity retirement. 

Assessing these result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suggests that the coal-producing areas responsible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production, namely Inner 

Mongolia, Shanxi, Shaanxi and Xinjiang, will fac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 managing the localised 

effects of expected job losses and redirecting labour 

supply to other productive uses. With industries 

dependent on coal exports, these provinces are 

relatively labour-efficient, but their high level 

of exposure to declining coal demand implies a 

rapid collapse in tax revenues to their respective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 the 2030s unless they 

successfully diversify. 

At the company level, coal demand from the ‘Big 

Five’ state-owned power companies supports 40 per 

cent of national jobs and tax revenues from thermal 

coal in 2021. The jobs supported by the 10 largest 

firms’ activities nationwide – with one exception – 

will fall by roughly 70-85 per cent by the early 2040s, 

while tax revenue generated by each firm’s coal 

consumption will fall by roughly 45-70 per cent. 

variations in the net short- and long-term net fiscal 

impact on individual provinces make a strong case for 

redistributive measures to be taken 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y net fiscal savings from phasing 

out coal in less-exposed provinces could be used to 

temporarily replace losses felt by more-exposed 

provinces as they reposition and/or diversify their 

tax base, easing their path through the transition. 

Looking ahead: the usefulness of a 
bottom-up lens 

The plant-specific analysis allows the user to identify 

the ultimate (demand-side) drivers of employment 

and tax revenues from the coal sector at a high 

level of granularity both in terms of location and 

asset ownership. Accounting for flows of coal across 

provincial borders also allows for analysis of how 

demand in one province can support employment 

and tax revenue in another. 

The model also allows for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demand-side and supply-side policy to be evaluated, 

modelling approaches using network analysis 
and input-output tables, but the microsimulation 

approach employed here can either be integrated 

into these complementary approaches or used as 

a means of comparing results and calibrating the 

dynamics of responses to external stimuli. 

For example, this modelling approach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how ‘optimal’ pathways for coal phase- 

out identified through macroeconomic modelling 

(e.g. based on least-cost power generation) might 

diverge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top-down policies 

that continue to play a major role in determining coal 

demand in China. It could also be used in dialogue 

with results from other models to identify where 

results might be unrealistic or imply unprecedented 

changes to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oal sector 

in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regions across China. 

Last but not least, the high-resolution nature of 

the analysis can also help to anticipate sources of 

political, economic or other resistance to change, 

based on vulnerable locations, entrenched interests, 

political-economic incentives or other factors. 

 
 

208 See Way, R. et al. (2022). Empirically Grounded Technology Forecasts and the Energy Transition. Joule, 6(9): 2057-2082. doi.https://doi.org/10.1016/j.joule.2022.08.009. 

家级政策对控制煤电行业或煤炭生产排放的影响

（例如，可能首先针对效率较低的煤厂）。同样，

可以根据煤炭行业价值链各方面的新信息或更新信

息轻易调整用于估算煤炭开采、运输和使用相关的

就业和税收收入的基本假设和计算。 

虽然现有模型仅涵盖电力部门的煤炭使用，但它也

可以扩展到重工业（主要用于钢铁和水泥制造）的

煤炭使用，其背后的建模方法也可以扩展到能源部

门的其他部分，包括非煤发电，以及石油和天然气

的开采和使用（尽管后者国际化因素更显著）。 

该模型在构造和逻辑上相对简单，没有研究煤炭部

门就业和税收收入的减少如何被替代煤炭而获得的

收益所抵消。其他使用网络分析和投入产出表的建

模方法可能可以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但是这里使

用的微观模拟方法可以结合到补充方法中，或者用

作比较结果和校准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动态。 

例如，这种建模方法可用于确定通过宏观经济建模

（如基于最低成本发电）确定的煤炭淘汰“最佳”

路径可能如何偏离自上而下政策的结果，这些政策

在确定中国煤炭需求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它还

可以用于与其他模型的结果开展对话，以确定哪些

结果可能不切实际，或者意味着中国不同省份和地

区煤炭行业的构成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最后，

分析的高分辨率性质也有助于根据脆弱地区、既得

利益、政治经济激励等因素来预测政治、经济或其

他变革的阻力来源。 

这项研究至少产生了两个主要的政策结论，尽管结论

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完善和检验。首先，在未来几十

年，中国热煤行业有数百万工作岗位面临风险，但未

能采取脱碳政策对失业的规模和分布产生的影响可能

有限，因为这些失业大多是由企业合并和技术自动化

造成的。只有最激进的脱碳政策情景（C50和C80）

会导致失业大幅增加，尤其是在21世纪20年代。因

此，对煤炭部门大规模失业的预期是制定政策的一个

重要的考虑因素，但其本身并不是推迟低碳转型措施

的理由，尤其是在其他部门就业扩大以及快速转型节

约成本的背景下。207《中国、印度和巴西可再生能

源的必然趋势和边际定价》案例分析发现，加速清洁

能源转型的情景比推迟清洁能源转型的情景对中国的

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产生更多积极影响。 

第二，煤炭行业活动减少导致的税收损失也不是推迟

转型的理由，因为即使不考虑温室气体外部性，减少

煤炭行业补贴所节省的资金也很可能足以抵消税收损

失。各省的短期和长期净财政影响差异很大，因此国

家政府有充分理由采取再分配措施。在风险较低的省

份逐步淘汰煤炭所带来的任何财政资金净节余都可以

用来暂时弥补风险较高的省份的损失，因为后者正在

重新定位税基和/或实现税基多元化，为转型铺平了

道路。 

展望未来:自下而上视角的用处 

针对特定煤电厂的分析允许用户从地点和资产所有权

两个方面，在高粒度水平上确定煤炭行业就业和税收

的最终（需求侧）驱动因素。对煤炭跨省流动进行核

算也可以有助于分析一个省份的煤炭需求是如何支持

另一个省份的就业和税收的。 

该模型还允许根据需求侧政策和供应侧政策对单个煤

电厂需求或单个矿山供应的影响，对多种不同类型的

需求侧和供给侧政策进行评估。未来煤炭需求的情景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校准，比如直接调整每个煤厂

/矿山的寿命及其利用率/生产率，或者模拟省级或国 

随着2030年代中期燃煤电厂开始大量退役，财政收

入迅速减少，税收年损失率从2020年代的1%上升

至2040年代的10%以上。随着中国未来煤炭政策的

假设变得更加严格，一定时期内的就业和税收收入

损失会提前到来。尽管完全不转型的政策不太可能

实现，但在该政策下，所有目前规划的燃煤电厂都

已建成，这些损失虽然会被推迟，但不能完全消

除。 

税收收入受煤炭消耗总量影响，因此B和NT情景的

税收分别在2023年（人民币3390亿元）和2027年

（人民币3990亿元）达到峰值。即使在R情景下，

税基在2030年前也将保持稳定，在2020年代只会

下降17%，此后会迅速下降。C50和C80情景的下

降率相似，但分别比基线情景提前了10-11年和15-

16年。这反映了税基的资本密集度：税收收入的下

降几乎完全是由产能退役造成的。 

 

对这些省级层面模拟结果的评估表明，内蒙古、山西、

陕西和新疆这几个承担绝大部分产量的产煤区在管理当

地失业以及将劳动力供应转向其他生产用途方面将面临

重大挑战。由于工业依赖于煤炭出口，这些省份的劳动

效率相对较高，但受煤炭需求下降的影响大，这意味着

除非它们成功实现税收来源多元化，否则到2030年代

这些省级政府的税收收入将迅速崩溃。 

在企业层面，2021年，“五大”国有电力企业的煤炭

需求支撑着40%的全国就业岗位和来自热煤的税收。

到21世纪40年代初，由全国10家最大企业（除了一家

企业例外）支撑的就业岗位将减少约70%至85%，而

每 家 企 业 的 煤 炭 消 耗 产 生 的 税 收 将 减 少 约 45% 至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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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问题：印度到2070年实现净零排放会产生什么样的宏观经济影响？ 

地区：印度 

研究方法：E3ME-FTT：电力模型 

主要发现：（1）到2070年，通过许多终端使用技术的电气化，太阳能将成为

主导技术，满足57%的一次能源需求，（2）经济向净零排放转型可能会给印

度宏观经济带来净正面影响，与基线情景相比，到2070年，印度的GDP可能

会增加8400亿美元，（3）净零转型可能会导致化石燃料相关行业的工作岗位

大量减少，超过200万个就业人口面临失业风险，（4）将增加电力、建筑和

服务行业等的就业。 

交流互动：本案例分析是印度能源与资源研究所（TERI）在EEIST项目过程中多

次组织印度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的成果。 

介绍 

随着人口增长，208经济和生活水平提高，209

以及对煤炭和能源进口的高度依赖性，210印

度要实现2070年净零排放的承诺面临着许多

挑战。如果使用目前的供应链和能源系统来

满足未来需求，会产生大量的排放。必须减

少这些排放，才能将全球变暖幅度限制在2°C

以下。不过，减缓气候变化不一定带来净成

本，而可以为不同地区带来机遇或风险。211

印度是化石燃料净进口国，如果实现净零排

放，可能会改善能源贸易平衡。此外，净零

转型会刺激经济活动，带来额外的就业机会，

取代化石燃料部门（主要是煤炭供应部门）

的工作岗位。模型可以就印度如何能够在

2070年实现净零转型提供洞见，无论是从技

术优化组合的角度，还是从政策预期结果的

角度。像这样的大规模变革对一些经济主体

来说是一种风险，而对其他主体来说则是一

种机遇。化石燃料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可能

会失去工作（如采矿），或者工作性质发生

变化（如汽车制造）。 

在本案例分析中，我们研究了脱碳方案，并

使用E3ME-FTT将脱碳结果与基线进行了比较。

基线与“当前政策情景”相一致。这里将提出

的净零情景只是印度经济到2070年实现净零 

转型的众多途径之一。E3ME-FTT模型的一个关

键特征是，它并不是假设经济体在资源配置完

美的（接近）均衡状态下运行的最优化模型。

通常可以调用备用容量来触发变化，可能来自

未能得到充分利用的劳动力，或者在不挤占其

他地方投资的情况下提供的额外投资（例如通

过贷款）等。此外，E3ME-FTT模型允许碳定价

机制之外的多种政策。这为测试不同政策组合

的效果提供了条件，可以了解哪些方法在减少

排放和促进积极经济成果方面最有效。 

表11显示了印度为实现2070年净零排放而实施的政

策概况，并模拟了世界所有其他地区类似的政策组

合。如果其他大型经济体不承诺达到类似的目标，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太可能承诺实施如此严厉的政策

组合。政策组合包括碳惩罚政策，如碳定价或逐步

淘汰有关能源密集型技术的法规，以及低碳促进政

策，如补贴等。由于E3ME-FTT模型是一个模拟工具，

这套政策是在反复试验的基础上制定的。模拟不能

保证达到所期望的结果；只是呈现了可能的结果。

初始版本的政策组合旨在调查因脱碳和开采策略而

搁浅的化石燃料资产。212虽然政策组合可能有多种

变化，但过去的努力表明，基本上需要使用所有的

政策杠杆才能实现净零这样严格的目标。 

 
 
 
 
 
 
 
 
 
 
 
 
 
 
 
 
 

 
 

 
134 

摘要：作者使用E3ME-FTT：电力模型探索印度未来可能的电力系统配置，特别关

注关键能源密集型部门实现净零排放的政策组合。该模型使用自我强化的技术吸

收机制，探索一系列政策的综合影响，包括：（i）碳价格，（ii）能源效率投资，

（iii）生物燃料混合硬性规定，（iv）车辆税和补贴，（v）道路税，（vi）燃油

税，（vii）电动汽车规定，（viii）碳密集型工艺的淘汰条例，（ix）低碳工艺的

投资补贴，（x）战略性电力投资，以及（xi）上网电价。

 

 
 
 
 
 
 
 
 
 
 
 
 
 
 
 

 
209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22).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Summary of Results. 

210 OECD. (2023). Real GDP long-term forecast (indicator). doi: 10.1787/d927bc18-en (Accessed on 06 January 2023) 

211 IEA. (2020). India 2020 Energy Policy Review. IEA Energy Policy Reviews. OECD Publishing. https://doi.org/10.1787/9faa9816-en. 

212  Mercure, J. F., et al. (2021). Reframing Incentives For Climate Policy Action. Nature Energy, 6(12): 1133-1143. 

213  Mercure, J. F., et al. (2021). Reframing Incentives for Climate Policy Action. Nature Energy, 6(12): 1133-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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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模拟印度实现2070年净零目标而实施的政策清单 E3ME-FTT描述 

E3ME-FTT描述 

E3ME是一个基于计算机的世界经济、能源系统和

环境模型。社会中的个人、家庭、企业和其他群

体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会对其他群体产生影响（可

能存在一段时间的滞后），这些影响可能会持续

到子孙后代。但有许多行为和影响，无论是有益

的还是有害的，都会在经济和物理库存中累积。

详细的描述可以在剑桥计量经济学网站上找到。
214

 

经济主体的经济交易影响通过环境、经济、价格

和货币体系（通过劳动力和商品市场），以及全

球运输和信息网络来传播。市场主要通过三种方

式传递效应：1）通过活动创造的对材料、燃料

和劳动力投入的需求水平；2）通过工资和价格

影响收入；以及3）通过收入进而引发对商品和

服务的进一步需求。这些相互依存的关系表明，

E3模型应该是全面的，包含经济和能源系统不同

部分间的联系。因此，E3ME的设计具有很高的

地理和行业分辨率。 

 
图71: E3ME的国家账户结构 

E3ME-FTT是一个涵盖71个地区的全球模型，

该模型单独展示主要经济体，并在欧洲国

家中划分出70个经济部门，非欧洲国家中

划分出44个。E3ME是一个需求主导的宏观

计量经济学模型。它使用时间序列计量经

济学来求解最终需求的组成部分及各类其

他指标，以确定需求的组成。参见图71。

计量经济学参数代表过去和现在应对冲击

的行为。 

能源领域也由计量经济学关系决定，并建立

在以上展示的一些会计恒等式之上，但同样

也包括对内生创新和能源价格的反应。不可

再生能源价格的批发部分是通过成本-供应曲

线法得出的，该方法包含一个不确定性参数。

在顶部加上了纳税等级。 

 

 
 
 
 
 

214 Cambridge Econometrics (2022). E3ME Model Manual. Available at: https://www.e3me.com/what/e3me/ 

部门 政策 政策细节 

多部门 碳价格 2024年起价为40美元/吨二氧化碳，2070年增至325美元/吨二氧

化碳（2022年价值）。 

能源效率投资 特定部门最终能源需求的减少。 

生物质能混合法规 燃料混合，如将生物乙醇与汽油混合。影响所有基于石油的交通

方式。 

道路交通 车辆税 从2024年起增加内燃机汽车的登记税。 

车辆补贴 从2024年起就电动汽车的购买价格进行补贴。 

道路税 从2024年起增加内燃机汽车的道路税。 

燃料税 从2024年起增加内燃机汽车的燃料税。 

逐步淘汰法规 禁止内燃机汽车销售。2024年禁止低效（较旧）的内燃机汽车

车型。2040年禁止更高能效的内燃机汽车车型。 

电动汽车硬性规定 强制要求制造商在产品组合中提供一定数量的电动汽车。 

 电力供应 投资补贴 从2024年起，对核电实行20%的补贴，对碳捕获和碳封存

（CCS）的应用实行50%的补贴，对生物质能结合碳捕获与封存

（BECCS）的应用实行60%的补贴。 

逐步淘汰法规 到2060年逐步淘汰煤电。从2028年起，不得增加其他化石燃料

发电。 

战略性公共投资 2024年至2026年间对BECCS进行战略投资，培育系统。 

上网电价 2024年至2036年风力发电实行上网电价，到2046年全部取消。 

住宅供暖 逐步淘汰法规 从2024年起禁止销售化石燃料家用供暖系统。 

燃料税 与碳税一致的燃油税。 

投资补贴 从2024年开始对热泵和太阳能发热进行补贴。 

钢铁制造 

 

投资补贴 从2024年起，对CCS应用的预付投资实行10%的补贴，对其他

主要低碳技术实行50%的补贴。 

能源补贴 从2024年到2046年，对氢（50%）和电（25%）的使用发放

补贴，随后到2057年逐步淘汰补贴。 

战略性公共投资 从2024年到2032年对氢气直接还原炼钢技术进行战略投

资，从2035年到2039年对电解方法进行战略投资，以培育

该系统。 

土地利用 减少土地利用碳排放

（基于假设） 

减少土地使用排放包括减少农业排放、重新造林、植树造林和其

他土地利用相关措施。 

 

http://www.e3me.com/what/e3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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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在E3ME-FTT模型中的作用 

Understanding why and how economic agents pick 

technologies is important in questions surrounding 

decarbonisation of the economy. Time series 

econometric equations are not entirely suitable to 

address technology-induced transitions. This is 

where Future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s (FTT) 

comes into play. FTT is a suite of models integrated 

with E3ME that describes technology decision 

making in the most emission and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such as power generation,215 iron and 

steel,216 household heating217 and passenger 

vehicles.218 It is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that socio-technical regimes 

(why something is done the way it is done) change 

due to internal (e.g. innovation) and external 

How does E3ME differ from other models? 

E3ME is often compared to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 or Discrete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DSGE) models.220 221 In many ways the 

modelling approaches are similar; they are used to 

answer similar questions and use similar inputs and 

outputs. However, underlying this are important 

theore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odelling 

approaches. Models like E3ME build upon data and try 

to infer economic relationships from that. Most other 

macro-economic or 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 

(IAMs) try to build upon micro foundations and theory. 

In a typical CGE or DSGE framework, optimising 

behaviour is assumed, output is determined by 

supply-side constraints and prices adjust fully so 

that all the available capacity is used. In E3ME the 

determination of output comes from the demand 

side of the economy and it is possible to have spare 

结果 

二氧化碳排放 

将净零情景与参照情景（符合现行政策）相比

较，发现到2070年，能源和工艺相关的二氧化

碳排放将减少59亿公吨，相当于在2020和2070

年间累计减少1410亿公吨二氧化碳排放。按百

分比计算，这比基线减少了91%，到2070年还剩

下5亿公吨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这被认为可以

通过减少土地使用的排放来抵消（见图72）。 

大部分减排是在发电和工业领域实现的，运输和家庭

部门的贡献较小。前两个行业在基线情景中很大程度 

 

上依赖化石燃料，由于政策组合带来的技术转型，这

一情况发生了改变。净零情景意味着2050年公路运

输部门几乎完全脱碳，基线情景则意味着部分脱碳，

尤其是自2045年起。因此，在运输部门，净零情

景和基线情景间二氧化碳减排结果的差异有限。

到2070年，在净零情景下，家庭部门几乎完全脱

碳。但是，随着大多数家庭从基于生物燃料的供

暖转向低碳替代品，家庭排放水平在基线情景中

也很低。在净零情景下，部分基于液化石油气

（LPG）的供暖被清洁技术所取代，有助于少量

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e.g. shortages or policies) pressures, and such 

change is often irreversible and non-marginal. FTT 

incorporates uncertainty in its input parameters 

which represents the heterogeneous character of 

economic agents as well as fundamental uncertainty. 

FTT determines the technology configuration to 

meet the demand, which is determined elsewhere 

in E3ME-FTT. The core builds on the Lotka-Volterra 

replicator function, which compares all technologies 

on a pair-wise basis and takes investor preferences 

(determined as a binary logit), technology 

substitution frequencies and market shares of 

the previous year as inputs to determine market 

shares of the current year.219 It includes positive 

feedbacks such as learning-by-doing based on 

global cumulative technology capacity additions, 

and negative feedbacks due to sectoral constraints, 

such as VRE deployment in the power sector leading 

to supply-demand mismatches or scrap availability 

economic capacity. It is not assumed that prices 
always adjust to market-clearing levels. 

The differences have important practical implications 

because they mean that, in E3ME, regulation and 

other policies could potentially lead to increases in 

output, if they are able to draw upon the available 

spare economic capacity. The role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is key. 

The role of finance 

E3ME is a Post-Keynesian model and within this 

school of thought money is endogenous – i.e. it can 

be created by banks through, for example, lending. 

This approach differs from that in many other models 

where the supply of money is fixed.222 A fixed supply 

of money implies full crowding out, whereas an 

endogenous supply of money does not per se imply 

full crowding out. E3ME is agnostic on finance. The 

model tracks the investment needs of a given sector 
as a result of the econometric relationships or the 

Figure 72: Energy and process-related CO2 emissions, absolute differences from baseline, 2020-2070, GtCO2. 

 

being limited for recycling in the iron and steel sector. FTT outcomes, but it does not provide information 

on whether the demanded finance is accessible. 
一次能源需求 

The policy package removes most of the reliance 

on fossil fuels and this is illustrated by the changes 

in primary energy demand between the net zero 

scenario and the baseline (see Figure 73). Total 

primary energy demand falls by 8.6 PWh relative 

to the baseline by 2070 (a 24 per cent decrease), as 

use from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vehicles mostly 

disappearing by 2050. Strong declines in oil use are 

also seen in the power generation and industrial 

sectors. Coal use sees strong declines across a range 

of heavy industries, including power generation, 

steelmaking and non-metallic minerals. Declines in 

gas demand are driven through reduced uptake of 

215 Mercure, J. F. (2012). FTT:Power: A Global Model of the Power Sector with Induce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Natural Resource Depletion. Energy Policy 48: 799-811. 

216 Vercoulen, P., et al. (2018). Decarbonizing the East Asian steel industry in 2050. Meijo University Discussion Paper #0008.  

217 Knobloch, F. et al. (2021). FTT: Heat – A Simulation Model for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European Residential Heating Sector. Energy Policy 153: 112249.  

218 Lam, A and Mercure, J-F. (2015).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on Consumer Choices for Private Road Passenger Transport Emissions Reductions in Six Major Economies.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10(6): 064008. 

219 Mercure, J. F. (2015). An Age Structured Demographic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5(4): 787-820. 

220 Mercure, J. F., et al. (2019). Modelling Innovation and The Macroeconomics of Low-Carbon Transi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al Use. Climate Policy, 19(8): 
1019-1037. 

221 Lefevre, J., et al. (2022). Global Socio-Economic and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Scenarios Through the Lens of Structural Chang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74: 
102510. 

222 Mercure, J-F and Pollitt, H. (2018). The Role of Money and the Financial Sector in Energy-Economy Models Used for Assessing Climate and Energy Policy. Climate 
Policy, 18(2): 184-197.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invest in energy efficiency 

measures, and switch to more energy-efficient 

technologies (such as electric vehicles). Coal- and oil- 

based primary energy production is replaced mostly 

by solar power, which is enabled by the electrification 

of many end-use technologies. This includes 

electrification of the road transport sector, with oil 

LPG as an energy source in households, as well as 

lower use of natural gas in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Solar energy becomes a dominant technology by 

2070, with a 57 per cent share of primary energy 

demand. Much remaining fossil fuel demand is for 

non-energy use, or for applications with carbon 

capture technology built in. 

在有关经济脱碳的问题中，理解经济主体为什么以

及如何选择技术很重要。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方程

需要很长的历史轨迹来模拟未来。对于新技术来

说，这样的历史并不存在，因此计量经济学方程并

不完全适用于解决技术引发的转型问题。这就是未

来技术转型（FTT）发挥作用的地方。FTT是一套与

E3ME集成的模型，描述了发电、215钢铁、216家用

供暖217和乘用车218等排放和能源密集型行业的技术

决策。它基于对进化经济学的理解，即社会技术体

系（为什么某件事是这样做的）会由于内部（如创

新）和外部（如短缺或政策）的压力而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往往是不可逆转和非边际的。FTT在输入

参数中融入了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既代表了经

济主体的异质性，也代表了根本不确定性。 

FTT 能 够 确 定 满 足 需 求 的 技 术 配 置 ， 需 求 则 在

E3ME-FTT的其他部分确定。该模型的核心基于

Lotka-Volterra的复制函数，该函数对所有技术进

行 两 两 对 比 ， 并 将 投 资 者 偏 好 （ 确 定 为 二 元

logit）、技术替代频率和前一年的市场份额作为输

入，以确定当年的市场份额。219它包括积极反

馈，如基于全球累积技术能力增加的边做边学，以

及由于部门限制而产生的消极反馈，如电力部门的

VRE部署导致供需不匹配，或钢铁部门回收的废料

可用性有限。 

 

E3ME与其他模型有什么不同？ 

E3ME常与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或离散随机一般

均衡（DSGE）模型相比较。220，221在许多方面，这些

建模方法是相似的；它们被用来回答类似的问题，使用

类似的输入和输出。然而，这背后隐藏着建模方法间重

要的理论差异。E3ME这样的模型建立在数据之上，并

试图从数据中推断经济关系。其他大多数宏观经济或综

合评估模型（IAMs）则试图建立在微观基础和理论之

上。 

在典型的CGE或DSGE框架中，人们假设存在优化行

为，产出由供给侧的限制决定，价格充分调整，以利用

所有可用的产能。在E3ME中，产出决定于经济的需求

方，有可能存在闲置的经济产能。不存在价格总是会调

整至市场出清水平的假设。 

这些差异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因为它们意味着在

E3ME中，如果监管和其他政策能够利用可用的闲置经

济产能，就有可能带来产出的增加。金融部门的作用至

关重要。 

金融的作用 

E3ME是一个后凯恩斯主义模型，在这个学派中，货币

是内生的，即它可以由银行通过贷款等方式创造。这种

方法不同于其他许多模型，在那些模型中，货币的供给

是固定。222固定的货币供给意味着完全挤出效应，而

内生的货币供给本身并不意味着完全挤出效应。E3ME

是金融不可知论者。根据计量经济学关系或FTT的结

果，该模型追踪一个特定部门的投资需求，但它不提供

关于所需资金是否可以获得的信息。 

 

再使用石油。发电和工业领域的石油使用量也大幅

下降。发电、炼钢和非金属矿产等一系列重工业行

业的煤炭使用量大幅减少。天然气需求的下降的原

因是家庭对液化石油气作为能源的需求减少，以及

天然气在工业应用中的使用量下降。到2070年，

太阳能将成为一项主导技术，占一次能源需求份额

的57%。剩余的大部分化石燃料需求用于非能源用

途，或内置碳捕获技术的应用。 

 

政策组合消除了对化石燃料的大部分依赖，这可以从

净零情景和基线之间一次能源需求的变化中看出（见

图73）。随着企业和消费者投资于能效措施，并转

向更节能的技术（如电动汽车），到2070年，一次

能源总需求较基准下降8.6 PWh (减少24%)。以煤和

石油为基础的一次能源生产主要被太阳能取代，许多

终端技术的电气化使太阳能成为可能。这包括公路运

输部门的电气化，到2050年，内燃机车辆将基本不 

 

图72：能源和工艺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与基线的绝对差距，横轴：2020-2070年，纵轴：10亿公吨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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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按载体划分的一次能源需求，与基线的绝对差距，横轴：2020-2070年，纵轴：PWh 就业 

虽然GDP结果显示大部分影响是积极的，但模拟结

果确实表明，并非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由化石

燃料（尤其是煤炭）向其他能源的转型可能导致

化石燃料相关部门的就业机会大幅减少，包括采

掘和冶炼部门。超过200万个工作岗位受到威胁。

无论出台怎样的缓和政策，这些工作都可能因自

动化而面临风险，中国可能就是这样的情况。223然

而，这些工作岗位的损失会被其他部门工作岗位 

的增加所弥补。随着印度经济中能源生产的恢复，

大部分就业岗位将集中在发电部门。此外，随着转

型所需的建造和翻新工作的进行，建筑行业的就

业也将得到强劲提振，特别是在政策情景的早期

和中期。以上部门就业的增加提高了消费者的收

入，他们的额外消费集中于服务部门，使服务部

门的产出和就业也随之增加。总的来说，建模结

果表明，得益于清洁能源转型，到2070年，印度

的总就业人数将增加840万，比基线水平增加1.6%。 
 

图75: 就业，与基线的绝对差距，横轴：2022-2070年，纵轴：百万 

 

 

 

 

 
 

GDP及其组成 

建模结果表明，向净零经济的转型可能会给印

度带来净正向的宏观经济影响。到2070年，

GDP可能比基线增长8400亿美元（见图74），

意味着2.5%的增长。这些额外需求大多由对低

碳技术和节能措施的投资驱动，这些投资创造

了建筑和电气工程领域的经济活动，它们将在

2024年至2040年间占据主导地位。随后，能 

源生产的恢复也带来了可观的收益。随着各类能

源用户转向电气技术，国内发电部门的产出大幅

增加，降低了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改善了贸

易平衡。从转型对消费者支出的影响来看，影响

较小。一些部门的产出增加（见下文）带来了就

业增加，从而有助于增加实际收入和消费。同样，

家庭采用更高效的技术，减少了能源费用，有更

多的支出可用于其他商品和服务。 

 
 
 
 
 
 

讨论与结论 

First and foremost, no single model tells a complete 

picture. A few important aspects are missing in these 

 
 
 
 
 
 
 

 
Despite these model limitations, we deem it to be 

likely that many opportunities lie ahead for India on 

the road to net zero by 2070. The transition provides 

opportunities of improving India’s energy security 

图74: GDP及其组成，与基线的绝对差距，横轴：2020-2070年，纵轴：万亿美元2022 simulations. First, skills are not tracked and therefore it 

is implied that jobs are interchangeable. This will unlikely 

be the case, and reskilling of those that lose their job in 

fossil fuel-related jobs would be necessary. Second, the 

supply of money is endogenous in E3ME-FTT. However, 

it is agnostic on the source of investments (e.g. loans, 

foreign investment, accumulated savings or wealth, are 

assumed to be available. Therefore, the additional 

investments shown in the net zero scenario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the investments needed to achieve the 

transition described above. Third, increased carbon 

sequestration or reduced emissions from land use is 

assumed. At the moment, the model does not include a 

representation of land use. Fourth, climate and pollution 

damages are not accounted for in any scenario. The 

likely reduction in climate and pollution damages 

provide another benefit to decarbonisation that is often 

overlooked, and – admittedly – difficult to estimate. 

position, a more efficient energy supply system overall, 

large-scale net job creation, and – most importantly 

– large-scale reduction in emissions.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also enacts policies to 

decarbonise, which contributes to making low-carbon 

technologies more accessible due to a global push. 

In this representation of net zero, we found that 

important technology transitions are found in the power 

sector towards solar PV, onshore wind power and some 

bio-based power generation. Road transportation 

transitions to electric power trains, and domestic 

heating switches away from biobased and LPG- 

consuming units to solar thermal and various electric 

forms of heating. In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we 

find a large-scale transition to steel recycling and 

hydrogen-based steelmaking. All these transitions 

lead to supply-side efficiency gains, leading to a 

reduction in primary energy demand. 

 
 

223 Clark, A. and Zhang, W. (2022). Estimating the Employment and Fiscal Consequences of Thermal Coal Phase-Out in China. Energies 15(3): 800. https://doi. 

org/10.3390/en15030800 (Note, this work is presented in this report in the case study on the coal transition in China).  

首先，没有任何一个模型能完整地说明情况。这些模

拟中缺少几个重要的方面。第一，没有追踪技能，这

意味着工作是可以互换的。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

生，对那些在化石燃料相关岗位中失去工作的人进行

再培训是必要的。第二，在E3ME-FTT中，货币供给

具有内生性。然而，它对投资的来源（如贷款、外国

投资、积累的储蓄或财富等）是不可知的。此处，假

定可以得到推动这一转型的投资。因此，净零情景中

展示的额外投资应被解释为实现上述转型所需的投

资。第三，假定土地使用增加了碳封存或减少了碳排

放。目前，该模型不包括土地使用的相关内容。第

四，所有情景都未考虑气候和污染损害。可能存在的

气候和污染损害减少是脱碳带来的另一常被忽视的好

处，而且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好处难以估计。 

 

尽管这些模型存在限制，我们仍认为印度在2070

年实现净零排放的道路上存在许多机遇。这一转型

为印度带来了机会，如改善能源安全状况、建立更

高效的整体能源供应体系、创造大规模的净就业，

以及大规模减少排放。世界其他地区同样制定了脱

碳政策，这有助于低碳技术在全球的推动下更为普

及。 

在对净零排放的展示中，我们发现电力部门出现了

向太阳能光伏、陆上风力发电和生物发电等重要技

术的转型。公路运输领域向电动传动系过渡，家庭

供暖从生物基和液化石油气消费转向太阳能热能和

各种电力供暖的形式。在钢铁行业，我们发现大规

模的向钢铁回收和基于氢气的炼钢技术的转型。所

有这些转型都会带来供给侧效率的提高，从而减少

对一次能源的需求。 

 



 

 

 
 

国家脱碳计划 
 
 
 

 

案例分析： 

印度经济脱碳：政策和影响 
Deepthi Swamy (世界资源研究所 印度), Varun Agarwal (世界资源研究所 印度), Ulka Kelkar (世界资

源研究所 印度) 

 

 

 

 

政策问题：未来三十年，哪些政策组合对印度经济脱碳最有效？实施这些

政策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地区：印度 

研究方法：系统动态模型 

主要发现：通过将一系列政策重点放在电力、交通和工业部门的脱碳上，印度

经济实现脱碳是可能的，同时还能节约净成本，实现更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 

交流互动：本案例依托的脱碳情景是与来自工业界、智库、学术界、资助方

的行业专家和一些政策制定者磋商后制定和完善的。分析所得的主要发现与

见解已在多个平台进行了介绍和讨论，包括拟议的全球气候联盟（GCA）224研

究合作，以及印度道路运输和公路部和印度国家转型研究所（NITI Aayog）在

印度气候和能源建模论坛（ICEMF）225指导下建立的工作组。225 

 
 

摘要：作者使用系统动态模型来思考印度经济脱碳可能需要的政策组合，以及

这些政策组合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该模型可以更真实

地反映政策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发现，印度经济脱碳是可能的，同时

可以节约净成本，实现更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  

介绍 

印度在2021年11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上宣布了到

207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226规划一条满足其

人民愿望（如获得充足能源的可靠途径）的低碳

发展道路，将需要对印度经济进行深层次的结构

性改造。目前，印度经济能源需求总量的约四分

之三依赖于化石燃料。227
 

为了设计符合印度脱碳和发展目标的有效政策

组合，孤立地评估不同的政策选择远远不够；

还需要政策制定者了解不同部门的政策选择和

经济之间的潜在关系，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如何

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 

分析框架 

印度能源政策模拟器（EPS）228是一个开源的

系统动态（SD）模型，它可以通过对印度到

2050年的跨部门气候政策组合及其对宏观经

济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为政策制定提供信

息。 

EPS的政策选择涵盖了主要的经济部门：交通、

建筑、电力供应、工业（包括农业、废弃物和

废水）、土地使用和氢气。政策选择包括定价

政策（如税收和补贴）以及法规（如技术采用

或淘汰）。印度EPS的结构、建模方法、基本数

据来源以及假设都在网上的技术说明中进行了

阐释。229
 

与迄今在印度用于气候政策分析的建模方法相比，

EPS建模方法包括以下主要优势： 

⚫ 与现有的建模方法（多数采用可计算的一般均

衡或局部均衡法）相比，EPS的SD方法可以更贴

近现实地展示政策和经济间动态的相互作用，

由此产生的整体效果不同于颁布多个单一政策 

的效果总和。例如，EPS结合所预测的全球价

格和内生学习来计算技术成本，以说明当地技

术扩散的影响。这意味着促进技术采用的法规

或补贴可以创建一个不断强化的循环，由此，

由政策引发的技术采用加快会进一步降低技术

价格，这反过来又加速了技术的采用。 

⚫ EPS覆盖整个经济所带来的跨部门政策分析能

够使用户发现不同部门在政策执行方面的协

同效应和取舍。例如，电力供应脱碳政策未

能跟上终端使用电气化政策的步伐，使后者

无法实现其减排的潜力，在极端情况下可能

导致排放惩罚。. 

⚫ EEPS包括一个综合的投入-产出模型，该模型计

算在某一情景下制定的气候政策对宏观经济参

数(如GDP、就业和政府账目)的影响，它同时考

虑了所制定政策的直接、间接和所诱发的经济

影响。当前用于印度气候政策分析的模型通常

不会输出这些内容，关于印度气候行动对宏观

经济潜在影响的研究文献也很有限。然而，这

部分分析与印度政策制定者尤为相关，对政策

制定者而言，经济发展是一个关键的政策目标。 

EPS的一些主要局限性如下： 

⚫ 它在总体空间（国家）和时间（年度）的维度

上模拟政策。模型的输出是汇总的，无法评估

已颁布政策的影响（如对就业和GDP的影响）

在各地区或人口群体中的分布情况，如按收入、

性别或年龄分布。 

⚫ 模型中的间接和被诱发的经济影响是根据截至

2015年印度各经济行业投入产出（I/O）表中的

交易关系来计算的，假定这些影响被持续一段

时间。 

⚫ 目前不可能对模型中的不确定性进行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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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The Global Climate Alliance (GCA) Collaborative is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effort to evaluate how Global South countries can best secure the support of Global North 
countries to address the economy-wid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including both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measures.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several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think tanks have been collaborating on these issues and pooling their individual research efforts. 

225 India Climate and Energy Modelling Forum (ICEMF) is a platform for leading energy experts, think tanks, researchers, modellers and policymakers to collaborate and 
examine important climate, energy and environment-related issues, including their economic linkages, through integrated modelling exercises. 

226 https://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1768712 

227 https://www.iea.org/reports/india-energy-outlook-2021/energy-in-india-today 

228 https://india.energypolicy.solutions/scenarios/home 

229 https://www.wri.org/research/tool-designing-policy-packages-indias-climate-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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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分析 

We used the India EPS to analyse a policy package 

focusing on the power, industry and transport 

sectors, which would put India on course to reach 

net-zero CO2 emissions by 2070. Our policy 

package, henceforth referred to as the Long- 

term Decarbonisation (LTD) Scenario, builds upon 

existing policy targets for renewable energy, energy 

efficiency and electric mobility in the short term and 

considers the policy-supported phase-in of currently 

nascent technologies, such as hydrogen and battery 

storage, in the medium-term, to reach ambitious 

levels of implementation by 2050. The choice of the 

policies modelled in this scenario is guided by three 

main criteria: a) their alignment with current policies 

and targets in India and the emerging conversation 

around policies to support new green technologies 

like hydrogen, b) the relative effectiveness of a 

policy (when compared to other policy options 

available in the model) in contributing to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batement, and c) their impact 

on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 i.e., government 

accounts, GDP and jobs. 

We present our results relative to a Reference 

Scenario, which incorporates the impact of existing 

policies, as of 2019. 

The level of ambition for the policy settings and the 

rate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the LTD scenario is 

decided based on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including 

the existing level of achievement in the Reference 

Scenario, review of literature to identify the technical 

potential achievable for the technologies modelled 

within the policies, and preliminary consultations with 

sectoral experts on policy feasibility, given on-the- 

ground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s in India. 

Our approach is to construct a forward-looking, or 

‘what-if’, scenario aimed at evaluating the plausible 

outcomes of a given set of policy actions, rather than 

providing a set of ‘optimal’ policy actions. There are 

several alternative combinations of actions that may 

reach the same level of emissions in future, each with 

their own implications for other outputs such as costs, 

social benefits and economic impacts. 

The specific questions of policy interest for our 

analysis were the following: 

⚫ What are the most impactful policies/policy 

combinations to decarbonise the Indian 

economy over the next three decades? 

⚫ What are the likely implications of enacting 

these policies for investment,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Results 

The Reference Scenario sees India’s total emissions 

approximately double over the next three decades 

– emissions rise from just over 3 billion tonnes of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 (BtCO2e) in 2022 to 

around 6 BtCO2e in 2050. Emissions rise despite 

a 61 per cent improvement in emissions per unit of 

GDP over this period, driven by economic growth 

and urbanisation. 

The fastest growth in emissions is seen in the 

industrial and transport sectors – emissions 

approximately triple by 2050 compared to the 

present in both sectors. Power sector emissions, in 

contrast, do not increase significantly from present 

levels, owing to India’s renewable energy targets and 

falling technology costs, which are considered within 

the Reference Scenario. In 2050, the industrial sector 

comprises almost 50 per cent of the total emissions, 

followed by power (18 per cent) and transport 

(16 per cent). 

key policy levers for decarbonisation 

Policies in the LTD scenario are primarily focused on 

decarbonising three sectors – namely, the industry 

and transport sectors, because of the rapid growth in 

emissions in the Reference Scenario, and the power 

sector, because green electricity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success of end-use electrification policies and 

green hydrogen production. 

Policies (and their level of ambition) are chosen 

by applying the criteria mentioned in the previous 

section. For example, the mandates for clean 

electricity generation and electric vehicle adoption 

build on existing policy targets for renewable energy 

and electric mobility. Mandates for electrification 

and hydrogen adoption in the industry are chosen 

due to the high emissions abatement potential 

of underlying technologies, based on preliminary 

consultations with sectoral experts. A carbon tax is 

primarily chosen as a means to raise public revenue 

during the transition, although it also plays a 

complementary role in supporting decarbonisation 

mandates. The key policy assumptions of the LTD 

scenario are summarised in Table 12. 

表12：LTD情景中的关键政策杠杆。*除非另有说明，该政策自2020年起线性实施，至2050年达到全面实施 

 

政策 参考情景（2050） LTD情景（2050）* 

 

工业电气化和氢能使用的硬性规定 

(工业部门化石燃料替代的百分比。从2030年的0开始线性增长) 

 

 
0 

 

 
50% 

 

电解制氢的硬性规定 

（从2025年的0开始线性增长） 

 
 

0 

 
 

100% 

 

二氧化碳税（每吨二氧化碳当量） 

（电力和工业部门） 

 
 

0 

 
 

INR 3500 (USD 50) 

 

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销售法规（占新车销量的百分比） 

客运LDV，客运HDV 

货运LDV，货运HDV 

2W, 3W 

（自2030年始的H2V销售法规） 

 

 
35%, 23% 

14%, 4% 

38%, 30% 

 

 
80%, 50% (+25% H2V) 

70%, 25% (+45% H2V) 

100%, 100% 

 

材料使用效率硬性规定 

(排放密集型产品需求的减少 w.r.t .参考情景) 

 
 

- 

 

水泥：15% 

钢铁：20% 

 

无碳发电硬性规定 

（强制规定的最小百分比） 

 
 

68% 

 
93% 

(75%) 

 

煤电提前淘汰硬性规定 

（自2027年的300MW/年线性增长） 

 
 

- 

 
 

7 GW/年 

我们使用印度的EPS分析了专注于电力、工业和运

输部门的政策组合，它们将使印度走在正确的道

路，迈向2070年实现净零二氧化碳排放目标。政策

组合，下文称之为长期脱碳（LTD）情景，在短期

内建立在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电动出行领域的

现有政策目标上。在中期，则考虑在政策的支持下

逐步引入如氢能和电池储能等新兴技术，以到2050

年达到较高实施水平。该情景中建模政策的选择以

三个主要标准为指导：a）它们与印度当前政策和

目标的一致性，以及围绕支持氢能等新绿色技术政

策的新兴对话，b）政策（与模型中可用的其他政

策选择相比）在促进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相对有效

性，以及c）它们对宏观经济指标（即政府账目、

GDP和就业）的影响。 

我们展示了与截至2019年的参考情景相关的研究结

果，该参考情景纳入了现有政策的影响。 

LTD情景下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率的目标水平由多

种因素决定，包括参考情景中政策的现有实现水

平、文献综述确定的政策中的模拟技术能够实现的

技术潜力，以及考虑到印度落地执行的挑战，与行

业专家就政策可行性进行的初步咨询。 

我们的方法是构建一个前瞻性的或“假设”的情

景，旨在评估给定的一组政策行动的合理结果，而

非提出一系列“最佳的”政策行动。有几种可选择

的行动组合可能在未来达到相同的排放水平，它们

中的每一种都对其他产出（如成本、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有不同的影响。 

我们分析的涉及政策利益的具体问题如下： 

⚫ 未来三十年内，对印度经济脱碳最有效

的政策/政策组合是什么？ 

⚫ 制定这些政策对投资、经济增长和就业

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结果 

参考情景认为，印度的总排放量在未来30年内约翻一

番 ， 从 2022 年 的 略 高 于 30 亿 吨 二 氧 化 碳 当 量

（BtCO2e）上升到2050年的约60亿吨二氧化碳当

量。尽管受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推动，在此期间单位

GDP的排放量减少了61%，排放总量仍在上升。 

工业和运输部门的排放量增长最快，到2050年约为目

前的三倍。相比之下，得益于印度的可再生能源目标和

下降的技术成本，电力部门的排放量与目前的水平相比

没有显著增加，这些在参考情景中都已被考虑。2050

年，工业部门排放量将占总排放量的近50%，其次是

电力（18%）和运输（16%）部门。 

脱碳的关键政策杠杆 

LTD情景的政策主要集中在三个部门的脱碳上—即工业

和运输部门，因为参考情景中它们的排放量增长迅速，

以及电力部门，因为绿色电力是终端使用电气化政策和

绿色氢能生产成功的先决条件。 

政策（及其目标水平）是通过应用前一节中提到的标准

来确定的。例如，清洁发电和采用电动汽车的法规建立

在现有的可再生能源和电动出行政策目标的基础上。初

步征求行业专家的意见后，选择强制要求行业电气化和

采用氢能，这是由于它们所依托的技术具有高减排潜

力。初步选择碳税作为转型期间增加公共收入的一种手

段，它在支持脱碳的法规上也起到了补充作用。表12

总结了LTD情景的主要政策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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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D情景的政策在2030年将减少参考情景中排放

量的约五分之一，2050年减少三分之二。累计而

言，2020-2050年间相对于参考情景所减少的排 

放量略高于46 BtCO2e。图76显示了这两种情景在

此期间覆盖整个经济和部门范围的排放轨迹。 

表13：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力和氢能在工业和运输业能源结构中所占份额 

 

图76: 参考情景和LTD情景中温室气体排放对比 

 

 

 

 

 

 

 

 

 

 

 

 

 

 

 

 

 

 

 

 

 

 

 

 

 

 

 
In the power sector, the proportion of carbon-free 

electricity generation reaches close to 50 per cent 

by 2030 and over 90 per cent by 2050 (compared 

to slightly less than 25 per cent at present) because 

of mandates for carbon-free electricity generation 

and early retirement of coal power. The reduction in 

the cost of renewable energy (RE) due to technology  

s further RE capacity addition, which further 

reduces costs. Thus, a positive reinforcing effect 

is created for RE technology uptake, and the 

carbon-free electricity generation exceeds the 

policy mandated requirement over time. This is 

complemented by a carbon tax, which makes 

fossil-fuel based electricity more expensive at 

the same time. Coupled with the increasing cost- 

competitiveness of RE relative to fossil fuels, 

 
 
 
 
 
 
 
 
 
 
 
 
 
 
 
 

 
The rapid decarbonisation of the power sector supports 

mandates for fossil fuel substitution with electricity and/ 

or green hydrogen in the industry and transport sectors 

in achieving their emissions mitigation potential. These 

fuel-switching mandates, phased in from 2025 or 2030, 

serve as the main policy levers for decarbonising the 

industry and transport sectors in the long term, while 

energy-efficiency policies play a role in the short term. 

These mandates are complemented by the carbon tax, 

like in the power sector. However, unlike in the power 

sector, this policy combination does not achieve a cost 

tipping point in thport sectors due to a more gradual 

implementarence in brown and green technology costs 

in these sectors. Nevertheless, significantly higher 

shares of electricity and hydrogen are achieved in the 

overall industrial and transport energy mix as a result 

Economic outcomes 

We find that long-term decarbonisation of the 

Indian economy is possible while creating net cost 

savings across the economy over time, and achieving 

better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outcomes, 

relative to the Reference Scenario. 

The transition to green technologies requires 

additional capital expenditure over the Reference 

Scenario. The additional annual capital expenditure 

amounts to around US$28bn (2018) (~0.5 per cent 

of GDP) in 2030, and rises constantly thereafter 

as RE infrastructure, EVs, battery storage and 

green hydrogen production is ramped up, to reach 

US$247bn (~1.5 per cent of GDP) in 2050. While the 

scale of upfront capital investments can present 

challenges in terms of financing, we see that the 

reduction in fuel and operations and maintenance 

costs across the economy from the uptake of green 

technologies outweighs the upfront capital costs 

over time, creating net savings in the long run 

starting in the decade of the 2040s. 

The transition away from fossil fuels results in a 

contracs such as coal mining, petroleum refining 

and manufacturing for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vehicles. Moreover, a reduction in the use of 

petroleum products, which contribute over 25 per 

cen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total 

tax revenue at present, can significantly dent 

overall tax collection and aggravate the economic 

contraction by constraining government spending. 

Government spending on basic services such as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has a multiplier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by improving productivity. 

However, we find a carbon tax (increased in a phased 

manner over time) has the potential to offset the loss 

in petroleum taxes during the transition by widening 

the tax base to all emissions-causing uses of fossil 

fuels, including industrial process emissions. 

Productive public expenditure sustained by carbon 

tax revenues, together with growth in industries 

like clean electricity generation and hydrogen 

production, more than compensates for the 

contraction in brown sectors in the LTD scenario. 

Overall, the policy package in the LTD scenario 

delivers a GDP that is 2.3 per cent higher and 

generates 3.4 million more jobs by 2050, relative to 

the Reference Scenario.230 The drivers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are supply-side effects – 

while the overall demand for energy and materials 

reduces as a result of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investments to decarbonise supply (along with 

associated indirect and induced effects) drive growth. 
231 Figure 2 shows the macroeconomic outcomes of 

the LTD scenario relative to the Reference Scenario. 

power sector policies together result in no new 

coal capacity additions after 2024. 

of these policies, compared to the Reference Scenario 

(see Table 13). 

230 These include direct jobs (created due to enacted climate policies) and indirect jobs (created within industries that supply to directly affected industries). The 
agriculture sector is excluded from the jobs estimates presented here. 

231 Indirect effects refer to changes in output or employment of sectors that supply the sector directly affected by a policy. Induced effects are created by changes in re- 
spending of money by workers or government in the economy as a result of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工业能源结构 运输业能源结构 

电力份额 氢能份额  电力份额 氢能份额 

 

年份 参考情景 LTD情景 参考情景 LTD情景 参考情景 LTD情景 参考情景 LTD情景 

目前 13% 0% 1.5% 0% 

2030 16% 20% 0% 2% 3% 6% 0% 0% 

2050 16% 40% 0% 18% 9% 29% 0% 7% 

 

在电力部门，由于出台了无碳发电和煤电提前淘汰

的硬性规定，到2030年，无碳发电的比例将接近

50% ， 到 2050 年 达 到 90% 以 上 （ 目 前 略 低 于

25%）。技术扩散导致的可再生能源（RE）成本下

降（起初是这些硬性规定的结果），反过来推动了

RE产能的进一步增加，这又进一步降低了其成本。

因此，RE技术的吸收形成了一个积极的强化效应，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无碳发电成果超越了强制性

政策的要求。二氧化碳税也起到了补充作用，它使

基于化石燃料的电力更加昂贵。再加上相对于化石

燃料，RE的成本竞争力不断提高，电力部门的政策

共同导致2024年后不再需要新增煤炭产能。 

电力部门的快速脱碳支持了工业和运输部门以电力和/

或绿色氢能代替化石燃料的硬性规定，有助于这两个

部门发挥其减排潜力。这些燃料转换规定将从2025年

或2030年开始逐步实施，从长远来看，它们是工业和

运输部门脱碳的主要政策杠杆，而能效政策则在短期

内发挥作用。这些规定还得到碳税的补充，如同电力

部门。然而，与电力部门不同，这一政策组合在工业

和运输部门没有达到成本临界点，因为这两个部门的

硬性规定实施更具渐进性，褐色和绿色技术的成本差

异更大。不过，与参考情景相比，得益于这些政策，

电力和氢能在整个工业和运输业能源结构中的份额明

显提高(见表13)。 

 

经济成果 

我们发现，与参考情景相比，印度经济在长期

实现脱碳是可能的，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还

能在整个经济中节约净成本，实现更好的经济

增长和就业。 

向绿色技术的转型需要在参考情景下增加资本

支出。到2030年，额外的年资本支出约为280

亿美元（2018）（约占GDP的0.5%），此后随

着RE基础设施、电动汽车、电池储能和绿色氢

生产的发展，该支出会不断上涨，到2050年将

达到2470亿美元（约占GDP的1.5%）。虽然前

期资本投资的规模可能会带来融资方面的挑

战，但我们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采用绿色

技术在整个经济中减少的燃料及运营维护成本

超越了前期资本投入的成本，从长远来看，从

21世纪40年代起可以实现净节约。 

从化石燃料向其他能源的转型导致了煤矿开

采、石油加工和内燃机汽车制造等褐色部门的

萎缩。此外，由于石油产品目前占中央政府税 

收总额的25%以上，减少石油产品的使用可能会

大幅削弱整体税收，使政府支出受限，从而加剧

经济萎缩。政府在教育和医疗等基本服务上的支

出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对经济增长产生乘数效

应。然而，我们发现，碳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阶

段性增加)有可能通过将税基扩大到所有导致排放

的化石燃料使用，包括工业过程排放，来抵消转

型期间的石油税损失。 

碳税收入支撑的生产性公共支出，以及清洁发电

和制氢等行业的增长，足以抵消甚至超出LTD情景

下褐色部门的萎缩。总体而言，与参考情景相

比，LTD情景下的政策组合到2050年将使GDP提

高2.3%，并创造340多万个就业岗位。230经济增

长和就业的驱动力是供给侧效应—尽管对能源和

材料的总需求因效率提高而下降，但对脱碳供给

的投资(以及相关的间接和诱导效应)推动了经济的

增长。231图2展示了相对于参考情景，LTD情景

的宏观经济结果。 

 



 

 

 
 
 
 
 
 
 
 

图77: 相对于参考情景，LTD情景的宏观经济结果 

 

 

结论 

在LTD情景下的政策组合主要依赖早期的政策

信号（例如对可再生能源、电动出行和工业

燃料的硬性规定）来刺激私人对绿色技术的

投资，以及反过来，增强通过技术吸收导致

的成本降低而推动的绿色技术进一步采用的

强化效应。在这种情况下，碳税可以作为一

种补充政策，进一步降低使用绿色技术相对

于褐色技术的成本。在政策组合中，碳税还

有助于补偿石油税收减少而带来的公共收入

损失，从而减轻政府生产性支出削减对经济

活动的负面影响。然而，碳定价政策可能在

短期内对必需商品的价格产生重大影响，但

在长期内作为提高公共收入的手段效果甚微，

因为化石燃料的使用已在经济中被淘汰。这 

 

强调了周密设计的必要性，设计中应包含对其他

公共收入来源的评估。 

在政策组合中，有几种政策类型是尚未探索或无

法探索的，随着印度迈向低碳未来，政策制定者

对它们的评估和考量至关重要。虽然由于补贴对

政府账目的影响，政策组合不依赖于补贴，但针 

对特定技术的补贴可以被视为一项重要的补充政

策，与其他政策相结合，它能够通过为新兴技术

创造成本临界点，加速如海上风能、氢能和电池

储能等新兴绿色技术的采用。一项类似的补充政

策（不在政策组合范围内是公共基础设施的建立，

如电动汽车充电站和氢气分销网络，以鼓励消费

者和工业界采用绿色技术。 

最后，为了确保低碳转型是可持续的和公正的，任

何政策方案都必须评估和纳入再分配政策，以确保

转型的成本和利益在社会各部分得到公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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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可持续发展目标与能源转型间相

互作用的数据驱动系统映射 
Fernanda Senra de Moura（牛津大学）和Pete Barbrook-Johnson（牛津大学） 

 

政策问题：能源转型将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带来哪些风险和机遇，我们要如

何管理这些风险和机遇？ 

地区：巴西 

研究方法：数据驱动的系统映射方法。 

主要发现：风能与巴西可持续发展目标及经济指标间的联系相对紧密，与健康、水

资源和卫生部门的产出存在相互作用，与碳排放和电力供应间有直观的联系。也有

证据表明，风能与生物燃料间的联系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太阳能生产与可持续发展

目标及经济指标间的联系则较弱，表明太阳能与其他目标间没有明显的协同或取舍。

未来的工作将更密切地关注这些关系。 

交流互动：这项工作已提交至EEIST巴西社区进行实践，但全面的实施参与尚未开始。

建模工作正在推进，在下一开发阶段将进行关键的合作。这将涉及向政策利益相关

方展示完整的映射图和分析，着重关注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间的取舍和协同，在

此基础上讨论如何开发和使用更具针对性的分析方法。 

介绍 

What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SDGs will the 

energy transition create, and how might we manage 

these? In this case study, we take a step back from 

narrowly focused simulation models and consider 

how the energy transition might be interacting with a 

broader set of objectives, represented by the SDGs. 

We use a data-driven systems mapping approach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SDG, economic 

and energy transition indicators in Brazil. Specifically, 

we use country-level, time-series data to estimate 

networks of SDG, economic and energy transition 

indicators (our maps) and then analyse the resulting 

maps using subjective map and sub-map analysis 

to complement standard network metrics. 

We focus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SDGs and 

the expansion of wind energy; and motivated by 

an initial set of results that suggests a link between 

wind energy and biofuels, we iterate to study further 

biofuels, with a focus on sugarcane. Nonetheless, 

the analysis using these types of maps is flexible, 

so more focused policy analysis, or contextualisation 

of other modelling results or advice, is also possible, 

as demonstrated in the ongoing EEIST sub-project 

on which this case study is based.232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 systems 

approach to policy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17 SDGs, was adop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in 2015. For each goal, there are 

between five and 19 targets, and between six and 

28 indicators. The 2030 Agenda envisioned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goals as components of an interlinked 

system, rather than individual targets. Applied 

academic work has reflected this systems approach 

to policy, and there is a fast-emerging literature 

on SDG interactions,233 with many approaches 

conceptualising the interactions as networks of 

SDG indicators, as we do here. Moreover, with 

the 2030 deadline approaching and many 

countries falling behind on several goals, better 

understanding SDG interactions has become a 

key policy issue as synergies need to be leveraged 

and trade-offs tackle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energy transition and 

SDGs have been considered. Nerini et al (2017)234 

summarise synergies and trade-offs between SDG7 

(Energy) and non-energy SDGs based on expert 

elicitation. Similarly, McCollum et al. (2018)235 map 

synergies and trade-offs between energy and other 

SDGs, but based on a large-scale,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nergy literature. The most recent IPCC 

Working Group III report summarises an assessment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DGs and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options, 

including the energy transition.236
 

Energy transition and the sdgs in Brazil 

In Brazil, the share of renewables in the energy 

supply matrix has been historically high (between 

39 per cent and 58 per cent since 1970) an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world average (46 per 

cent versus 14 per cent in 2019).237 However, given 

the environmental costs and climate exposure 

associated with further expanding hydropower 

from its current levels, wind and solar energy have 

gained relevance in the last 10 years as a means 

to diversify the produc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Within this context, currently, 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 (SDG 7) is the only SDG achieved 

and maintained in Brazil. Others on track for 

achievement, but with challenges remaining, 

are Climate Action, 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 

and Quality Education.238 In all other dimensions, 

the performance is less promising, so better 

understanding how Brazil’s advantage in clean 

energy and the recent diversification of renewables 

in the energy matrix interact with other dimension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uld inform key policies 

aiming at SDG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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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使用数据模型来探讨在巴西能源部门增加可再生能源使用对巴西发展造成的普遍影响。

该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索可再生能源多样化与可持续发展其他维度间的协同和取舍，以便政策

制定者思考如何利用协同作用及瓶颈的突破去实现该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该研究采用了

数据驱动的系统映射法，将基于数据的网络估算法、标准网络分析法和主观映射分析法相

结合，从而能够对包含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广泛系统进行定量和定性描述，这反过来又为高

层决策和跨部门政策协调提供了信息。 

232 Barbrook-Johnson, P. and Senra de Moura, F. (2022) Using Data-Driven Systems Mapping to Contextualise Complexity Economics Insights. INET Oxford working 
paper, https://www.inet.ox.ac.uk/publications. 

233 Breuer, A. et al. (2019). Transla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SDG) Interdependencies into Policy Advice. Sustainability 11(7); Bennich, T. et al. (2020). 
Deciphering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on SDG Interactions: A Review and Reading Guide.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728, 138405. 

234 Fuso Nerini, F. et al. (2018). Mapping Synergies and Trade-Offs Between Energ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Nature Energy 3, 10-15. 

225 McCollum, D. et al. (2018). Connec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by their Energy Inter-linkages.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13, 033006. https:// 
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1088/1748-9326/aaafe3. 

226 Shukla, P. et al., eds (2022), Climate Change 2022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Working Group III Contribution to the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IPCC. 

227 Empresa de Pesquisa Energética. (2022). Brazilian Energy Balance 2022: Year 2021. Empresa de Pesquisa Energética, Rio de Jane iro; Empresa de Pesquisa Energética 
(Brasil) (2022) Power matrix and electrical matrix. ABCDEnergia Blog. Available at: https://www.epe.gov.br/sites-pt/abcdenergia/Paginas/MATRIZ-ENERGETICA.aspx. 

238 Sachs, J. et al. (2022).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02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iopscience.iop.org/articl e/10.1088/1748-9326/aaaf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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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使用数据模型来探讨在巴西能源部门增加可再生能源使用对巴西发展造成的普遍影响。

该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索可再生能源多样化与可持续发展其他维度间的协同和取舍，以便政策制

定者思考如何利用协同作用及瓶颈的突破去实现该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该研究采用了数据

驱动的系统映射法，将基于数据的网络估算法、标准网络分析法和主观映射分析法相结合，

从而能够对包含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广泛系统进行定量和定性描述，这反过来又为高层决策和

跨部门政策协调提供了信息。 

能源转型会给可持续发展目标带来哪些风险和机遇？

我们可以如何管理它们？在这个案例分析中，我们从

狭隘聚焦狭隘的模拟模型中抽身出来，考虑能源转型

如何与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代表的更广泛目标进行互

动相互作用。我们使用数据驱动的系统映射方法来探

索巴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经济和能源转型指标间的

相互作用。具体来说，我们使用国家层面的时间序列

数据来估计可持续发展目标、经济和能源转型指标的

网络（即我们的映射地图），然后使用主观映射地图

和子映射地图分析法来分析所得地图，以补充标准网

络指标。 

我们专注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与风能扩张之间的相互作

用；一组初步数据结果表明风能和生物燃料之间存在

联系，受其启发，我们反复实验进行迭代，进一步研

究生物燃料，重点关注了甘蔗。但是，使利用用这类

映射地图的进行分析很灵活，因此也可以进行更有针

对性的政策分析，或是提供对其他建模结果或建议的

情景化处理也是可能的，正如进行中的EEIST子项目就

是如此。本案例以该子项目为基础研究基于的进行中

的EEIST子项目所展示的那样。232 

可持续发展目标：系统化的政策方法 

联合国大会在2015年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其中提出了有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每个目标

都包含5到19个具体目标，以及6到28个相关指标。

《2030议程》设想将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目标整合

为一个相互关联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单独独立的

目标。应用学术研究反映了这种系统化的政策方法，

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互动作用的文献快速涌现，233许

多 

多方法将这类互动概念化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网络，

我们也是如此。此外，随着2030年最后期限的逼近，以

及许多国家在一些目标上仍旧落后，更好地理解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相互作用已成为一个关键的政策问题，原因

在于其是发挥协同效应和解决权衡问题的需要。 

学者们已将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

纳入考虑范围。Nerini等人（2017）234在专家的启发

下，总结了可持续发展目标7（能源）和非能源可持续发

展目标之间的协同作用和权衡。同样，McCollum等人

（2018）235绘制了能源和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协

同和权衡映射图，但他们的工作以大规模、系统性的能

源相关文献回顾综述为基础。最近，来自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工作组的报告总结评估了关

注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气候变化缓解减缓方案（包括能源

转型）之间互动作用的文献。236 

巴西的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巴西，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矩阵中的比例历来很高

（自1970年以来便在39%至58%之间），它大大高于世

界平均水平（2019年巴西值为46%，而世界平均值为

14%）。237然而，考虑到在现有水平上进一步扩张水电

存在环境成本和气候风险，风能和太阳能作为可再生能

源生产多样化的一种手段，在过去10年中意义凸显。 

在这一背景下，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可持续发展目标

7）是巴西当前唯一实现并能够维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其他有望实现但仍存在挑战的目标包含气候行动，清洁

饮水和卫生设施，优质教育。238在所有其他目标上，巴

西的表现都不太乐观，因此，更好地了解巴西在清洁能

源方面的优势，以及近期其能源供应矩阵中可再生能源

多样化与可持续发展其他方面的互动，能够为意在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政策提供参考。 

http://www.inet.ox.ac.uk/publications
http://www.epe.gov.br/sites-pt/abcdenergia/Paginas/MATRIZ-ENERGETICA.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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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的系统映射方法 

将数据带入系统映射 

We use a novel data-driven systems mapping approach 

designed to allow us to explore broad interactions across 

different domains in a system, and to contextualise, 

communicate and embed the insights of new economic 

thinking in real-world policy questions. In a typical 

systems mapping exercise the main goal is to determine, 

often in a participatory fashion, the system’s  key 

factors and the links between them.239 The core outputs 

are a mapping process and a corresponding map 

representing a comprehensive and shared  vision  of 

the forces at work, which in turn can be used as a 

framing and discussion tool in policy design, appraisal 

and evaluation. 

Our key methodological contribution is to provide an 

approach for bringing data into the mapping process, 

and for building system maps directly from data. This 

approach allows us to build networks representing 

empirical regularities between a broad range of factors 

and analyse these networks in policy-relevant ways. 

network estimation: methods 

We demonstrate the use of two data-driven network 

estimation techniques – correlation networks and the 

PC algorithm. These are just two of a longer list of 

methods we hope to combine in ongoing work. 

(conditional dependence). One alternative is to think of 

the system as a network of conditional dependencies 

that can be modelled as a graph and use 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tests to learn the structure of the graph. 

In other words, when assessing whether there is an 

edge between two nodes, all variables in the system 

are taken into account. 

To implement such an approach, here we use the PC 

algorithm,240 one of the main algorithms for causal 

structure learning. This works in three steps: 1) it 

determines the ‘skeleton’ of the network – that is, it 

estimates all network edges,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direction of relationships; 2) it determines the 

edge orientation for v-structures x → z  y, that is, a 

structure where two variables x and y have a common 

effect z; and 3) based on the results from steps 1 and 2, 

determines further edge orientations.241
 

network estimation: data 

We use country-level, time-series of SDGs, 

macroeconomic and energy sector  indicators.  Data 

on the SDG indicator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SDGs database, which we complemented 

with data from the World Bank, Climate Watch Data, 

th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the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and the 

Brazilian Integrated System of Disaster Information 

(S2ID). Data on the energy sector, including energy 

transition indicators, and on macroeconomic factors 

are from the Brazilian Ministry of Mines and Energy, the 

局限性 

本案例基于正在进行的工作，我们在此只实施了两

种网络估计方法，使用的数据集仍在搭建中。总体

而言，任何数据驱动的系统映射工作的主要局限可

能在于难以将其融入参与式过程，较难以通俗易懂

的方式向他人传达映射地图和发现的丰富内容，以

及难以获得所有相关因素的可使用和全面的数据。 

实例研究结果：风能和生物燃料 

为了说明所用方法，在本节中我们介绍了巴西风能

与可持续发展其他方面互动上的初步发现，并演示

了我们如何在第一组数据结果的基础上进行迭代，

以进一步研究生物燃料在巴西可持续发展目标-能源

系统中的作用。 

完整映射地图（此处未显示）表明风能与相关网

络中的几个节点存在联系，因此，风能是能源转

型相关因素中联系网络最密集的，也是三大标准

网络衡量方法中排名前五的节点之一：中间性

（反映节点是“桥梁”还是“瓶颈”）、紧密度（反

映节点是否处于密集状态）和程度（连接的数

量）。具体而言，初步研究结果表明，风能与温 

室气体排放总量（可持续发展目标13）和可获得

的电力（可持续发展目标7）有关，但它们也表

明，风能与卫生部门243（可持续发展目标3）、

可获得的水资源和卫生设施（可持续发展目标

6）、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目标14和15）以及材

料消费（可持续发展目标12）之间存在不太直观

的相互作用。 

除了与相关网络中的几个节点存在联系外，在PC

算法网络中，风能份额与生物燃料的份额相关， 

而生物燃料是巴西的主要能源来源。在这一联系

的推动下，我们进一步研究了生物燃料在可持续 

发展目标能源系统中的影响。从生物燃料的上游

看（图78），我们可以看到制造业增加值和每单 

位增加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两者都是可持续发

展目标9的指标）都与生物燃料有关。由于生物

燃料包括甘蔗产品、木柴、植物油和废弃能源，

而这些能源又可以转化为热能、机械能和光能，

这些关联的合理性及其背后的机制将是进一步研

究的有趣课题，与能源和制造业部门利益相关者

的讨论也会如此，尤其是考虑到工业化是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 

 

 
Correlation thresholding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network estimation techniques, largely because it is 

easy to implement and interpret, and does not impose 

restrictive assump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variables. The method consists of two main steps: first, 

given a set of nodes (i.e. the variables we bring into the 

analysis), we estimate a full correlation matrix. Then, 

starting with an empty network, for each pair of nodes 

we populate our network with an edge (i.e.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if the estimated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is higher than the chosen threshold  and/or  if 

the probability of the observed test statistics, in case 

there was no real link between the variables (p-value), 

is lower than the chosen threshold. 

map relationships between nodes of the system 

while accounting for the other nodes of the system 

Brazilian Institute for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 the 

World Bank, the Brazilian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Statistics, and the Brazilian Sugarcane Observatory. 

using and  analysing   system   maps 

Once a network has been estimated, different 

approaches can be used to analyse the system 

and interpret the results. We recommend following 

Barbrook-Johnson and Penn (2021, 2022)242 and 

considering three broad types of use and analysis: 

图78: 生物燃料的个体网络244。这显示了生物燃料生产的两步个体网络（即所有节点直接连接或仅通过一个步骤连接），网络

中剔除了许多通过风能生产连接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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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Barbrook-Johnson, P. and Penn, A. (2022). Systems Mapping: how to build and use causal models of systems. Palgrave. 

240 Spirtes, P. et al. (1993). Causation, Prediction, and Search – Lecture Notes in Statistics 81. Glymour, C., Scheines, R and Spirtes, P. (2001), Causation, Prediction, and 
Search, 2nd edn, MIT Press, Cambridge.. 

241 Heinze-Deml, C. et al. (2018). Causal Structure Learning. Annual Review of Statistics and Its Application 5: 371-391. 

242 Barbrook-Johnson, P. and Penn, A. (2021). Participatory Systems Mapping for Complex Energy Policy Evaluation. Evaluation 27(1): 57-79. Barbrook-Johnson, P. and 
Penn, A. (2022), Participatory Systems Mapping, Systems Mapping, Palgrave Macmillan. 

 
 
 

243 Share of women with anaemia, infant and neonatal mortality, children stunted.  

244 An ego network is a subset of a network focused on one particular node and its neighbours.  

将数据带入系统映射 

我们使用一种新的数据驱动系统映射法，它使我们

从而能够探索系统中不同领域间的广泛互动，并将

新经济思维的见解置于现实世界的政策问题背景

下，使之与现实世界的政策问题沟通与融合。在传

统的系统映射工作中，主要目标是确定系统的关键

因素和它们之间的联系，这通常以参与式方式开

展。239核心产出是绘图映射过程和相应的映射地

图，它代表着对发挥作用因素的全面和共同的看

法，而这又可以作为政策设计、评估和评价的框架

和讨论工具。 

我们在方法论上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了一种将数据带

入制图映射过程，以及直接从数据中建立系统映射

的方法。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建立代表体现广泛一

系列因素间实证性规律的网络，并使用与政策相关

的方法分析这些网络。 

网络估计：研究方法 

我们展示了两种数据驱动的网络估计技术的使用—

--相关网络和PC算法。我们希望在当下开展的工作

中结合更多的方法，它们只是其中之二两种。 

相关性阈值是最常见的网络估计技术之一，主要原

因在于它易于实施和解释，且不对变量间的关系施

加限制性假设。该方法包括两个主要步骤：首先，

给定一组节点（即我们引入分析的变量），我们估

计出一个完整的相关矩阵。然后，从一个空白网络

开始，对于每一对节点，如果它们之间的估计相关

性高于所选阈值和/或在变量之间没有真正联系的情

况下，观察到的测试统计数据的概率（P值）低于

所选阈值，我们就用一条边（即它们之间的连接）

来填充我们的网络。 

相关性阈值是一个很好的基准，但由于它只关注成

对的关系，它不能解决干扰变量带来的问题，或者 

概括的说，它无法在考虑到系统其他节点（条件依赖

性）的同时，绘制出系统节点间关系的映射图。一种替

代性方法是将系统视为一个条件依赖的网络，它可以被

建模为一个图形，并使用条件独立性测试来学习其结

构。换句话说，当评估两个节点之间是否存在边时，系

统中的所有变量都被考虑在内。 

为了实现这种方法，我们在此使用因果结构学习的主要

算法——PC算法240。该算法分三个步骤。1）确定网

络的“骨架”，即估计所有网络的边，而不考虑关系的

方向；2）确定v型结构x→z←y的边的方向，即结构中

两个变量x和y具有共同影响z；3）基于步骤1和步骤2

的结果，进一步确定边的方向。241 

网络估计：数据 

我们使用国家层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宏观经济和能源

部门指标的时间序列。有关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数据

来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库，我们还补充了来自

世界银行、气候观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世界不平等数据库和巴西灾害信息综合系统（S2ID）

的数据。能源部门的数据（包括能源转型指标）和宏观

经济因素的数据来自巴西矿业和能源部、巴西应用经济

研究所、世界银行、巴西地理和统计研究所，以及巴西

甘蔗观察站。 

使用和分析系统映射地图 

一旦估计出一个网络，就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分析系

统和解释结果。我们建议遵循Barbrook-Johnson和

Penn（2021，2022）242的做法，考虑三个广泛用于

使用和分析映射图的方法：（i）观察全图的结构，即

使用不同的布局和可视化方法来探索整个映射图的结

构，例如寻找聚类、瓶颈和连接中断的因素。（ii）网

络分析，即使用规范的网络分析方法来寻找稳定连接和

存在影响的因素。 (iii)子地图分析，即查看映射地图的

特定子区域来考虑具体问题——例如，什么因素影响

关键结果，或者一系列活动集或是投入和结果之间存在

什么样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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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展示对子地图的探索如何能够引发进一

步的文献回顾、数据收集和映射图绘制，我

们再次迭代，这次额外关注生物燃料和土地

利用情况的作用，并以此为起点。这一想法

意在探索巴西生物燃料、土地利用情况和粮

食价格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原因在于随着

农产品越来越多地被用作能源生产的投入，

一些文献考虑到了石油和农产品价格同步变

动的情况。245
 

我们收集了更多的数据来拆分生物燃料，重点关

注甘蔗。具体来说，我们将甘蔗和乙醇生产，以

及甘蔗发电的能源供应数据纳入考虑范围。其他

可再生能源的来源包括木材、太阳能、风能和水

力。我们还囊括了巴西土地面积中甘蔗和森林所

占份额的数据，以及食品价格指数。由此生成的

子映射图如图79所示。这一迭代显示了生物燃料

因素子与映射地图的高度紧密联系，所有这些因

素子都占据了中心位置。 

When we thin the map by only including connections 

which appear in both PC algorithm and correlation 

networks, we see a different picture. Firstly, we see an 

intuitive chain from land area producing sugarcane, 

to sugarcane production, to ethanol production. 

While the PC algorithm was not able to direct these 

edges, for policy purposes, expert knowledge and/ 

or further data collection could be used to complete 

this section of the map. We also se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ctricity supply from sugarcane and food 

prices, but electricity supply from sugarcane is not 

linked to the rest of the chain – an issue that could 

Conclusion 

This preliminary data-driven systems mapping 

exercise has shown how wind and biofuels appear 

to be more connected into the SDG and economic 

indicators in Brazil than solar. This suggest efforts 

to seek out synergies and opportunities, or address 

trade-offs and risks between the transition and 

SDGs, may be best focused on wind and biofuels. 

In future work, we will explore these relationships 

in greater detail and present them to policy 

stakeholders tasked with supporting Brazilian 

 

图79: 生物燃料的个体网络2.  A）生物燃料相关因素的两步个体网络。B）相同的网络，但只展现了同时出

现于相关网络和PC算法网络中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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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discussed with sector specialists. 

Similarly, the link between land area producing 

sugarcane and the share of energy production 

from wood could be further investigated, as well as 

the lack of a link between forest area (SDG 15) and 

sugarcane production, especially considering that the 

extent to which sugarcane production may influence 

deforest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to be considered 

in both energy (SDG 7) and forest conservation 

policies (SDG 15). 

In sum, our data-driven maps show wind energy 

well-connected to other nodes in the SDG-energy 

system, potentially interacting with outcomes in the 

health, water and sanitation sectors (SDGs 3 and 

6) besides being linked to emissions (SDGs 9 and 13) 

and access to electricity (SDG 7). Wind energy may 

also be connected to biofuels, which, when further 

disaggregated with a focus on sugarcane energy and 

land use, are also well-connected in the correlation 

network. Finally, the PC algorithm network of 

biofuels offers interesting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s on interactions among sugarcane 

production, forest area and emissions. 

progress on SDGs, to inspire further rounds of 

analysis driven by stakeholder questions. 

We believe this approach to data-driven systems 

mapping is a useful tool to complement more 

narrowly focused models and to combine with 

qualitative systems mapping approaches (as seen 

in the case study What is the most cost-effective 

form of carbon pricing?). Systems mapping has 

proved useful and popular among analysts working in 

policymaking, from policy design through appraisal 

to evaluation,7 and we believe we should make 

more use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systems mapping, 

including more data-driven approaches. Specifically, 

within a new economic thinking and modelling 

framework, systems mapping is a key early step in 

Risk-Opportunity Analysis246 and is a useful method 

for opening up economics, making its insights more 

accessible and encouraging pluralism. 

 
 

SDG indicator factor 
Energy system factor 
Macroeconomic factor 
Land and food factor 

 
 
 
 
 
 
 

 
245 Hassler, J. and Sinn, H. (2016). The Fossil Episod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83: 14-26. Peersman, G. et al. (2021). The Interplay between Oil and Food 
Commodity Prices: Has it changed over tim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33: 103540. 246 Mercure, J-F. et al. (2021) Risk-Opportunity Analysis for Transformative Policy Design and Appraisal,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70: 102359. 

如果保留同时出现在 PC 算法和相关网络中的连接，

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情况。首先，看到了一条从甘蔗种

植面积到甘蔗生产，再到乙醇生产的直观链条。虽然

PC算法无法指导这些边的绘制，但出于政策目的，可

以利用专家的知识和/或进一步的数据收集来完成地图

的这一部分。还看到甘蔗电力供应与食品价格之间的

关系，但甘蔗电力供应与链条的其他部分没有联系，

这个问题可以与部门专家讨论。 

同样，还可以进一步调查生产甘蔗的土地面积与来自

木材的能源生产份额之间的联系，以及森林面积（可

持续发展目标15）与甘蔗生产之间缺乏联系的情况，

特别是考虑甘蔗生产会在何种程度上导致森林砍伐，

这是能源（可持续发展目标7）和森林保护政策两者

（可持续发展目标15）都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总之，我们数据驱动的映射地图显示风能与可持续发

展目标-能源系统中的其他节点联系紧密，除了与排放

（可持续发展目标9和13）和电力获取（可持续发展

目标7）有关外，还极可能与健康、水资源和卫生部门

（可持续发展目标3和6）存在相互作用。风能同样可

以与生物燃料相联系，当生物燃料被进一步细分，且

重点关注甘蔗能源和土地利用时，其在相关网络中也

与其他节点存在密切联系。最后，生物燃料的PC算法

网络为进一步研究甘蔗生产、森林面积和排放之间的

相互作用提供了有趣用的建议。 

总结 

这项初步开展的、由数据驱动的系统映射绘图工作显

示，在巴西，比起太阳能，风能和生物燃料似乎与可持

续发展目标及经济指标的联系更为紧密。这表明，想在

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寻求协同和机会，、或

解决进行权衡和应对风险，最好将注意力集中在风能和

生物燃料上。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更详细地探讨这

些关系，并将其向负责支持巴西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的

政策利益相关者展示，以引发由利益相关者问题所推动

的进一步分析。 

我们认为，这种数据驱动的系统绘图法是一个有用的工

具，它可以补充较为狭隘的模型，并与定性的系统绘图

法相结合（如案例《什么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碳定价形

式？》所示） 。事实证明，从政策设计、评估到评价7，

系统映射在从事政策制定的分析人员中被证实是有用

的，且受到欢迎，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更多地利用不同类

型的系统映射，包括更多的数据驱动方法。具体而言，

在新的经济思维和模型框架内，系统映射是风险-机会分

析246的关键前期步骤，也是开放经济学的有效方法，使

其结论更易理解，鼓励其多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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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的绿色复杂性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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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问题：能源转型可能会怎样影响各国的比较优势？布署哪些政策能最好

地帮助各国应对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并帮助其确立未来的繁荣地位？ 

地区：中国 

研究方法：基于经济复杂性文献的绿色复杂性指数 

主要发现：(i) 了解一个国家现有的绿色复杂性指数及其绿色复杂性潜力，可

以为未来可能的比较优势指明方向；(ii) 战略性的长期政策可以推动一个国家

走向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领域；(iii) 中国在过去20年中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其作为绿色产品出口国的崛起，甚至比其全球领先制造商的地位更有影响力。 

交流互动：本案例的研究方法是基于在学术背景环境中开发的一个关于能力

的一般框架。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大部分数据和结果都已在绿色转型协会导航

的网站上（https://green-transition-navigator.org/）公开发布。该资源已被用于

多个关于各国绿色出口能力的报告。关于中国的这一特定案例分析是牛津大

学团队与瑞士私人银行Lombard Odier合作的一部分，在格拉斯哥等地举行的

COP26的周边会议中展示了此案例的一个版本。 

介绍 

This case study presents the application of economic 

complexity-based measures to understand green 

competitiveness in China. The transition to a low- 

carbon economy will require switching to greener 

technologies in many sectors, implying that countries 

with high production of green technologies stand 

to be likely beneficiaries of the green transition. 

Acquiring the capabilities to export sophisticated 

green products can be part of a green growth 

strategy, but may not be easy everywhere. Here, 

we assess 25 years of global trade in green products 

to understand recent trends in China’s green 

competitiveness and product complexity, and 

consider what might lie ahead. This type of analysis 

can give insight into the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impacts we might expec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s 

the green transition unfolds. This case study is a 

summary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pproach by 

Mealy and Teytelboym (2020)247 to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by Andres et al. (2021).248
 

Measuring green competitiveness 

The ‘green’ products we track are a list of 295 

products as defined by Mealy and Teytelboym, who 

amalgamate environmental goods lists compiled by 

the WTO, the OECD and APEC. The sub-categories 

within this include renewable energy products, 

efficient consumption of energy technologies,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products, and wastewater 

management and potable water treatment. The 

countries potentially well-placed to gain from the 

low-carbon transition are those who manufacture 

and export sophisticated equipment to make 

the transition happen, such as solar panels, 

wind turbines, electrolysers, and batteries and 

their components. 

Our methodology also identifies countries that have 

the export capabilities that may allow them to move 

into exporting green products in the future. This is 

based on the idea tha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 

often path-dependent.249 Empirical evidence has 

shown that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e significantly 

more likely to develop competitiveness in products 

and services which require similar capabilities to 

those they already possess.250 There is further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countries which specialise 

in more technologically sophisticated products tend 

to enjoy greater income and GDP growth.251
 

To capture these phenomena, we employ an 

approach first introduced by Hidalgo et al252 and 

extended by Mealy and Teytelboym to measure 

competitiveness in exporting green products. 

The proximity of a product to a country’s current 

capabilities i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the probability 

that this country will develop relative competitiveness 

in this product in the future (if it does not already 

export it competitively).253
 

We use the algorithm developed by Hidalgo and 

Hausmann6 to calculate the Product Complexity 

Index (PCI), which is a proxy for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We will occasionally refer to the 

Economic Complexity Index (ECI), which measures 

the overall complexity of a country’s export basket. 

A country’s ECI has been shown to be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that country’s future GDP growth.254
 

We apply the approach of Mealy and Teytelboym 

here and combine these measures of complexity 

with the combined WTO, OECD and APEC list of 

traded green products to develop indices of green 

complexity or green competitiveness. We use two key 

metrics to assess countries’ progress in capitalising 

on the growing green product market. 

1.  the green Complexity index (gCi) measures the 

number and complexity of green products that a 

country has exported competitively. It constitutes 

a composite measure of green competitiveness 

and allows us to compare countries directly on 

their current green export streng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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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使用数据分析法探讨了全球贸易数据和各国在绿色产品方面的比

较优势。该研究提出了绿色复杂性指数法，该方法建立在经济复杂性文献的

基础上。这一文献对我们如何看待国家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里，它

被应用于中国的绿色竞争力，并指出中国作为绿色产品出口国的崛起，甚至

比其作为全球领先制造商的崛起还要强大。 

 

 
 

247 Mealy, P and Teytelboym, A. (2020). Economic Complexity and the Green Economy. Research Policy: 103948.  

248 https://www.inet.ox.ac.uk/publications/predictors-of-success-in-a-greening-world/ 

249 Grubb, M. et al. (2014). Planetary Economics: Energy, Climate Change and the Three Domain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et ary Economics. 

250 Hidalgo, C. et al. (2007). The Product Space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Science, 317: 5837; Neffke, F. et al. (2011). How Do Regions Diversify over Time? 
Industry Related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Growth Paths in Regions. Economic Geography, 87.3. 

251 Hidalgo, C. et al. (2007). The Product Space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Science 317: 5837; Hausmann, R. et al. (2007). What You Export Matter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2.1. 

252 Hausmann, R. and Hidalgo, C. A. (2009). The Building Blocks of Economic Complexi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 iences, 106(26): 10570-10575. 

253 Hidalgo, C. et al. (2007). The Product Space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Science, 317: 5837; Neffke, F. et al. (2011). How Do Regions Diversify over Time? 

Industry Related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Growth Paths in Regions. Economic Geography, 87.3. 

254 Hidalgo, C. et al. (2007). The Product Space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Science 317: 5837; Hausmann, R. et al. (2007). What You Export Matter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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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介绍了以经济复杂性为基础的衡量方法在理

解中国绿色竞争力方面的应用。向低碳经济的转型

要求许多部门转向更绿色的技术，意味着绿色技术

产量高的国家极可能是绿色转型的受益者。具备出

口高端绿色产品的能力可以视为绿色增长战略的一

部分，但这并非在任何地方都易于实现。在这里，

我们评估了25年绿色产品的全球贸易，以了解中国

绿色竞争力和产品复杂性的最新趋势，并考虑未来

可能发生的情况。这一类型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深入

了解，随着绿色转型的展开，各国可能出现的产业

动 态 和 影 响 。 本 案 例 分 析 总 结 了 Mealy 和

Teytelboym（2020）247的方法在中国的应用，以

及Andres等人（2021）248的方法在其他国家的应

用。 

衡量绿色竞争力 

我们追踪的“绿色”产品是由Mealy和Teytelboym

定义的295种产品清单，他们整合了世贸组织、经合

组织和亚太经合组织编制的环境商品清单。其中的

子类别包括可再生能源产品、高效的能源消耗技

术、碳捕获和储存产品、以及废水管理和饮用水处

理。通过制造和出口高精尖设备以实现低碳转型的

国家最有可能从转型中获益，这些高精尖设备如太

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电解器和电池及其组件

等。 

我们的方法还识别出了具有出口能力的国家，这些

国家可能在未来转向出口绿色产品。这一推论是基

于工业发展往往存在路径依赖的观点。249经验实证

证据表明，国家和地区更有可能在需要与其已有能

力相似的产品和服务上发展竞争力。250还有进一步

的证据表明，专门生产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的国家

往往会实现更高的收入和GDP增长。251 

为了捕捉这些现象，采用了由Hidalgo等人252首次提

出，并由Mealy和Teytelboym发展的方法来衡量绿色

产品出口的竞争力。一类产品与一国当前能力的相近

性，与该国未来在该产品上发展出相对竞争力的可能性

密切相关（如果该国目前还没有极具竞争力地出口该产

品的话）。253 

我们使用Hidalgo和Hausmann开发的算法来计算产品

复杂度指数（PCI），它是技术先进性的代表。我们间

或会提到经济复杂性指数（ECI），它衡量一个国家出

口组合的整体复杂性。一个国家的ECI已被证明是该国

未来GDP增长的重要预测指标。254 

我们在此采用Mealy和Teytelboym的方法，将这些复

杂性度量标准与世贸组织、经合组织和亚太经合组织的

绿色产品贸易清单相结合，以开发绿色复杂性或绿色竞

争力指数。我们使用两个关键指标来评估各国在利用不

断增长的绿色产品市场方面取得的进展。 

1. 绿色复杂性指数（GCI）衡量一个国家出口的具有

竞争力的绿色产品的数量和复杂性。它构成了绿色

竞争力的综合衡量标准，使我们能够直接比较各国

当前的绿色出口实力。 

2. 绿色复杂性潜力（GCP）衡量每个国家与尚未具备

出口竞争力的复杂绿色产品的相近性。我们使用两

种产品共同出口的频率来衡量产品之间的相近性。

一种产品和一国之间的相近程度表明该产品与该国

家当前出口能力的相似程度。根据工业发展中的路

径依赖，识别与一国能力密切相关的产品，可以让

我们瞥见其未来路径的大致模样。GCP已被证明是

一个国家未来GCI的重要预测指标。255 

http://www.inet.ox.ac.uk/publications/predictors-of-success-in-a-greening-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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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green Complexity Potential (gCP) measures 

each country’s proximity to complex green products 

that it does not yet export competitively. We use 

a measure of proximity between products that is 

based on how often two products are co-exported. 

Proximity between a product and a country indicates  

 shown to be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a country’s 

future GCI.255
 

图80：所选国家不同时期的GCI 

To prevent our analysis from being skewed by short- 

term fluctuations in trade, we use annual average values 

over rolling five-year periods (1995-1999, 1996-2000, 

etc). For more details on the methodology, please refer 

to the report 256 this case study is based on and Mealy 

and Teytelboym (2020).257
 

中国绿色竞争力发展趋势 

中国在全球绿色产品出口中的份额从1995-1999年

的3%增加到2015-2019年的19%。其在绿色产品进

口中所占份额也有所上升，但幅度较小：从这一

时期开始时的2.87%上升至最近一段时期的8%。

中国是绿色产品的净出口国（更广泛地反映了中

国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的主导地位）。 

中国的GCI排名从1995-1999年期间的第25位上升

至最近2015-2019年期间的第五位，而GCP排名从

第七位上升到第一位。这表明，中国不仅提高了

绿色产品出口份额，而且还涉足了相对复杂的绿

色技术领域。其较高的GCP尤其表明，中国完全 

有能力在未来进一步提高其绿色产品的全球竞争力。

可再生能源产品是中国最重要的绿色出口产品，也

是最重要的进口产品。 

研究期间，许多类别产品的出口额都有所增加，

在较为复杂的产品类别中增长尤为明显（图81）。

排名前三的类别为可再生能源产品，其次是能源

高效消耗技术和碳捕获与储存产品，然后是废水

管理和饮用水处理产品。如图82所示，在所有环

境类产品中，中国与绿色产品之间的平均相近性

都有所提高。这表明，中国的生产能力正日益向

具有竞争力的绿色技术生产所需能力看齐，这也

体现于中国在GCP的高排名上。 

 
 

图81: 按环境产品类别划分的历年出口额 

 

 

 

 

 

 

 

 

 

 

 

China’s green complexity trends and 
opportunities 

Over the past decade,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manufacturing economy. It is also the world’s 

largest emitter of greenhouse gases. However, its 

global dominance in manufacturing is mirrored by 

its clean technology production capabilities. China 

currently ranks 42nd in economic complexity overall 

(ECI), but fifth in green complexity (GCI). 

 
on high-tech industries may raise both its economic and 

green complexity ranking. China’s 14th five-year plan 

(for 2021-2025) emphasises a similar set of industries. It 

also outlines plans for mor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stronger collabo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259 More recently, the 

2022 government Central Economic Work Conference 

again outlined technological priorities considered key in 

forging                                                                                 

China’s outward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with 

energy technologies central; however,  there  was 

more emphasis on self-reliance than previously. 

Next, we will discuss past trends in China’s green 

product categories, then highlight detailed products 

that form strengths and potential diversification options, 

a 

 
 
 
 
 
 

 
图82: 按环境产品类别划分的产品平均相近性 

 
 

255 Mealy, P and Teytelboym, A. (2020). Economic Complexity and the Green Economy. Research Policy: 103948. 

256 https://www.inet.ox.ac.uk/publications/predictors-of-success-in-a-greening-world/ 

257 Mealy, P and Teytelboym, A. (2020). Economic Complexity and the Green Economy. Research Policy: 103948. 

258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Made in China 2025. <http://english.www.gov.cn/policies/latest_releases/2015/05/19/ 
content_281475110703534.htm> 

259 Mallapaty, S. (2021). China’s Five-Year Plan Focuses on Scientific Self-Reliance. Nature: 353-54. <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1-00638-3>.5. 

为了防止我们的分析受到贸易短期波动的影响，我

们 使 用 滚 动 五 年 期 的 年 平 均 值 （ 1995-1999 ，

1996-2000等）。有关方法的更多细节，请参考本

案例分析基于的报告256以及Mealy和Teytelboym

（2020）的文章。257 

 

1995至2020年间，德国和意大利的GCI得分一直很高

（见图80），德国目前排名第一。英国一直保持在前

十。印度已上升至接近前20名，而巴西则跌至70名左

右。最引人瞩目的积极趋势可以说是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绿色复杂性趋势和机遇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经

济体。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然而，

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全球主导地位反映在其清洁技术

生产能力上。目前，中国在经济复杂度（ECI）总排

名中位列第42，但在绿色复杂度（GCI）上排名第

五。 

中国的国家产业战略旨在推动技术前沿的发展。 

2015年宣布的“中国制造2025”258是一项重要的

产业政策，确定了中国计划到2025年成为世界领跑

者的10个行业。其中包括绿色交通和轨道交通技

术。中国对高科技产业的关注可能会提高其经济和 

绿色复杂性的排名。中国的第14个五年计划（2021-

2025年）强调了一系列类似的产业，还制定了更多有

关科学和技术层面自力更生，以及工业和研究机构之间

加强合作的计划纲要。259 最近，2022年政府召开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技术优先是打造中国外向型产

业竞争力的重点，其中能源技术是核心；不过，现在比

以前更强调自力更生。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中国绿色产品类别的过往趋势，然

后重点介绍形成优势的具体产品和潜在的多样化选择，

最后对中国电动汽车产业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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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绿色优势和机遇  

中国提交的首份国家自主贡献（NDC）文件

呼吁在可再生能源和相关技术方面加大研发

投入，包括海水淡化和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方

法。260一些环境监测技术高度复杂，且与中

国目前的强项接近，如曝光表或电测仪器及

其组件，它们都可以用于环境监测。 

图83将所有绿色产品分为中国有竞争力的出

口产品（基于明显的比较优势，261标记为

“当前优势”）和目前没有出口竞争力的产 

品（标记为“潜在机会”）。横轴展示了产品与

中国当前生产能力的相近性，这暗示了中国在

未来能以多快的速度发展这些产品的竞争力，

这些产品的竞争力是中国目前还不具备的。  

图83显示，对中国来说，相近性最高的产品往往

有较低的PCI得分，这意味着过渡到“相近”还是

“复杂”的新产品之间存在权衡取舍。高复杂性的

产品更有可能增值，拥有更多样化的机会，但如

果一类产品具有高复杂性，却相对远离现有能力，

那么过渡到这类产品将有较高风险。 

Low-emission vehicles 

One of China’s ‘Made in China 2025’ target industries 

is green vehicles. There have been policies in place 

for Chinese consumers to buy hybrid and electric cars 

since 2009, and in 2035 all new vehicles sold must 

be electric, hybrid or fuel-cell driven, according to 

a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uided report.262 Electric and hybrid vehicles 

represent about 5 per cent of new car sales in 2020 

and perhaps 20 per cent in 2025, making it the 

world’s largest EV market in absolute numbers.263
 

In our analysis, China’s share of global export of new 

energy vehicles (which includes natural gas-powered 

vehicles besides electric, hybrid and hydrogen- 

powered ones), is only about 1 per cent for 2015-2019, 

compared to 12-25 per cent for Germany, Japan and 

fine-grained areas of current and future comparative 

advantage as the transition to net zero plays out. 

These measures were applied to China, with a view to 

understanding China’s evolution over time and where 

China stands in the race to benefit from the energy 

transition. It was found that China has achieved a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of its economy in the form 

of world-leading increases in green complexity over 

recent decades, and in the final period of the study 

(2015-2019) China ranked fifth in green complexity 

and first in green complexity potential. 

From earlier research it is clear that this success 

did not happen by accident and is driven by China’s 

targeted industrial policy, which included industry- 

specific subsidies, preferential credit and measures 

which aggressively target technology transfer. 

We discussed the ‘Made in China 2025’ strategy, 

图83: 中国绿色出口产品的当前优势(左)和潜在机会(右)。产品圈的大小表示中国目前的RCA；颜色代表产品类别 

 

 

the US – all three countries with large automotive 

sectors. China had not yet developed competitive 

export capabilities in this area in 2015-2019, with 

an RCA of 0.06 and proximity to productive export 

capabilities comparatively low at about 0.4. 

However, since 2017 EVs have their own export code 

(separated from other ‘new energy’ vehicles), but this 

is not included in our longitudinal data covering the 

period of 1995-2019. Tracking this new export code, 

it can be found that China was the third-largest net 

exporter of EVs in 2021, with exports up fourfold from 

2020, capturing 13.7 per cent of the global export 

markets for EVs,264 which means that China had 

only gained export capabilities (RCA = 1.02 > 1) in 

EVs in 2021.265
 

Separately, we can find in the dataset that China 

already had export capabilities (RCA = 1.1  > 1) in 

the 2015-2019 period in buses that are non-diesel- 

powered and thus often less polluting266 and is a 

major player in that export market.  But those are   

a different product with a lower complexity (PCI 

of 0.43) from new energy vehicles (PCI of 1.87). 

Conclusion 

This case study presented two relatively new 

measures of economic complexity – the Green 

Complexity Index and Green Complexity Potential – 

that can be used by policymakers to understand 

which targets sustainability and some key green 

technologies such as electric vehicles, where China 

has gained export capabilities in 2021, as well as 

digitalisation and high-tech industries. But not 

every country will find adopting such interventionist 

industrial policy feasible or desirable. China’s 

experience demonstrates what is possible, and other 

countries will observe that leav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economy exclusively up to market forces can 

mean that opportunities to exploit increasing 

returns are missed. 

Looking forward, policymakers can use their 

country’s green complexity index and green 

complexity potential to signal areas of likely future 

comparative advantage. Strategic long-term 

policies – whether heavily or lightly interventionist 

– can help steer nations towards areas of potenti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China’s case, our analysis 

suggests that it is already strong in such a large 

number of areas that doubling down and maintain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many of those areas 

is likely to make sense. For instance, given the 

disruption underway in the automotive sector and 

the scale of the value at stake, it may be sensible for 

China to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ir investment 

in EVs. Policymakers in other countries may draw 

different conclusions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ir 

own economy’s green complexity potential. 

 

 
 

 

 
 

 

260 NDRC. (2015). China’s 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Enhanced Actions on Climate Change. 

261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s a measure of the relative advantage of a certain country in exporting a certain product. An RCA of a country-product pair of 0.5 
means that country exports half of what is expected given the global average exports of that product and the country’s total export value. A country exports a product 
with competitive advantage or capabilities if it has an RCA of >1 for that product.247 Mallapaty, S. (2021). China’s Five-Year Plan Focuses on Scientific Self-Reliance. 
Nature: 353-54. <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1-00638-3>.5. 

262 Tabeta, S. (2020). China Plans to Phase out Conventional Gas-Burning Cars by 2035. Nikkei Asia. < 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Automobiles/China-plans-to- 
phase-out-conventional-gas-burning-cars-by-2035> 

263 IEA. (2020). Reports: Electric Vehicles. 

264 Workman, D. (2021). Electric Cars Exports by Country. World’s Top Exports. < https://www.worldstopexports.com/electric-cars-exports-by-country/?utm_ 
content=cmp-true> 

265 Taking China’s percentage of world trade at 13.5% using 2020 data from 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WLD  

266 This category includes electric and hydrogen buses, but also those that run on non-diesel fossil fuels such as natural gas or petrol. 

低排放车辆 

“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产业之一是绿色汽车。自

2009年以来，中国已出台政策鼓励消费者购买混合

动力和电动汽车，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一份指导

性报告，262到2035年，所有出售的新车必须是电

动、混合动力或燃料电池驱动的。2020年，电动和

混合动力汽车销量占新车销量的5%左右，到2025年

可能占到20%，使中国在绝对数量上成为全球最大

的电动汽车市场。263 

根据分析，2015-2019年，中国在全球新能源汽车

（包括天然气动力汽车、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

和氢动力汽车）出口中的份额仅为1%左右，而德

国、日本和美国这三个拥有大型汽车产业的国家的

份额为12%至25%。2015-2019年，中国在该领域

尚未形成有竞争力的出口能力，RCA为0.06，与生

产性出口能力的相近程度相对较低，约为0.4。 

然而，自2017年以来，电动汽车有了自己的出口代

码（与其他“新能源”汽车区分开），但这没有包

括在我们1995-2019年间的纵向数据中。追踪这个

新的出口代码，可以发现中国在2021年是第三大电

动汽车净出口国，出口量比2020年增长了4倍，占

据全球电动汽车出口市场的13.7%，264这意味着中

国 在 2021 年 才 获 得 了 电 动 汽 车 的 出 口 能 力

（RCA=1.02>1）。265 

在数据集中可以发现，中国在2015-2019年间已经

具 备 了 非 柴 油 动 力 公 交 车 的 出 口 能 力

（RCA=1.1>1），这使中国产生的污染相对减少

266，并成为该公交车出口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但这

些 公 交 车 是 一 种 不 同 的 产 品 ， 其 复 杂 性 指 数

（PCI=0.43）低于新能源汽车（PCI=1.87）。 

结论 

本案例分析提出了两种相对较新的经济复杂性衡量

标准：绿色复杂性指数和绿色复杂性潜力。随着向

净零排放转型，政策制定者可以使用它们来了解当

前和未来比较优势的细颗粒度领域。我们将这些衡

量标准应用于中国，以了解中国随着时间推移所发

生的演变，以及中国在从能源转型中受益的竞争内

所处的位置。研究发现，近几十年来，中国在绿色

复杂性方面的增长取得了世界领先的增长，实现了经

济的巨大转型，在研究的最后阶段（2015-2019），中

国在绿色复杂性指数上排名第五，在绿色复杂性潜力方

面排名第一。 

从之前的研究来看，这种成功不是偶然发生的，是由

中国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推动的，其中包括针对特定

行业的补贴、优惠信贷和积极的技术转让措施。我们

讨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其目标是可持续发展

和若干关键的绿色技术，如电动汽车，在2021年，中

国于在电动汽车领域获得了出口能力，还有数字化和

高科技产业。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认为这种干预性的

产业政策是可行或可取的。中国的经验证明了什么是

可能的，其他国家将会发现，若将经济的演变完全交

由市场力量，可能意味着错失利用不断增长的回报的

机会。 

展望未来，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本国的绿色复杂性指

数和绿色复杂性潜力来预示未来可能具有比较优势的

领域。战略性的长期政策——无论是重度还是轻微干

预——都有助于引导国家走向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领

域。以中国为例，分析表明，中国在许多领域已经很

强大，因此在这些领域中加倍投入并保持比较优势很

可能是有意义的。例如，考虑到汽车行业正在发生的

颠覆性变化及其所涉及的价值规模，中国继续加大对

电动汽车的投资可能是明智的。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

者可能会从对本国经济的绿色复杂性潜力分析中得出

不同的结论。 

 

http://www.worldstopexports.com/electric-cars-exports-by-country/?utm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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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弥合英国的绿色金融缺口：低碳电力

转型及其经济影响 
Sarah Hafner（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Aled Jones（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 

 

 
政策问题：英国的低碳电力转型与旨在弥合绿色金融缺口的政策协同实施与否，

对宏观经济会有什么影响？ 

地区：英国 

研究方法：系统动态模型 

主要结论发现：将弥合绿色金融缺口的政策情景与低碳电力方案相结合，可以

实现可以实现降低电力系统成本、减少失业率以及GDP增长等协同效益。 

交流互动：本案例分析了来自多方利益相关集团或组织的31份政策报告，他们

代表着金融界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同时还分析了17次对私人投资者、资产所

有者和经理、银行和养老基金代表以及精算师的结构化访谈。圆桌讨论也通过

奥德斯盖特集团、世界银行、精算师学会以及印度观察研究基金会举办的活动

进行了圆桌讨论，为案例分析提供了支持。本案例分析建立在能源和气候变化

部时任气候变化部长领导的资本市场气候倡议（CMCI）的基础上。 

介绍 

Meeting its climate policy objectives requires the 

UK to rapidly decarbonise its energy sector. This 

demands high levels of investments into low-carbon 

energy infrastructure. For example, DECC267 

estimated the required investments into low-emission 

energy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transmission and 

generation, is £130bn by 2030. Other sources, such 

as the 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 (CCC)268 and 

Vivid Economics269 estimated the required investment 

to be higher, ranging up to £300bn by 2030. 

Traditional sources of capital (e.g. project finance) 

will not be enough to cover the required energ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Therefore, additional 

funding sources, such as finance from institutional 

or private investors (e.g. mainstream investors or 

high-net-worth individuals) are required to cover the 

green finance gap.270 However, currently private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re not investing sufficiently 

into green energy infrastructure, for example due 

to lack of confidence given the technology risks, 

unstable policies, high up-front capital requirements 

of renewables or lack of information.271 272
 

While current energy-economy models reveal a 

variety of different aspects/implications of low- 

carbon energy transitions (and apply a large range 

of different focuses), to date none of them – with the 

possible exception of the extended EIRIN model273
 

– demonstrate how policies contribute to scale 

up the green investment necessary to finance the 

low-carbon energy infrastructure and show what 

the related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are. Our 

study aims to fill this gap and thus extend the current 

existing energy-economy modelling landscape. 

We focus on the following question: 

To address this question, we apply the extended 

Green Investment Barrier Model (GIBM)274 which 

includes key results from the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 

on the green finance gap by Hafner et al.275
 

Current energy policies, such as feed-in-tariffs, 

contract-for-difference or subsidies, focus primarily 

on energy firms’ investment decisions. However, 

the policy scenarios presented in this case study 

additionally aim to influence the finance decisions 

of private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required to 

provide finance to energy firms or invest directly 

into energy infrastructure. 

Modelling approach 

The model presented in this study is a descriptive 

simulation model as opposed to the more common 

equilibrium and optimisation models. SD is a suitable 

tool to investigate key mechanisms of complex 

systems that are characterised by feedback loops, 

uncertainty and path-dependency, and to manage 

and/or improve these systems by intervening at 

leverage points that either strengthen desirable or 

weaken undesired feedback loops. 

GIBM is calibrated to the UK context and allows for 

the simulation of different low-carbon electricity 

transition scenarios.276 The model includes the 

endogenous simulation of key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such as GDP or unemployment, emissions 

(as key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emitted by the 

electricity supply sector, and electricity system 

costs. The economic model sectors of GIBM can 

be said to be embedded in a post-Keynesian/ 

ecological macroeconomic framework. Specific 

model equations build generally on different non- 

equilibrium modelling approaches, including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ecological economics or 

system dynamics, but also equilibrium approaches 

(e.g. Constant Elasticity unction). The model has a 

narrower scope than large-scale models, such as, for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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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使用系统动态模型来考虑针对能源行业的政策是否足以支持英国的低碳转

型。具体来说，该研究提出了绿色投资障碍模型，该模型侧重于金融行业的建模，包

括利率和汇率等变量，并将其与能源行业的投资联系起来，以模拟两个行业通过实体

经济的相互作用。与仅关注能源行业的传统模型不同，我们发现，仅依靠能源政策不

足以实现能源领域的净零目标，在实施能源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金融监管，以增

加来自机构和私人投资者的可用资本。 

 

 
267 UK Department of Energy & Climate Change. (2014). Energy Investment Report, April 2014.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energyinvestment-report- 
april-2014 (Accessed April 19, 2019) 

268 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 (2013). Next Steps on Electricity Market Reform – Securing the Benefits of Low-Carbon Investment. 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 
https://www.theccc.org.uk/wp-content/uploads/2013/05/1720_EMR_report_web.pdf. (Accessed May 1, 2019). 

269 Vivid Economics. (2012). Energy and the Economy - The 2030 outlook for UK Businesses. A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Report Commissioned by RWE NPower. 
Available at: www.vivideconomics.com/publications/energy-and-the-economy-the-2030-outlook-for-uk-businesses (Accessed May 4, 2019) 

270 OECD. (2016). Fragmentation in Clear Energy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 org/investment/investmen t-policy/BFO-2016-Ch5-Green- 
Energy.pdf (Accessed July 4, 2018). 

271 Hafner, S. et al. (2019). A Scoping Review of Barriers to Investment in Climate Change Solutions. Sustainability, 11(11), 3201. 

272 Hafner, S. et al. (2020). Closing the Green Finance Gap – A Systems Perspective.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 34: 26-60. 

273 Dunz, N. et al. (2019). Climate Transition Risk, Climate Sentiments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in a Stock-Flow Consistent Approach. 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 54: 100872. 

274 Hafner, S. et al. (2021). Modelling the Macroeconomics of a ‘Closing the Green Finance Gap’ Scenario for an Energy Transition.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 40: 536-568. 

275 Hafner, S. et al. (2020). Closing the Green Finance Gap – A Systems Perspective.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 34: 26-60. 

276 Hafner, S. et al. (2021). Economic Impacts of Achieving a Net-Zero Emissions Target in the Power Sector. Cleaner Production, 312: 127610. 

 
 
 
 
 
 
 
 
 
 
 
 
 

 
163 

要实现其气候政策目标，英国需要快速实现能源产

业的脱碳。这要求对低碳能源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

的投资。例如，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DECC）267

预测，到2030年，低排放能源基础设施(（包括输电

和发电)）所需的投资将达到1300亿英镑。其他信息

来 源 ， 如 气 候 变 化 委 员 会 （ CCC ） 268 和 Vivid 

Economics269预计所需的投资更高，到2030年将达

到3000亿英镑。传统的资金来源（如项目融资）将

不足以支付所需的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因此，需要

额外的资金来源，如来自机构或私人投资者（如主

流投资者或高净值人群）的资金，来弥补绿色金融

缺口。270然而，由于对技术风险、不稳定的政策、

可再生能源前期的高资本需求缺乏信心，或是缺乏

足够的信息等原因，目前私人和机构投资者对绿色

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并不充分。271,272 

虽然目前的能源经济模型揭示了低碳能源转型的各

种不同方面/影响（并聚焦于大量不同的角度），但

迄今为止，除了扩展的EIRIN模型可能是个例外，273

没有任何一个模型说明了政策如何有助于扩大为低

碳能源基础设施融资所需的绿色投资，和显示相关

宏观经济的影响。我们的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

从而扩大扩展现有的能源经济模型范围研究。我们

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 英国的低碳电力转型与旨在弥合绿色金融缺口

的政策协同实施与否，对宏观经济会有什么影

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用了扩展的绿色投资障碍模

型（GIBM），274该模型包含了Hafner等人对绿色金融

缺口定性调查的主要结果。275 

当前的能源政策，如上网电价、差价合同约或补贴，主

要关注能源公司的投资决策。然而，本案例分析中提出

的政策情景还旨在影响私人和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能源公司需要他们提供的资金，能源基础设施也需要他

们的直接投资。 

建模方法 

本研究中提出的模型是一个描述性模拟模型，而非更常

见的平衡和优化模型。SD是一种合适的工具，用于研

究以反馈循环、不确定性和路径依赖性为特征的复杂系

统的关键机制，并通过在杠杆点上施加干预来管理和/

或改善这些系统，以加强理想的反馈循环或削弱不理想

的反馈循环。 

我们根据英国的情况对GIBM进行了校准，使其能够模

拟不同的低碳电力转型方案。276该模型包括关键宏观

经济变量的内生模拟，如GDP或失业率、供电部门排

放的污染物（作为关键环境指标）以及电力系统成本。

GIBM的经济模型部分可以说是嵌入于后凯恩斯主义/

生态宏观经济框架中。具体的模型方程通常建立在各类

不均衡建模方法上，包括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生态经

济学或系统动态学，但也包括均衡方法（如常数替代弹

性-CES-生产函数）。较之于大规模模型（例如剑桥计

量经济学E3ME模型），该模型的适用范围较窄，但较

之于程式化的数学模型，该模型的适用范围较广。具体 

http://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energyinvestment-report-
http://www.theccc.org.uk/wp-content/uploads/2013/05/1720_EMR_report_web.pdf
http://www.vivideconomics.com/publications/energy-and-the-economy-the-2030-outlook-for-uk-busi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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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GIBM包括313个存量变数，总计有3000

多个变量。本研究的模拟周期涵盖2016年至

2050年，时间步长为0.25年。 

图84整体展示了GIBM及相关的主要宏观经济 

部门（如生产、消费和劳动力市场）、公

共部门和电力供应部门。该模型使我们能

够了解不同电力转型方案对宏观经济的影

响及其电力系统成本。 

description of the giBm complexity features 

The following provides a list of complexity features 

captured by the GIBM in line with the Risk- 

Opportunity Analysis framework:279 280
 

⚫ Complexity & multiple equilibria/non-equilibrium: 

In GIBM, the different economic sectors are also 

interconnected, as well as the economy with the 

energy sectors. Also, due to the complexity, agents 

energy sources are chosen for new installations. 

In addition, it implies linear decrease of installed 

brown energy capacity from 2020 onwards, 

leading to zero emissions by 2050 in the energy 

sector. The LETS is introduced by assumption and 

the required policies are not specified. Within LETS 

no specific policies are directed towards investors 

which address current perceived barriers in 

investment (as reported by mainstream investors 

图84: GIBM概览。各模型部门间的主要因果关系。虚线框内是GIBM的可视化展示，世界其他地区不包括在内。“世界其他地区”方框括号

内的模型部门意味着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附加外生输入变量进入了模型。宏观经济层面的生产过程使用需求为主导的CES生产函数表示—

—即生产投入、劳动力、资本、能源和中间投入并非（必然）得到充分利用。生产部门还涵盖了对价格的模拟；消费部门模拟了家庭在

各行业中的消费；劳动力市场部门决定就业情况，并以生产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和现有劳动力之间的差异来模拟失业。此外，劳动力部门

还揭示了工资水平，且包含了一个在内生条件下模拟英国劳动人口的子部门；汇率和利率部门包含英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汇率，

以及英国企业信贷的平均利率；公共或政府部门追踪国家的收入和支出。最后，电力供应部门详细展示了电力生产能力，并确定英国每

年生产的能源。电力供应部门按12种电力生产技术进行了划分，包括生物质能、水电、海洋发电、陆上风能、海上风能、太阳能、其他

热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作为可再生技术，核能和CCS气体作为低碳技术，煤炭和天然气作为褐色技术。277,278
 

  

cannot take ‘rational’ decisions and a long-term 

equilibrium outcome is not given. 

⚫ Deep uncertainty: SD modelling acknowledges 

uncertainty at the level of model construction; 

system complexity means that future system 

behaviours are not predictable based on past 

system structure and behaviours. 

⚫ Non-linearity: The consumption sector includes 

changes in the parameter of elasticities once 

certain consumption levels are reached. 

⚫ Feedback-loops, path-dependency and lock-in: 

The power sector includes cost-decreases of 

renewable technologies due to learning-by-doing 

and the economic sector includes the Keynesian 

GDP-multiplier effects. 

⚫ Actor behaviour and decision making: SD aims 

to represent how model agents take decisions, 

considering both relevant economic and socio- 

psychological factors (e.g. agents’ values or 

preferences). In GIBM, the decisions of financial 

investors are mimicked by using the results of 

a qualitative study281 (which includes interviews 

with these investors) to also include ‘soft 

parameters’ about which there is currently 

no quantitative data. 

description of the scenarios and results 

We simulate and compare the following policy 

scenarios (key macroeconomic dynamics, induced 

by the introduced scenarios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Hafner et al., 2021a): 

⚫ The low-carbon energy transition scenario 

(LETS) influences variables in the energy sector 

of the model as it implies that only renewable 

and institutions) towards green infrastructure 
and therefore there is a limit on the availability 

of capital for such projects. 

⚫ The finance system’s policy scenario (FSPS) 

influences variables in the finance sector of the 

model. This policy scenario is assumed to tackle 

key green investment barriers in an effective and 

holistic way, drawing on a systems perspective. 

Importantly, we note that while the details of this 

systems policy developed are not specified in this 

study, we assume that the systems policy involves 

amendments in current regulations, investment 

advice, risk assessment requirements (e.g. ESG 

criteria and climate related risks disclosure), 

metrics reported and tools applied, drawing on 

empirical evidence stated in Hafner et al. (2020a).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systems policy therefore 

closes the green finance gap (the availability 

of capital matches the projected requirements 

under the future scenarios such that all investable 

projects are able to attract enough capital). This 

means that green investment flows to renewable 

energy infrastructure are no longer restricted 

by the availability of finance as compared to the 

base-run that represent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 green finance gap. That is, in GIBM, without 

the introduction of an adequate policy available, 

green finance is below the amount of finance 

required to finance a green energy transition. 

 
 
 
 
 
 

 

 
 

277 Hafner, S. et al. (2021). Modelling the Macroeconomics of a ‘Closing the Green Finance Gap’ Scenario for an Energy Transition.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 40: 536-568. 

278 Hafner, S. et al. (2021). Economic Impacts of Achieving a Net-Zero Emissions Target in the Power Sector.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312: 127610.  

289 Mercure, J-F. et al. (2021). Risk-Opportunity Analysis for Transformative Policy Design and Appraisal.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70: 102359.  

280 Grubb, M. et al. (2021). The New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Transition: Evaluating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281 Hafner, S. et al. (2019). A Scoping Review of Barriers to Investment in Climate Change Solutions. Sustainability, 11(11): 3201. 

GIBM复杂性特征描述 

以下是GIBM基于风险-机会分析框架抓取的复杂性特征

清单：279,280 

⚫ 复杂性和多重均衡/非均衡：在GIBM中，不同经

济部门间相互联系，经济与能源部门也是如此。另

外，由于复杂性的存在，行为主体难以做出“理

性”决策，也难以实现长期的均衡。 

⚫ 深度不确定性：SD模型承认在模型构建上存在不

确定性；系统复杂性意味着未来的系统行为无法通

过过去的系统结构和行为预测。 

⚫ 非线性：消费部门涵盖达到一定消费水平后弹性参

数的变化。 

⚫ 反馈循环、路径依赖和锁定：电力部门存在由边

做边学带来的可再生技术成本下降，经济部门包含

凯恩斯主义的GDP乘数效应。 

⚫ 行为者的行为和决策：SD旨在展示模型内主体如

何做出决策，相关的经济和社会心理因素（如主体

的价值观或偏好）均被纳入了考虑范围。在GIBM

中，金融投资者的决策会通过定性研究的结果281

（包括对这些投资者的采访）来模拟，其中还包括

目前没有定量数据支持的“软参数”。 

情景和结果描述 

我们模拟并比较了以下政策情景（由政策情景引发的关

键宏观经济变动在Hafner等人2021a的文章中有详细描

述）： 

⚫ 低碳能源转型情景（LETS）影响模型中能源部门

的变量，因为它意味着新装置设备只会选择可再生

能源。此外，它还意味着从2020年起褐色能源装

机容量呈线性下降，使能源部门能够在2050年实

现零排放。LETS由假设引入，没有具体说明所需的 

 

政策。在LETS中，没有针对投资者以解决当前对

绿色基础设施投资障碍（如主流投资者和机构报

告的那样）的具体政策，因此这类项目的资本供

应存在局限性。 

⚫ 金融系统的政策情景（FSPS）影响模型中金融部

门的变量。基于系统的观点，该政策情景被认为

以一种高效和全面的方式解决关键的绿色投资障

碍。我们注意到，虽然本研究没有具体说明这一

系统政策的细节，但参考Hafner等人（2020a）

的实证证据，我们假设该系统政策涉及对现行法

规、投资建议、风险评估要求（如环境、社会和

公司治理（ESG）标准和气候相关风险披露）、报

告指标以及所使用工具的修订。因此，这一系统

政策的引入弥合了绿色金融的缺口（资本的可用

性与未来情景下预测的需求相匹配，从而使所有

可投资项目都能够吸引到足够的资金）。这意味

着，与代表绿色金融缺口现状的基准运行情况相

比，流向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绿色投资不再受

到资本可用性的限制。也就是说，在GIBM中，如

果没有出台适当的政策，绿色资本将少于支持绿

色能源转型所需的资本金额。此外，系统政策的

引入尤其降低了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利率加成，也

降低了总体的平均利率水平（见图85）。 

⚫ 最后，我们综合检测了以上介绍的两种情景。 

 



166 167 

 

 

 
 
 
 

 

图85: 金融系统政策的影响：金融系统政策从系统的角度解决了关键的绿色投资障碍。它（i）降低了平均利率水平，（ii）减少了可再生

能源技术投资的利差，（iii）缩小了绿色金融缺口。28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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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结果表明，“缩小绿色金融缺口”的政策情

景配合低碳电力情景可以实现电力系统成本降

低、失业率降低和GDP增长的共同效益。研究

结果还显示，仅关注弥合绿色金融缺口不足以 

在2050年实现低碳电力生产的净零排放，还

需要电力行业本身的政策进行补充。 

结论 

我们建议实施低碳能源转型情景，并结合施行

基于系统方法的、以缩小绿色金融缺口为目的

的政策。 

⚫ A finance systems policy combined with a low- 

carbon energy scenario leads to various co- 

benefits. That is, the LETS and FSPS introduced 

in combination lead to higher GDP and direct 

employ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lower 

unemployment and energy system costs – and 

importantly to zero emissions in the energy 

system costs in the UK by 2050. 

The effects from a finance system’s policy stem on 

one hand from its effect on lower interest rat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because it closes the green finance 

gap, which subsequently avoids energy imports 

from abroad. Given the above, we recomme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low-carbon energy transition 

scenario in combination with a finance system’s 

policy. The key insights,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conclusions presented are robust under the 

下文介绍了以下关键政策指标的模拟结果：284
 

⚫ 能源供应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 

⚫ 失业工人外加非活跃劳动年龄人口数量 

⚫ 国内生产总值 

⚫ 能源系统成本 

⚫ 能源转型直接产生的就业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失业”定义为失业工人和不

活跃工人的总和。285
 

表14展示了模拟能源政策情景的结果，以所选政

策指标与其在基准运行情况下模拟结果的百分比

表示（如果没有特殊说明，则始终以累积数字形

式展现）。更重要的是，尽管英国已经实施了

CFD方案，但程式化的CFD方案没有被作为基准

来运行，因为相较于缺少主要方案（除了价格）

的基准运行方式，人们的兴趣在于了解不同政策

情景的额外成本。 

模拟结果表明，虽然不存在明确的双赢解决方

案，但实施旨在缩小绿色金融缺口的长期金融

体系政策，无论是将其单独引入还是与低碳能

源转型相结合，都会带来多种协同效益: 

⚫ When a finance system’s policy is introduced in 

isolation it reduces the average market interest 

rates and leads to a lower spread on the interest 

rates of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ies. These 

effects lead further (i) to an increase in GDP due to 

lower average interest rates and therefore (ii) also 

a decrease in unemployment, (iii) to an increase in 

sensitivity analysis performed. 

表14：经测试的政策情景效果概览。在三大低碳政策情景中，橙色突显了效果最差的一项，蓝色则是效果最好的；对累积

变量的影响从2016年持续至2050年 

 
 

排放（%） GDP（%） 失业情况（%） 直接就业（%） 系统成本（%） 

金融系统政策情景 
 
-7.09 

 
3.05 

 
-1.47 

 
15.12 

 
-2.58 

低碳能源转型情景 
 
-44.90 

 
0.50 

 
0.20 

 
-6.90 

 
12.44 

两种情景的结合 
 
-44.90 

 
3.46 

 
-1.4053 

 
40.15 

 
3.66 

 
 

282 Hafner, S. et al. (2021). Modelling the Macroeconomics of a ‘Closing the Green Finance Gap’ Scenario for an Energy Transition.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 40: 536-568. 

283 Hafner, S. et al. (2021). Economic Impacts of Achieving a Net-Zero Emissions Target in the Power Sector.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312: 127610.  

284 Results are presented in ‘accumulated’ terms, which means that the annual amount of each of the chosen policy variables is added up/accumulated over the simulation 
time horizon from 2016 to 2050. 

285 In GIBM, the number of people outside the labour force is dependent on the percentage of unemployment due to the so-called ‘discouraged workers effect’. 
Therefore, individuals who although would desire to work, may decide to stay outside the labour force due to discouragement and are therefore a part of the inactive 
labour force. In our study, we decided to consider these otherwise ‘hidden’ individuals in our policy evaluation. 

模型结果表明，“缩小绿色金融缺口”的政策情景

配合低碳电力情景可以实现电力系统成本降低、失

业率降低和GDP增长的共同效益。研究结果还显

示，仅关注弥合绿色金融缺口不足以在2050年实

现低碳电力生产的净零排放，还需要电力行业本身

的政策进行补充。 

结论 

我们建议实施低碳能源转型情景，并结合施行基于

系统方法的、以缩小绿色金融缺口为目的的政策。 

模拟结果表明，虽然不存在明确的双赢解决方案，

但实施旨在缩小绿色金融缺口的长期金融体系政

策，无论是将其单独引入还是与低碳能源转型相结

合，都会带来多种协同效益: 

⚫ 当单独出台一项金融系统政策时，它会降低市

场平均利率，减少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利差。这

些影响会进一步引发(i)由平均利率水平降低推

动的GDP增长，(ii)失业率降低，(iii)由于可再

生能源融资成本降低而增加的直接就业，以及

(iv)由于市场利率降低而降低的能源系统成

本。单独引入这一政策带来的唯一缺点是，

GDP增长意味着生产和能源使用提高，这会导

致更多的排放。 

 

⚫ 金融系统政策与低碳能源情景的结合可以带来多

种协同效益。也就是说，同时引入LETS和FSPS

会促进GDP的增长和直接就业的增加，与此同时

降低失业率和能源系统成本。最终到2050年，

英国的能源系统成本实现净零排放。 

金融系统政策的影响一方面来自于它推动了利率水平

的降低，另一方面在于它缩小了绿色金融的缺口，从

而避免了从国外进口能源。综上所述，我们建议低碳

能源转型情景和金融系统政策同时推进。敏感性分析

显示，研究提出的关键见解、政策影响和结论都是稳

健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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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巴西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退出

期权 
Anna Carolina Martins (坎皮纳斯大学, 巴西), Marcelo Pereira (坎皮纳斯大学, 巴西) 

 
 

政策问题：“退出期权”分析如何支持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私人融资？ 

地区：巴西 

研究方法：财务建模 

主要发现：单一可再生能源项目财务评估的不确定性是债权人行使退出

期权的重要驱动因素。尽管该项目评估方法在巴西并不为人所知，但

对推动巴西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交流互动：这项工作已经在2021年和2022年的一系列会议和交流活动中

进行了展示和讨论，参与者包括巴西国家开发银行（BNDES）、巴西光

伏太阳能协会（ABSOLAR）、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以及巴西能源研究办公室（EPE）的代表。这项工作仍在进

行，并计划进一步推进。 

 
  

介绍 

Despite the consensus that a quick energy transition 

is needed, the current levels of private funding for 

green energy are still insufficient286 287 288 and, given 

the huge investments required, it is unlikely that 

public investments alone will reach the necessary 

levels.289 In Brazil, the situation is no exception. Public 

banks such as the BNDES and the Bank of Brazil 

(BB) are the largest funders of renewable energy 
290 291 and another substantial part of investments 

are made by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s such 

as the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EIB) and the 

Agence Française de Développement (AFD). But 

investments made by the private sector take place in 

smaller proportions and, according to CEPAL (2020), 
292 are reliant on public policies and incentives. So, 

evaluating alternatives to stimulate the private 

sector to increase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reen 

transition agenda. 

Green energy financing 

Historically, infrastructural investment in Brazil has 

relied mainly on public sources of capital (EPGE, 

2023).293 294 Even if precise figures are not available, 

anecdotical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the role of 

private creditors in renewable energy finance is 

mainly as a mediator of public institutions’ programs, 

like BNDES Fundo Clima or Finem ‘indirect support’ 

modality,295 or Btia and FGI credit guarantee 

instruments.296 However, such modalities and 

instruments assume a traditional financial 

evaluation of prering the ‘added value’ of an early 

exit option. This is particularly critical for very long-

term projects, like energy 

generation, where the uncertainty about energy 

prices and generation costs, prone to substantial 

volatility over time, is significant. 

The risk aversion of public entities, like BNDES, 

in requiring substantial credit guarantees from 

candidate projects may be justified by the Brazilian 

regulatory framework. But such constraints may not 

apply to private creditors when supplying their own 

funds. Understanding under which conditions (real) 

private finance of renewable energy may change 

their current behaviour, and increase their support 

to the green transition, seems to be a key issue for 

policy analysts and decision makers to address. 

Supporting a regulatory framework that enables 

new financing agents and models is crucial for a 

successful green transition, in particula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Brazil, where credit for investment has 

been historically scarce and expensive.297
 

One major bottleneck on private green energy 

finance is the scarcity of risk-adjusted renewable 

energy (RE) investments.298 The most common 

project evaluation practice is based on a project’s 

discounted cashflow, also known as net present value 

(NPV), and considers funds required for both CapEx 

and OpEcnancing does not consider that the parties 

involved may change their investment strategies as 

the project develops. This means, once agreed in 

contract, they must keep their resources dedicated 

to the project. 

Given that green energy projects may require large 

amounts of financial resources, over long time 

periods, such rigidity may easily discourage private- 

se particular becaout some key assumptions requ 

trivially demonstrated that energy prices 

demons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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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使用财务建模方法来考虑可再生项目私人融资的替代方法——

退出期权的可行性和影响。模型表明该方法具有潜力，应该对其实施和运

用进行细致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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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们一致认为需要快速实现能源转型，但现阶

段投资于绿色能源的私人资金仍然匮乏，286.287,288考

虑到所需的巨额资金，仅靠公共投资几乎不可能达

到所需水平。289巴西的情况也不例外。巴西国家发

展银行（BNDES）和巴西银行（BB）等公共银行是

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投资者， 290,291 欧洲投资银行

（EIB）和法国开发署 （AFD）等国际开发银行也提

供了大量投资。但是，私营部门的投资比例较小，

且据CEPAL（2020）292的报道，这类投资多依赖于

公共政策和激励措施。因此，对能够刺激私营部门

扩大对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的替代方案进行评估，

是绿色转型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绿色能源融资 

从历史上看，巴西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依赖于公共

资金来源（EPGE，2023）。293,294即使没有精确数

据，传闻表明，私人债权人在可再生能源融资中的

作用主要是作为公共机构项目的中介者，如BNDES 

Fundo Clima或Finem“间接支持”模式，295亦或

是BNDES Garantia及FGI的信用担保工具。296 然

而，这些模式和工具假定了对项目进行传统的财务

评估，即（直接或间接）债权人要求为整个项目提

供财务担保，没有有效考虑到初期退出期权的“附

加价值”。这对于非常长期的项目，如能源发电十

分关键，在这种项目中，能源价格和发电成本的不

确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极易出现大幅波动。 

BNDES等公共实体要求候选项目提供大量信用担保

以规避风险的做法，在巴西的监管框架下可能是合

理的。但这类约束可能不适用于自己提供资金的私

人债权人。了解在何种条件下，可再生能源的（实

际）私人投资者会改变他们目前的行为，并增大他

们对绿色转型的支持力度，似乎是政策分析家和决

策者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监管框架使新的融资

主体和模式成为可能，这对绿色转型的成功至关重

要，特别是在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

投资信贷历来稀缺且昂贵。297 

私人绿色能源融资的一个主要瓶颈是缺乏风险调整

后的可再生能源（RE）投资。298最常见的项目评估

做法是基于项目的贴现现金流，也称为净现值

（NPV），并考虑资本支出和运营支出所需的资

金。然而，这类项目评估和融资的方法没有考虑到

随着项目的发展，当事方可能会改变他们的投资策

略。这意味着，一旦在合同中达成一致，他们必须

持续将资源投入项目中。 

鉴于绿色能源项目可能需要大量的资金资源，长期

来看，这种刻板要求极易挫伤私营部门的投资行

为，299特别是因为净现值计算所需的一些关键假设

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显而易见的，能源价格在长

期内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预期项目的收益也是如

此。即使在成本方面，工资、（进口）设备价格和

汇率等基本因素的波动性也处于历史高位，尤其在

发展中国家。所有这些不确定性的叠加，导致债权

人对融资项目有较高的（内部）收益率要求，在这 

http://www.bndes.gov.br/wps/portal/site/home/financiamento/produto/fundo-
http://www.bb.com.br/pbb/pagina-inicial/sobre-nos/sustentabilidade/energias-renovaveis/
http://www.cepal.org/pt-br/subtopicos/energia
http://www.revistas.usp.br/rco/article/download/52667/56551
http://www.bndes.gov.br/wps/portal/site/home/financiamento/produto/bndes-finem-energia
http://www.bndes.gov.br/wps/portal/site/home/financiamento/guia
http://www.bndes.gov.br/wps/portal/site/home/financiamento/guia
http://www.dwih-saopaulo.org/en/event/10th-g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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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 volatility in the long run, and in turn, so does 

the expected project’s revenues. Even on the cost side, 

volatility of essential factors, like wages, (imported) 

equipment prices and exchange rates, has been 

historically high, particular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dding up all this uncertainty leads to creditors 

requiring high (internal) rates of return for the projects 

to be financed, discarding in the process many 

projects that would prove perfectly viable ex post. 

Real option analysis 

To address this issue, Real Option (RO) analysis has 

been increasingly used in the evalu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in places like California, Norway 

and Turkey (see Table 15) and has long been used in 

financial-feasibility studies for power-generation 

projects in China.300 Unlike usual financial options, 

where the underlying assets are liquid assets (easily 

traded), real options are applied to real assets such 

as investment projects. The key idea is that the 

parties involved (i.e. creditor and developer) may 

change their decisions about the financing and 

development of a project after it has started, 

without incurring a breach of contract or litigation. 

There are distinct types of Real Options. Gazheli 

(2018)301 highlights three: 

⚫ Postponement: Option to wait to invest in the 

project. Thus, the irreversible investment may 

happen only when more information of future 

market and production conditions is available. 

⚫ Alteration: Flexibility to change the project, 

through the possibility of altering the form 

of production, given future market and 

production conditions. 

⚫ Exit: Opportunity to exit the project before the 

expected term and take back any residual value. 

When receiving finance requests, and where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or the future context 

is uncertain, the creditor may wish to wait a 

while to decide on whether or not to invest in a 

given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 In such cases, 

the postponement option offers the chance to 

participate in such projects at some point in the 

future. The alteration option, on the other hand, 

Or, if a project offers different ramifications such as 

wind, solar or hydro, the investing agent can acquire 

the right to switch between technologies according 

to the market feasibility. 

The exit option, the focus of this work, allows both 

agents (creditor and developer) the right, but not 

the obligation, to leave the project before the fixed 

term. That is, if for any reason the project’s financial 

performance is affected negatively, both the creditor 

and the developer may (within an agreed period) 

opt to exit the credit operation, therefore allowing 

opportunities to change investment decisions. 
302 In such cases, the creditor may abstain from 

the obligation to finance other stages previously 

established in the contract, as will be detailed below, 

and both agents must agree on the period(s) in which 

they can exit. Furthermore, the exit option does not 

exempt the developer from paying off the amount 

already borrowed. 

Therefore, the exit option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instrument to reduce the risk taken by the creditor,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project’s NPV due to this 

reduction is indeed a valuation of such option. Put 

simply, if the traditional valuation (i.e. no exit option) 

is NPV1 = X, then the valuation considering the exit 

option value is NPV2 = X + Y. The option value is thus, 

NPV2 - NPV1 = X + Y - X = Y. Consequently, projects 

that are not viable under the usual criterion (i.e. have 

a negative NPV), but presenting a positive-valued 

exit option, may become feasible. 

Exit options for green energy 
investments in Brazil 

Now, we focus on the potential for the application 

of exit options for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Brazil. The RO approach 

has been applied in wind, solar and hydro energy 

projects in various countries (see Table 15). However, 

we have no information about its application in the 

case of Brazil, likely due to the absence of this kind of 

instrument in the standard credit models proposed 

by BNDES, by far the largest primary source of 

investment finance for renewable energy [ibid.]. In 

any case and considering the increased uncertainty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it seems that further exploring 
this alternative can enable financing a group of 

There are different methods for estimating the value 

of an option, as exemplified in Table 15. Here, we 

apply the RO analysis framework proposed in Kim303 

and briefly discuss the potential of exit options to 

boost Renewable Electrical Energy (REE) financing. 

We focus on Brazil, where between 2012 and 2021 

almost 7,000 publicly funded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cluding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were suspended 

(i.e. begun but then paused for some reason, such 

as insufficient funding or changes in expected 

outcomes) with a total contract value of BRL 9.32 

billion. This highlights the need to review the way 

projects are evaluated and approved.304
 

Our contribution is to propose a simple model to 

evaluate projects by considering critical variables 

that can broadly reflect the economic volatility of an 

infrastructure project NPV. We focus on two variables 

– wages and labour productivity – therefore 

incorporating in the valuation model volatility arising 

from the labour market. The idea is that higher 

labour productivity can reduce the costs and make 

the project NPV (more) positive, but if wages grow 

faster than labour productivity, the reverse happens. 

We use wages and labour productivity to exemplify 

typical sources of project volatility and, from there, 

define the implicit ‘cost’ of this volatility through an 

exit option value. For completeness, we also consider 

two additional variables, service (energy) tariffs 

and capital utilisation (service/energy demand) in 

our model. 

We proceed in three steps: 

1. Define three future context scenarios for the 

four test variables, namely, moderate, best, 

and worst cases; 

2. Apply a binomial tree model,305 306 which estimates 

the expected probability (q) of a project becoming 

more profitable, and calculate the model’s single 

exit option value; 

3. Combine the expected NPV with the exit option 

value to obtain a more realistic project evaluation. 

In a demonstration of the concept, we apply the 

proposed evaluation model to provide a sense of the 

magnitude of the effects in a real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 In future work we will explore it further, by 

integrating the model as a behavioural rule to be 

(potentially) adopted by creditors and developers 

in an agent-based model, like the Dystopian 

Schumpeter Meeting Keynes model by Lamperti et 

al.307 and presented in the case study ‘Policy Options 

for Rapid, Smooth Decarbonisation and Sustainable 

Growth’. This will allow us to study how ROs in a 

macro-integrated, RE-financing set-up could affect 

the energy transition over time in a complexity- 

informed 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 

Simulation and preliminary findings 

As a demonstration for the analysis, we consider 

the Itumbiara hydroelectric plant, part of the Furnas 

System.308 The total investment of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was US$187.5m. Importantly, the 

first seven years of the project were dedicated 

to construction and the remaining 40 years to 

operation (concession period). As such, we calculate 

the exit option value on the seventh year. In practice, 

this gives the option holder, the project creditor, the 

right to exit the project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stag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ject, on year seven. 

Based on a range of technical and market 

parameters relevant to the Itumbiara project, we 

build the best, moderate and worst-case scenarios, 

assuming historically consistent maximum and 

minimum evolution trajectories for the four 

considered variables: wages, labour productivity, 

energy tariff and energy demand. The corresponding 

Binomial Tree is presented in Figure 86. 

would enable the agents to switch to technologies or 

business models that prove to be better over time. 
projects that otherwise would not be viable. 

303 Kim, K. H. P. A. H. K. (2017). Real Options Analysis for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Decis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newa 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304 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Municipalities-CNM (2022). Estudo técnico- Obras Paradas. Available in < https://www.cnm.org.br/biblioteca/exibe/15354>. Accessed 
2022. 

305 Valuation of the exit option can be computed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Binomial Tree,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Simulation; Dynamic Programming, Empirical 
Analysis, Monte Carlo Least Squares Approach, Game Theory, or Probabilistic Model (Extension of the table in Kim, 2014). 

306 Kim, K.t. et al. (2014). Evaluation of R&D Investments in Wind Power in Korea Using Real Option.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40: 335-347. 
300 Kim, K. H. P. A. H. K. (2017). Real Options Analysis for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Decis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301 Gazheli, A. A. J. V. D. B. (2018). Real Options Analysis of Investment In Solar Vs. Wind Energy: Diversification strategies under uncertain prices and costs.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302 Kim, K. H. P. A. H. K. (2017). Real Options Analysis for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Decis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307 Lamperti, F. et al. (2018). Faraway, So Close: Coupled Climate and Economic Dynamics in an Agent-Based 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 Ecological Economics 150: 

315-339. 

308 Brazilian hydroelectric power plant systems with facilities in the states of São Paulo, Minas Gerais, Rio de Janeiro, Espírito Santo, Paraná, Goiás, Mato Grosso, Mato 
Grosso do Sul, Pará, Tocantins, Rondônia, Rio Grande do Sul, Santa Catarina, Ceará, Bahia and the Federal District. 

一过程中放弃了许多事后证明完全可行的项目。 

实物期权分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实物期权（RO）分析已越来越

多地用于加州、挪威和土耳其等地的可再生能源项

目评估中(见表15)，并早已用于中国发电项目的财

务可行性研究。300与寻常以流动性资产（易于交

易）作为标的资产的金融期权不同，实物期权适用

于投资项目等实物资产。其核心理念是，当事各方

（即债权人和开发商）可以在项目启动后改变他们

对项目融资和开发的决定，而不会引起违约或诉

讼。 

实物期权有不同的类型。Gazheli（2018）301分析

了三类： 

⚫ 延迟期权：等待投资项目的期权。只有获得了

足够的未来市场和生产条件信息时，才会进行

不可逆的投资。 

⚫ 变更期权：根据未来市场和生产条件的情况，

通过改变生产形式的可能性来灵活调整项目。 

⚫ 退出期权：在预期期限前退出项目并收回所有

剩余价值的机会。 

在收到融资请求，而经济环境或未来环境不确定

时，债权人可能希望等待一段时间来决定是否投资

于特定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延迟期

权提供了在未来某个时间加入此类项目的机会。另

一方面，变更期权使投资主体能够切换到随着时间

的推移被证明表现得更好的技术或商业模式上。或

者，如果一个项目提供了不同的选择，如风能、太

阳能或水力发电，投资主体有权根据市场可行性在

技术之间进行切换。 

退出期权，也是本项工作的重点，赋予双方主体

（债权人和开发商）在固定期限前退出项目的权

利，但这不是义务。也就是说，若出于任何原因，

项目的财务表现受到消极影响，债权人和开发商都 

可以（在约定的期限内）选择退出信贷业务，他们因而

获得了改变投资决策的机会。302在这种情况下，债权

人可以放弃之前在合同中确定的为项目其他阶段提供资

金的义务，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详细说明，同时，双方必

须就他们可以退出的期限达成一致。此外，退出期权无

法免除开发商偿还已借款项的义务。 

退出期权提供了一种替代工具来降低债权人所承担的风

险，由于风险的减少而导致的项目净现值增加便是这一

期权的估值。简单来说，如果传统的估值方式下（即没

有退出期权）NPV1=X，那么考虑到退出期权价值的

估 值 为  NPV2=X+Y 。 故 期 权 的 价 值 为 NPV2-

NPV1=X+Y-X=Y。由此，在通常标准下不可行（即净

现值为负），但退出期权价值为正值的项目，可能变得

可行。 

巴西绿色能源投资的退出期权 

现在，我们重点讨论在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可再生能源

项目中应用退出期权的潜力。实物期权（RO）已在各

国 的 风 能 、 太 阳 能 和 水 能 项 目 中 得 到 应 用 （ 见 表

15）。但是，我们没有获得其在巴西应用的信息，这

可能是因为BNDES提出的标准信贷模型中没有这种工

具，而BNDES是迄今为止可再生能源投资最大、最主

要的资金来源[同上]。无论如何，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不

断增长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探索这一替代方案似乎能使

一些本不可行的项目获得融资资金。 

估计期权价值有不同的方法，如表15所示。在此，我

们应用 Kim303 提出的实物期权分析框架，简要讨论退

出期权对促进可再生电力（REE）融资的潜力。我们以

巴西为例，在2012年至2021年期间，包括可再生能源

项目在内的近7000个公共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被暂停

（即已经启动，但由于资金不足或预期结果发生变化等

各种原因被叫停），合同总价值为93.2亿巴西雷亚尔。

这凸显了重新审视项目评估和批准方式的必要性。304 

我们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通过考虑

能够广泛反映基础设施项目净现值的经济波动关键

变量来评估项目。我们关注两个变量：工资和劳动

生产率，将劳动力市场引起的波动纳入估值模型。

其理念是，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可以降低成本，使项

目净现值（更可能）为正，但如果工资的增长速度

超过劳动生产率，则会出现相反的情况。我们使用

工资和劳动生产率来举例说明项目波动的典型来

源，并由此通过退出期权的价值来定义这种波动的

隐性“成本”。完整起见，我们在模型中还考虑了

两个额外的变量，服务（能源）关税和资本利用率

（服务/能源需求）。 

我们分为三个步骤进行： 

1. 为四个测试变量定义三种未来的情景，即普通、

最好和最坏的情况； 

2. 运用二叉树模型，305,306估算项目变得更有利可

图的预期概率（q），并计算该模型的单次退出

期权价值； 

3. 将预期净现值与退出期权价值结合，得到一个更

真实的项目估值。 

在对这一概念的演示中，我们应用了所提出的评估

模型，以提供一个真实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影响程度

的大致描述。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进一步探

索，将该模型视作债权人和开发商（潜在的）行为

规则，整合到一个基于主体的模型中，以供，就像

Lamperti等人307在案例研究“快速平稳脱碳和可

持续增长的政策选择”中提出的反乌托邦式熊彼

特与凯恩斯模型一样。这将使我们能够基于一个复

杂的综合评估模型，研究宏观综合的再融资环境

中，实物期权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能源转型。 

模拟和初步发现 

作为分析展示，我们研究了伊通比亚拉（Itumbiara）

水电站，它是福纳斯系统的一部分。308 该项目（建

设）总投资为1.875亿美元，前7年用于建设，其余40

年用于运营（特许期）。因此，我们在第 7 年计算退

出期权的价值。在实践中，这使期权持有人，即项目

债权人，有权在项目第一阶段（建设）结束时，即第7

年，退出项目。 

基于与伊通比亚拉项目有关的一系列技术和市场参

数，我们构建了最佳、普通和最坏的情景，并假设

所考虑的四个变量（工资、劳动生产率、能源关税

和能源需求）最大和最小演变轨迹在历史上是一致

的。相应的二叉树模型如图86所示。 

 

 

http://www.cnm.org.br/biblioteca/exibe/1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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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项目和期权估值树（单位：百万美元）。注：节点D, E, F分别代表不同情景下t=7时的项目价值和期权价值。两棵树中的节点A

都是t=0 时的价值。也就是说，目前，期权价值树中的节点A是项目评估时应该考虑的价值 

图 87：tex=7 时，预期的项目波动性和相应的期权价值（百万美元/亿次）。数据来源：作者阐述 

 

   
 

如图 86 所示，如果考虑这种机制，债权人通过

将传统普通情景下的净现值增加420万美元， “获

得”了在建设阶段结束时（7 年后）退出项目的权

利。因此，如果行使期权，债权人将不再需要为

下一个项目阶段（运营支出）提供资金，同时保

留了收回未偿还贷款（资本支出）的全部权利。

由于不含期权价值时，该项目的净现值计算约为

370万美元，故期权价值占新现值的 53%。这一

显著差异意味着净现值略低的类似项目可能会被

拒绝，但如果考虑到退出期权，它们与伊通比亚

拉案例一样值得投资。 

从伊通比亚拉基准项目开始，我们模拟了 10万

个类似的潜在可行项目，309以研究退出期权价 

值与项目变量波动性之间的关系。在模型中，最

坏和最好情况之间的差异是由基于历史波动性的

工资、能源关税、资本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不

同假设所决定的。这些变量在根本上是由各自的

市场驱动的，但它们如何影响项目绩效也取决于

开发商的能力，这是我们在此模型中试图解决的

另一种不确定性。因此，退出期权价值将同时反

映市场和项目的不确定性。 

针对这些模拟的项目，图87展示了模拟的项目总

波动性，相应的退出期权价值，以及项目变得更

有利可图的概率 q。q小于0.5的项目用红色表示，

q大于或等于0.5的项目用蓝色表示。 

总的来说，我们发现项目的波动性越高，退出期

权的价值越低。在较低的波动率水平上，更可能

有利可图的项目占比较高，在波动性很低的项目

中，所有项目都更有可能增值而不是贬值（蓝色

表示的项目）。它们都是低风险项目，也因此具

有最高的退出期权价值。相反，较高的波动性意

味着项目升值的可能性较低，期权价值也同样较

低，这可以解释为项目融资所产生的风险溢价。 

在图 88 中，我们进一步尝试，使每个模拟项目

中行使退出期权（tex）的时间具备一定灵活性，

允许在第2年至第9年间行权。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看到有些项目具有相同的波动性，但期权

价值却不同，这是因为一些项目出现不良净现

值轨迹的概率高于其他项目。此时，在融资运

作中加入退出期权能使债权人在不产生计划外

费用（如诉讼费）的情况下退出项目，因为随

着时间的推移，有关项目表现的信息越来越多，

风险“偏好”的提升也是合理的。 

 
 
 

 

309 We focus our analysis on financially viable projects – that is, those with a positive net present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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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tex在2-9之间时，预期的项目波动性和相应的期权价值（百万美元/亿次）。数据来源：作者阐述
表 15：不同估值方法中的实物期权应用 

图例：PDE=偏微分方程；AB=二叉树；SIM=模拟；PD=动态规划；AE=实证分析；AMMQ=蒙特卡罗最小二乘法；GT=博

弈论；MP=概率模型 

Source: Extension of the table in Kim (2017).310
 

 
 
 
 
 
 
 
 
 
 
 
 
 
 
 
 
 
 
 
 
 
 
 
 
 

最后，在模拟项目中，大多数项目变得更有利可

图的概率低于0.5（红色区域），这表明即使评

估的主要驱动因素仅与主要变量中的历史波动性

有关，像伊通比亚拉水电站这样的电厂前期在经

济上可行的概率仍然较低。在许多情况下，事后

证明完全可行的项目被放弃，是因为在处理与长

期项目相关的不确定性时，估值方法存在限制。 

结论 

这些实验结果似乎与巴西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基

础设施部门较低水平的私人投资相一致。这类

经济体的国内市场波动较大，外加通常的估值

方法（为发达国家开发）难以有效处理这种不

确定性，这似乎表明，如果希望私人资金参与

投资，需要采纳新的估值方法。 

上述模拟是以水电站为基础的，因此对风能和

太阳能项目进行类似的模拟实践将是下一步工

作的重点，以便更好地了解退出期权在加强巴

西绿色能源私人投资方面的潜力。除此之外， 

更好地了解实物期权在巴西采用率较低的原因，

和探索可能需要的监管变化，以使实物期权对

融资主体而言可行性更高，是我们未来研究的

方向。 

 
 
 

 
 

310 Kim, K. H. P. A. H. K. (2017). Real Options Analysis for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Decis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new 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作者 地区 可再生能源类型 研究方法 

HOFF (2003) 加利福尼亚州 光伏 AB 二叉树 

ZHANG X (2005) 非地区性 水力 SIM 模拟 

KJAERLAND (2007) 挪威 水力 EDP偏微分方程？ 

KUMBAROğLU (2008) 土耳其 风力 EDP 偏微分方程 

LEE (2010) 台湾 风力 AB 二叉树 

YANG (2010) 中国 风力 SIM 模拟 

BATISTA (2011) 巴西 水力 SIM 模拟 

LEE (2011) 台湾 风力 AE实证分析 

ZAVODOV (2012) 中国 水力 AE实证分析 

REUTER (2012) 英格兰 风力 EDP偏微分方程 

BOOMSMA (2012) 北欧 风力 AMMQ 蒙特卡罗最小二乘法 

LEE (2013) 印度尼西亚 水力 GT + SIM 博弈论+模拟 

CESEÑ A (2013) 英国 光伏 SIM 模拟 

KRONIGER (2014) 英格兰 风力 EDP + SIM 偏微分方程+模拟 

KIM (2014) 韩国 风力 AB 二叉树 

ABADIE (2014) 英国 风力 EDP偏微分方程 

WEIBEL (2015) 英格兰 风力（陆上和海上） AMMQ 蒙特卡罗最小二乘法 

JEON (2015) 韩国 光伏 MP 概率模型 

ZHANG (2016) 中国 光伏 EDP 偏微分方程 

KIM (2017) 韩国 水力 EDP偏微分方程 

AGATON (2018) 菲律宾 可再生能源 EDP + AMMQ 偏微分方程+蒙特卡罗最小二乘法 

GAZHELI, (2018) 非地区性 太阳能和风力 EDP偏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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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报告通过与全球能源转型关键国家的政策利益相关者合作，就特定主题和政策问题，精心展示和

证明了一系列新经济模型的价值。报告介绍了被称为“新经济模型”的各类方法，研究这些方法如何

应用于不同类型的政策问题，以及如何进行使用。 

 
本报告介绍了15个应用和以政策为导向的案例分析，将上述方法用于实际的政策问题，为真正的决

策者提供了洞见和价值。因此，我们相信本报告兑现了新经济模型的承诺，超越了对现有方法和抽

象概念的批评，并提供了具体的见解，让我们在能源和气候政策分析方面走得更远。 

案例分析结果摘要 

通过案例分析，我们对四类政策问题得出了一系列主要发现，表16对此进行了总结。 

 
表16：本报告涉及的政策问题和主要调查结果 

 

政策问题 主要发现 

发展方向：是否应该脱碳吗？

脱碳成本是多少？宏观经济影

响是什么？ 

⚫ 针对不同国家、使用不同方法进行的多个案例分析都表明，去碳化可能提供净

就业机会，考虑到相关地区的具体经济结构，可能推动经济的整体增长。 

⚫ 比目前设想的更快的转型是可取的。 

⚫ 在某些转型情景下，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或负面成本，我们能确定这些影响可

能出现的特定时期、行业或职业，以及与其他发展目标的联系。 

技术选择：应该专注于哪些

技术？对行业有什么影响？ 

⚫ 政策制定者应尽量消除对零排放技术的壁垒，随着部署的扩大，这些技术的性能会

提高，成本会降低，包括太阳能、风能、电解器和电池。政策制定者应塑造市场，

以加快技术创新和增长。 

⚫ 各国基于自身现状，将关注不同的技术。 

⚫ 化石燃料向其他能源转型的不同性质，会产生可预测和可管理的影响。 

政策选择：哪些政策最能支持我

们的目标？ 

⚫ 对于实现减排和关键能源技术的创新，投资于零排放技术往往比给化石燃料定价更有

效。 

⚫ 监管可以非常有效地将投资重新分配给零排放技术，加速其改进并降低成本。 

⚫ 强制技术规定或政府采购是启动某一行业的有效政策，可以使其他政策更高效。 

⚫ 将碳定价纳入一揽子政策很有用（收税比总量控制和碳交易的方式更加有效）。 

⚫ 政策支持的时机是关键，迟来的支持会增加不必要的锁定效应。 

⚫ 政策支持通常可以实现收入或财政中立。 

政策设计：应该如何设计这

项政策？ 

⚫ 当财政补贴或税收水平使零排放技术成本足以与化石燃料相竞争时，其成效可

能会尤为显著。 

⚫ 强制规定采用零排放技术，可能比要求提高化石燃料的效率更有效（尽管两者

结合可能是最好的）。 

⚫ 如果快速减排超过了排放配额的调整，应设计排放交易方案，防止在减排上“刹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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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s and lessons 

The case studies are individually rich and varied, but 

there are some key overarching themes and lessons: 

1. Primacy of co-produced analysis with 

stakeholders and partners. A common theme 

is the use of co-production to develop insights, 

with policy teams and modellers working closely 

together to define the analysis questions and 

approach, and iterating through rounds of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This mode of working is not 

universal, and is not essential, but it is the primary 

way in which insights are delivered alongside 

improvements in capacity and capabilities for both 

users and producers of modelling. We recommend 

viewing co-production of modelling insights as a 

default option. 

2. value of detailed policy appraisal. Many of the 

case studies provide detailed policy analysis, or use 

modelling which has the capability to provide this. 

Here, we are referring to models that have enough 

structural realism and model parameters that we 

can meaningfully represent the detail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not just use a carbon price as a 

proxy. Using models that cannot capture detailed 

representations of policies, or running scenarios 

which do not include realistic policy scenarios, 

is rarely likely to be of value to policymakers. 

Policy should appear in a model, but should be set 

exogenously, allowing modellers and policy clients 

to use the model to run policy scenarios easily. 

3. A new generation of bottom-up, structurally 

realistic, empirically validated economic 

simulation models. Whether they be agent- 

based models, system dynamic models, or E3ME 

and its extensions, all of the simulation models 

in this report aim to represent economic and 

energy systems in structurally realistic ways, 

which capture bottom-up relationships rather 

than observ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cro- 

variables. Vitally, they hold themselves to high 

standards on empirical validation – only producing 

results we can have confidence in, because of 

their past performance. This is a common and 

important theme, an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n earlier generations of these types of models. 

What is new is the availability of both computing 

power and fine-scale data to improve the quality, 

sophistication and reliability of the models. 

4. agent-based models are important, but not 

everything is an agent-based model. Agent- 

based models are synonymous with complexity 

economics, and sometimes with new economic 

modelling. However, the breadth of case studies 

here shows there are other approaches too – both 

simulation and data analysis approaches.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new economic modelling is 

pluralist in nature and this is reflected in the fact it 

encompasses a range of modelling approaches. 

This plurality allows new economic modelling 

to respond to different stakeholder needs and 

policy contexts. 

5. We need to consider the maturity of different 

modelling approaches when using them. To 

manage expectations and ensure different 

approaches are used appropriately, it is vital 

that we understand the maturity of different 

models. CGE and DSGE models,311 for example, 

are very mature. They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academic and policy contexts, and so have well- 

developed norms, frameworks and institutions to 

support their use. This means they can often be 

used quickly and in a familiar way, but are more 

‘set in their ways’, where it is difficult to take a 

step back and question certain assumptions. In 

contrast, many new economic approaches are less 

mature and there is less orthodoxy around their 

use. This means they may be slower to use, and 

there may be many decisions which need to be 

made in each application, which can be skipped 

in more established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re more flexible to each application. 

The one exception to this is E3ME, which in the last 

23 years has developed an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operational framework to allow it to be used 

in a similar way to more established modelling 

approaches. This provides one blueprint for 

other new economic approaches. 

The future for new economic 
modelling 

This report documents just the beginning of applying 

new economic modelling for climate and energy 

policy. The policy influence is only just beginning to 

be felt. As the value of these approaches is more 

widely appreciated, as they improve and as these 

efforts expand, we see the following key trends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1. knowing what works in practice. Both within and 

beyond EEIST, we are already aware of a large 

range of nation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s, 

multilateral organisations, private-sector actors 

and funders that are using or planning to use the 

types of modelling we have presented he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types of analysis is set to 

expand significantly in the coming few years. This 

is important for two reasons. First, the learning 

that will be generated, beyond individual policy 

insights, on what work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methods, will be vital in improving their use. 

Second, it will expand the examples and blueprints 

for policymakers to use to articulate more clearly 

the types of policy analysis they want. We often 

hear policy teams complain about the drawbacks of 

different types of models, but are not sure what the 

solution looks like. Now they have a positive story 

and vision to explain more fully what they want. 

2. Broader dissemination of applied systems 

thinking. As the models are applied more widely, 

so too will be the systems thinking concepts behind 

them. Our previous report, Ten Principles for 

Policy Making in the Energy Transition,312 outlined 

the broader policy implications of new economic 

modelling and approaches. This is one part of 

a wider conceptual framework. Beyond this are 

concepts such as feedback loops, tipping points 

and disequilibrium. As the applications expand, 

we expect the sophistication and ‘literacy’ of 

policymakers in applying systems thinking to 

increase markedly. This is an exciting avenue 

in its own right. 

3.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ransparency. 

Alongside the application of methods and ideas, 

we expect to see a surge in innovation of new 

methods, reflecting their growing success and 

demand for their use. These innovations are most 

likely to be around: (i) ever-improving calibration 

and validation of models; (ii) use of more and 

better data and new types of data; (iii) use of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s to build better data- 

derived models; and (iv) communication and 

visualisation of model design and insights. There 

are also likely to be big opportunities in building 

capacity in different institutions to produce 

and use these types of modelling, as well as a 

broader push for more transparency and clarity 

around models, reflecting their more intuitive 

and structurally realistic leanings. If the capacity 

building and training can be delivered around 

these methods, we expect more policy teams 

to engage with models critically, understanding 

their assumptions, design and why they are 

giving certain results, rather than accepting 

modelling insights passively. 

This future for new economic modelling is an 

opportunity rather than an inevitability. We need to 

learn from and use current policy insights, and then 

continue to invest in applying these methods to real- 

world policy and decision. Vitally, we need to do more 

to build capacity and expertise in the institutions that 

can make use of these approaches. 

 
 
 
 
 
 

  

311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and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300 https://eeist.co.uk/eeist-reports/ 

主题和教训 

案例分析内容丰富多样，但也有一些关键的总体主

题和经验教训： 

1. 与利益相关者和合作伙伴共同进行分析的重要

性。共同的主题是联合开发洞见，政策团队和建

模人员密切合作来定义分析问题和方法，并通过

一轮轮的分析和讨论进行迭代。这种工作模式并

不通用，也不是必须的，但它是提供洞见的主要

方式，同时提高用户和建模人员的能力。我们建

议将共同开发模型洞见作为默认选项。 

2. 详细政策评估的价值。许多案例研究提供了详细

的政策分析，或使用有能力提供这一分析的模

型。这里指的是结构足够现实且参数充分的模

型，能够有针对性地表示政策实施的细节，而不

仅仅是将碳价作为代表。使用无法捕捉政策细节

的模型，或运行不包括现实政策的情景，对政策

制定者来说几乎没有价值。政策应在模型中显

现，但要从外部制定，允许建模者和政策客户使

用模型轻松运行政策情景。 

3. 新一代自下而上、结构现实、实证验证过的经济

模拟模型。无论是基于主体的模型、系统动态模

型，还是E3ME及其扩展，本报告中的所有模拟

模型都旨在以结构现实的方式展示经济和能源系

统，捕捉由点到面的关系，而不是观察到的宏观

变量间的关系。至关重要的是，在实证验证方面

坚持高标准——根据其以往的表现，只产出我

们信任的结果。这是一个常见而重要的主题，也

是对前几代此类模型的重大改进。创新点是计算

能力和精细数据的有效性，以提高模型的质量、

复杂度和可靠性。 

4. 基于主体的模型很重要，但并不是所有的模型都

基于主体。基于主体的模型是复杂性经济学的同

义词，有时也与新经济建模同义。然而，广泛的 

1. 案例分析表明，还有其他方法，包括模拟和数据分

析方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新的经济建模本质上

是多元的，这体现在其包含一系列建模方法。这种

多元性使得新经济建模能够应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的需求和政策背景。 

5. 在使用不同的建模方法时，需要考虑其成熟度。为

了管理预期并确保恰当应用不同的方法，必须了解

不同模型的成熟度。例如，CGE和DSGE模型已经非

常成熟311。已广泛用于学术和政策领域，因此也有

完善的标准、框架和制度支撑。这意味着通常可以

快速地熟练使用，但有固定的步骤，很难退一步质

疑某些假设。相比之下，许多新经济方法还不太成

熟，使用这些方法的成规也较少。这意味着它们使

用起来可能较慢，在每次应用时需要做出许多抉

择，而在更成熟的方法中可以跳过。另一方面，没

那么成熟的模型在应用中灵活性更强。E3ME是一个

例外，过去23年中，E3ME开发了一个制度支持和

操作框架，使用时与更成熟的建模方法类似。这为

其他新经济方法提供了样板。 

新经济模型的未来 

本报告仅仅记录了将新的经济模型应用于气候和能

源政策的开始。政策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随着

新经济模型的价值得到更广泛的认可，模型不断改

进和推广，未来五年的主要趋势如下： 

1. 了解什么在实践中有效。在EEIST内外，我们已

经意识到大量国家和地区政府、多边组织、私营

部门行为者和资助者正在使用或计划使用我们在

此介绍的各类模型。各类分析的应用将在未来几

年大幅扩展。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原因有二。首

先，从中可以学习除了提供单独的政策洞见之

外，这些方法适用于哪些应用，从而推广其使

用。其次，这将扩大政策制定者使用的范例和蓝

图，以便更清楚地阐明他们需要的政策分析。我

们经常听到政策团队抱怨不同类型模型的缺点，

但不确定解决方案是什么样的。现在，他们有了

一个正面的故事和愿景，可以更全面地阐明想要

的东西。 

2. 更广泛地传播应用系统思维。随着模型的应用越

来越广，其背后的系统思维概念也将得到更广泛

的应用。我们之前的报告《制定能源转型政策的

十项原则》312概述了新经济模型和方法的深远

政策影响。其背后是广泛的概念框架。除此之外

还有反馈回路、临界点和不平衡等概念。随着应

用的拓展，预计政策制定者在应用系统思维方面

的成熟度和“素养”将显著提高。这本身就是一

条令人倍感鼓舞的道路。 

3. 方法创新和透明度。除了方法和思想的应用，我

们预计新研究方法的创新将激增，不断获得成

功、使用需求增加。创新最有可能围绕：（i）

不断改进的模型校准和验证；（ii）使用更多和

更好的数据和新型数据；（iii）使用机器学习技

术来建立更好的数据衍生模型；以及（iv）模型

设计和洞见的交流和可视化。不同机构很可能进

行能力建设，来制作和使用这类模型，推进模型

的透明度和清晰度，反映更直观和结构现实的倾

向。如果能够围绕这些方法进行能力建设和培

训，希望更多的政策团队批判性地参与到建模

中，了解其假设、设计以及给出某结果的原因，

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模型的洞见。 

新经济模型的未来需要机遇，而不是必然。我们需

要学习和利用当前的政策洞见，然后继续投入，将

这些方法应用于现实世界的政策和决策。我们需要

在使用这些方法的机构中加强能力建设和专业知

识，这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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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mple data requirements for 
new economic models 

This appendix provides a summary of the data 

collected and used in a selection of the models 

presented in this report. This is presented in a 

spreadsheet form following this short introduction. 

This summary was developed in part to provide 

members of the EEIST consortium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data requirements associated 

with applying a modelling capability to a given 

context. Hence, the data is broken down by major 

model components (and thus the types of data and 

the models which use them) – scenarios, production, 

labour, energy and SDGs. The data is also split into 

data that is a ‘minimum requirement’, and ‘important 

but not required’. The former are required for the 

model to provide reliable results; the latter are 

important  but  can  be  replaced   with   estimates 

or substituted with data from other contexts. 

As discussed in the main body of the report, the 

data collected for each model provides them with 

measurements from real-world indicators, anchoring 

them in the real-world phenomena, and the context 

of the specific case studies. The ability of a model to 

predict or forecast the future is heavily dependent 

on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data used.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data used in each of the 

case studies presented in this report varies between 

contexts. However, no one country or context has 

the best quality of data for each application. All case 

studies are therefore compromised to some extent 

by the quality of the data they use. For this reason, 

the models will generally employ stochastic 

approaches to explore the uncertainty associated 

with their data and provide range estimates of their 

outputs. Aggregated global studies are the most 

likely to provide the best predictions, but are limited 

in that they can only provide outputs at a global scale. 

The data requirements spreadsheet can be found 

at https://eeist.co.uk/eeist-reports/new-economic- 

models-of-energy-innovation-and-transition/. 

 
 
 

Appendix for case study: What is 
the most cost-effective form of 
carbon pricing? 

This is an annex to part three of the case study. 

The annex was written by Huaiyu Wang, Jia Liu, 

Tianyi Wu, Zheng Kang, and Zhangang Han. 

a: levelised cost of energy infrastructure 

Levelised Cost Of Electricity (LCOE) for each technology 

is used to guide the technology choice when a new plant 

is going to be established.313 For a newly built power 

plant, its LCOE could be calculated as: 
 

 

LC = The percentage influenced by the learning rate 

of total cost at year y. 

MC = The maintenance cost at year y. 

FC = The fuel cost of the power plant at year y. 

y = The certain year in which overall cost is estimated. 

R = The discount rate of capital. We assume it to be 

constant all the time. 

The summation symbol represents the LCOE is a 

variable of lifetime which works from the year of 

construction to its design year, assuming the plant 

not being shut down or dismantled. The numerator 

represents all costs in a given year of the lifetime 

and the denominator represents the factor required 

to discount the costs from this year to the year of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compound interest 

formula, with the discount rate chosen to be the 

annualised rate of return of the CMB-GD from 2001 

to date, which is 1.25 per cent. In the ETS scenario the 

future carbon cost here is not a specified value but an 

estimated one (last year’s quota) because a power 

plant cannot know how much carbon quota it can get. 

And the factor that identifies the build year, equals 1 

at the build year but 0 anytime else. 

 
 
 
 

模型中使用的最终LCOE如图A-1所示。如图所示，

煤炭、天然气、水力、核能等传统技术进步非常

有限，但假设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取得了重大进

步。. 

图A-1传统技术和创新技术的成本演变 

 

B: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partition function 

The principle of finite rationality in the decision- 

making mechanism is reflected in the final choice of 

energy source for the new power plant. A stochastic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similar to the Partition 

Function (PF) in statistical physics is introduced, 

linking the probability of a thermodynamic system 

being in a certain state to the probability of choosing 

a power ergy source. The higher the energy, the 

lower the probability of instability in a 

thermodynamic system, and similarly the higher the 

LCOE, the lower the probability of choosing to build 

a power plant. In this mechanism, the probability of 

choosing a certain power plant i Pi is given by the 

following equation: 

 
 
 
 

Where ß is the rationality index, the larger ß is, 

the more sensitive Ei is to probability and the 

more rational the decision is; the smaller ß is, 

the less sensitive probability is to Ei and the less 

rational the decision is. Z is the PF which works as 

the normalisation parameter, which sums. Using 

a uniform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to generate 

random numbers between 0 and 1 and the above 

formula to calculate each Pi, the axis is then divided 

in a determined order for each energy plant Pi. The 

interval in which the random number falls is the 

interval in which the plant is selected for construction. 

The process is repeated until the condition that no 

new plants are needed is met, and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new plants for the year is completed. 

C: decommission rule of existing plants 

The decision to decommission a power plant is not 

an easy one, given the huge labour cost involved in 

building a plant, the cost of equipment, the cost of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and the considerable 

jobs and energy supply that the plant can provide. 

It is clearly not realistic to be too sensitive to the 

profitability of a power plant (intolerable losses and 

rapid dismantling) or too insensitive (always working 

and running regardless of operating conditions). 

Therefore, in our model we introduce a dismantling 

probability Pdown to simplify this decision process. 

The power plant shall check the profit of the latest 

Tthreshold years, in which the number of loss years 

ndeficit divided by Tthreshold is the power plant 

dismantling probability, that is: 
 

 

using a uniform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to 

generate a raneen 0 and 1. If it isant is not 

dismantled, and vice versa. 

 
 
 

 

313 Branker, K. et al. (2011). A Review of Solar Photovoltaic Levelised Cost of Electricity.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15(9): 4470 -4482. 

新经济模型的数据要求示例 

附录总结了本报告系列模型所收集和使用的数据，

在后面以电子表格的形式呈现。 

这个总结在某种程度上是为让EEIST联盟的成员了

解，在特定情况下应用建模能力的相关数据要求。

因此，数据按主要模型组件（以及数据类型和使用

的模型）进行细分，包括情景、生产、劳动力、能

源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也分为“最低要求”和

“重要但非必需”两种。前者是模型产出可靠结果

所必需的数据；后者是重要但可以用估计值或其他

背景中的数据代替的数据。 

如报告正文所述，每个模型收集的数据为其提供了

来自现实世界指标的测量结果，使其立足于真实世

界现象和具体案例研究背景中。模型预测或预报未

来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用数据的质量和数

量。本报告中介绍的每一个案例分析中使用的数据

质量都因情况而异。不是每个国家或情景应用的数

据质量都很好。所有案例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

所用数据质量的影响。模型通常采用随机方法来考

察与其数据相关的不确定性，并提供产出的范围估

计。全球综合研究最有可能提供最佳预测，但局限

性在于，只能提供全球范围内的产出。 

数据要求电子表格详见：https://eeist.co.uk/eeist-

reports/new-economic-models-of-energy-

innovation-and-transition/。 

案例分析附录：最具成本效益

的碳定价形式是什么？ 

这是案例分析第三部分的附件。附件由Huaiyu 

Wang，Jia Liu，Tianyi Wu,，Zheng Kang和

Zhangang Han撰写。 

A： 能源基础设施的平准化成本 

在建立新电厂时，每种技术的平准化电力成本

（LCOE）用于指导技术选择。313对于新建的发

电厂，其LCOE可计算为： 

 

LC=第y年总成本受学习率影响的百分比。 

MC=第y年的维护成本。 

FC=第y年发电厂的燃料成本。 

y=估计总体成本的特定年份。 

R=资本折现率，假设一直恒定。 

总和符号表示LCOE是一个从竣工年份到设计年

份的生命周期变量，且假设工厂没有关闭或拆

除。分子表示生命周期中某一年的所有成本，分

母表示根据复利公式将本年的成本折现到竣工年

份所需的系数，折现率定为2001年至今的CMB-

GD年化收益率，即1.25%。在ETS情景中，这里

的未来碳成本不是一个指定值，而是估计值（去

年的配额），因为发电厂不知道能得到多少碳配

额。而确定修建年份的因子，在修建年份等于

1，其他时候等于0。 

B：有限理性与配分函数 

决策机制中的有限理性原则体现在新发电厂能源的

最终选择上。引入了一种类似于统计物理学中的配

分函数（PF）的随机决策机制，将热力学系统处于

某种状态的概率与电厂选择某种能源的概率联系起

来。能量越高，热力学系统不稳定的概率就越低，

同样，LCOE越高，选择修建发电厂的概率就越低。

在这种机制中，选择某个发电厂i Pi的概率如以下公

式所示： 

 

β是理性指数，β越大，Ei对概率越敏感，决策越理

性；β越小，Ei的敏感性越低，决策越不合理。Z是

作为归一化参数的PF，作用是求和。使用统一的随

机数生成器生成0和1之间的随机数，并使用上述公

式计算每个Pi，然后按确定的顺序对每个能源厂Pi划

分轴。随机数落在哪一个区间，就在哪一个区间选择

工厂进行建设。重复该过程，直到满足不需要新工厂

的条件，本年新工厂的开发流程就完成了。 

C：现有工厂的停用规则 

考虑到建造发电厂所涉及的巨大劳动力成本、设备成

本、建造和拆除成本，以及发电厂提供的大量就业机

会和能源，决定停用发电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

发电厂的盈利能力过于小心谨慎（无法忍受损失和快

速拆卸）或过于粗心大意（无论运行条件如何，总是

工作和运行）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在我们的模型

中引入了拆卸概率Pdown来简化决策过程。发电厂

应检查最近Tthreshold年的利润，其中亏损年数

ndeficit除以Tthreshold就是发电厂的拆除概率，

即： 

 

使用统一的随机数生成器来生成0和1之间的随机

数。如果它大于或等于Pdown，则不拆除工厂，反

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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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arbon price in Ets with soft cap and free 

allocation 

In this scenario, we use the empirical formula to calculate 

the annual carbon price, citing from existing reference:314
 

 

Where: pCO2 : the price of CO2 permits in Yuan/ton 

ej      :       emission       of       power        plant        j 

n      :      the       number       of       power       plants 

t : the total cap in ton/year. 

In order to validate the formula, the permit price is 

computed for the base year with 877gCO2/kWh as the 

benchmark for the majority of producing units. The 

outcome reveals that the average price is approximately 

CNY 54.2/tCO2 (with a soft cap around 4,280MtCO2), 

accurately representing China’s reality. This gives the 

team assurance that the formula, which was initially 

developed for EU ETS, is applicable. 

E: Clearinghouse double auction mechanism. 

The carbon trading mechanism we used is a unified state 

auction of carbon quotas for all thermal power plants, 

where the state directly auctions carbon quotas at the 

first level, obtains auction bids from each power plant 

for its own quota, and then matches them from highest 

to lowest price until the quota is issued. The learning 

mechanism for the power plant auction bids is based 

on the Roth-Erev multi-agent reinforcement learning 

algorithm,315 316 where the probability of choosing the 

next action is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benefit of the 

previous  action.  The  auction   mechanism   flows 

as follows. 

Auction 

1. Each year, the state determines the total number of 

allowances based on the ca companies. 

 

 

 

 

2. Coal and electricity companies give their purchase 

volumes and bid according to the bid probabilities 

obtained from their studies, rank the coal and electricity 

companies’ bids from highest to lowest, add up their 

purchase quotas until they reach the quota volume 

issued by the state, and use the price at that point as 

the quota price for this year. 

Note: Each coal-fired factory can only emit CO2 of the 

amount of allowances purchased, and the allowances 

are only used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without taking into 

account that the factory then sells the allowances. 

Bidding and learning 

1. A certain number of values are taken as bid points 

at equal intervals between the reserve price and the 

maximum acceptable carbon allowance price for the 

power plant, and each bid will be selected from the 

bid points based on the probability of the bid points 

corresponding to the learned bid points. 

The minimum allowed bid is 0, and the maximum bid 

is designed, in the model, as the break-even point for 

each agent, which means the bidding price equals the 

revenue from electricity sales minus fuel cost. 

2. This study adopts the Roth Erev reinforcement 

learning model with forgetting factor, based on two 

basic assumptions of multiple traders in the market: 

⚫ Successful and similar choices in the past will be 

more likely to be used in the future. 

⚫ Recent experience will be more useful for current 

decision making than long-term experience. 

The basic settings of the model are as follows: 
 

 

Where qjk(n),pjk(n), is the ‘preference’ and 

probability for the j th individual to choose the   

k th bid in the n th auction, e is the experimental 

parameter, which reflects the speed of learning. 

The preference is the accumulation of historical 

income (profits generated by purchasing carbon 

quotas) in the carbon quota auction, and the 

probability is the normalisation of the ‘preference’ 

of all bid choices. At initialisation, the ‘preference’ 

and probability of each choice are equal, where K 

is the number of bid choices and X is the estimated 

initial average return. r is the recency parameter, 

representing the forgetting ratio of the ‘preference’ 

of the last auction of the same strategy. ME( j, k, k’, 

n, K, e) is a preference update item. If the auction 

is successful, the bid will choose to linearly increase 

a positive ‘preference’ according to the learning 

speed e,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proceeds from 

the remaining bids will be distributed to the unused 

表E1 机器学习出价的参数设置 

 

参数 符号 值 
 

近度参数 r 0.1 

实验参数 e 0.5 

出价选择的数量 K 50 

估计初始 

平均收益 

 
X 

 
4,000,000 

尺度参数 S(1) 1 

 

让r等于0.1是因为r是最近度参数，取一个较

小的值合理。e等于0.5是因为e的值范围从0

到1，所以取0.5的中值。K之所以等于50，是

因为实验发现，如果K很小，出价就会太离散，

而太大会使主体学习太慢。X仅与初始化相关，

实验发现，由于遗忘因子的存在，只要数值

大到一定程度，模型就对X的值不敏感，最终

选定4000000。s(1)是尺度参数，s(1)设为1意

为没有额外的缩放。 

煤电厂建设限制 

当配额已满时，是否允许新建煤电厂？如果不

允许，就会引入额外的监管和行政干预。尽管

本文作者并不欣赏这一政策，但仍然模拟了该

政策，以更深入地了解决策支持的拍卖机制。 

F：基准年的产能、发电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布 

图F-1基准年的产能分布 
 

  

图F-2基准年的发电量分布 
 

  
 

图F-3基准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布 

314 Chappin, E. (2011). Simulating Energy Transitions. Mother Pelican.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Retrieved from http://www.chappin.com/thesis. 

315 Roth, A. E. and Erev I. (1995). Learning in Extensive-Form Games: Experimental data and simple dynamic models in the intermediate term.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8(1): 164-212. 

316 Nicolaisen, J. et al. (2001). Market Power And Efficiency in a Computational Electricity Market with Discriminatory Double-Auction Pric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5(5): 504-523. 

D：具有软性总量控制和免费分配的ETS碳价 

在此情景中，我们使用经验公式来计算年度碳价，

引用现有的参考资料：314 

 

其中：pCO2：CO2碳配额价格，单位：元/吨 

ej：发电厂j的排放量 

n：发电厂的数量 

t：总量控制，单位为吨/年。 

为了验证该公式，我们以877克二氧化碳/千瓦时为

作为大多数生产单位的基准，计算了基准年的配额

价格。结果显示，平均价格约为54.2元/吨二氧化碳

（软性总量控制约为428亿吨二氧化碳），准确反映

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本团队确信，最初为欧盟ETS开

发的公式是适用的。 

E： 清算所双倍拍卖机制。 

我们使用的碳交易机制是国家对所有火力发电厂的

碳配额进行的统一拍卖，国家直接拍卖第一级的碳

配额，每个发电厂为自己配额的拍卖出价，然后从

高到低的价格匹配，直到配额发出。发电厂拍卖的

学习机制基于Roth-Erev多智能体强化学习算法，

315,316选择下一行动的概率根据前一行动的收益来

调整。拍卖机制流程如下。 

拍卖 

1. 国家每年根据外国投资者给出的碳排放指标确定

配额总数，将其等同于当年的拍卖次数，并分批发

放配额供煤电公司购买。 

2. 煤电公司根据研究得出的出价概率给出其采购量

和出价，将煤电公司的出价由高到低排序，将其购

买的配额相加，直到达到国家发布的配额量，并将

当时的价格作为本年的配额价格。 

注：每个燃煤厂只能根据购买配额量来排放二氧化

碳，配额仅用于发电，而不考虑工厂之后再出售配

额。 

出价与学习 

1. 在底价和电厂可接受的最大碳配额价格之间，等

间距取一定数量的数值作为出价点，每个出价将根

据出价点与习得的出价点对应的概率从出价点中选

择。 

在模型中，允许的最低出价为0，最高出价在模型

中设计为每个主体的盈亏平衡点，这意味着出价等

于电力销售收入减去燃料成本。 

2. 本研究采用了带有遗忘因子的Roth-Erev强化学

习模型，基于市场中多个交易者的两个基本假设： 

⚫ 过去成功和相似的选择更有可能在未来采用。 

⚫ 与长期经验相比，最近的经验对当前的决策更

有用。 

该模型的基本设定如下： 

 

其中，qjk(n)，pjk(n)是第j个个体在第n次拍卖中

选择第k个出价的“偏好”和概率，e是实验参

数，反映了学习速度。偏好是碳配额拍卖中历史

收入（购买碳配额产生的利润）的累积，概率是

所有出价选择的“偏好”的规范化。在初始化

时，每个选择的“偏好”和概率是相等的，其中

K是竞价选择的数量，X是估计的初始平均收益。

r是近度参数，代表相同策略的最后一次拍卖的

“偏好”遗忘率。ME（j，k，k’，n，K，e）

是偏好更新项。如果拍卖成功，竞价将根据学习

速度e选择线性增加正的“偏好”，剩余竞价的

收益比例将分配给未使用的策略“偏好”。目前

的政策和使用该机制预期的具体参数如下： 

 

http://www.chappin.com/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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